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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媒介批评”这个术语开始被引入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界，开启了媒介批评研究的学术自觉之路，以之为名的理论探讨和批判性媒介研究开始在新闻传播学界以及文艺文化学界生根发芽，并逐步走向枝繁叶茂，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科的重要分支研究领域之一。

从语源的角度来看，媒介批评（media criticism）这个术语在西方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早在20世纪初期，欧美新闻传播界就已经正式命名，其理论和实践的源头有二：一是19世纪欧洲出现的关于现代传播现象的社会文化批评传统以及20世纪20年代开始勃兴的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传播批判研究传统；二是20世纪初期美国出现的声势浩大的媒介批评实践浪潮。媒介批评至今已成为相当成熟的西方传播学术研究谱系中的重要分支之一，有着独立的学术旨趣和社会关怀。

基于独特的国际学术交流对话的便利条件，港台地区的媒介批评学术研究发轫时间比大陆更早。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相关院校的学者已经开启媒介批评学术研究，世新大学的黄新生教授于1987年出版了《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一书，1988年台湾政治大学编撰出版了《媒介批评》论文集，标示着台湾媒介批评的早期学术成就。香港的传媒批判研究也有着较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学术基础，如上世纪90年代相继出版的《批判传媒》、《解构传媒》等著述。到目前为止，这一学术传统在港台地区已经具有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进入21世纪之后，两岸三地的媒介发展动态日新月异，媒介批评学术研究和批评实践的声势也日益壮大，已经涌现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和大量著述，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社会影响力。两岸三地院校和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笔者于2006年赴台湾访问期间，和台湾世新大学黄新生教授做了愉快的晤谈，交流中产生了一个愿景，即搭建一个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究的交流平台，通过开展学者间的对话，来提升媒介批评研究的理论水准和社会影响力，共同推动中华传播学术研究的发展。这个愿景和计划后来又得到了时任台湾世新大学校长牟宗灿先生和中国传媒大学荣誉校长刘继南先生以及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熊杰教授的赞同和支持。

2008年，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开始了“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的筹备工作，进一步与两岸三地相关院校的负责人达成广泛的共识，拟定了研讨会的长期运作机制，由两岸三地的新闻传播院系轮流主办，宗旨是“关注媒介发展，彰显批评精神，深化学术研究”。首届由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广电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现代传播》编辑部、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台湾世新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五家单位主办，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具体承办，于2008年11月1日至2日在北京举行。

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相关院校与学者的大力支持下，首届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来自两岸三地的30余位新闻传播学界、文艺文化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与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南京理工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兰州大学、河北大学、苏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内地高校和研究机构的40多名教师、研究人员和博、硕士生参加了会议。其中，台湾的与会嘉宾有来自世新大学的熊杰教授、黄新生教授、黄玲媚教授和夏春祥副教授；香港的与会嘉宾有香港中文大学的苏钥机教授、冯应谦教授与浸会大学的聂依文博士；内地文艺文化学界的与会嘉宾有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王一川、蒋原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金元浦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的陶东风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出席此次研讨会的主要嘉宾有赵玉明、曹璐、丁俊杰、胡正荣、胡智锋、雷跃捷、龙耘、哈艳秋、王武录、蔡文美、陈作平、李磊、宫承波等教授；来自内地其他兄弟院校和媒体单位的知名学者主要有沈兴耕、王君超、陈龙、李岩、谢静等。研讨会围绕“媒体失范与媒介批评的责任”、“大众文化与媒介批评”、“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论建设”等7个分议题展开深入的对话。

此次研讨会共收到了90余篇研究论文，研讨会的组委会会后从中遴选了30余篇编撰成书，其中既包括名家专论，也有青年学者的最新批判性研究成果，还收集了部分优秀博、硕士生的探索性论述。内容涵盖了媒介批评史、媒介批评理论、媒介批评方法、媒介批评实践等相当开放多元的主题。不少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于提升两岸三地的媒介批评学术研究和大众传媒批评实践的水平有着良好的示范作用和借鉴价值。

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的阶段性使命已经完成，并以论文集的方式呈现在尊敬的读者面前，供读者们进一步地参照和探讨。但它所呈现出的成绩是有限的，我们还仅仅只是开启了一扇对话的大门，搭建了一座交流的桥梁。媒介批评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社会影响力的提升还有赖于更多的学人积极参与，将此传统薪火相传，不断地用智慧和精力来拓展它的边界，并深耕它的内涵。惟其如此，才能使媒介批评的学术事业真正地走向繁荣，并切实发挥推动两岸三地大众传媒良性发展的建设性作用，同时也为推动华语传播学术研究的整体发展水平做出应有的贡献。这也是我们发动此项学术交流活动的初衷以及对未来寄予的美好期许。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雷跃捷

2009年8月于中国传媒大学


媒介批评与大众文化

网络交往与新公共性的建构

陶东风[1]

一、对大众传播的诸种批判

在大众传播研究领域，一个最富争议的主题之一，是大众在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中的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与政治问题：大众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参与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是主动地、批判性接受信息，还是被动地受信息的控制和引导，乃至完全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与主动性，沦落为传媒的奴隶？大众传媒中的信息生产与传播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权力的操控？这种操控的政治与文化后果是什么？等等。

批判性的大众传播理论大多认为，大众传播中的信息流动是不均衡、不对称的，由金钱或权力操控的大众传播机构控制了信息的选择权、输出权，而公众则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这样，大众传播不仅是对于人际平等民主的交往行为的扭曲，同时也对交往行为得以发生的公共领域产生了破坏性影响。

显然，与大众传播相关的传播类型迥异于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交流”与“传播”在英语中都是communication）。在发生于日常生活的交流活动中，交流双方一般是面对面（face to face）的，信息的流动一般也是双向的，具有较强的对话性。这种对话性交往在古希腊的城邦社会和18世纪的沙龙和俱乐部都曾经真实存在并发挥了建构公共领域的积极作用；而在大众传播中，信息的流动一般是单向的（one-way flow），信息或符号产品是为那些基本上不在信息生产与传播现场的人们生产的，接受者参与或介入生产与传播过程的能力极其有限，从而也就很难影响传播的内容与方式。在大众传播中，信息的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虽然信息的传播者总是说信息是为了公众生产与传播的，是替公众负责的，是真实可信的，但这个过程恰好发生在接受者及其直接反应缺席的时空环境，因此使得这些冠冕堂皇的承诺变得疑云重重。虽然能动观众理论认为，大众虽然不能生产信息但是却能够主动积极地选择和解释信息而不是像白痴一样地全盘照收，但是受众不能参与信息的生产、制作和传播似乎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种单向性决定了大众传播与日常生活中的对话情境极为不同。正因为这样，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在谈及大众传播时，应用“传递”或“传送”（diffuse，transmit）取代“传播”（交流）。

此外，大众传播的特征之一是符号商品的机构化生产与传播，大规模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机构的形成与发展，是大众传播的前提条件，而这种机构总是尽可能严格地控制信息的生产与流通。由于传媒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文化上的），各种社会权力集团无不高度重视对传媒的渗透和控制。

这就涉及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大众传播是否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控制与统治手段？尤其是如果它与一定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相结合，被政治家与商人操纵，会不会对民主与真正的公共生活产生严重威胁？这正是许多大众传播的研究者所担心的状况。

比如哈贝马斯在谈到“公共领域”在19与20世纪的衰落时，就把这种衰落的原因之一归结为大众传媒的兴起。他认为：原先由面对面相互辩论的市民所组成的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已经瓦解为由消费者组成的碎片化世界。这些消费者沉迷于传媒景观与传媒技术之中而成为它们的奴隶。这是对于民主政治的一个严重威胁。他认为公共性的主体应当是作为公共意见之载体的公众（“公众”这个词与“公共的”相同，均为public），行使批判者的功能，而在大众传媒领域，公共性已经改变了它的含义，变成了任何吸引公共舆论的东西的一个属性，其目的在于生产出虚假的“公共性”。

这种担心由于大众传播的另一个特征而得以强化，即，大众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极大的延展能力与距离化能力，把信息提供给时间和空间上范围广大而且极为分散的受众。借助于现代技术，大众传播的“魔爪”可以触及以前不能想象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大众传播的产品是为绝大多数并不拥有共享同一物质空间（并不“真正”在一起，因此不包括虚拟空间）的接受者生产的，它们在原则上是任何拥有传播媒体（如电视机）的人都可以获取的（在这方面它不同于私人面对面交谈式的交流）。由此决定了大众传播生产“公共空间”和“公共性”的能力大得不可思议。正因为此，规范化、机构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力量很可能利用大众传播的力量，出于自己的利益与立场实施对于大众传播的控制，其结果就是公共生活领域丧失了真正的公共性。

二、大众传播与新公共性的建构——汤普森对哈贝马斯的质疑

也有一些学者对大众传播显得不这么悲观。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大众传媒只是重构了而不是取消了公共性与公共领域。那么，大众传播在重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边界、改写其性质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所使用的方式是什么？经过大众传媒调节后的公共性，即媒介化的公共性（mediated publicity）与传统社会中的公共性区别何在？

哈贝马斯断言，在19与20世纪，随着商业化、消费化、集中化的大众传媒的发展，随着文化批判的公众转向文化消费的公众（后者缺乏前者那种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公众领域急剧地衰落了。

正如许多评论者指出的，哈贝马斯在谈到公共领域的时候，一是强调交流的面对面的性质，二是强调它的口语性。在汤普森看来，这与哈贝马斯心目中真正的或理想的“公共领域”概念相关。他指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概念本质上是一个对话性的概念（a dialogical concept），这使得他对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解释带有古希腊“公共生活”的印记，巴黎与伦敦的资产阶级沙龙、俱乐部、咖啡屋，在早期欧洲的背景中，都是与古希腊城邦类似的聚会场所。就像在古希腊一样，早期欧洲的公共领域首先是在言谈（speech）中建构、在共享空间的口头争论中形成的。

汤普森认为，大众传媒的发展已经创造出了新的、传统模式不能容纳的公共性类型。这就是：随着传媒的发展，公共性现象已经越来越脱离共享的公共空间（而面对面的对话就需要这样的共享空间），它是去空间化（de-spatialized）和非对话性的（non-dialogical）。

以这种方式，大众传播在创造“媒介化的公共事件”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媒介化的私人事件”。所谓“媒介化的公共事件”（mediated public affair），是指这样的事件：它们原本发生在一个处于公共领域内的机构化背景中（如发生在国会或法庭），但是它们通过一种传播媒介的记录与传递，使得大量远隔时空的人也能够了解，并因此而获得了新的地位，它变得公开化并面向大量的接受者——这些接受者并不在现场，也不曾目击事件的原始发生，他们只是通过传播而获得关于公共事件的知识。汤普森把这类事件称为公共事件的“亚类型”；相似的，所谓“媒介化的私人事件”（mediated private affair）则是指这样的事件：它们原先发生在私人领域并具有私人性质，但通过被大众传播记录、报道与传播而获得了公开性/公共性。

这种媒介化公共性的易获取性，已经产生出新的机会与新的问题。新的机会是指，媒介的发展（尤其是电视）使得更多的个体可以经验时空上相隔遥远的地区发生的事件，参与几乎是全球性范围的被中介化的公共性；新的问题则是，更大的可获取性与可参与性使得那些实施权力——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的人更难控制人们对于信息的接触，而这种控制对于他们的权力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与哈贝马斯不同，汤普森对于这种新公共性态度相当乐观。

首先，他认为大众传媒使得公共性在程度和范围上大大提升，公众了解和接收信息也更加方便，不再受场所的限制。

其次，汤普森似乎并不十分担心大众传播过程中所谓的信息流动的单向性，但是他并不认为接受者因此就对传播过程没有控制，也不认为接收过程不包括某种批判性的参与，“接收过程是一个比许多评论家所认为的更加活跃的、有创造的、批判的过程”。

第三，他并不认为大众传播能够轻易被政治权力控制和利用。他强调，大众传播所创造的公共性类型是一把双刃剑。在由大众传媒创造的媒介化公共领域，公众对领袖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被传媒建构。技巧圆熟的政治家可以利用这一点。

但是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虽然大众传播为政治家的可见性（公共性）的设计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乘之机”，但是它也为政治家与政治权力的运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被中介化的可见性是现代机构化政治的不可避免的条件，但它对于政治权力的运作同样具有不可控制的结果。

汤普森对大众传媒的辩护自有其一定的启发意义，但也存在不少盲区。

首先，汤普森没有分析媒介化的公共事件和媒介化的私人事件的本质差异，对于私人事件的媒介化的严重后果缺乏警惕。公共事件的“私人化”（人为驱逐出媒介公共领域，剥夺了公共性）与私人事件的“公共化”（伪公共化）正是值得我们深入反思和批判的消费时代，特别是中国式畸形消费主义时代的媒体病。这种病症既是对私人领域的侵害，也是对公共领域的毒化。一方面，私人事件因其进入了公共媒体而获得了可见性，不再成其为“隐私”，并因而侵犯了私人利益。另一方面，本来应该关注、谈论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件、公共问题的媒体，因其热衷于披露明星隐私、炒作明星绯闻而远离了真正的公共问题。这实际上是对公民权益的严重侵犯，因为这样一来，公民的切身利益在公共领域得不到保护，损害公民的政治权利的现象也不能得到媒体的应有关注，无法成为公共事件（遗憾的是这实际上就是目前中国大陆媒体的突出症候）。因此，私人领域的公共化与公共领域的私人化是同步进行的，是一个分币的两面。

其次，汤普森谈到了大众传播所创造的公共性类型是一把双刃剑，政治权利集团既可以利用它，也面临它所带来的风险。但是他却没有关注大众传播所处的具体政治体制环境。比如在一个竞争性的、舆论相对自由的现代民主社会中，大众传播常常不能控制在某个单一政治力量手中，而是各种政治力量共同争夺与使用的工具。正是这种多元竞争格局，使得某个党派的政治家不能彻底控制、更不能垄断大众传播。也就是说，民主政体更能够有效防止大众传播与极权主义政治联姻、彻底落入某单一权力集团的控制。人们经常谈论的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利用大众传播来推行极权政治，这从反面证明，抽象地谈论大众传播是有利于还是有损于公共生活或民主政治是没有意义的。大众传播既可以是极权主义政治的帮凶，同时也可能是民主政治的良友（现代民主国家中的所谓民主监督离开了大众传播是不可思议的）。这主要取决于它生存于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中。

三、网络公共领域：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

无论是哈贝马斯等对于大众传播的批评，还是汤普森等对这种批评的批评，基本上都没有考虑网络这个最新的大众媒体。这一点决定了哈贝马斯和汤普森的大众传媒理论与公共性理论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都显示了自己的局限性。

第一，传媒界普遍流行的、所谓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具有单向性和传播－接收的断裂性（不同时在场）的观点，并不适合网上交流所创造的公共性，需要加以修正。网络上的交往似乎恢复了面对面交往或直接对话式交往的优势，克服了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非直接交往和信息流动的单向性的弊端。

网络公共领域中这种多向性和对话性的回归得益于网络的开放性和平民化特性。网络是最自由、最容易获得的媒介，没有编辑把关，没有一、二、三审，发表意见的门槛几乎不存在。一个人的任何意见在任何时候几乎都可以上网，发表的空间打开以后写作也变得自由了。这使得传播机构或精英分子对于媒介的垄断被极大地打破。

一方面，网络的对话空间范围远非面对面的交往那么狭小，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互动程度又要远远高于电视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可以说它结合了两者的优势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两者的缺陷。

第二，网络不仅恢复了公共领域信息交流的对话性、多向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比口头交往更加民主平等，这点得益于网络交往的匿名性。

匿名性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交流过程中监督机制的弱化甚至悬置，也就是说，匿名性使得网络的交流没有其他交流（包括在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或参加电视辩论）难以摆脱的社会监督、自我监督、文化禁忌以及自我心理防御，因而也没有必要带上人格面具。在这个意义上，网络交流是最真实、最自由的。更加重要的是，匿名信还消除了面对面交往中很难避免的权力和其他导致交往失真的社会文化因素（交往双方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等方面的不平等），一般情况下也不必顾忌自己的意见、言论可能引发的社会反应。这些都大大提升了网络交往的公共性水平。

但是，网络公共领域的危机和缺点也同样明显，我们不能对之过于乐观。网络只是提供了交流对话的可能性，却并不能保证交往对话的质量，也不能保证交往的理性特征。正是在这里显示出哈贝马斯关于自律理性的私人主体理论的深刻性。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由私人组成的公共领域，但不是任何“私人”集合在一起都可以组成这样的公共领域。这里的“私人”必须是具有主体性、批判意识、理性论辩能力，身兼财产拥有者和一般普遍之“人”的双重身份的公众。这样的公众并不是在任何社会环境中都会产生。哈贝马斯特别强调了独立于国家权力的市民社会（自由的市场经济，普遍而独立的法律，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各种民间社团，等等）对于理性公众之培养的重要作用。而哈贝马斯在论述大众传媒时代公共领域的衰落时，也反复强调了大众传播的商业化、消费化使得批判性的公众变成了消费性的大众。消费性的大众即使可以不费力地获得自由表达的公共空间，也不会利用这样的空间来批判性地表达自己的公共关怀。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当下的中国缺少的恰恰就是这样的独立而发达的市民社会。

网络虽然进一步扩大了公共领域的公开性和可见性，但是却依然无法就公共论题组成有效的对话。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公共空间具有虚拟性，网络公共讨论具有即逝性也会削弱网络讨论的有效性，比之于报纸、电视等媒体和传统公共领域更容易走向无序和非理性。

电子文化中的儒学

蒋原伦[2]

摘要 当今百家讲坛的火爆、儒学的兴起和电子文化的昌盛同步，显示传统文化和新媒体之间有一种奇特的对应关系。

按理新媒体应和新文化匹配。然而文化的承传是复杂而多变的，新媒体和新文化的产生并没有给某种古老的甚至稍早的文化形态下死亡判决书。在文化的承传和演变过程中，必须看到符号和话语的区别。符号是排他的，无法兼容，用了中文就不能用西文。话语是兼容的，海纳百川，在一组陈述中可以组合不同的思想和观念。符号的意义差异是共时性的，离开了共时性就无法定位，话语是历时性的，往往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和发展的。在电子文化中，儒学和传统文化已经吸收了某些现代话语，因此它不仅没有消亡，而且还以各种面目得到了扩张，电子技术使得古籍整理和出版更加方便和快速，使得传统文化能更快地得到传播。另外电子文化中的儒学是与市场营销挂钩的，与一定的社会心理相契合，因此真正理解电子文化中的儒学就要了解电子文化所创造的大语境。

一

两年前，当张颐武宣称，一万个孔子不如一个章子怡时，引来一片哗然，网络讨伐声此起彼伏，张教授反复申明自己的原意为媒体所误解，但仍然有人不依不饶。

我知道张教授的意思不是在谈论孔子和章子怡在思想文化界的价值孰高孰低，孔子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北大教授这点不会没谱。但是就当今而言，就对外宣传的有效性方面，孔子的绩效恐怕不尽如人意。其时，章的大幅照片刊登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章的电影《十面埋伏》、《艺伎回忆录》和广告等也红遍全球。我也以为张教授的话有些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么！要不孔子怎么就上不了《时代》的封面？不料，才一年工夫，形势陡转，孔子和他的《论语》迅速蹿红，这回红的不光是孔子一人，也有于丹，或者干脆说，就是因为于丹。某种意义上说，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矣”的“女子”于丹，捧红了孔子，一起上了各种杂志的封面，风光无限。

当然公平一点说，这回的红，是孔子和于丹互为媒介。孔子因于丹而焕发青春，于丹缘孔子而大红大紫，跟着与《论语》有关的十几本著作和注释本也一起畅销，走进书店，《论语》书籍独自作为第一方阵，摆在最显眼的位置，蔚为壮观。其实作为常销书，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和钱穆的《论语新解》本来就卖得不错，现在也裹在一起，竟然有点借光的意思，钱、杨两位先生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借光往往是“互相”的，按现在的时髦说法是“双赢”，但是不管谁借谁的光，孔子的光芒终究要比其他人长久一些。

想想也是，孔子他老人家已经红了两千来年，尽管五四以来，有人把封建社会的账全部算到他一人身上，那也是因为他太走红的缘故，千百年来朝代更替，皇冠跌落，孔子却不受影响，屹立百代，德配太庙，有素王之称，所以对封建社会的苟延残喘似乎多少得负点责任。时髦的说法是儒学充当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水泥”。当时，岂止是打倒孔家店，好像传统文化统统不行，是糟粕，一律打倒。凡事矫枉过正，若是过大发了，还会反弹回来，孔子和儒学亦如此，批林批孔时跌到了谷底，“孔子名高实秕糠”，“《十批》不是好文章”，连带着捎上了郭沫若。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也简化成儒法斗争史，法家是历史前进的推手，儒学则是挡车的螳螂，撼树的蚍蜉。

然而否极泰来，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儒学开始复苏、升温，得到全社会关注。尽管在改革开放的思想系谱里，没孔子什么事儿，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老人家抖尽身上的污水，重新回到了原先的牌位上。说改革开放与他无关，也不能太绝对了。他老人家早就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只是这回开门请的是高鼻子蓝眼睛的朋友，想必他不一定愿意见，尤其是穿西装让他敏感，当初他对管仲千恩万谢，就是因为这位霸诸侯，一匡天下的齐相，使他免受“被发左衽”之辱。

后来电视台推出孔子也是恰逢其时，就不说为了吸引眼球，单从回应海内外的国学热、读经热、儒学复兴热出发，也应该尝试一下，可以说是社会上的尊孔读经，为电视孔子的复活打下了基础，这里有诸多因素的复合，难以一一厘清，其中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意思在。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生产力的提高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心的宁静、行的规范，倒是引出一派物欲横流的景象，让志士仁人们莫不忧虑，于是想到为中华民族重建价值核心和信仰系统，还是要树立一个本土的“神”，可见对孔子的重新召唤，不是为了GDP，莫不如说是人们发现，尽管有了GDP，还是缺失了某种精神，所以为了稳固国人的精神塔基，必须再造信仰系统。

其实，当年康有为最具大眼光，他曾经提出过“尊孔圣为国教”的建议，理由是东洋西洋均有宗教信仰，唯有泱泱大国的中国没有统一的宗教，恐怕立国无本，进退失据。虽然佛教和道教在中国影响很大，但是均没有儒学来得根基稳固，而且以近代的科学眼光来看，宗教是迷信，孔子的学说不是迷信，有理性、有情感、有伦理，是兼顾了“头上灿烂之星空”和“心中道德之律令”的本土话语，何必反求诸他乡。紧跟着康有为还拟定了实施的具体办法，可惜在那兵荒马乱的年头，这一切显得不合时宜。不过和后来蔡元培先生大力倡导美育相比，倒是复兴儒学更容易为国人所接受。

蔡元培先生也是那个意思，以审美教育代替宗教发挥作用。这想法很有创意，受康德的影响，以审美判断来协调认识与伦理、沟通知性与理性，以美育来“陶养情感”，使知情意三者得到均衡发展，满足人性的内在需求。但是太理想化了，要花大力气大成本不说，还要抹去读书人的部分记忆，难度太大。

回过头来说，虽然孔子和于丹互为媒介，共同蹿红，还有一个媒介断断不能忽略，那就是电子媒介，没有电视和《百家讲坛》，就没有于丹，也就没有今天的孔子。从最表层的现象看，是电视救了孔子，有那么多儒学复兴者奔走呼号，但是似乎都没有于丹在《百家讲坛》上谈的孔子那么有感召力：那个作为“心灵鸡汤”的孔子左右逢源，他每段话说得很短，很精辟，留有充分的发挥余地，很符合电视的再传播；且《论语》中一段话与另一段话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便于选取和当下语境相对吻合的语录来阐释，并且这一阐释和流畅、华丽的口语表述，兼有评书的抑扬顿挫又有心理治疗功能的娓娓道白两相结合，功效非凡。难怪伊尼斯、麦克卢汉一干人早就强调口头传统来着，认为口头传统具有灵活性，比起书面传统来更加完善，可以避免单一线性思维，可以纠正文明的偏向，使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互相平衡。他们的见解似乎在中国的《百家讲坛》也得到了部分印证。

而那个周游列国，不受待见的孔子，惶惶如“丧家狗”的孔子，或者李零先生描画的那个孔子，有着自己一整套相对完整的政治与治国主张的孔子，靠着文言和印刷文字流传，还要加大量注释的孔夫子就不怎么受欢迎。当然，就此以为充当“心灵鸡汤”的孔子击败了那个济世救国的孔夫子那就错了，时势造英雄，也许若干年后人们还要召唤那位至圣先师，况且两千年来，他老人家从未被固定在一副面孔中，很难说若干年以后，孔子又会是什么新形象，文化的演进路径和媒介的技术的发展说不定会塑造出更加现代化的孔子，例如世界级比较文化大师或者说“交往行动理论”和“符号互动理论”的先驱者等等。

孔子当时的世界与天下是中原列国，孔子的学说是在国际文化交流和碰撞的语境中产生的，孔子的交通工具是当时最先进的马车，他的语录被记载在竹简和缣帛上，是当时最前卫的书写方式。他周游列国，就好比常上互联网，信息灵通。由于有教无类，收费也低，三千弟子中各国青年留学生均有，是国际性的私家学院，和稍后希腊的雅典学院大概有得一拼。不过孔子教的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人家教的是语法、修辞、逻辑、天文、音乐、数学、几何等七科。从实用角度讲，这边要强一些。由于孔子处于中华文明的源头，注定了其形象被不断描摹、添彩、涂抹、修改的命运。当然对孔子及其学说下任何断言，对其历史命运做不刊之论的推测，不过是管窥蠡测而已。

二

文化的承传是复杂而多变的，如果由于新媒体和新文化的产生而给某种古老的甚至稍早的文化形态下死亡判决书是轻率的。文化的分类和解析方式也是多样化的，除了听觉/视觉、口头/书面、白话/文言、印刷/电子等，我还把它解析为两个层面——符号和话语。符号是排他的，无法兼容，用了中文就不能用西文，有了甲能指就无法同时使用乙能指；话语是兼容的，海纳百川，在一组陈述中可以组合不同的思想和观念。符号的意义差异是共时性的，离开了共时性就无法定位；话语是历时性的，往往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和发展的。话语的继承，既有正相关关系，也有反相关关系。例如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对伊尼斯“传播的偏向”来说就是正相关关系，新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而言也是正相关关系，而新老自由主义和夹在其间的凯恩斯主义则是反相关关系。新历史主义与克罗齐的思想有正相关关系，而对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则是反相关关系。荣格的或帕洛阿尔托小组的心理学思想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既有正相关也有反相关关系。当然无论是正相关关系还是反相关关系，都是有承传和某种逻辑在，还有非逻辑的融合和拼贴，后现代话语就是如此大杂烩。所以20世纪以还，西方无论有什么样的新思想都可以被“中国化”，化得好不好，合理与否是一回事，就话语层面而言，基本是多种思想交汇，古今中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领土是有国界的，国界划得不清楚，会产生纠纷和战争。思想和话语是有倾向而没有国界的，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各有倾向，却并不对应于具体的鲁国、楚国或秦国。自然有人试图将思想和国土对应起来，强调文化的纯洁性或民族性，不管其用意如何，结果总是徒劳的。并不是说不存在文化的民族性，只是说文化的演变不是朝着预先设定的民族性方向前行，这和生物遗传类似，“自然选择”要比人为的干预更有创意，更能出奇制胜。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表现在文化方面，如果为了文化的民族特色而对思想和话语进行封锁，不仅不可能发展出辉煌的一乡一土的特色文化，还会适得其反，迅速导致文化的衰落。思想禁锢对文化的繁荣最具杀伤力，文化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它总是在互相交流、借鉴、吸收和融合中逐渐丰富、深厚、博大，丰富博大也会走向繁琐，繁琐会回归简约，这一过程虽然也可以说是人为的，但却是不可规划的，正如不可计划人的情感和思想，不可规划什么时候会有新的发明创造面世一般。

中华文化的发展不可能在拒绝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达成，或者说中华文化从来都是在和外来文化的交流、碰撞中逐渐丰厚博大。外来文化说来抽象，其实蛮具体，战争、移民、传教、通商、留学、翻译、技术交流和文化论争、领土版图的扩大或缩减等等，都会引进外来文化。如果不是与军事侵略并存，那么我们只能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侵略这个词。特别是媒介全球化的时代，如果用显微镜来检测文化的肌理，会发现每一条纤维都融合着各种文化因子，成分复杂。因此即便是最古老、最纯正、最本土的文化，也融合着后来的或外来的因子。今天我们无法直接走近古老的文化（甚至包括考古学，因为对出土文物的鉴定和阐释是一门现代学科），我们接触的是经前人一再阐释的、器物和观念混为一体的对象。所谓文化传统，是由经典和经典的阐释话语共同构成的，就如我们面对的《论语》早已不是2500年前的竹简木牍，而是经历代圣贤或编撰或注释或转手的解读话语。传统文化是流，不是仅仅指源头。传统文化有时也是一种宿命，无论其优劣，后人无法轻易解脱，而且必然要承受。媒介手段的变化会改变文化的形态，新媒介带来新文化，但是传统文化的内容会浓缩成某种形式（我们有时称之为“精神”）保留下来，当然是“有意味的形式”。讲《论语》就是一种形式，无论在课堂，还是在电视台，或者在网络博客，均意味着当代人和传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精神联系，至于讲得怎样，那就另当别论。关键是能持续不断地被讲，一代接一代地讲。其实“精神”就是通过形式保存下来的。

三

形式即是媒介，由它通向某种精神和文化，媒介手段和方式同样也是文化。即以电影为例，好莱坞大片是文化产业和产品，而好莱坞电影的制作方式更有拷贝的意义，大资金的运作、大片的生产模式、动漫的运用、市场营销手段的成功等等均可以进入课堂的教案，成为文化产业类课程的“内容”。或许为了某种理由，我们可以抵制好莱坞大片，但是不妨碍以好莱坞的运营模式或制作方式来生产大片。即以章子怡为例，她是现代影视制作体制的产物，她的成功只是证明中国电影和演员进入世界市场的成功。输出章子怡没有独特的文化意义，只是应了一句全球通的广告词：“我能！”就如中国足球2002年忽然踢进世界杯，表明游戏规则对参与者的认可。好莱坞梦工厂和电视屏幕能生产许多大同小异的章子怡，却无法再造当代孔子，因为孔子是与一个古老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的传统丰富、深厚、博大，孔子作为传统的象征有其偶然性，尽管我们现在可以分析出一百条必然性来，但是历史的机遇巧合永远是神秘的，高于人的理性。历史还把孔子和儒学锻造成特定的精神形态，成为中华文化的发动机和生产机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各个时段，各种样本的传统文化来。

以“媒介即讯息”的逻辑推断，媒介方式的变化，新兴媒体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文化的面貌。与此同时，传统文化因其传播手段落后，将被渐渐淘汰，或被挤到一块狭小的空间里，自生自灭。然而历史的轨迹与逻辑的推断往往成悖反之势，新媒体的出现不仅没有遗弃传统文化，反而增加了其产能，书店里有关国学或传统文化的著作铺天盖地，还有电子版和网络版等等系列产品，在以往时代，哪见过这阵势？不过，当代传媒相中传统文化这一块，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出于弘扬的意愿，站在文化产业的立场上看，孔孟老庄、三坟五典这些都是资源，都潜藏着巨大的市场和无限的商机，都是可以反复加工、重新包装的对象，而传统文化典籍经此一加工包装，也往往变得面目全非，不忍卒读。

新兴媒体和现代影视工业相结合，生产出大大小小的章子怡，其产品的功用和效益比较明显，张颐武教授赞许章子怡就是看上其当下的功用，而孔子的功用和效益，在今天来讲就比较模糊，毕竟考大学不比考科举，《论语》背得不熟，丢不了什么分。另外，儒学也没有了以往思想控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用价值，时过境迁，儒学已明显被去功能化。

去功能化的儒学为什么也能那么火？那是经过上千年的冶炼，滤去功利的杂质，慢慢演变为某种信仰的缘故。

就没有实用价值一点而言，“孔子名高实秕糠”可谓一语中的。其实当年孔子就“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后来孟子也如此，齐威王、梁宣王等向他讨教具体的治国和对付隔壁邻国的方略时，孟子那一番有关仁义的高谈阔论就不解决实际问题，起码是远水不解近渴。按照《史记》的说法，“（他）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鞅,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合则留，不合则去。也许正是脱离了实用价值，反而容易使其升华，成为一种精神信仰。孟子之所以为孟子，就在于他的迂阔，坚守自己的信仰，不苟同于流俗，结果只能回老家与他的徒弟们著书立说去了。至于后学们虚构出的“内圣外王”一套说法，一心想着两头通吃，不仅无可操作性，还有很大的欺骗性。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年代，倒是先王后圣更便于付诸实施，是皇帝么总会有新衣穿的。

当四书五经还是读书人仕途的敲门砖时，当它们还是换取黄金屋、千钟粟和颜如玉的筹码时，不过是一种谋取利碌的媒介，而不能成为精神家园。儒学的去功能化，不仅不会导致其衰落，反而还成全了它，即如在日本，在韩国，儒学和治国的关系不那么紧密，反倒是香火绵绵不断。那里的人们也就没有在歪歪斜斜的字里行间看出“吃人”两个字来，糊糊涂涂就马虎过去了，进入现代社会，公民的人格也没因此残损破缺。

“仁义”也罢，“中庸”也罢，作为价值取向，很是高尚，值得普世推广。并不因为某些倡导者的虚伪，就派定相关学说是伪善的、只为专制统治服务等等。不过高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与实用和效益保持距离，非工具化和价值中立。一旦被拖入现实的泥淖，为实用目的服务，作为策略和手段来运用，就会失之偏颇，就会有美美恶恶之辟。只有儒学工具化过程的结束，其内涵的价值理性才会得到进一步开掘，其精神层面的力量才能逐步积聚，成为民族和群体的信仰。

再来说说康有为的立孔教为国教的方案之所以无法推行，我以为，主要是那时的儒学还没有去势，这位大成至圣文宣王和现实生活中气势熏天的权贵们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仍然有着统治工具的嫌疑，难怪目光如炬的鲁迅和五四新青年一代人不答应，革命党人不答应。居然，要不要打倒孔家店，要不要反对各种名头的尊孔读经，成了那时新潮学子和封建余孽的分水岭。

俱往矣，近一个世纪的阻隔，尘埃落定，总算使儒学脱离了统治意识形态，回归自身。因此，感觉上作为中华文化的形象大使，哪怕是作为“心灵鸡汤”的孔子，都比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孔子要可爱。也许这位和蔼慈祥的老人家与十字架上悲天悯人的耶稣是一类人，也许他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同道，也许孔子就是孔子，无人比肩。只要不当大成至圣文宣王，只要不进入必修课，不靠它拿学分，他只是在校园的绿草坪上优雅地站站、目眺远方，再或者上互联网常常露脸，即便左子怡、右于丹，也是一片和谐图景啊！

试论新媒体文化的生存悖论

宫承波[3]

伴随着新媒体的崛起，新媒体文化的悄然兴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毋庸置疑，这是一种崭新的媒介文化，目前已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它目前的生存尚有些困窘，甚至还存在着诸多悖论。

一、对传统文化拓展与冲击的悖论

从人类传播发展的历史看，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受到特定媒介的支配，而每一种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的兴起，都毫无例外地要引起文化上的变革。目前我们也看到，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以及随之出现的诸多新媒体形式，社会文化范式也在发生一系列变化。拉比塔尔斯基甚至这样认为：“面对新媒体时代，一切都在被异化着，所有原生态的文化都被新技术方式赋予新的解释。”[4]

1.新媒体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拓展与创新

首先，新媒体文化为传统文化的承载与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从而为传统文化的生存方式带来了根本性变革。一直以来，由于历史的规定性，传统文化的薪火传承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线性传播模式，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单一的，保守、缓慢的文化承袭范式已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要求，新媒体的出现则适时地弥补了这一缺憾。由于新媒体特殊的媒介形式，所以传统的文化生存与传播的“白纸黑字”方式被“E媒体”（electronic media）方式所取代，从而实现了文化载体的革命。依托于这一载体，新媒体文化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新的渠道，从而拓展了传播范围，使更多的人通过网络领略到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无疑对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大有助益。

其次，是赋予了传统文化以极大的自由。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我国传统文化由于受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和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的制约，所以形成了一种保守而隔绝的文化特色，其核心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纲常礼数和尊卑等级，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这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赋予传统文化神圣性的同时，也极大地抑制了其向多维空间的伸展与开拓。面对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的冲击，这种循规蹈矩、故步自封的姿态难免使民族文化陷入窘境。与之相反，新媒体文化自兴起伊始便表现出强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兼收并蓄，打破了文化之间的森严壁垒，使各式各样不同的文化在此交流、汇聚，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开放；它追求平权，呼唤民主、参与，使文化创作主体能够超越现实社会对个体身份和角色的限定，突破意识形态以及现实生活中各种清规戒律的束缚，从而实现自我和个性的张扬，也实现了自身的吐故纳新。弥尔顿所倡导的“观点的自由市场”在新媒体文化中变成了现实，其中有“阳春白雪”和科学精神，同时也充斥着“下里巴人”，甚至不乏鬼神膜拜，这些在传统观念中无法并存的文化在新媒体世界里却共存共生着，这不能不说是新媒体文化的一道奇观。

总之，借助于新媒体，传统文化寻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间，在开阔、自由的空间中，其呼吸会更加自由，内涵会不断丰富，会走得更远。

2.新媒体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影响

传统文化在受惠于新媒体文化的同时，也遭遇了来自于新媒体文化的冰霜。首先，是削平了传统文化的意义深度。毋庸置疑，新媒体的一大特征在于其实用性，根源于此，新媒体产业的发展异常惊人，短短数年间已渐成气候，俨然一派新经济先锋气象。在这一消费潮流驱动下形成的新媒体文化，自然无法脱离消费社会快餐文化的特质，这种文化更多地是世俗品位的展现，适应了后现代语境下自由表达的追求，同时，由于超乎寻常的自由，所以又带有随意化的弊病。相较传统媒体，新媒体中把关人的概念趋于淡化，因而成为各式各样文化汇聚的自由“飞地”。陈思和教授曾用“藏污纳垢”来形容网络媒体的生态环境。

新媒体传播侧重的是娱乐化，而娱乐的核心便是媚俗、游戏。事实上，新媒体自出现以来便在众多层面满足了民众欲求，需要说明的是，此种欲求暗含了一个最为根本的逻辑，那就是新媒体传播是一个以个体存在为中心的文化系统。在该文化系统之内，个体的价值观凌越一切，因此新媒体文化也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个体文化的代名词，它不是一个宁思冥想之地，而是一个喧哗与骚动的空间。更多的时候，人们只是为了抒发一己之私才聚集于此。在新媒体空间中，随处可见戏谑、游戏的内容，透露出异常明显的媚俗化倾向。更有甚者，一些涉及色情、私密的内容更是招摇过市且博得了大量注意力。这种游戏化，甚至低俗化的信息传播无疑堵塞了传统文化通向思想、价值乃至终极意义的通道，消磨了文化应当具备的大气、崇高、厚重和深邃，所谓文化变成了一种吸引注意力的“眼球经济”，一种浅薄的时尚。诚如马尔库塞所说：“技术的解放力量转而成为了自由的枷锁。”[5]

其次，是冲击了传统的语言、文字规范。毋庸讳言，新媒体文化的横空出世不仅在信息、内容方面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冲击，从形式角度看，对于传统文化的载体，即语言、文字也带来了影响。在绵长的人类历史发展中，文字的诞生曾被视做文明时代到来的标志。文化的表述无法脱离语言文字，它是传统文化的传播工具和承载介质，正是有了语言文字，人类文化才得以保存和传递，并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倘若没有语言文字的承载，文化只能无奈地消逝于历史长河之中。然而，计算机技术所使用的程序设计语言却导致语言应用呈现出技术融合下的杂糅化倾向，使传统的表述方式遭遇“失范”。比如新媒体传播中出现了大量流行性语汇，由于载体的不同，手机与网络的流行语又有所区别。前者大多是打油诗一类的段子，例如“单身是领悟，恋爱是失误，分手是觉悟，结婚是错误，离婚是醒悟，再婚是执迷不悟，没有情人是废物，情人多了是动物”；后者则多为新新人类的专有词汇，以“菜鸟”、“GG”、“东东”等为代表。

再如网络语言的泛滥。网络语言是伴随着网络发展而新兴的一种语言形式，包括拼音或者英文字母的缩写、含有某种特定意义的数字以及形象生动的网络动画和图片，起初主要是网民为了提高网上聊天的效率或某种特定需要而采取的方式，久而久之却形成了一种特定语言。网络语言的类型大体可以分为数字型、翻译型、字母型、符号型。数字型一般是借用数字与文字的谐音，例如“94”等于“就是”，“88”等于“再见”，“555”等于“呜呜呜”、表示低落的情绪等。翻译型即是根据外来语的发音，用适合的汉字代替，例如“伊妹儿”等于“e-mail”、“当”等于“download”。字母型又可以细分为三种，一是谐音法，以单纯字母的发音代替原有的汉字，例如“MM”等于“美眉”；二是缩写法，例如“BT”等于“变态”、“OMG”等于“Oh My God”。还有通过象形法创造的特殊“缩写”，例如“OTZ”。符号型多以简单符号表示某种特定表情或文字，网络文化的创造者大都依靠键盘来编辑语言，由于键盘中符号输入的简便性，导致新媒体传播中充斥大量符号性语言，例如用“：）”表示微笑、“T^T”表示流泪的表情等。这种表情型符号起源于日本漫画，后演变为漫画杂志中常出现的文字符号。符号型多与谐音有关，如“＝”等于“等”、“O”等于“哦”。网络语言的失范主要体现在谐音的滥用、词汇的畸变和语法的背离，严重影响汉语语言的纯洁性和规范性。[6]

诚然，这些新语汇的使用丰富了新媒体文化，但长此以往，却势必会对传统的语言规范造成冲击，造成语言使用混乱，甚至认知困难。

再次，是颠覆了传统文化的承袭方式。在文字诞生以前，人类一直依靠口耳相传、图腾壁画、结绳记事等手段来记录、传承文化，那时的人类文化传承大都是片断性、碎片化的。直到文字诞生以后，人类文化才得以系统保存，于是便有了甲骨、竹简、布帛、纸张等承载介质的流变。通过它们，今人可以窥见古人的生活方式，人类文化得以延续。在文化传承的漫漫征程中，纸质文本一度是传播的主流，人类文化散落于书籍、报刊、杂志等媒介中。可以说，传统的知识存贮是与印刷术的不断进步相联系的。即便是早期文明阶段依赖兽骨、毛皮等，也都是具备实体形态的存储介质。然而，当网络出现以后，这一切却发生了质的变化。具体说，伴随着现代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相互渗透，联机数据库、光盘出版物、网络信息资源等的诞生，无纸存贮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这无疑对传统文化载体——书刊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纸质相异，新媒体文化的承载、存贮依赖的是诸如磁盘、硬盘、光盘之类，这种方式更多地依赖字节，即计算机能够识别的特殊符码，操作起来异常简易且携带方便。但是，对于由病毒肆虐引起的崩盘现象它却无能为力，存储内容可能会顷刻间消失。可见，在安全性不能保障的情况下，新媒体存贮方式是令人担忧的。

笔者认为，传统文化与新媒体文化是一对矛盾也是一对朋友，二者并非泾渭分明的两军阵营，而是大有合作空间，事实上，正是在二者的博弈与交融中建构起当下独特的文化景观。面对新媒体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传统文化如能抓住契机，主动调整姿态，协调合作，或可为自身的繁荣与发展开拓出新的天地。

二、自由狂欢与侵权、乱世的悖论

任何一种有前途、有生命力的文化必然具有兼容并包的开放性，新媒体文化也不例外，它之所以能得到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即在于其极大的开放性。由于网络提供了近似无限的空间、充足的通道，而且平等的网络节点替代了中心和权威，所以为每个人提供了平等的地位和机会，从而为多元文化提供了展示的舞台。无论是科学精神还是鬼神崇拜，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部落文化，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无论是小说文本还是电子游戏，哪怕是一篇私人日记，任何文化形态、文化内容都被赋予了平等地位，都可以通过网络展现在世人面前。这种扁平结构消弭了传者与受者的界限，改变了传统的金字塔式结构，使任何网民，无论尊卑，在网络中都拥有平等的话语权，都可以通过搜索引擎在网络中寻觅到自己的兴趣所在，都可以成为网络文化内容的创作者，从而实现传递信息、表达情感的诉求。在这个与现实世界分离的空间中，任何个体都可以自由地表达、尽情地“狂欢”！

“狂欢”的概念来自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哲学家巴赫金对“狂欢节”的追溯。它不同于“日常的生活”，“提供了打破日常生活的压抑的机会，提供了被压抑者的声音在最大时可被听到的机会，提供了社会接受它通常所压制和否定的快乐的机会。狂欢的本质是它对规范着日常生活规则的逆转，狂欢的必要性源自被压制者最终对屈服于社会规范的拒绝”。[7]沉浸于狂欢中的人们不分等级和地位，不分演员和观众，摆脱了一切约束、禁令等现实中的秩序。由于网络传播的匿名性提供了一片几乎没有限制的天地，所以这种与现实分离的虚拟空间无疑构筑了类似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语境。但在这种狂欢式的语境中，民主社会所崇尚的自由却走了样、变了质。比如博客，被许多人称做言论自由的阵地，是一种个人表达意见、传播思想的网络出版方式，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具有个人自由表达与出版、知识过滤与积累、深度交流与沟通的功能。网络赋予人们的虚拟身份使得人们在博客上能够“畅所欲言”，而对国家、集体、他人的看法与感受全无顾及。因此，博客的出现使许多人认为人类已经进入真正言论自由的时代。事实上，博客与言论自由并非毫无干系，博客的发展提升了公众的话语权，公众的个人态度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传播，优质的博客是提升自主性、发现真理、促进民主的良好方式，但不幸的是，诸如诽谤、煽动、挑衅、仇恨、威胁等言论在博客中却不断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中，博客不是又成了侵权和隐私暴露的代名词吗？

再比如“恶搞”，可谓网络文化反叛性的典型代表。“恶搞”又称做Kuso文化，是一种经典的网上次文化，它通过夸张、讽刺、搞笑的叙事来反映现实问题，引起社会关注。通常情况下，采用对经典文本的解构而达成调侃的使命，一部荒诞可笑的“恶搞”作品往往暗含了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如《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通过对电影《无极》镜头的剪切、故事的重构可谓将对传统“艺术”的讽刺、戏谑发挥到极致，充分体现了颠覆经典、肢解传统、张扬个性、讽刺社会的反叛精神。但是，这种“恶搞”文化却又往往导致对崇高的解构、对权威的戏谑和对社会正统的反叛。“反叛和戏谑都是通过解构，在抵制痛苦中制造快乐，在低语和喧嚷中宣泄情感，将自身从现实的正常秩序中解脱出来。”[8]也就是说，狂欢性与反叛性是密切相关的。

三、草根性与精英化的悖论

如前所述，新媒体文化带来了全民性的狂欢盛宴，在解构权威的同时也成为平民文化的象征。但是，新媒体的准入门槛（诸如技术支撑下的高成本）却无疑意味着它会将大量下层民众挡在门外，这也是新媒体文化目前尚无法摆脱的一个生存悖论。

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便曾有学者指出现代社会中所存在的“知识沟”现象，当时这一理论还仅仅适用于广播电视媒介。伴随互联网乃至各种新媒体的出现，有学者又将其扩展至“信息沟”和“数字沟”，指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现象进一步扩大的情况。

毋庸置疑，新媒体的出现为大众文化的崛起找到了出路，草根阶层通过新媒体得以实现参与文化构建的诉求，但这种诉求的实现却必须依赖于新媒体的一系列技术操作。所以，首先你必须懂得相关的技术操作，否则你只能望“机”兴叹；其次，相较于传统媒体，新媒体的监管环境虽然宽松，但信息内容的发布也并非随心所欲，你的发布内容必须得到后台管理者的应允。有学者即指出：“计算机的日益普及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真正掌握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管理的人数并没有增加，网络管理仍控制在极少数精英手里。大多数普通网民，表面上拥有大量信息，但却把自己分析、批判的能力交给了计算机。于是，懂得管理网络的技术精英获得了信息霸权。随着新的网络系统的普及，草根阶层与精英集团支配信息的能力差距越来越大。高科技社会日益分化为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两个部分，这种信息鸿沟带来社会阶层的分化。”[9]“信息沟”和“数字沟”加剧了文化分层，草根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差距不断被拉大。

另一方面，新媒体文化虽然是一种平民文化，崇尚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但新媒体文化涌动的背后还是可以看到资本的影子。我们必须承认，新媒体文化的消费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网络的覆盖、硬件设备的购置以及通讯费、流量费等，都将限制新媒体在草根阶层中的使用。作为一种消费文化，新媒体内容的生产同样需要资本，包括内容制作、网络广告、网站建设、网络服务的开发推广、手机信息发布平台等，都需要大量资本支持。一系列的所谓“免费”服务，不过是资本吸引受众目光的工具而已。

总之，尽管草根与精英都在寻找、构建自己的文化内容，都在新媒体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平台和空间，但是新媒体文化掌控的权力依旧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而普罗大众无非是充当了信息参阅者的工具。可见，如何在媒体的平民化与高准入门槛之间寻求平衡，将是今后新媒体文化所急需面对的一个难题。

四、全球化与民族性的悖论

“信息沟”和“数字沟”不仅是一个国家内部不同人群对信息与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程度、创新能力的差异所造成的社会分化问题，而且是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因信息产业、信息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而造成的信息时代的南北问题。[10]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发展缓慢和发展迅速的国家之间；不仅存在于国与国之间，也存在于地区之间。从中国看，尽管信息技术在迅速发展，但是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同时，东西部地区及城乡之间，网民的水平与数量、网络设施建设、网络知识与技能的普及也存在明显差距。“数字沟”问题及南北差距的拉大，使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的敌意和反感增加，对全球化的疑虑也增多。新媒体文化与技术具有很大关联性，技术决定了新媒体所能提供的服务，也构筑了新媒体文化的本质。从这一意义上说，谁拥有新媒体技术的控制权谁就掌握了影响新媒体文化走向的力量。因此，各国都对新媒体技术的研发不遗余力，信息技术标准之争也成为各国文化攻守的重要基础。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之间的技术壁垒越来越高，资本流动越来越自由，这无疑为发达国家借助新媒体对处于弱势的民族文化进行消解、同化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如前所述，开放性是新媒体的主要特征，在广阔的新媒体空间中，国界等地理边界不复存在，人类可以尽情地享受交流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不同价值内涵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和互相渗透也变得难以控制。当前，各国都已将对新媒体的控制上升到国家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的战略高度来看待，新媒体传播不可避免地成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群体攻守的战场。

近年来，学术界一直有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通过这个进程，某些经济上的主控国家便系统地发展与扩展了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控制、政治控制与文化控制……来自支配性国家的某些产品、时尚及风格样式（style）得以向依附性市场进行传输，从而产生特定的需求与消费形态的观念和经验的支持，又对这些文化价值、观念和经验予以认同”[11]。随着政治上的殖民主义的消失，文化上的殖民主义却又悄然袭来。

应当承认，文化通常是在冲突中得以丰富和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在进化的同时也会增强自身的适应能力。全球化趋势预示着文化融合与文化变迁的必然性，但如何在文化交流中守住民族文化阵地，是当前新媒体文化所必须思索的。国际化的审美趣味在新媒体中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出现，或许并不是一个容易解答的问题，毕竟文化问题的探索不会那么容易得出答案。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文化的民族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无论是中国的国画、德国的古典音乐，还是古希腊的雕塑、古埃及的金字塔，都是全人类共享的审美与文化财富，然而，它们都是根植、生长在各自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失去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人类的精神世界将会黯然失色。

当然，如何应对“数字沟”问题，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虽然是新媒体传播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却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化建设问题，而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世界各国的平等参与、深入研讨和共同协商。

总之，新媒体文化已将人类社会引向一个新的时代，它是初升的太阳，无论其当前的处境如何，我们都有理由相信，它的前景是光明的！然而，当我们沉浸于这曲盛世欢歌的同时，当前新媒体文化生存处境中的诸多悖论，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反思。

大众文化视野下大陆电视综艺节目的审美反思

吴闻博 李玉晓[12]

摘要 大陆电视综艺节目的演变历程，是对大众文化不断靠近的进程，是大众传媒和资本市场相互作用日益加强的过程，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特别是资本市场的运作加剧，规模复制和商业因素不断渗透到电视综艺节目的形式与内容中，电视媒介与生俱来的规模复制，批量生产的技术因素，图像呈现的感性刺激，与资本市场的商业运作一起，在节目编排中汇成电视节目的消费性内涵，于是，在大陆电视节目形态的演变中，娱乐性、审美性以及受众的情感表达也在不断突破传统文化的限制，媚俗化倾向明显。

一、大众文化视野下电视节目的媚俗化倾向

对于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早在本雅明1926年发表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就有所涉及，1947年，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文化工业”一词，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以阿多诺、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吸收马克思主义中文化批判的理论，将大众文化视为统治阶级对大众意识形态操纵的工具，通过表面的繁华来掩盖复杂社会问题，以人为的温情消解大众的批判理性，进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法兰克福学派之后，大众文化特别是以影视节目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引起众多学术思潮的关注，一些学派试图将“大众”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语境中解放出来。伯明翰学派将文化研究由批判视角转向符号学解读，强调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主体建构已不再完全受意识形态的控制，被支配群体总是能够采取种种消费性“战术”来逃避或者对抗宰制力量，而大众文化也正是在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不断斗争中产生并存在。中国对大众文化的探讨基本沿用西方的理论，比如金元浦先生在他的文章《定义大众文化》中写道：“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是当代大众大规模地参与的当代社会文化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是有史以来人类广泛参与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事件。”[13]

可以看出，尽管各学派对“大众”的定义和作用还存在争议，但都各有侧重地承认了大众文化与现代传媒、资本市场、意识形态的密切联系。从三者的关系来看，大众传媒为资本市场迎合“大众”提供工具，资本市场的运作反映出大众的口味，为政治意识形态控制提供依据，大众传媒则充当控制的工具；也就是说，在各种大众文化的表现形态中，大众传媒和资本市场要服务于意识形态，但是由于市场深谙人性，在与大众传媒结合后，往往会超出意识形态的控制。因此，大众文化更多地表现为大众传媒与资本市场的相互作用。电视节目作为大众文化，是大众传媒和资本市场、政治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的产物，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现代传媒批量生产、规模复制的特点以及资本市场的商业色彩。只是受大众传媒的技术和资本市场的发展限制，在不同时期，凸显的程度不同而已。

大众文化是伴随着大众传播产生的，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文化。因此，电视节目作为大众文化，首先具有大众传媒规模复制的特点，艺术品通过电波被无数次地复制到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使得艺术品不再是美术馆、博物馆的专藏，审美活动的发生也不再局限在固定的场所；打开电视，从雅典卫城到埃菲尔铁塔，从蒙娜丽莎的微笑到思想者的沉思，电视节目依赖电视无限的包容性，将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下不同的文化形态统统制作成电视节目，将曾经束之高阁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美和艺术，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与观众亲密接触，将曾对主客双方提出严格要求的审美活动，演变成只要控制了遥控器的开关，便控制了审美活动的开始与结束的程序。

电视节目的亲民，使得日常生活被电视以图像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并冠之以美学品位或审美体验之名。原本躲在深闺人未识的美突然变得抬头不见低头见，通过电视节目，我们知道把头发做漂亮了叫美发，把脸蛋整好看了叫美容，诗意的栖居就是居住在山居水岸，购买一幢别墅也将体会到什么是美学生活，原本追求物质超越与精神体验的美，逐渐变成视觉化的感官刺激和身体上的快意享乐。

然而，正是在一种“原来生活可以更美的”这样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美和艺术陷入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原本就难称坚固的美学体系在打着平民旗号的大众文化的冲击下，不断地消退固有的精英色彩，横亘在人与美之间的心理距离被冲破，日常生活皆着美之色彩。按照传统的美学观点，审美形成的关键是要与日常生活有所“隔”：“绘画需要画框把它与墙壁隔开，有时还需要美术馆把它与日常世界隔开。同样，悲剧或戏剧需要这种门窗紧闭的剧场，把整个演出关在里面进行，其目的既是叫人集中精力，又是保护演出不受外界的干扰，如同教堂把信徒与尘世隔离使之面对上帝一样。……人们要求审美知觉的主要是把审美对象隔开，而不是把它与其他对象连接起来。”[14]

但在一个电视“艺术化”、“美化”的环境中，我们发现，“审美活动可以跨过高高的精神栅栏，化为日常生活层面的视觉形象，精神内部的理想转移为视觉活动的外部现实。心灵沉醉的美感转移为身体快意的享受。”[15]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规律渗透在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电视行业也不例外。“一切电视组织都追求高收视率……为了达到更高的收视率，电视制作者不能不努力去投合广大观众的口味,而大多数观众的口味通常都并不怎么高级。”[16]这种有意迎合流行口味和伤感情调的“媚俗”，将电视节目变成粉饰太平、思想肤浅、内容庸俗的“集大成者”。

电视的媒介特性和商业因素的注入，促成人类审美方式和审美趣味的改变。一方面是艺术的平面化。电视节目对生活以及艺术品的视像呈现更多的是对其形式的复制，缺乏深度的挖掘。镜头可以从各个侧面展示艺术品的精致与独特，却无力表达它拥有的韵味与底蕴，文字或画外音或许能够让人们了解它的构造和历史，却无力让人们体味它的内在精神，甚至文字或画外音只是在强调这件艺术品的商品价值，满足的是观众的猎奇心理而非精神享受。事实上，在主客双方不做准备的短短几分钟内很难完成一次审美活动，除却没有形成心理距离，观众面对的是被镜头分割的画面，与自己直接面对艺术品的感受截然不同。正如康定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样的时代里，艺术只满足低级的需要，满足物质的需要，它在粗俗的材料中寻找内容……而人们认为艺术的目的便是把它复制出来。从此，是什么的问题消失了，唯独剩下‘怎样表现’这样的问题，即用什么方式来复制这些物质对象。方法变成了基础，艺术也就失去了它的灵魂。”[17]

另一方面是生活的精装化。镜头对生活的包装更注重外表的精致与华丽，使得衣食住行已超出实际的消费活动。在这种包装视像的刺激下，消费心理日益扩展的人们对包装外形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其实际意义的需求。人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习惯了模仿，久而久之，日常生活、美、电视节目的界限消失，人们已经分不清究竟是电视节目反映日常生活还是日常生活反映电视节目。

因此，理性鉴赏与分析在电视节目这一视像的呈现中处于缺失状态。市场经济和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将意识形态从台前挤向幕后，但这并不意味意识形态彻底失去了控制权，节目审查的目的便是保证电视节目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进而让观众接受这种宣传。在三者的相互作用下，电视业者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又一个迷人的景象，在电视节目里“充斥着轻松愉快的喜剧、正义总是战胜邪恶的惊险剧、人情味十足的家庭剧，却几乎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即使是在表现灾难和悲痛的时候，电视作品往往也不准备唤起高尚的情感从而净化灵魂，而是用喜剧化的滥情提供一种短暂的感情消费。”[18]要么运用美好情感进行煽动，要么追求低级趣味和感官刺激的“艺术类型”，这已经在电视节目，特别是电视综艺节目中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二、走入误区的大陆电视综艺节目

1.从重感情到重形式：以春节联欢晚会为例

春节联欢晚会（简称春晚）的收视率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奇迹，除了中国本土庞大的人口基数因素外，海外华人成为春晚的固定收视群体也确保其收视率居高不下。这一现象说明收看春晚已经成为全球华人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因此，中国传统意识中的家族情结和情感诉求，应该贯穿在春晚的整体氛围中。

早期春晚的制作难说精良，但略显粗糙的制作却营造出一种其乐融融的气氛，让每一位收看的观众感到一股暖流在心中流淌。注重挖掘内容深度的各类节目，能够带给人真正的精神愉悦，尤为重要的是，当时所谓的明星朴实无华，不会刻意煽情，而是真正以观众为上帝。但随着晚会的逐年举办，春晚走入模式化的瓶颈，难以实现更新和超越。春晚原本是意识形态控制最为明显的电视综艺节目，某些节目为刻意迎合时代主题、政治意识形态而放弃艺术自律，创作风格日显生硬矫情。为扭转这一局面，制作者逐步放松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意识地从电视的媒介特点和传播特点入手，并与资本市场接轨，但没有把握好适度原则，使得春晚一方面逐渐偏重视觉效果的营造，另一方面凸现了商业因素，却忽略对节目内容深度的挖掘。春晚首先变成了一种主流媒体的自我表演，各种电视杂志提前半年时间开始费劲心思地炒作，努力呈现春晚的种种新意，甚至不惜以“偷窥”明星上不上春晚作为连续报道的噱头，一次又一次的彩排被重复地报道。这种过分的长线炒作，使得受众对春晚的期待感和神秘感都降到了冰点。而正式上演后节目内容的粗糙又使得我们对春晚的记忆，往往只停留在歌星的假唱、主持人的煽情、或隐或现的商业广告和小品相声内容的乏味表现上，尽管舞台设计称得上是美轮美奂，但短暂的感官刺激后对作为主体的节目内容，却留不下什么印象，晚会带给老百姓的不再是惊喜而是失望。

于是，舆论的关注点开始从欣赏走向挑剔。针对是否现场直播提出的质疑、针对某个明星大腕是否有资格登上春晚舞台的评议、对语言类节目整体质量的不满、对形式陈旧的抱怨……我们发现舆论已经集体走向了另一端，全民的批评声音压过了应有的客观肯定。诺依曼“沉默的螺旋理论”在春晚的传播中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舆论自发形成的大多数意见，通过网络建立起了强大的意见群，从而压倒了主流媒体的正面肯定，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使民众中持肯定意见者转向了“沉默或附和”。

面对发展困境，中国的春晚何去何从？回归中国传统审美情趣中的自然标准，不失为一条出路。抛开一味迎合受众的功利、抛开全民收视的野心，将精力从一遍一遍不厌其烦的彩排转向节目的前期策划，放宽对于零失误的苛刻要求，减少刻意的煽情和气氛烘托，努力让观众看到自然而清新的节目。“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迎合大众文化，也要回归大众文化的人本需求，不断提高节目品味，引导审美取向，这也是作为春晚这样具有特殊地位的综艺节目应当承载的社会责任。毕竟，不论怀有怎样的争议和不满，中国人始终对春晚报以高度的关注，对春晚节目本身的重视，是为了享受到家和万事兴的气氛、体验到时代发展的脉搏。

2.形式重复、内容庸俗：以《快乐大本营》为例

美国社会学教授吉特林指出：“电视业者一心追求做出广受欢迎的娱乐节目，而且迷信制成此类节目的唯一公式就是保持现状，追求现有的成功先例。其结果是所谓的新节目，无非是老套子的重新搭配。即使偶有创新，其后续往往也是最终回到老路子上来。”

《快乐大本营》这类娱乐节目在大陆的蓬勃兴起，从整体来看，得益于整个社会政治环境的宽松、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同时，人类对于自由、快乐与生俱来的渴望和向往成为这类节目发展的原动力。娱乐节目的兴起又反作用于电视媒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电视的面貌：电视语境更加开放，互动性提高并成为节目生存的重要元素，话语权一定程度上回到了平民手中。娱乐节目的制作也开始向高度产业化方向发展，节目制作公司的出现提高了节目制作的专业化程度，同时也成为频道制作体制外的有益补充。就节目本身来看，得益于主持团队的独树一帜。从何炅、李湘的合作到如今自诩为“第一天团”的“快乐家族”，主持人在宣扬个人风格的同时，很好地切合了节目的整体语境。尽管对于《快乐大本营》的主持风格至今仍存在争议，比如有人认为主持人这种以牺牲个人形象、暴露隐私的相互调侃换来的娱乐让人不忍心看，主持人不要理性、只要感性，不求深度、只讲快乐的话语模式显得太过浅薄，但是应当承认《快乐大本营》的主持风格从传播效果上来说，已经由最初新鲜感带来的对受众的单纯刺激效应过渡到了受众对其风格模式的习惯性接受，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引导受众收视习惯的进程，促进了娱乐节目在大众文化中的生根发芽。

但《快乐大本营》早期模式的巨大成功，使得主办方不敢轻易改变节目的固有模式，导致节目模式逐渐僵化；全国各地电视台的争相模仿，又使得节目形式雷同、克隆成风，打开电视，都是千篇一律的观众参与、明星加盟、游戏人间，经过初期的新鲜感之后，观众开始产生厌倦心理。为了挽救流失的观众，节目组力求通过每期设置一个大主题来统一节目内容，但录制上的零散和质量的参差使得整体节目效果大打折扣。调侃成了吸引收视最主要的内容，节目的具体形式比如游戏环节和展示环节，反而围绕调侃进行设计，自我调侃或者相互调侃，已经难以掩饰节目内容的重复和乏味。让明星在台上比赛穿袜子、叼奶嘴、踩气球，抓拍女演员在后台换装的镜头等比比皆是。在制作一期有关“超女”李宇春的节目时，主创人员抓住李宇春不穿裙子的特点大做文章，号召现场的“玉米”们想方设法让李宇春穿上裙子，主持人更是不惜以身试“裙”，这样的做法虽然给观众带来一时之喧，但实际上昭示了制作人创意源泉的干涸和节目生命力的日益衰颓。

“无聊的搞笑、生硬而机械的竞技、庸俗低下的窥视和隐私等苍白的内容与豪华的形式，几至成为众多综艺栏目的生存符号。”[19]一期节目看过后，观众最多会记住其中几句搞笑的对话而忘记整个节目的内容。娱乐节目确实具有提供娱乐的主要功能，但在追求嘻嘻哈哈的同时，应该注重节目文化品位的提高以提供审美的享受。否则很难预测其未来还有多大的生命力。

3.制造真实、制造噱头：从“超女”“快男”到“舞动奇迹”

原生态的呈现是《超级女声》火暴荧屏的重要因素，但是如果《超级女声》只是以“原本的真实”为卖点，时间久了必然会让观众感觉平淡无味，引发审美疲劳，于是，以“真实”为旗帜，不断制造“真实”，使得整个节目曲折婉转，成为《超级女声》成功的另一因素。进入全国总决赛后的每一轮“PK”，是《超级女声》最具真实戏剧性的场面。面对观众与评委，站在“PK”台上的每一位选手都在声情并茂、声泪俱下地陈述对家庭的感谢、对歌迷的感谢，主持人也忘不了在一旁煽风点火，极尽煽情之能事。于是，整个演播厅都几乎被泪水淹没，台下支持者拼命地舞动自己支持的偶像照片，嘶哑着嗓子哭喊偶像的名字，这种“情真真、意切切”的场景，即使一个局外人看到也不禁会凑过来，在感动伤心之余，不自觉地呐喊几声，投上一票，于是，全民共唱、全民狂欢变成全民共哭。这当然离不开选手的个人魅力，但幕后的创作人员对有“个性”选手的包装与市场推销，使得这种全民感动的背后，掩藏了太多看不见的偷笑。当感动成为一种习惯，选手们似乎也更加明白了什么才是赢得更多人气的关键，于是，“PK”时的撕心裂肺在获知晋级后立刻转成笑逐颜开，实在让人搞不懂她的眼泪里面究竟蕴藏多少真情，而众多fans一味沉浸在偶像晋级的狂喜中，根本不会在意偶像在由悲到喜时的瞬间转变。在这种犹如拥有跌宕起伏剧情的电视连续剧一般的《超级女声》节目中，用人为的真实制造出戏剧化的大众狂欢，只是我们更多地记住了它的真实却忽略了其戏剧化的因素。

《超级女声》在取得空前商业成功和社会影响力的同时，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在不断的限制与规范中，三年过后《超级女声》已经很难再度吸引受众的眼球，大部分的“超女”已经悄然淡出了公众的视线，不断爆出的幕后丑闻和冷酷的现实，也逐渐唤醒了少女们的明星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快乐男声》艰难登场。就选秀结果来看，《快乐男声》和《超级女声》在中性化取向上颇为相像。当年李宇春、周笔畅甚至后来的尚雯婕，超女们的中性化趋向，一度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而“快男”们又再度被普遍批评为缺乏男子气概和阳刚气。来自日韩和“90后”的“美男情结”同整个中国社会的传统审美取向发生了碰撞，媒体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值得思考。

东方卫视的《舞林大会》可以看做是“明星平民化运动”的先声。“明星平民化运动”节目同样力求通过大牌明星吸引受众的眼球，但不同于以往表演类节目全力展现明星光彩照人的一面，也不同于一般娱乐节目集中体现明星生活化的一面，这类节目解构了明星的专业光芒，向观众展示作为普通人和业余人士的明星们，在舞蹈等不擅长或非专业的领域进行的尝试和努力。受众们看惯了电影明星演电影、歌唱明星唱歌，这类节目突破了传统的认知，让所有明星去挑战舞蹈，在整个排练过程中，凸显明星们坚韧的职业精神，再通过专业的伴舞、华丽的舞台设计，还原其明星气质，从而传达给受众自我挑战的精神内涵。但节目中明星们频繁的受伤和意外，让人们感到同情之心和感动之情的疲惫。作为明星，职业化的煽情与眼泪，过度的情感表达，也让受众质疑其真实性，从而削弱应有的传播效果。每期节目采用雷同的模式，很难有所突破，容易让受众产生审美疲劳。这类节目在其发端阶段就体现出了大陆综艺类节目固有的模式化和媚俗化倾向，要想长远地发展，还应把握好节目的定位和初衷，还观众自然和真实。

三、结语

中国电视业的发展不过半个世纪，电视综艺节目的演变也不过30年的光阴，然而，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中国电视实现了由政治宣传工具向媒介本体回归的角色转变。外来文化的入侵，让沉浸本土文化已久的国人突然感觉有些慌恐，原来外国也有太多新鲜的血液，但是，由批判接受到盲目跟风，我们在电视节目上看到了更多的模仿与克隆，却缺少了独创与亮点。资本市场的运作，是推动电视节目商业化的根本动力。追求高收视率本无可厚非，但当这种追求变成唯一目的，电视节目对观众的引导也就变成了迎合，各类型的电视综艺节目都表现出“媚俗”的倾向，呈现出“媚美”的特点。

叔本华将媚美分为两类，一种是直接引起观赏者简单的生理欲望，被称为积极的媚美，一种是“激起的是一种剧烈的不想要，一种反感；其所以激动意志是由于将意志深恶的对象展示于鉴赏者之前”[20]，这被称为消极的媚美。相对于欧美、港台的电视综艺节目，中国大陆的电视综艺节目在传统中和文化的影响下，更多呈现为积极的媚美。

国际化是无法阻挡的潮流，在吸取国外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贯穿民族精髓的电视品牌是跟上时代潮流的关键，而对于娱乐之风愈演愈烈、脱离“中和”越来越远的中国电视综艺节目来说，选择回归，是最根本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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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的理论与方法

艺术批评的素养论转向

王一川[1]

摘要 艺术批评先后经历启蒙论转向和专业论转向，目前正面临新的素养论转向，其新的批评方式在于建设一种询构批评，这是一种在质询与建构中濡染国民文学素养的批评方式。艺术素养论转向时代的询构批评，要在艺术若信若疑的时代情境中承担着质询、建构和养成等使命，此时急需借鉴媒介批评的实证研究方法及成果。

置身在当前艺术作品五花八门、艺术讯息眼花缭乱的大众文化或消费文化语境中，艺术批评应当如何进行？我这里说的艺术，包括了通常被称为艺术的文学、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电影、电视、时装、广告、装饰等。艺术批评，主要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学术型艺术批评，也就是指目前我国大陆高校、其他学术机构、学者等开展的注重学理的批评话语。要明确这种艺术批评应当如何开展，首先需要对它改革开放30年来的状况及其演变做必要的了解。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大陆学术型艺术批评已经经历了大致两次转向——暂且分别称做启蒙论转向和专业论转向，而目前正在面临一次新的转向。

一、艺术批评的启蒙论转向

在1978至1989年的启蒙论转向时段，艺术批评家的角色在于引导社会公众对艺术品采取坚信无疑的态度，通过对艺术品的欣赏而揭示其思想启蒙意义。批评家们自觉地把艺术品看做真实的“生活教科书”，其依托的知识论范式是艺术真实性原则，认为艺术品通过想象性（浪漫主义）、典型性（现实主义）或荒诞性（现代主义）等原则，可以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例如，油画《父亲》、小说及电影《芙蓉镇》等作品，在批评家眼中正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这一点同那时的艺术家的创作追求是一致的：他们不约而同地自觉地要表现或再现社会生活的真实画卷，以便开启公众的心智。

此时的学术型艺术批评面对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是复苏的学术个性追求如何继续保持社会批判的活力；二是这种个性追求如何同政府导向和谐共处，或者被调控在可以容纳的范围或限度内。而社会公众则属于被启蒙的对象，一般没有获得发言的权利。至于如今威力八面的娱乐媒体，那时也暂且处在政府导向和精英表达的可调控范围内，没有获得如今天这样的空间。

二、艺术批评的专业论转向

在随后的1990至1999年的专业论转向时段，批评家的角色发生了变化。这主要表现在，艺术批评家们从思想的广场退回学子课堂、个人书房，更加注重运用学理方式去引导年轻学人（而非普通社会公众），对艺术品采取半信半疑的态度。从坚信无疑到半信半疑，确实是艺术美学范式的一次重大转向。这意味着，批评家们把艺术品看做半实半虚的人工制品，其依托的知识论范式是艺术符号学原则。这种符号学原则假定，艺术文本由表层和深层双重文本组成，表层艺术文本是可信的、确定的，而深层潜文本是多义的、需要探测的。艺术品正是显意与隐意（心理分析学）或符号与意义（符号学）的组合体，或者具有“互文性”和“双重文本性”（后结构主义）等。这个时段的批评家们不断鼓动起与社会变化和公众诉求越来越疏离的学院式探索与学术研究热潮。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段的学术型批评不得不面对正在兴起的新闻消遣型批评的强大攻势。当学术型批评躲进学院院墙、孤守专业城池时，新闻消遣型批评却正在借助大众媒体的威力在社会公众中攻城略地，声威愈加显赫。正是在这样的日甚一日的攻守转换中，学术型批评逐渐丧失掉艺术批评的主阵地，而让位于新闻消遣型批评。

三、学术型批评面对新闻消遣型批评

新闻消遣型批评，完整地应当称做艺术领域的新闻消遣型批评，是一种在艺术研究界可能长期得不到正视却能量巨大的艺术批评类型，它侧重于报导或分析与艺术相关的新闻逸事，着力迎合社会公众的消遣、休闲或娱乐需要。随着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书刊、电视、互联网的发展，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具有艺术性的新闻和逸事在社会公众中广泛传播。这些艺术性的新闻逸事往往在媒体的文化娱乐版、时尚杂志、文娱频道和栏目中出现，讯息快捷，时效性强，娱乐性强，特别能吸引普通公众眼球。既包括娱乐短讯、快讯，也包括纵深报道，更有电视参与、网络互动等。既有批评也有赞扬，更有争议话题，从而吸引公众的神经，引发新的社会时尚流。这虽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批评，但在客观上起到了艺术批评的作用，成为紧密沟通艺术家与公众的基本的、日常的主渠道或主阵地。在当前，这类艺术批评比其他任何一种批评类型都更能打动广大的普通公众，潜移默化地养成他们的艺术趣味和艺术鉴赏倾向，并使他们获得休闲的满足，同时帮助推销作品。但是，这种批评往往容易受到商业机构和出版商逐利动机的影响，有可能出现媚俗、庸俗的追捧，误导公众。

学术型批评和新闻消遣型批评之间的关系，有着此消彼长的演变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型批评还曾是我国艺术批评的主流，具有贯通艺术专业圈和广大社会公众的强大能量，自觉地承担起思想解放和文化启蒙的历史重任。然而，好景不长。大约是在90年代初期，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特别是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新闻消遣型批评作为一种新兴的批评势力急速地壮大起来。具体地说，一方面是艺术的产业化转向，即艺术的创作、生产、流通、消费和接受等环节都被纳入市场经济轨道，成为可以满足公众消费需要并可以赢利的文化产业，从而需要运用大众媒体手段向公众大量包装、宣传；另一方面是娱乐媒体的崛起，即以休闲、消遣为主导的娱乐型媒体（如报纸娱乐版、广播电视娱乐栏目及频道、娱乐型杂志、休闲类图书等）迅速兴起，既可承担艺术文化产业的包装、宣传任务，又可满足公众的消遣需要。这样，在艺术成为消费型文化产业和娱乐型大众媒体迅速兴起的情势下，新闻消遣型批评就迅速发展，逐渐取代学术型批评而成为社会公众密切接触艺术的主渠道。更由于国际互联网及相应的信息技术手段的愈益发达和便利，这种新闻消遣型批评的能量就更是变得几乎无孔不入了。

反观学术型批评，它伴随改革开放30年进程中高等教育和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越来越趋于专业化、学理化和学者化，忍看社会公众被新闻消遣型批评夺走。应当承认，新闻消遣型批评在今天的得势有其文化合理性，因为社会公众的日常文化娱乐生活需要这种快捷、便利和时尚的娱乐佐料。不过，在这种学术批评告退而新闻消遣型批评波澜壮阔的情势下，学术型批评所面临的一个真正致命的问题就是，丧失了社会公众的艺术批评还配叫艺术批评吗？它还是曾为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所称道的“一种不断运动的美学”[2]吗？

简要说来，当前我国学术型艺术批评面临的一种特殊情势在于：一方面，它还在执著于、纠缠于此前启蒙论转向和专业论转向时段的旧案老账，而似乎无限期推迟对新问题的及时探讨、回应；另一方面，面对新闻消遣型批评咄咄逼人的强大攻势，它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反而是节节败退，躲在学院格局内孤芳自赏，几乎丧失掉在社会公众中的吸引力和征服力。这样看来，学术型艺术批评的改变显然是势在必行了。

四、学术型批评的素养论转向

当前学术型艺术批评正面临一种新的复杂局面。对此，有四个相关因素值得重视。第一，从创作来说，艺术创作的产业化趋向已经变得愈来愈显著和坚定。艺术创作已置身在大众文化或消费文化的汪洋大海中。昔日的艺术个性化追求，则愈来愈成为与艺术现状相疏离的个人艺术乌托邦。这样，艺术的个性化创作让位于文化产业的生产机制运作，导致批评对象的重心发生偏斜，即从个性化创作转变为产业化制作。第二，从接受来说，社会公众的艺术欣赏已不再以承受理性启蒙为主导动机，而是转而寻求娱乐、消遣或好玩。如此，造成艺术批评的受众群体发生改变，从思想型受众群体变为娱乐型受众群体。第三，从批评方式来说，崛起的新闻消遣型批评在社会公众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已变得愈来愈强大和稳固，毫不留情地把学术型批评挤压到冷寂的边缘。目前它的一个特殊优势在于，通过国际互联网的娱乐新闻报道以及论坛、博客等手段，可以即时吸引大量公众积极参与，产生互动共生效果，从而保持在社会公众中的经常的影响，并不断在社会公众中制造娱乐兴奋点或时尚流。

例如，在2008年10月12日早晨登录新浪网，就可以浏览到一系列娱乐新闻。进而点击赫然列在要闻中的《宋丹丹不上春晚十大尖锐调查》（这种列入网络要闻的娱乐讯息正出自娱乐媒体的刻意设置），则出现了作者十三虎关于这个问题的图文并茂的发挥，以及网友的跟进回复，一时间在网络上形成沸沸扬扬的气氛。再在接下去就是有关时尚女性、游戏新闻、娱乐新闻、娱乐博客、明星美图等。

这些表明，对于互联网网民来说，这些娱乐新闻所标志的，仿佛就是当前艺术发展的即时概貌。这就导致艺术批评的主导权发生转移，从学术型批评转移到新闻消遣型批评手上。第四，就学术型批评自身来说，面对上述三方面变化却总是应对乏力，甚至毫无招架之功，这表明它在社会公众中的批评能力和权威已变得愈来愈孱弱和匮乏，而自身却缺少自我反思。这可能是进入2000年以来，学术型批评面临的无法摆脱并日益严重的新困扰。

学术型艺术批评要走出目前的新困扰，就需要毫不犹豫地实施自身的批评战略转向，这里暂且称做艺术批评的素养论转向。这种素养论转向是说，学术型艺术批评应当走出以往的启蒙论转向和专业论转向困境，转而集中关注全体国民对于艺术产业的大量制作和新闻消遣型批评的大量轰击如何加以识别、鉴别、辨析和批判等问题。这实际上就是提出了如何提升国民艺术素养的问题。艺术批评的素养论转向，意味着艺术批评要把国民艺术素养作为自身的新的核心问题加以探究，这要求批评家进入新的国民艺术素养的问题情境中，着力提升当前电子媒介时代面临困扰的国民艺术素养。当然，严格说来，艺术批评的素养论转向应当更恰当地理解为总体上的艺术素养论转向在批评领域的一种具体展开而已。总体上的艺术素养论转向应当导致完整的艺术素养学的建立，在其中艺术素养批评可以承担自身的部分任务。

五、通向询构批评

要承担提升国民艺术素养这一新任务，就需要探索建立艺术素养论批评的途径。在这方面，目前有许多急迫问题需要做起来，但限于篇幅和论题，这里只能就艺术批评需要寻求的新的批评方式的内涵做点初步摸索。

在艺术批评方式领域，有必要同时借鉴来自艺术批评内部和外部的理论资源。从艺术批评内部说，美国批评理论家卡勒（Jonathon Culler）曾归纳过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四种特征：第一，理论具有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y）；第二，理论具有分析性和沉思性（analytical and speculative）；第三，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a critique of common sense），即是对被认为自然而然的那些概念的批评；第四，理论具有反思性（reflexive），是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感知事物的范畴发出的质询（enquiry into the categories we use in making sense of things）。[3]这里的第一、二条分别体现了文学批评的学科特征和思维特征，而第三、四条其实正可以视为对当前文学批评的质询特征的一种阐明：文学批评要向现成的已被误认为自然而然的那些文学常识或观念发起挑战，揭露其人为性或虚幻性；同时，还要向文学乃至整个文化所赖以建构的最基本的知识范式发出更为根本的质询。

与乔纳森·卡勒主要针对文学批评理论发言不同，美国电视批评理论家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则从当代电视批评的新特点及其对艺术批评理论的影响出发，揭示了当代批评区别于传统批评的新特征：“相形之下，传统批评强调艺术作品的自律性，而当代批评注重文本与特殊文本之基础的惯用技法之间的关系。传统批评以艺术家为中心，当代批评注重文化产品制作的环境，即对产品生产及产品传播渠道起作用的外力。传统批评把意义看做一件艺术作品的特性，当代批评将意义看做读者或读者群体参与文本的结果。传统批评的任务在于确立作品意义、区分文学与非文学、划分经典杰作的等级体系，当代批评审视已有的文学准则、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将非文学与关于文本的批评理论话语包括在内。”[4]

这里显示了当代批评理论的四方面新特征：注重文本与惯用技法的关系、文化产品的制作与传播环境、观众在文本意义建构中的作用、对现成文学准则的审视和文学研究范围的拓展。

在这种意义上，当前艺术批评实际上已具有詹姆逊意义上的“元评论”（metacommentary）特征。他在《元评论》（1971）一文中宣告，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连贯、确定和普遍有效的理论或批评已经衰落：“对企图发明一种连贯、确定、普遍有效的文学理论的努力，对企图以衡量各种批评‘方法’来找出对所有时间和地点都适用的某种普遍结合的努力，我们现在都能断定其毫无结果。”取而代之，他认为文学“评论”本身现在应该成为“元评论”——“不是一种正面的、直接的解决或决定，而是对问题本身存在的真正条件的一种评论”。作为“元评论”，批评理论不是要承担直接的解释任务，而是致力于对问题本身所据以存在的种种条件或需要的阐发。这样，批评理论就成为通常意义上的理论的理论，或批评的批评，也就是“元评论”：“……关于解释的任何真正有意义的讨论的出发点，决不是解释的性质，而是最初对解释的需要。换句话说，最初需要解释的，不是我们如何正确地解释一部作品，而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这么做。一切关于解释的思考，必须深入阐释环境的陌生性和非自然性；用另一种方式说，每一个单独的解释必须包括对它自身存在的某种解释，必须表明它自己的证据并证明自己合乎道理：每一种评论必须同时也是一种评论之评论。”[5]这里所说的“每一种评论必须同时也是一种评论之评论”，正体现了“元评论”的特点。对于注重历史视角的詹姆逊来说，“元评论”意味着返回批评的“历史环境”上去：“因此真正的解释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6]这种“元评论”其实是对于批评理论思路的历史预设和历史语境等条件的重新发掘和再确认，既承认批评对象或客体自身的历史语境依存性，也强调批评理论的历史性和自反性。所以，詹姆逊在论文结尾归纳说：“评论之评论的目的在于找出潜意识压抑力本身的逻辑，找出它从中产生的环境的逻辑：一种在它自己作为语言的现实之下隐藏它的表现的语言，一种通过回避过程本身而显出被阻碍的客体的闪光。”[7]

从艺术批评的外部看，来自传媒学科的媒介素养论和媒介批评目前已远远走在艺术批评的前面，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进展和成果，因而尤其值得重视和借鉴。美国媒介素养中心（The 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简称CML）曾提出考察媒介素养的五个核心概念（five core concepts of media literacy）：第一，所有媒介都来自建构，有建构原则或非透明性原则；第二，媒介讯息由拥有自身规则的创造性语言建构成，有编码与规约原则；第三，不同的人对同一媒介讯息可有不同体验，有受众解码原则；第四，媒介含有价值和观点，有内容性原则；第五，多数媒介讯息被组织传送旨在获利或获权，有动机原则。这五个核心概念或原则都旨在以专业化的媒介研究概念系统去承担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的任务。同时，美国媒介素养中心还进一步提出媒介素养的旨在“解构”的“五个关键问题”（five key questions of media literacy），即：谁制造了这一讯息？使用了何种创造性技术来吸引我的关注？不同的人在理解这一讯息时与我会有何种不同？这一讯息表征或遗漏了何种价值观、生活方式及观点？他们为什么要传送这一讯息？[8]在笔者看来，这五个核心概念和关键问题都建立在对媒介系统的不信任这一基本判断上。不是信任而是不信任，成为媒介或媒体留给社会、公众的基本形象。这让笔者联想到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的名言：符号的本性是“说谎”，符号是“从能指角度替代他物的东西”，从而符号学在实质上是“研究可用以说谎的每物”的学科。[9]照此推论，艺术媒体的本性就该是骗人，如是，那么素养论转向时段艺术批评的主要任务，就该是培养社会公众免遭艺术媒体及新闻消遣型批评欺骗的素养了。这多少有些偏激，但也正由于此，美国知名媒介批评家凯尔纳（Dauglas Kellner）标举“批判性媒介素养”[10]和“批判性媒介教育学”[11]。无论如何，有关媒介素养的五个核心概念和关键问题，都可以大胆地借挪到艺术批评中。

借鉴上述来自艺术批评内外部的资源，可以提出一种新的学术型艺术批评方式构想，这就是询构批评。如果说，上述来自艺术内外两方面的批评资源，更多地承担的只是对于艺术和批评自身的消解、解构或批判任务，那么，作为我国大陆实施的学术型艺术批评新方式，询构批评应当既是质询的同时又是建构的。因为，当前我国国民艺术素养的养成，不仅需要解构而且更需要建构。在西方国家，大众媒体是独立于政府而运作的，公众可以对它们合理地起疑，从而艺术批评的质询任务就变得相对似乎不证自明了；而在我国大陆，大众媒体是政府办的，公众长期以来总是被告知它们是政府喉舌，具有不可置疑的可信度，从而批评的质询、批判等否定性任务就恰恰需要证明，甚至需要从根本上在教育体系中重新输入。因此，询构批评的建构功能在我国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必要性。

这样，从艺术批评的属性上看，笔者所设想的询构批评应当是一种在质询与建构中濡染国民文学素养的批评方式。这就是说，这种属于艺术素养论转向时代的新的艺术批评方式要肩负着质询、建构和养成等使命。首先是质询，就是（1）向作为当前消费文化或娱乐文化的艺术产业及其一整套机制、（2）向新闻消遣型批评、（3）向娱乐欲望强烈的社会公众以及（4）向艺术批评本身的所有方面，都发出大胆质疑和探询。不起来向上述四方面发出质询，就无法走出启蒙论转向和专业论转向的旧视野而承担艺术素养教育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产业的包装术、新闻消遣型批评的时尚流打造策略、社会公众的流行趣味追逐三者之间，如今时常形成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共谋”关系，需要发起质询。其次是建构，这就是把上述质询性或批判性话语翻转为国民需要的积极的建设性艺术素养，加以倡导、阐发、输入，以增强国民对于虚假艺术生产、传播及消费的“免疫力”。建构，意味着把在西方盛行的解构主义、大众文化批判等话语转变为我国艺术素养教育需要的建构因素加以移植。再次，这种建构过程毕竟属于一种长期的自主养成过程，需要运用艺术教育和个体修养手段去加以养成。在这里，可以借鉴来自传播学和媒介学的“分众”理论，开展各类国民群体的艺术素养养成教育。国民艺术素养当然不需要政府强制或精英责问，而需要个体在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地涵养而成。

作为素养论转向时代的询构批评家，其新角色在于引导不同年龄段、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国民，对艺术作品采取新的将信将疑的态度。这就是说，不再是启蒙论转向时代的坚信不疑，也不再是专业论转向时代的半信半疑，而是似信而疑、似疑而信、信疑不定，属于一种新的失信起疑状况。批评家就是要在这种对艺术将信将疑的时代情境中，起来质询艺术品及相关现象，以及某些新闻消遣型批评，把它们看做全部编码的文化产业和娱乐新闻的制造物。质询，当然就是带着一种将信将疑的基本态度去质疑和询问。这种询构批评所依托的知识论范式，应当从艺术真实性、艺术符号学原则，变成艺术编码论或艺术素养论原则，其核心概念应有来自上面的CML所说的建构性或非透明性、编码与解码、动机等原则。这样，质询就是向艺术品的编码系统和新闻消遣型批评的编码规则等发起质疑和询问，揭示它们的以建构性或非透明性为基础的人为制造属性。从坚信无疑到半信半疑再到将信将疑，国民的艺术素养会随着询构批评的介入而得到逐步提高，其面对艺术垃圾和新闻消遣型批评轰炸的免疫力会逐渐增强。同媒介批评维护媒介的公信力（credibility）相对应，艺术批评需要维护艺术的公赏力，这是包括可感、可思、可玩、可信、可悲、可想象、可幻想、可同情等在内的艺术的可供公众鉴赏的综合品质。当然，重要的与其说是批评家去质询，不如说是批评家让国民去学会质询，养成质询的艺术素养。

这种艺术素养质询、建构和养成，其实不单纯是一种艺术批评使命，而从根本上说是艺术素养教育、艺术素养学的使命，是包含艺术教育、媒介教育等在内的综合性艺术素养教育。这种艺术素养教育涉及儿童、少年、青年、成年、老年等各年龄段国民的艺术素养养成，因而是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及职后等各阶段教育的共同使命。正如凯尔纳借助“文化研究”视角所看到的那样，“重要的是寻求一种发展批判性媒体教育学的计划，教育我们自身以及他人怎样批判地破译媒体讯息并且追踪其复杂的影响范围。重要的是能够在公共文化的产品中察觉出各种各样意识形态的声音与语码，同时把霸权的意识形态同那些颠覆主流观念的图像、话语和文本等区分开来。”[12]

建设询构批评，面临诸多新挑战，其中尤其尖锐的一种在于，究竟应当运用何种方法开展国民艺术素养研究和教育。在笔者看来，我国大陆学术型艺术批评走出过去已有的理论阐释和个案分析旧格局，引进新的实证调查研究，势在必行。国内外媒介批评界包括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媒介批评界经过长期探索，已建立起一整套实证调查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这就是说，询构批评急需适度借鉴媒介批评的实证研究方法及成果而尽快起步。询构批评当然可以继续坚持理论阐释加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例如，凯尔纳在媒介批评中就采用一种他自己选择的“多重视角的方法”：（1）讨论文化制作与政治经济学、（2）从事文本的分析以及（3）研究文化文本的接受和运用。[13]这种理论阐释加个案分析的方法诚然可以借鉴，但毕竟需要把实证调查作为它们的有力的实证性支撑。在这方面，引进媒介批评的实证调查研究方法似乎已变得刻不容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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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学的理论与视野

刘建明[14]

提要 媒介批评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传播学，更不能用符号分析、议程设置等西方理论简单地代替它；它也不是一般新闻理论和新闻报道方法的反思。媒介批评学在我国还很年轻，出现某些幼稚倾向是无可后非的。研究媒介批评的人必须明确研究的对象，引导批评家和管理者科学地评价媒体。新闻理论是新闻活动的理性概括，传播学是信息传播的类型、模式和一般规律的探索，媒介批评学则是对媒介活动的现实反思。构建媒介批评学，急需克服把媒介批评混同于西方传播学、文化学、媒介经济学和新闻学，由对媒介作品的分析推进到宏观批评的视阈。

媒介批评正在引起媒介从业人员和新闻传播学者的注意，一支媒介批评家的队伍正在聚集。管理部门、受众和学者对传播内容的强烈反思，转移到如何分析、评价媒介行为，正在深入媒体的各个领域。媒介批评学引导人们科学地分析媒体活动，让受众正确理解媒介及其传播内容，导致媒介观念的彻底变革和新闻解释学的诞生。

一、抓住媒介批评的核心

媒介批评学探究的是对媒介、传播内容及其方式与效果的正确解读，归纳和提炼现实的媒介规范，指出媒介批评的原则、方法与要求。媒介批评学通过解读经验理论化的途径，揭示媒介的隐蔽性规律，建立媒介评价的概念体系和范畴。可是，当提到媒介批评或媒介批评学时，许多人又把西方传播学搬出来，支起炉灶，大炒冷饭。

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了媒介批评学专著，称为批判学派（critical school）。它偏重于媒体性质及社会功能的宏观研究，在高屋建瓴的理论层面对媒介展开批评。但对大量具体的媒介作品，西欧的媒介批评家们不愿屈尊，往往不费笔墨。本文作者认为，媒介批评不仅应瞄准宏观层面，更要认识媒介的具体活动，把内容批评和媒介制度批评作为两个交叉性对象，构建完整的媒介批评学理论。

媒体这一影响深远的社会舆论机构，主要通过传播新闻和影视作品发挥职能，总结一套评价理论和方法，是构建媒介批评学科的核心。有的学者把媒介批评学和传播学混为一谈，变换传播学的知识角度构造媒介批评学，成为传播学的翻版。传播学和媒介批评学有交叉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如何认识媒介的功能和效果，但媒介批评所说的媒介功能与效果不是指传播学中的“获取信息”、“监视环境”、“设置议程”、“子弹论”或“有限效果论”等那些知识，也不是构造“结构主义”、“符号理论”或“叙事方法”，而是针对特定的媒介制度、媒介运作或传播内容与方式导致的利弊，进行分析和评价。媒介批评不是信息传播，媒介批评学自然也不是传播学。在19世纪初传媒广泛影响社会之后，美英报刊的歇斯底里的“扒粪”，使各类群体不能不对它进行反思，大众、记者、作家、政府、政党要员和各类学者都介入了那场媒介批评。后来，学者们尝试开启一门新的学科，研究对媒介如何批评才能正确并产生好的效果。美国批评刊物《新闻记者》（1884）的诞生和报刊批评专著《对抗新闻自由的专卖药阴谋》（1905）、《黑幕揭发和客观性》（1906）、《报界的权利》（1906）等，都为媒介批评学的问世提供了理论积累。

媒介批评主要是指对媒介的评价或批判，包括对媒介一切领域的正误分析、是非判断，正如小约翰所说：“批评就是运用价值进行判断。”[15]对媒介的好与坏、褒与贬的论述——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均属于媒介批评范畴。从葛兰西到哈贝马斯，从罗兰·巴特到布尔迪厄，从麦克卢汉到阿多诺，都对大众传媒产生的社会问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解构，媒介批评已成为西方思想家们关注的话语。

在我国，多年来一直重视媒介作品的分析，无论“新闻批评”还是“影视评论”，都总结了一些批评原则。把媒介批评的理念扩展到对具体作品的评价，不仅充实了媒介制度的批评内容，而且更具实践意义。这样一来，媒介批评学需要创立的学说架构，应把研究内容深入到三个视阈：（1）批评媒介，集中于媒介的社会价值分析，揭示媒介的制度性结构及功能。（2）分析传播内容的质量，剥去充斥媒体的歪曲性的内容或朦胧的外衣，告诉人们如何认识社会真相，媒介批评指出内容质量的优劣，有助于提高媒体的素养。例如：

看不懂的报纸

有香港朋友拿起一张内地报纸直摇头。问他为什么，他竟然说：“看不懂。”一句实话使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平时看报也会摇头，许多报道文字也看不懂。例如：

“××会议上强调：要按照‘强化一个意识，完善两种机制，实现三个转变’的工作思路，牢牢把握‘一个中心’、‘两个职责’、‘三个原则’、‘四个要求和一个提高’……”

与会者是否明白且作别论。作为报纸的读者来说，首先就不明白其中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所指的是什么；也就不明白它按照什么“工作思路”和要“牢牢把握”什么东西。这话说了等于没说，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空话空文言之无物，为什么总有人不断地写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其实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只要领导看。因为长而且空，只有领导看得懂；即使非懂，至少似懂。有些领导平时就念惯了这种玄之又玄的报告，看惯了这种说了白说的文章，所以非但不觉其空，反而倍感亲切，赞誉有加。因此我想，只要还有领导看，便会有人写下去。

（秋武，《深圳特区报》,1999.6.26）

这篇批评虽然短小，但内容深刻、生动，对某些政治报道、工作报道的空洞无物批评得入木三分。这样的媒介批评看上去题旨芥微，其价值却是恢宏的，体现出深刻的新闻批评理念。（3）评价传播内容的社会效果，就是社会效果批评。有许多传播内容掩盖、扭曲事实，误判客观事物的变化，表达错误的思想，严重误导了受众。媒介批评引导媒体纠正这类错误，提醒受众不被新闻所欺骗，不能不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二、媒介批评的实质与流派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在以下含义上使用媒介批评这一概念：分析媒介现象，评价媒介作品，反思媒介传播的得失。[16]在媒介批评学还未成为独立学科之前，由于自身的本质没有充分展示出来，学者们不可能把媒介批评与传受活动在不同层次上进行“反思”，媒介批评观还难以深入实质领域。那时，人们对媒介的批评停留在宏观层面，颇有高射炮打蚊子的意味。而局限在微观层面，批评又往往是零碎的、感性的、随意的，个人或某一机构对传播的狭隘理解主宰着对媒体的评论，又多在政治立场框架里指点媒体的是非。

比如，一位知名作家指责报纸报道的一条不该披露的消息，在政治上容易引起混乱。尽管他的指责毫无道理，报道后也没有出现任何混乱，但记者或某些受众无力反驳这位声威显赫的作家。因为人们缺乏解读新闻的常识，只能以政治和“权威”人的意见作为权威性的批评。这种政治与权威主宰的批评范式，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在政治主宰的范式里，传播的真实和效果理念遭到蔑视，媒介批评缺少媒体和受众的地位。

传统的媒介观总是把传播视为宣传或再现客观事实的二元模式，并将传播作为单面因素加以阐释，忽视对受众解读活动的探讨。其实，传播是由媒介、信息和受众共同构成的整体，受众的解读是媒介传播的重要部分，对权衡传播内容的意义和价值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传播内容引起受众的反响，是一种原生态的媒介批评形态，对媒体和管理机构还是一种未知的世界。要把未知、粗糙的意识转化为专业批评者的认识元素，必须掌握科学的批评原则。

媒体作品只有在受众的解读中才能生机勃勃，它存在于受众的理解之中，并被受众所追求、所沉思。比如，新闻报道的完成，并非是新闻的完成，其实它还处在新闻传播的中途，受众的接受和解读才是新闻整体过程的终结。媒介批评的重要实质，就是指导“实现由无生气的意义痕迹向有生气的意义转换”[17]，将传播内容的静态意义还原为鲜活的思想，探索和提升受众的解读规则、方法和认识理念。

媒介每天都传播政治内容，这没有什么不好，但什么样的政治符合群众的需要，人民欢迎什么样的政治，只能由受众做出回答。媒介批评理论则是这种传播活动的直接、现实的反思，充当“反思的反思”角色。正如黑格尔所说：“反思以思想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18]媒介批评使新闻理论内部各要素，诸如事实观念、形态观念、价值观念及政治观念的辩证关系真实地体现出来，给媒介准备一面清晰的镜子，让它们随时照照自己。

大众传播作为人类文化的分支，与人们对它的个性重现和全面考察相关，也与媒介批评的自觉意识无法分离。从本体论上回答什么是媒介批评，首先必须确定媒介批评在文化活动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媒介批评总是在传播行为和对它的研究领域来回滑动，以多种科学理念评析媒介。媒介批评学针对评价作品和媒体行为阐发系统的理念，把媒体的得失从理论高度给以综合把握。对新闻观念本身的批评，媒介批评学偏重于宏观研究，提出超出新闻本身的东西，即它的社会和人的意义。正如艾略特圈定的那样，“批评，按定义来说，是涉及它本身以外的别的东西。”[19]

宏观和微观的媒介批评，也可称做两种流派，它们的视角虽有不同，但都应融入对媒介的综合理解。对传播作品的分析，比如某条新闻的分析，属于微观分析；而对媒介的立场与善恶的评价，比如我们批判CNN对中国人民的污蔑，则属于宏观的批评。客观批评派注重事实，针对客观实在的媒介现象指出它的好坏优劣，诉诸客观论的信念。理想主义的批评，承认并运用批评对象的永恒规律和最终真谛，揭示它的实质、真相或效果，用理论语言重构它的纯洁模式。这两种批评都追求真理的目标。

这个目标究竟是什么，到哪里去寻找，则因批评者而异。艾略特指出，批评“有可能获得我们自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这种东西我们暂时可以把它叫做真理，至于这个真理究竟有什么具体内容是次要的，只要它们确实存在，且不管它们是怎样的”[20]。在理想主义批评家看来，这个至上目标是他的经历乃至他的潜意识，即他看到听到或想象到的媒介理念。但必须确信，对传媒而言，受众就是一切。受众来自社会各个角落，代表媒介进程的意志，媒介批评无疑应当反映这种意志。媒介批评最终追求的目标，需要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和受众的价值要求，而不应是“不管它们是怎样的”。

媒介批评带有更多的主观成分，因为批评不仅是评价活动，同时又是一种研究活动，批评者有自己的一套原理和概念结构。如果说新闻作品是记者用一套语言系统对世界的再现，那么，媒介批评则是批评家用另一套语言体系对记者、作品、媒体和受众追求的再现。实现这第二层的“再现”，即第二境界，必须在批评中融入超越新闻报道原则和理论的其他学科知识。这样，媒介批评学对批评者自然是一种博大见解的注入，不掌握媒介批评学的实质，理解力和知识匮乏的人，是无法进入媒介批评角色的。

三、媒介批评学的两个主要研究对象

近几年，我国出版了传媒批评研究的专著，发表了近百篇论文，新的理论体系正在形成，媒介批评学综合理论著作的框架不断创新。[21]批评观念总是“融化”在批评倾向之中，媒介批评学的研究对象应建立在批评的科学逻辑之上。这里需要回答的是，批评家与批评对象发生关系时，保持在怎样的范围才属于媒介批评。如果越过了界限，可能变为政治批评、道德批评或思想批评。

媒体自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不受外部世界的支配，因而，有人认为，媒介批评的对象只能是它的“产品”。这种理念的片面性是明显的。所谓产品，是具有特殊文本形态的现实认识，以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上的拟态事实反映社会。自然，批评家能够看到的并对它发表意见的唯一对象，首先是这个完成了的“产品”，而不可能首先接触作品之外的相关世界。我们将此称做批评的域内对象。

媒介内容较多地是社会事件被传播者选择、记录、加工的叙事性文体，解析媒介作品是挖掘传播者记事或创作的意图，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作品和现实世界的关系。任何媒介作品都有两个范畴，一是客观范畴，二是主观范畴，构成媒介的精神世界。解析传媒作品要从记者、编者的主观视野窥视世界的真实面貌，把握作品内容与形式的有机性，从而揭示作品如何反映现实事件。例如，把新闻作品的内容同客观事件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记者意识的能动性，是很流行的一种批评倾向。在这种倾向看来，有什么样的生活，就必定有什么样的作品，事实有价值就是作品有价值。他们的错误在于把报道对象同新闻作品混为一谈。不懂记者的立场对写作的指导意义与制约作用，也不懂事象原则的新闻报道规律。列宁说：“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等同的，那就荒谬了。”[22]

传播作品的形式不仅是作为内容的载体，而且是作为记者把握世界、反映生活的框架，具有特定的美学意义。一方面，内容寄寓在形式之中；另一方面，形式使内容定型化，反映传播者的社会视角。优秀的新闻作品通过优美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把人的生命感，把人类生活中潜藏着的哲理生动地揭示出来，给人类精神生活提供一种超越时空的象征。这只能通过受众的感受来把握，而新闻批评则使受众把握得更深刻、更明晰。

媒介批评学的域外对象不可能在批评家的视界里消失，非但如此，域外对象是域内对象的延伸，是批评者意识活动的外延，成为媒介批评学重要的研究对象。如果媒介批评的内容只包括媒介作品，批评也就仅具有局部意义了。局部和整体不只相对而言，而且是对批评范围的分割，把作品、媒介活动和社会作为三维的目标，能提升整体批评的体制意义。媒体制度批判，是媒介批评范围的第二个视阈，委身于一定的社会，批评达不到这一界限就难以使批评建立制高点。现代媒体林立，以各自不同的动机发生传播和评价社会现象，达到某种政治目的。鞭挞媒体对正义和良知的践踏，不仅能指斥社会应负的责任，而且能提升媒介的伦理方向。媒介批评学必须以批判的力度否定有害的媒介结构与功能，塑造完美的媒体制度与功能目标。

论媒介批评的理论体系

陈 龙[23]

媒介文化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媒介批评的转型，也促进了批评理论建设的繁荣。一方面加强了批评理论建设意识，引起人们对批评理论研究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改革和转换了批评理论研究和建设的观念意识，使传统批评向现代批评转换的同时，批评理论也逐步从传统向现代转换，从而建立起现代批评理论，既适应商品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适应现代批评的发展，真正体现出媒介批评的自觉发展规律和批评理论建设的自觉意识。从而开创了媒介批评的“自觉的时代”。媒介批评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可以来源于批评实践，另一方面可以从其他学科领域借鉴。

一、媒介批评理论建设的必要性

媒介批评的理论建设不仅体现在批评的理论研究上，而且体现在批评学学科的建立和建设上；不仅体现于批评的理论性、学术性、学理性日益强化上，而且体现在批评与理论一体化，批评的理论化与理论的批评化的发展倾向上；不仅体现在批评的理论形态、理论模式、理论体系的完备、严谨、科学上，而且体现在批评思潮、流派、风格、方法的多元化、多样化发展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中国媒介批评的发展历程上，长期以来是缺乏理论性的，媒介批评说到底是政策化的审查和监督。也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将报刊审读纳入媒介批评的范畴，那是因为差不多报刊审读就是过去那个时代媒介批评的全部。如果说那就是媒介批评的话，那么其理论就是宣传政策，显然宣传政策不能替代媒介批评自身的理论。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媒介批评实际就是如何使新闻和其他娱乐文化统一到符合宣传的政策与规定上来，凡是符合现行宣传方针政策的就是好的媒介内容，而不符合现行宣传方针政策的就是不好的媒介内容，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改正。这导致人们对媒介批评认识上产生了误区。有些媒体上的媒介批评文章如同“文革”大批判文章，说明媒介批评文风上已经形成某些固定格式甚至是八股化倾向。而这一现象也正说明缺乏科学、健康的媒介批评规范和批评理论的建构是难以将批评深入人心的。

另一种倾向是，虽然已经意识到媒介批评的理论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做过相关的理论研究，有些还是沿用过去传统文化中的文以载道的一套模式，将媒介批评仅仅等同于文论批评，形成所谓“中国特色的批评风格”。其实，那种媒介批评也就是感想式即兴批评，从批评内容来看，基本上属于微观的、零星的、现实性的问题，而系统的、全面的、宏观的研究则很难看到。中国批评的总体格局缺乏开放胸襟，缺乏大气魄。

从现代媒介实践的具体情况和要求来看，媒介批评必须改变过去的一套做法，中国媒介批评不仅要以古今中外的批评理论为理论资源，而且要以多维的文化视野为底蕴，以市场经济下媒介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以中国当下现实语境和“全球化”语境的结合作为发展条件，以营造对话空间为批评的最佳氛围，构成批评理论建设的最佳条件和时机。媒介现代化需要媒介批评做出响应，媒介批评理论的现代化是大势所趋。

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与完善，为文化观念的转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中国改革的具体实践来看，实现一个并非完全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型完全有可能性。诚如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有说服力，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4]为此在取得重大实践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升华、探索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仅是为了改变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现状，从而为理论争取“发言权”、“话语权”和指导地位的问题，而且是使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对实践的学理性进行研究，以期更好地指导实践，发挥理论的指导和保障作用；更重要的是发挥理论的前瞻性、规划性、建构性等功能，使得实践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理论的先导作用自然而然地发挥出来。文化转型必然体现在媒介上，也就是说媒介的文化转型先行一步，这样媒介批评理论建构就显得尤为迫切。

任何重大成果的取得，理论与实践的基本条件是不可缺少的，媒介批评理论也是如此。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媒介理论与批评实践有机结合，媒介理论渗透于实践中，实践成果中凝聚着理论成果，只不过我们往往只从实用主义角度来看问题，只看到实践成功的一面，而忽视了理论在实践过程中的作用。理论在多数情况下发挥的作用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简单操作，具有可观察性，但它却是不可缺少的，有些哪怕是在实践中没有明确提出，但在观念里已经暗暗贯彻了理论，其作用影响都是深远的，往往关系到某个组织的存与废。以媒介批评理论而言，由于我国理论界的滞后，造成我国媒介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不太规范的状态，媒介发挥的对社会民主化建设的作用诸如舆论监督、新闻本位思维等往往做不到位。由于科学的媒介批评理论的欠缺，造成非科学的观念甚嚣尘上，某种程度上专制主义的东西大行其道。

从媒介批评的实际情形着眼，批评成果也应该包括批评实践和批评理论结合的统一体。这几年的批评发展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批评流派、批评思潮、批评观念、批评方法，构成了批评多样化形态和多元化景观，无论是社会学批评，还是结构主义批评；无论是精神分析批评，还是政治经济学批评；无论是对媒介内容的分析，还是读者反应批评，哪一种批评不具有实践品格和理论性品格？传统的媒介批评从旧有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单纯的经验、感性、直观感受式的批评向多维的理论化、理性化的分析型的批评转型，批评的理论化倾向或批评与理论一体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因而在批评实践中渗透着理论底蕴，在批评理论建设中也不乏实践性品格。如果只承认其批评实践成果而忽视其批评理论成果，这是片面的、主观的、错误的认识，是传统的实用功利主义的思维定式在起作用。

其次，媒介批评实践升华为理论，并为理论指导才能提高批评实践品位和层次，从而使实践具有理论性的同时，也使实践具有普遍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传播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在现行体制下，新闻传播实践已探索出一套与过去迥然不同的经营管理模式，在媒介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媒介传播理念也有了很大的突破，新闻观念和媒介批评观念不断发展、不断更新，前者为后者开辟了新的视野，提供新的思维方式。每个国家和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新闻制度和报道模式，也有相应的新闻观念和批评模式。用这种对应状态考察新闻传统和报道模式是最为有效和便利的，但这种考察有其内在的局限性。也就是说，这种考察的历史根据越长，得出结论、新观点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媒介批评只能在旧框架中对报道价值进行评判。因此，批评实践中产生的鲜活的理论需要总结升华，需要进一步地系统化。批评理论直接衔接了批评与理论。尤其是当媒介批评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时，理论建设就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批评理论对于批评实践的指导作用就更为明显。

再次，正确的批评实践检验并保证了实践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正确的理论指导也保证了实践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当没有任何经验借鉴，更没有合适的理论可供选择的情况下，着眼于实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实践才能知道如何更为有效应对媒介发展的新问题、新情况，当实践到一定程度和取得一定效果后，就需要及时总结经验，升华理论，着眼于理论建设和理论辨析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在于，改革开放尚未完成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媒介批评还需要与过去的老问题做斗争，民主化的媒介经营局面还远未实现，却已先期迎来了由市场经济带来的媒介资本主义的传播理念与媒介全球化以及新媒介技术所带来的新问题，理论的滞后是显而易见的。媒介观念的逐步开放，形成了新的舆论气候，它需要对传统观念进行扬弃是不言而喻的；但并不意味着理论的无力和无用，更不意味着应该滋生出一种对理论的反感与抵制情绪。理论是需要不断探索的，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理论遭遇挫折时应当予以充分的宽容，我们确实应当反对错误的、过时的理论，也确实应该抵制那些空洞的、教条主义的理论，但不能因之而对理论产生逆反心理。1980年代以来，我国引进西方传播学的理论，介绍西方媒介批评的理论范式、方法，但早期的引进不仅存在“误读”、“误用”的情况，而且还存在西化的倾向，以西方媒介批评理论之“矛”攻中国媒介文化及其批评之“盾”，矛盾可想而知。况且在“西化”影响下，试图“化”中国而非使其中国化，这就带来了消极的一面，从而使媒介批评理论滞后于媒介批评的发展。但批评理论相对于批评实践而言，也有超前的一面，主要表现在中国的媒介批评理论的建设立足于批评的现代性上，现代批评理论观念强调理论的超前性、前置性、预见性，从而使批评以及批评理论先于新闻传播实践的发展，现代批评的观念也促使理论先于媒介实践建设，强化批评的理论化倾向和理论先行倾向。同时，中国媒介批评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媒介批评理论资源，这些理论资源对于中国媒介批评实践而言具有前置性。这固然会带来理论与实践的错位，不仅存在着中西的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问题，而且也存在着文化和语言差异问题。例如，西方批评话语如何融入中国批评实践，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然而，批评理论毕竟对批评实践发生了重大作用，促进了中国媒介文化及其批评的发展与转型。因此，中国批评理论建设无论滞后还是超前，都需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都需要将理论中国化。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媒介批评理论尤其是自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西方批判学派的理论，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其时媒介文化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一地步，媒介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也远没有这么复杂，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当时的研究对我们刚刚开始的市场经济情境下的媒介实践具有参考价值。在新的历史时期，批判学派的理论仍然有着很强的参考价值。合理地借鉴西方批评理论，对于丰富和完善我国的媒介批评实践，具有极高的价值。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批评理论自身的建设，必须在古今中外批评理论资源的协调整合的基础上适应中国文学及其批评实践发展并指导其提升中国媒介批评理论。

二、批评理论资源的发掘与整合建构

我国的媒介批评理论建构和建设的自觉性和现代意识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视阈和语境下逐步形成的。在此之前，无论是宣传部门的报刊审读还是传统文化范畴的媒介批评都处在不自觉或半自觉状态中，要么将其附着于文化批评之上，要么将其附着于宣传理论之上，现代媒介批评理论还处在孕育、萌芽和蕴藏状态，还未形成现代批评理论体系。批评理论的建立首先要立足于本国具体实际，根据本国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形成富有本国特色的媒介批评理论。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传播管理体制不完善，传播理念中“左”的影响还存在，所以，建立平等对话的批评机制一直十分困难，理论上的观念也很难有重大突破。在新的历史时期，批评理论建设应重视对理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现代批评理论并非是沙滩上建起的空中楼阁，而是奠基于坚实厚重的土壤中，汇集和积累了古今中外的批评理论资源。我国媒介批评的理论资源可以从四个方面寻求：

第一，传统文化批评理论。媒介批评的大部分内容是着眼于伦理批评，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伦理的阐述是最多的，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漫长，因而也不可避免地有着一些糟粕，但总体而言，真善美的强调是其基调。例如关于传播者的社会责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论述。《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三不朽”的提出反映了我国古代思想家对言辞和文化的重视，他们虽然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之后，但认为可以不朽，强调了传播者应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作用。孔子在《论语》中对文艺的一条重要的批评原则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典型的中庸的批评原则。对于现行媒介文化中的庸俗化、媚俗化倾向而言，这一观点仍然没有过时。再比如“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讲的都是理解作品的方法，强调要从具体的人、具体的社会背景出发来看待具体的作品内容。尽管中国古代批评比较零散而缺乏体系，但其理论价值和潜在意义则充分表明这是一个批评理论资源的富矿。当代媒介批评需要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努力开发这一富矿，使零散的资源归总分类，并对其理论价值进行深入的阐发，使其为今所用；另一方面，应着力于使传统批评理论资源通过阐释、评价、辨析使其转型为现代批评理论资源。现代转换必须要有条件、语境、视阈，更需要有中介力量和综合作用。其难度在于一方面因“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淡化，甚至局部中断了现代与传统的衔接，出现了断裂或断层现象；另一方面因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转换受到来自“现代化”、“全球化”、“市场化”的各方面因素的冲击，出现受阻和被忽视的现象。因此，当代媒介批评应当找准目标与位置，努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批评理论宝藏，努力使其焕发新的光辉，成为当代媒介批评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当代媒介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应注重对“五四”以来现代文化、文学批评资源的开掘与利用。“五四”以后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中国批评由传统批评向现代批评转化，批评也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中国的媒介批评在“五四”时期主要体现在“报学”批评上，然而，当时的报学批评并不发达，虽然有许多政治家、思想家注意到这一领域，但多半不过是要求报刊发挥反帝反封建的积极作用。而文学批评在“五四”以后却一直十分活跃，形成了现代的批评传统和理论思辨风格。其构成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资源，包括苏俄的批评理论；二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形成的先进文化理论和批评理论资源；三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建设和发展时期历次思想争鸣中产生的思想观点。这三个方面并不能涵盖自“五四”以来所有的文学批评理论，因为某些极“左”的思潮对于批评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某些极端的做法也有损于批评的正常开展。所以，就整个现代批评史而言，有价值之处就体现在上述几个方面。尽管如此，这三部分的批评理论资源有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因而具有局限性。但总体而言还是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了历史潮流和时代发展方向，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其中所包含的现代批评因素和批评理论的萌芽，不仅奠定了现代批评发展的基础，而且奠定了现代批评发展的方向。因此借鉴和利用现代批评资源，对于形成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理论体系是大有裨益的。

第三，媒介批评作为新闻传播学科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与西方学术界从来就没有断开过联系。西方新闻传播理论对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因此，西方现代批评理论资源固然是西方现代文化语境下的产物，与中国媒介文化语境还有很大差异，甚至除地域、地缘的空间性差异外，还有时间性差异。任何被引入的国外资料都已是“过去时”，而且还存在着由于引入者自己的视阈所限而“误读”、“误用”的误解成分，更不用说还有一个“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本位主义的立场、观点、态度所限的问题。因此，在引进和利用西方现代媒介批评理论时会产生一些阻力和偏见。既容易因为不加选择、生吞活剥而“照搬”，也有可能不顾国情而盲目西化，随心所欲地肢解或歪曲。当然，还有来自“狭隘民族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新国粹主义”的抵制和反对，使西方传播理论资源的引进和利用存在不少问题。但随着全球化影响的不断增强，观念的不断更新和发展，人们对西方传播理论的接受态度会发生重大的变化。首先我们需要面对的是如何正确看待西方理论的“中国化”问题，如何在西方理论的启发下产生出中国本土的批评理论；其次在对西方理论的理解过程中，不能忽视文化间的差异，必须准确把握其理论内涵和实质意义；再次必须有选择地加以选择和利用，一方面要符合中国的需要，需要在中国的具体媒介实际中加以验证；第四必须在此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展、有所创造，而不能仅仅模仿和照搬。中国的传播研究需要以健康、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西方理论的成果。

三、批评理论的体系建构要素

媒介批评理论体系，是批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或者可以说是批评逐步走向成熟和稳定的产物。媒介批评不可能是无序的、混乱的，它必然有自己内在的规律。那么媒介批评理论体系的核心构成，应当包含哪些层面的内容呢？美国新批评派的代表学者韦勒克、沃伦在他们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学理论》中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本身的诸种问题，研究的核心是具体作品，作品的价值在于它们摆脱了创作时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既互相关联，又是完全不同的三种学术研究形式：文学理论是对文学原理的研究，即研究它的范畴和标准；文学批评的任务是研究具体作品；文学史则以理论和批评为基础，对作家和作品进行取舍和褒贬。从这一观点出发，新批评派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所谓内部研究是指对文学文本特征的研究，而所谓外部研究则是对文学外部关系的研究。前者类似于“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而后者则类似于“语境分析”（contextual analysis）。尽管我们可以看出研究内容的大概分类，但还是比较模糊。

美国批评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他的《镜与灯》一书中阐述文学批评的标准时指出，“好的批评理论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其衡量的标准并不是看该理论的单个命题能否得到科学的证实，而是看它在揭示单一艺术作品内涵时的范围、精确性和一致性，看它能否阐释各种不同的艺术。当然，以这么一种标准来衡量的话，行之有效的理论就不止一种，而是有多种，每一种不同的理论都能首尾一致地、合适地、相对充分地解释一整套的审美现象；但是，对于理论的这种多样性我们则根本不必哀叹。整个批评史给我们的启示之一便是，过去的形形色色的批评委实使我们受益匪浅。”虽然，艾布拉姆斯这里所说的是文学批评理论，但同样对媒介批评具有启发意义，在本质上，媒介批评与文学批评是相通的。对于批评理论体系，艾布拉姆斯提出了一个“坐标系”。他指出，“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在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别，使人一目了然。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产品本身。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共同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第三，一般认为作品总得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总会涉及、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有关的东西。这第三个要素便可以认为是由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情感、物质和事件或者超越感觉的本质所构成，常常用‘自然’这个通用词来表示，我们不妨换用一个含义更广的中性词——世界。最后一个要素是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作品为他们而写，或至少会引起他们的关注。”很显然可以看出，在以作品为中心的坐标中，艾氏认为，可以把阐释作品的本质和价值的种种尝试大体上划分为四类，其中三类主要是根据作品与另一要素的关系来解释作品。根据艾氏的观点，“作品”与“世界”的关系可以衍生出媒介社会学批评；作品与作者的关系可以衍生出媒介主体研究，精神分析批评可以纳入这一批评范畴；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可以衍生出受众研究，读者反应批评可以纳入这一范畴，而作品本身也可以形成独立的研究系统，即“把作品视为一个自足体孤立起来加以研究，认为其意义和价值的确不与外界任何事物相关。”[25]这实际上就是形式主义批评，后来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主的文本研究属于这一范畴。

由艾布拉姆斯的批评坐标系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媒介批评理论的体系建构可以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进行设计：媒介批评对象决定了媒介批评理论的构成。由批评传播者、批评媒介内容、批评媒体机构等衍生出主体批评理论、文本研究理论和媒介制度研究理论。主体批评理论主要对主体的心理和主体行为进行研究，探讨其内在的特性——特殊性和复杂性。这其中包括对传播行为的研究和对受众行为的研究，以及对两类主体应当表现的素质、道德伦理和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等的研究，这其中涉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拉康的“镜像理论”和荣格的心理分析学说，同时还涉及对传播者行为的分析，即对媒介伦理等的讨论。文本研究理论主要对作为“自足体”的文本的内在含义进行多种可能性的阐释。我国学者刘建明指出，“如果把文本的重生意义归结为批评家的立场和观点，那么对自豪感的另一方——对象化的精神就完全消失了，对话变成了独白。细心体会文本的客观精神，完成肯定解释的客观性，在解释实践中就会得到对自己来说是有意义的、合理的东西。批评者在自己的文本里不能先入为主地以他自己的观点来主观地解释媒介文本，进而证实自己原有的观点，这种解释不仅没有什么必要，而且会制造思想炼狱，误伤新闻报道的动机。解释过程中主客体的对立并不可怕，因为这种对立产生了解释过程的辩证关系，为解释提供了主观动力，就像任何认识过程一样，主体的自在性与对象的他在性对立，都会导致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当然，这种结果依赖于科学的主观认识。”他认为,“实际上，解释的任务是找出媒介文本中未完成的创造的意义，重新构造作为它的基础的思想系列。”[26]那么，解释仅仅循着一条固定不变的路线使用旧有的套路，过去没有看出的问题，现在依然不能看出，因此批评可能存在误区和盲点。文本研究从形式主义开始，都在不同的观念下挖掘着不同的文本意义。这其中有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叙事学理论、意识形态分析、类型研究方法、美学研究方法、社会学分析、神话分析等都是在文本研究中所做的多种尝试。传播媒介机构研究，主要着眼于媒介政治经济学、媒介意识形态研究和公共领域研究。媒介作为一个社会机构，与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因素形成多角的关系。批评学者从这一关系出发来界定大众传媒机构的性质和社会功能；有的学者坚持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还有的学者主张大众传播媒介为公共领域。大众传媒生来便与权力结下不解之缘，它参与编织一张社会权力的网，即三位一体的结构：既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又是资本主义企业，又是公共领域。但由于它同时也接纳反对力量的不同声音，所以，也无时不在拆解和重构它自己参与编织的网。媒介批评的机构分析还涉及媒介制度的分析和媒介制度的比较，以及这些不同的制度对传播内容的影响等。

一定的批评理论通过一定的批评方法表现出来，并依赖批评方法建立批评模式。如形式主义批评模式，就是体现在形式主义批评方法中，同时又指导和制约着形式主义批评方法。拿“细读法”来说，它既是形式主义方法，又是形式主义的方法论，还是形式主义的模式。理论一旦稳定化、固定化、程式化，就成为理论模式。因此，理论模式完全是理论与批评实践互动的结果，也是批评理论逐步完善、日趋成熟的结果。

媒介批评的科学精神研究

哈艳秋 王启祥[27]

提要 坚持媒介批评的科学精神，就是要在开展媒介批评活动坚持理性精神、批判精神和探索精神。媒介批评与科学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媒介批评实践中坚持科学精神有着现实而深远的意义。本文对媒介批评和科学精神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对媒介批评实践中缺乏科学精神的现象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媒介批评坚守科学精神，必须有一个开放宽松的学术环境、政治环境；媒介批评者必须明辨是非、立场鲜明，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要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理论修养，要注意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和研究方法，把开拓创新作为追求的目标。

媒介批评是近年来国内新闻传播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方面，自从20世纪90年代媒介批评理论进入中国以来，经过学者们十几年的不断探索，媒介批评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热门学科，其理论体系正在形成。另一方面，媒介批评实践借助网络等新兴媒体的飞速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然而，我们应该看到，与积极健康、富有建设性的媒介批评形成对照的是，缺乏学术品格与理性精神的媒介批评还大量存在。在开展媒介批评的过程中，不顾事实、主观臆断、盲目跟风、谩骂攻击、商业炒作等不良风气随处可见。可以说，良莠不齐的媒介批评现象在某种程度直接影响着媒介批评的声誉，阻碍着媒介批评的健康发展。

“要改变当下媒介批评存在的肤浅、缺少原则、散乱无序，乃至因利益驱动而误入歧途的种种弊端，需要我们建立完善的媒介批评保护机制，改善开展媒介批评的舆论环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理论。这既是我国媒介批评实践的现实要求，也是我国大众传媒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要求。”[28]在笔者看来，造成媒介批评种种弊端的原因，除了机制、环境等外在因素之外，与批评者没能在批评活动中坚持媒介批评的科学精神这个内在因素直接相关。换句话说，媒介批评实践只有在科学精神的关照下才不会误入歧途。

一、科学精神的定义和内涵

科学精神首先是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原本是指科学家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道德情操和要求，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这种精神已不仅仅为科学家所独有，它经过发展、传播，业已变成了一种公共意识，科学本身也跨越了国界，成为人类进步的基础。美国著名科技哲学家默顿（Merton）给科学精神做了如下的定义：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基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总和。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等形式来表示。它们借助于习俗的价值而获得其合法地位。默顿将其规划为：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有条理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kepticism）。并认为这些有感情基调的、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总和，被内化为科学家的科学良心，外化为社会的科学意识。[29]

我国科学界的先驱任鸿隽先生认为科学精神具有五个特征：一是崇实，二是贵确，三是察微，四是慎断，五是存疑。并且认为如果再加上不怕困难、不为利诱就更完备了。[30]

竺可桢先生认为，古代中国没有产生西方式的科学，因此在向中国移植科学之花时，既要有不盲从、不俯和、不武断、不蛮横、不苟且、不无病呻吟的科学态度，更要有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31]

蔡德诚教授认为，科学精神是“在认识一切可供存在的过程中，对人、对己、对事物都能善于辨误识伪，用于去伪存真的那种执著的求真、求实、求真知的精神”。因此，科学精神的具体内涵应包括：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宽容的激励。[32]

由以上列举的几个科学精神的定义、内涵可以看出，科学精神实际上就是人类在追求真理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实践理性。这种理性不仅仅表现为人的理智，更多表现为追求真理的情操、气质、品格和特征，它是当今时代的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我们也可以把科学精神的定义表述为：科学精神是指人类在追求真理的社会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求真、求实的情操、气质、品格和特征。它的具体内涵应包括：求真务实的精神、质疑批判的精神、创新突破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和规范有序的精神。

科学精神的核心是“求真”、“求实”，因此，弄虚作假、抄袭伪造不是科学精神；盲目迷信不是科学精神；对事实不经研究妄下判断不是科学精神；在科学争论中以势压人不是科学精神。而无知（包括自以为是）、无理（包括空泛）和偏私则是反科学精神的表现，是极其错误的。

二、媒介批评与科学精神的关系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从结构来看，科学精神具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认识论层次，主要表现为科学认识的逻辑一致性和实践的可检验性等规范，它们直接体现了科学的本质特征，构成了全部科学精神的基础；第二个层次是社会关系层次，美国著名科学史家、哲学家默顿揭示的四条规范——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论，就是这一层次上科学精神的基本内容；第三个层次是价值观层次，科学通过求真，可以达到求美、求善，科学把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作为自己的最高价值准则，这是科学精神的最高层次。当我们把科学精神的这几个层次与媒介批评的结构层次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二者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性。

我们知道，“所谓媒介批评，是指根据一定社会和阶级的利益与理想，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大众传播活动所做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33]“媒介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的判断，它是对新闻传播系统及其要素进行批判的过程。”[34]“媒介批评的功能起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揭示某一大众文化现象的成因和路径，二是拓展“趣味”的范围，以净化文化大环境。”[35]“求知、求真、求善、求美，是媒介批评的最主要的标准。”[36]从以上媒介批评的定义、功能、标准等可以看出，媒介批评不仅是大众传播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大众传播活动的评判者和影响者。从目标诉求来看，媒介批评也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媒介批评的内在要求，即理性、事实准确、实事求是；第二个层次是媒介批评的外在要求，即独立、公正、质疑、突破、创新等；第三个层次是理想层次或者最终目标层次，即在前两个层次的基础上，做到媒介批评的建设性和可持续发展，达到理想的状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科学精神的三个层次与媒介批评的三个层次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如图1所示）。从第一个层次来看，媒介批评首先要做到理性、事实准确、实事求是，不能弄虚作假、抄袭伪造，这正是科学精神的本质特征。换句话说，开展媒介批评首先必须遵守事实第一、认识第二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批评对象的实际（而不是从主观臆断）出发开展媒介批评，这是开展媒介批评的基础和前提。从第二个层次来看，媒介批评所要达到的独立、公正、质疑、突破、创新等外在要求，也是科学精神社会关系层次的要求。可以说，这个层次是媒介批评的核心层次，能实现这个层次上的目标诉求，媒介批评的功能就基本实现了。从第三个层次来看，媒介批评的最终目标是促进大众传播活动的健康发展，因此，媒介批评自身应该是富于建设性的，是可持续发展的，这就要求在“求真”的前提下，达到“求善”、“求美”的境界。而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最高价值准则。

由于科学精神是一种精神活动，而媒介批评是一种实践活动，因此二者的对应关系在总体上就表现为一种指导与反映的关系。即科学精神为媒介批评提供指导，而媒介批评反映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和媒介批评的三个层次都是一种递进关系，因此，对媒介批评的要求越高，对其科学精神的需求就越强；媒介批评的质量越高、效果越好，那么其体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就越充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媒介批评实践中，就应尽可能以高层次的科学精神作为指导，使媒介批评达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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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三、媒介批评实践中坚持科学精神的意义

作为一种以“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为己任的大众传播活动，媒介批评的对象广泛、内容庞杂、影响深远，这就要求媒介批评的主体（从事媒介批评的团体、组织和个人）必须具备科学精神，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媒介批评活动中，坚持理性、坚持真理，不盲从、不附和、不武断、不蛮横、不苟且、不无病呻吟。其主要意义有：

1.坚持科学精神是媒介批评富有生命力的表现

从本质上来说，媒介批评是一种价值判断，其基本任务就是对大众传播活动的是非曲直进行分析，从而去伪从真、弃恶扬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不被各种现象所迷惑，不被各种势力所左右，不被不良因素所侵害，自始至终在科学精神指导下，去“求真”、求实”，保持自身旺盛的生命力。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媒介研究领域的一支主要力量格拉斯哥小组对新闻的真相、媒体与舆论的形成、权利与控制、灾难与危机报道、精神病与自杀等重大而敏感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和反思，推出了一系列经典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新闻三部曲《坏新闻》（1976）、《更多的坏新闻》（1980）、《真正的坏新闻》（1982），以及《新闻：战争与和平》（1986）、《眼见为实》（1990）、《获取信息》（1992）、《大众传媒的巡回》（1998）等著作。“在文化研究的政治介入和批判传统不断被改写、淡化甚至取消的情况下”[37]，“格拉斯哥研究小组的批判理论成为固守英国媒介批判传统的一支生力军”[38]。

众所周知，国人近代报刊是在与西方列强的斗争中创办起来的，早期的报人虽然极力主张报刊的政论色彩，但是他们的媒介批评实践，如对报刊功能、作用的认识，对西方列强的批判等等，都表现出一种探求真理、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五四时期，在“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下开展的媒介批评，营造了百家争鸣的思想自由和学术民主气氛，“给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现代媒介批评以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39]。20世纪20年代广播媒介传入我国之后，曹仲渊、朱其清、戈公振等人就对广播的功能、作用、影响等发方面发表评论，对广播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40]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及其改革、反“客里空”运动等等都可以说是媒介批评科学精神的普及与推广。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媒介批评的实践更加活跃。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媒介批评理论的引入，媒介批评走向理论化、系统化、专业化。当电视发展成为第一媒体的时候，对电视的批评不断加强，出现了《解密中国电视》（张锦力）、《电视影响评析》（时统宇）等一批有影响的媒介批评著作。当前，随着全球化的影响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媒介批评更加活跃。在纷繁芜杂的媒介批评大潮中，《南方周末》（“评论”专版）、《今传媒》（“审读阅评报告”专栏）、《读书》、《随笔》等一部分报刊，坚持理性与批判的科学精神，关注传媒热点，积极展开媒介批评，逐渐在业界树立了自己的地位。2007年3月30日，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人民网共同主办的国内第一个综合性的媒介批评专业站点——媒介批评网正式开通，为媒介批评的广泛开展提供了新的平台。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媒介批评的历史上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如1956—1966年期间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评《海瑞罢官》等等）和异化变质（如1966—1976年期间的媒介批评）。但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坚持科学精神的重要性。

2.坚持科学精神是媒介批评民主精神的体现

我们知道，媒介批评不是“文革”时期的大批判，不是打棍子、扣帽子、上纲上线、人身攻击，而是基于理性的多元化的评论。因此，在媒介批评实践中，既要坚持“舆论一律”，也要坚持“舆论不一律”，这本身就是科学精神中自由、探索精神的体现，也是媒介批评主体民主精神的体现。在媒介批评实践中，我们要允许、鼓励不同声音的出现，而不是压制排挤、唯我独尊。

实际上，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我国的媒介批评的主体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借助网络进行媒介批评。尽管这种批评五花八门，但它却是民意的表现。我们要防止“网络暴民”的倾向，但不能因此忽略了网络批评中的正义力量。从去年至今，在“周老虎”事件的发展轨迹中，网络批评的作用可以说至关重要。在当下的媒体格局中，对媒介现象的批评，网络总是反应最快。当网民的意见趋于一致的时候，往往也是问题最为集中或者需求最为迫切的时候，同样也就应该是有关方面需要解决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坚持媒介批评的科学精神就是坚持媒介批评的民主精神。

3.坚持媒介批评的科学精神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

媒介批评理论是西方的舶来品，其学术背景极其广阔，思想资源非常丰富。作为一种理论，媒介批评理应具备独立思考和独立探索的学术品格。从实践层面来说，媒介批评不同于其他社会活动的地方就在于其本身浓厚的学术色彩，只有理性的、思辨的、有说服力的批评才能使被批评者所接受，转化为改正错误或改进工作的依据和动力。当然，只言片语、有感而发的批评有时也会很有力量，那是因为它指出了要害，揭示了真相。

应当承认，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媒介批评的态度还是有些排斥的，动辄扣上“侵犯名誉”、“诽谤”之名。这说明媒介批评的环境还不宽松，这就要坚持科学精神，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可授人以柄。

另外，开展媒介批评时，媒介批评者的态度、观点、看法可能会很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理性的精神、学术的品格就会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从而促进良好的学术氛围的形成，有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相反，如果互相攻击、诋毁，则只能破坏媒介批评的作用和媒介批评的学术环境。比如，对于“超级女声”、“快乐大本营”等大众文化现象的评论，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营造了良好的学术环境。

四、媒介批评缺乏科学精神的主要表现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是否坚持科学精神对媒介批评实践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杜绝媒介批评中的“非科学精神”和“反科学”精神非常重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闻传播界的变化加快了中国媒介批评的开展。新闻界的有偿新闻现象，传媒滥用监督之权的现象以及炒作之风盛行，八卦、黄色新闻泛滥等等不良现象，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质疑，也引发了媒介批评的活跃。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普及，网络媒介批评也日益兴旺，成为国内媒介批评的重要力量。

然而，正像新闻传播界一度出现的庸俗、浅薄和煽情化现象一样，媒介批评界的表现在社会上也并非一片叫好声。一方面，媒介批评的理论滞后于媒介批评的实践，使媒介批评实践缺乏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已经开展的媒介批评活动由于批评者观念、立场和目的的不同，呈现出良莠混杂的现象。尽管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认真分析起来，那些为人诟病的媒介批评大多与科学精神的缺乏密切相关。其主要表现有：

1.缺少学术品格与理性精神

1996年，批评家陶东风撰文对当时的文化批判做出过尖锐的批评，认为当时的文化批判文章“唯独缺少学术品格与理性精神”，“呈现出严重的泡沫化趋势”[41]。王君超认为媒介批评也存在着这样的泡沫化趋势。他结合对当时知名度很高的电视批评文章——《新周刊》1998年第8期刊登的组合文章《弱智的中国电视》的评析，指出这一系列文章用“克隆”、“垃圾”、“罐头”、“目无对象”、“性倒错”、“不说人话”等煽情化的标题来形容中国电视，是一种缺乏客观标准的非理性指责。更有甚者，一些媒介批评文章，为吸引读者眼球，获得轰动效应，不惜采取谩骂、恐吓和人身攻击的下作方式，对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媒体、栏目、节目或演艺人员进行贬损、侮辱，完全丧失了媒介批评的科学品质和批评媒介时弊、提升大众文化的功能，反而沦为商业化炒作的始作俑者。

2.假借“批评”之名，对国内某些电视娱乐化现象进行商业炒作式的谩骂攻击

雷跃捷教授在其新著《媒介批评》中指出，当下一些打着“社会纪实”幌子的庸俗报刊，假借“批评”之名，对国内某些电视娱乐化现象进行商业炒作式的谩骂攻击，如一家杂志社给某电视机构随意加上“侵犯人权罪”、“贩假罪”、“糟蹋语言文字罪”、“损害民族形象及公共健康罪”等五大罪状。这种以编造的罪名制造危言耸听的舆论的做法，不仅败坏了媒介批评的名声，而且也反映了编者和作者在法律上的无知和冒险。[42]

3.溢美之词泛滥、严肃批判不足

陈力丹教授在《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一书中，对媒介批评进行了解析。他举例说，中央电视台《佳片有约》栏目其实就是一个“只说好话”的节目。佳片有优点也有缺点，理性的分析或许更有助于观众的欣赏。而该栏目的做法缺少这样的精神。他进而指出：“我们现在的传媒批评很不正常。一部电视剧或电影出来，各种传媒均是铺天盖地集中宣传，满纸或满屏幕地吹捧。评论意见虽然不能说没有，但经常处于陪衬的弱势地位。”[43]

以上我们简要分析了媒介批评因缺乏科学精神而造成的种种失范现象，这些现象就像一个个“毒瘤”侵蚀着媒介批评的肌体，如不及时切除，必然后患无穷。我们知道，新闻媒体往往代表着社会的公信力、道义和良知，而作为媒体的评判者和监督者，媒介批评如果丧失了科学的精神关照，也就丧失了守望者的职责。美国媒介批评家谢昂（Robert L.Shayon）曾说：“批评大众媒介就是对人类的探索，这在孕育人类命运的用意上，比登陆月球重要。”[44]

五、如何在媒介批评实践中坚守科学精神

从前文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科学精神是一种时代精神，它体现着人类对客观性、真理性、合理性的追求与创造，激励着人们驱除愚昧、求实创新，并不断推动着社会的全面进步。科学精神不仅仅是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应该具备的精神状态和道德情操，它更应该是所有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人应该具备的公共意识。对于媒介批评实践来说，只有坚持了科学精神，才不会无中生有、随意捏造；只有坚持了科学精神，才不会主观臆断、擅下结论；只有坚持了科学精神，才不会谩骂损毁、恐吓攻击；只有坚持了科学精神，才不会丧失品格、败坏声名。那么，如何才能在媒介批评实践中更好地坚守科学精神呢？

1.必须有一个开放宽松的学术环境、社会环境，保证媒介批评健康发展

媒介批评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不同于其他的大众传播活动。它首要的要求是自由的表达权和充分的话语权，要允许各种不同的声音存在。只有在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和政治环境中，媒介批评才能够自由地展开。要让人讲话，真理越辩越明。

2.必须要明辨是非、立场鲜明

在媒介批评活动中，一方面要有科学的态度，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问题；另一方面，要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不人云亦云，不搞折中主义，不左右逢迎、温吞水，不雾里看花、朦朦胧胧。

3.媒介批评者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

“媒介批评是一种学术立场，也是学者的一份社会责任和一种良知。”[45]媒介批评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大众传播活动的评判，杜绝和消除大众传播活动种种不良行为和现象，促进其健康发展，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媒介批评者不仅要像科学家那样严谨，而且要像政治家那样敏锐，勇于担负起媒介批评的责任和使命。

4.批评者要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理论修养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发展，各种批评空前活跃，似乎人人都是“批评家”，尽管许多言论不失严肃和深刻，但总体而言，这种批评主要表现为一种情绪宣泄和个人价值诉求，距饱含科学精神的媒介批评相去甚远。事实上，媒介批评并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它需要媒介批评者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理论素养。媒介批评者要具有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较高的学术研究水平，以及对新闻工作全局、整体的了解和把握。

5.要注意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和研究方法

由于大众传播活动大多是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进行的，而且其表现形态多种多样，因此要充分运用抽样调查、统计、实证研究、定量定性分析等比较先进的研究方法，提高媒介批评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从而避免感情用事或主观臆断。例如，喻国明教授负责的《中国传媒发展指数》课题组采用定量测评的研究方法[46]，《电子杂志广告效果探析》一文作者采用实验的方法[47]，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6.要把开拓创新作为追求的目标

媒介批评的根本动力和归宿在于促使大众传播活动更好地发展，因此开展媒介批评活动不能停留在批判本身，而是要力图提出好的建议，指出今后发展的方向，要富于建设性，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媒介批评者做艰苦的工作，以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不断开拓创新，使媒介批评达到新的高度。

胡锦涛同志指出：创新型国家应该是科学精神蔚然成风的国家。科学精神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一个民族进步兴盛必不可少的精神。[48]媒介批评作为大众传播的评判者和引导者，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坚持科学精神不仅是坚持批判和理性，也是坚持变革与创新，坚持媒介批评的科学精神对建设和谐的大众传播环境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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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的责任与功能

从媒介批评到媒体素养：论传播生态中的媒介改革

夏春祥[1]

一、前言：传播生态的形成

在台湾，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日益低下，已是很明显的趋势；不仅经济收入减少，公信力与社会形象更是一落千丈，民众对之怨声载道，将之视为社会中的“公害”，甚至连从业者本身也抱怨连连。[2]然而，这种处境是与大众传媒组织的许多争议、脱序、失范等偏差行为息息相关的。例如：报道方式的小报化、娱乐化，处理题材涉及侵犯个人隐私，以至于出现很多挂名、造假、虚拟，与故意设计的情况，早就使得新闻记者声名狼藉。

在某一段时间中，“媒体杀人”[3]更成为经常见到的词汇。只是，批判媒体的声音始终未曾间断，但生活环境中大众传媒的偏差行为却不曾减少，反而不断出现到令人麻木、丧失了想要发言与期待改善的一点点想法与动力。在中华传播学会2007年年会上关注女性与传播问题，且早在1980年代便倡导以媒介批评（media criticism）观点来探索新闻媒体表现的张锦华，便直言学者批评商业美女与新闻报道中的刻板印象越多，女性生活中的那种商业元素与固定形象却更加流行，甚至蔚为风潮；也就是说，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依旧，媒介批评只成了火车在高速行驶下大吠几声的小狗，实无益于真实生活的改善。

在此，媒介批评成了关怀传播环境者重要的改革工具，但20世纪的现实经验已经清楚地诉说着这一知识取向的局限与不足。毕竟，许多传媒问题中看似偶然的、随机的、瞬间的，以及值得批评的部分，其实都充满了必然的、模式的、恒定的，以及需要反省的脉络因素。因此，与其受到长期以来行政研究式传播理论（administrative research）及其相关价值的影响，关注片段的、行为的、现象的思考理路，倒不如深化我们在批判式传播理论（cri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上的体认，重视整体的、系统的、结构的思考理路，更能促成某种理想情境的实现，这就促成了本文采取生态系统（eco-system）[4]视野，亦即将个人与社会动态相连的角度，来检视传播媒介及其所形成的各种现象。在这个面向上，传播生态（communication eco-system）是一种学术上的观点与立场。

当然，提及这个字词必然会联想到Marshall McLuhan（1911—1980）与Neil Postman（1931—2003）等从人类整体环境或社会文明角度检视传播科技变迁的几位学者，他们视科技为媒介，并由此提出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的想法，主张科技的影响既深且远，这凸显出传播在人类事务中扮演引领角色，但不能取代根本的人类价值，只是忽略媒介，我们对于很多事务的判断就形同暗夜赶路的行人一般。而仔细地对我们的生活加以考察，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于自身以外讯息的接触早已变得容易，情况已非中文里“方便”这个词汇所能表达的。因此，人们日常生活互相影响所形成的传播生态，也不仅只是一个学术殿堂中的拗口字词，它更是一种生活事实的描述与说明，这在2002年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2008年中国乳制品污染事件，以及今年（2009）的H1N1新流感全球感染现象中都非常明显。

另外，全球化的日益普遍与深入，更将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到经济层次以外的面向，既而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诸如迪斯尼卡通的影响，以及社会的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5]等。因此，我们检视问题，常常不能局限在某地、某时，而必须进入一个对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有所认识的世界体系里。因此，生态系统一词中指涉各元素之间互相影响的部分，益发地受到我们的重视，尤其是传播科技的发明，已经从新媒介形式的出现，到旧媒介的不断改良、聚合以至辐辏式地发展，形成了有着自身独立运作逻辑的生态系统。

换句话说，在全球化的体系里，传播媒介及其形成的文化氛围，已经是我们无法逃避的生活环境。它既影响我们每个人的感官、理解、情绪与价值，甚至也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感受与工作机会，继而连带影响着那个在形成中且不断改变的生活世界。只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中，我们又该如何看待那个立基于科技与全球的大众传播媒体呢？如果我们对于新闻的报道与传媒的表现不满意，或是有意见要表达，它们会倾听我们的意见吗？它们会受我们的影响吗？最重要的是，那种与公众、社会、政府、国家息息相关的公共话语权，传媒组织又该如何改善，才能使之臻于完善呢？或是又该如何与阅听人分享呢？

当然，这一系列提问的关注点很大，它牵涉到新闻与传播的专业、组织，与各种具体表现。过往，媒介批评便是试图在此有所努力；然而在现在的台湾社会中，有更多的人开始缩小关注点，并寻求民众的觉醒与社会文化的改变，传播学界也因而出现了媒体素养、媒体识读（media literacy）的新兴取向，试图将原先对传播者的直接关注，转移到从阅听人着手，继而促成传播者的改变。[6]诚如世新大学的罗晓南（2005）在相关专书中提到：如何帮助阅听人建立起一套“视（听）觉防御机制”，进而减少那种问题丛生的媒体所带给人们的负面影响，便是媒体素养的重要任务。[7]

只是，罗晓南的关注点在防御上，其实是被动的。在欧美国家中，媒体识读关注的是将各种媒体现象结合入正规的教育体制中，并寻求传统教学方法的改善，以让学生们可以从小就对自己生活的世界有所理解，并有改良使之趋于完善的责任与动机；重要的是孩子们会在当中长大，并因而社会化为更负责任的公民。因此，他们更常使用的是媒体教育（media education）的观念，试图从日常生活中深化文化的内涵，继而使得处于环境中的大众传媒也可以因而提升。这是一种可行，但必须不断检讨与反省的关怀。[8]

说是可行，乃是因为这一取径开始意识到新闻传媒的许多问题缘自从业者，而从业者在进入职场之前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因此一味指责传媒的不是，徒使象牙塔内的高调论点混淆大众的社会秩序，造成的问题反而愈大，其实新闻工作者所犯的错误未尝不是我们自己也有可能重蹈的覆辙。因此，过往在媒介批评中被忽略的文化面向，在媒体素养中便成了问题背后更实质的结构脉络。因此，重要的是：该如何把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自身生活的未来期待，具体且逐步地融入这个传播媒介生态之中？这也变成传播研究者的当务之急——介入每天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之中，继而使得大众传媒那种备受争议，且问题不断的生存环境，借由我们的参与而能不断地改善，继而成为我们理想的生存空间。

二、媒介批评：精英取向的价值关怀

前面提过，新闻、传播实际情况中的缺点常常是媒介批评的重要工作，然而这种批评容易流于一种片面的指派，凸显了错误或不够完善之处，忽略了历史脉络，以及社会情境的因素，以至于常常造成被指出的问题未被解决，甚至是不同问题之间的改革方向彼此矛盾，反而造成新的困境不断出现。这便是媒体素养后来逐步发展与酝酿的具体背景，只是当媒体素养重视的批判与反省在揭示、阐明之前，我们实有必要仔细回溯媒介批评的发展。

基本上，媒介批评的雏形酝酿于电影内容的批判[9]，亦即是在电影研究中，关注电影内容讯息与相关意义界定的传统，乃是媒介批评类型的源头。在这个面向上，“电影导演等创作者透过影片内容试图表达什么”的问题常成为初始时期的关注点；在此，所有的阅听大众摸索的是创作者等人的实质意图，不管这意图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角度或关系为何，这自然彰显的是一种少数精英的看法。

除此之外，由于这些评论必须透过白纸黑字的印刷文字加以表达，这使得很多在识字、书写表达上有困难的阅听大众也无法进入这样的场域“充分且任意”地表达自己，这自然形成了媒介批评领域中精英属性的确认。

当然，在批评与表述自己对内容的看法之前，评论者需对内容做出解读与分析，因此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索绪尔的语言学，以及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等，也经常被援引作为很好的分析工具，这也是为何媒介评论在发展之初，总试图在看得见的内容之外寻求更深层意义的揭示，深具各种理论特性，也吸引各种跨学科领域人士的注意，这种借由专业词汇进行身份辨识与论点沟通，而非如过往同一领域中的学者常常以发表过的作品作为判断依据，于是在媒介批评的范畴里，新兴的专业社群也渐次形成。

而内容的分析也因此分成两种类型，一是直接而明显的文本内容分析，另外一种则是对文本所孕育的脉络，及其对文本内容的意义产生的决定性影响进行分析。尔后，文本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也导致阅听人接收分析的形成，这就是后来在传播理论发展过程中，诠释蓬勃发展的根本源头，因此意义的生产也就愈形重要。

作为一种文本类型，与电影关系密切的媒介批评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此时，传播科技的发展也开始进入大幅推进的阶段。电影仍有其重要性，但已非独大，旧有的媒介形式如报业、广播，以及更多新兴的媒介形式如电视、新闻、广告、戏剧节目、综艺节目等等，纷纷成为媒介评论者关注的面向，并共同形成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所组成的生态系统。而这种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发展，也促使更多知识分子投身于此，精英取向的价值关怀极为明显。

此时，对于各种传播内容的讨论，成为主要关注面向；而以媒介批评之名，各式各样的观点与感受都纷纷出现，识者也不禁好奇：什么才算是媒介批评？

一般而言，媒介批评首先凸显的乃是一种对于我们外在信息的不信任，因此态度上的怀疑是有必要的，继而在某些被一体化的论述中，批判地寻求新的观点，借以彰显或寻求公平、正义等更深刻的人类价值。在此，批判的具体内涵是抱有敌意的不信任，由此某种精英或专业的姿态被认为是与庸俗生活可以区隔开来的重要象征。

然而，从1980年代至今，媒介批评的发展时间不可说短，但它的实际成效却相对有限，以至于产生的问题也不少。简单来说，庸俗生活是建立在每天生活的形式之上，它特别凸显的应是生活意义的单调或匮乏；一旦采取某种精英姿态，借以避开那种被单调习惯制约的同时，我们也可能把身体之所栖息的日常生活世界一并摒除，继而产生了一个远离现实生活却自成体系的学术世界，这是过往媒介批评最受抨击的核心所在。

在此，我们可以讨论的是：对于生活中各种感受的抒发，以至有些另类观点的产生，是否可以被列入媒介批评之林呢？过往，这些或是基于道德，或是与性别、族群、习惯与风俗民情有关的各种看法，可否也被视为是一种媒介批评呢？而当社会对于各种口说、文字的表述与传达不再敏感而任意使其发展时，那抒发情绪感受的媒介批评，其具体目的又是什么？

从媒介（media）这个中文词汇来说，能够召唤出我们各种感受的中介之物，便可以是我们批评、检视的对象。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感官所看到、听到、闻到、摸到的一切都可以是激发感受的起点，继而成为我们媒介批评的关怀对象；只是在当代社会中，这一切事务中的大部分是由大众传播媒体组织所生产、创造的，因此我们平时所指涉的“媒介批评”多半是指对这些媒体组织生产成品或过程中生产行为的凝视与检讨，继而忽略其他的中介形式。这是可惜的，也使这一词汇背后更为宽阔的内涵被窄化，继而使得相关发展走入一种窘境。

换言之，各种媒体组织所制作出来的讯息常成为我们环境中的主要内容，继而影响我们的感官，然而也有一些感受，是由一些比较独特的中介之物，譬如：男性女性化的穿着与女性男性化的装扮，以及各种因“酷儿”（Queer）之名被召唤出来的性欲作怪等等[10]，它们或许不是媒体，却也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可以产生有价值的思辨过程，继而使得经验的主体得到了一种带有丰富体认的经历。

由此看来，批评、批判不应该只是态度上的怀疑，这只是工具或桥梁绝非目的，更重要的是一种想象力的培养，继而使得经验者在面对一种情境或境遇时，他得以透过个人脑中的思辨来寻求现实条件存在下的更多可能性，并图谋充满困境的现况可以被改变。

而对媒介批评的发展轨迹仔细检视，便会发现有些传播内容的影响更大，例如广告，它们与道德、价值、风俗等关系极为密切，因此相关批评常是由新闻版面中的社论、专栏等作者出面为之；只是，道德的批评容易，但容易造成的问题就是前述所谓的媒体杀人，这是一种未审先判的结果。

事实上，在这些批评背后，批评者总以上位者的姿态，担心一般的市井小民容易被误导，以至于忘却高远的、美好的，且是可以教化人心的想法其实源于日常生活的真实碰撞。在这个面向上，这些知识精英多半相信自己具备一种独立、自主的思考文化[11]，以至于能在环境的错综影响中超然出来，甚至不会被麻痹。因此，在希望民众能回归到一种人类应该要有的生活方式与作为的期待下，知识精英们经常复习的是一种不可能在今日此时此刻出现的特殊态度与过往社会，因而也与当前的生活环境区隔开来，使得那种批判丧失了在现实生活中扎根的可能。

三、媒体素养：民众取向的行动实践

早先在电影批评中出现的诠释，强调的是意义的生产。这一观点使得原先在传播流程（S-M-C-R-E）的结构中只能作为接受者（receiver）的阅听人，转而成为一种生产者，一种在有限资源中经营出新生活的消费者（consumer）。这种酝酿于媒介批评中的想法与相关论述，大幅度地改变了阅听人的被动位置，这在传播研究的领域中间接促成了研究者对于人们主体位置的认识，也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媒体素养、媒体识读（media literacy）的探索路径。

而在整个发展背景上，消费社会自从17、18世纪出现，以迄于今日的高度成熟，也从真实的生活条件上支持了上述探索路径的价值。基本上，消费社会重视的是丰盛完整的商品陈列，以及购买者随心所欲的选择行为，这自然使得人们的主动性大幅提升，从而不再面对一系列的贫困问题，与接续而来的无知状态。甚且在人类学的田野资料中，某些原始部落，消费的最初意涵是一种氛围的积极投入，以致对现实的遗忘。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很多人都可以选择享受美好的生活，纵使只是生活中24小时中的部分与片段，或是长期困苦中的一段美好，人们也多半会因为这个感受而有着完全不同的经验与自我认识。诚如Ann Bermingham在探索17世纪大众消费时指出：“消费俨然成为个人参与文化与转变文化的首要方式。”[12]

然而，这样的论述似乎凸显的是：人冷静、独立而有理性，感情丰富又不会任性。事实上，氛围的投入也会是种行为的迷失、价值的偏好，或者是会造成无力分辨价值时的歇斯底里。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往影响媒介批评甚大的实证主义所标举着的客观价值，也开始受到置疑；现在，在媒体素养中的我们，受到批判与诠释研究的影响，已清楚认识到人不可能没有价值，我们能做的是使价值的影响被我们意识到，并致力于追根溯源的谱系整理，以厘清自己所持有的价值，与自身位置之间的辩证关联性。这种对于自身“存在”处境的自觉非常重要，少掉这种自觉，我们的表达只是一种习惯性的“本能”表达或反应，没有反思的空间，也缺乏创意酝酿的场域。

然而，很多以媒体素养之名进行的课程讲授，并未重视这种主观的自觉，反而着力于对客观存在事物或问题的揭示，并因而又彰显了那种在媒介批评时存在的精英态度。因为要对自身的存在状态有所觉察，于是我们便可以较缓慢的步伐，重新发现消费具有积极的复杂性以及在特定情境中的主动性，文化绝不是先制作好的。换句话说，在解读、消费各种信息内容时，我们应该不断自我提醒的是，它之于我们的意义究竟为何？

也就是说，媒介批评会指出问题何在？媒体素养却重视在这样的问题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诚如Karl Marx所提醒我们的，不同的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观点解释世界，但我们要的是改造这个社会。

媒介批评与媒体素养同样都是关心那个问题层出不穷的社会，尤其聚焦在大众传媒组织及其产品，只是随着传播科技的不断发展，现实的传媒生态早已无法透过单独、个别、有限的努力来解决。诚如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所慨叹的，人类的生活环境总是被系统化地扭曲（systematically distorted），有效的解决之道唯有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致力于理想的言说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的形塑、经营与逐步联合。

在这里，言说行动（speech act）所凸显的是对口语传播的重视，这是过往新闻、传播学者极容易忽略之处。也就是说，要重视生活中的语言与修辞，但得要大家先重视日常生活中自觉态度的培养。一旦可以重视自身价值所依止的立场，一旦能尝试以有立场的观点加以言说，那么自身的生活便会开始有了转变，这是一种使阅听人权力被开发出来的过程，我们一般称之为赋予权力（赋权）、培植力量（培力）（empowerment），继而直接标示出我们生活中的意义都是逐步形成的建构主义式（constructivism）概念。

因此，对于媒介、媒体的关注不应该只是怀疑与否定而已，它鼓吹的是一种慎思明辨的态度，并在仔细凝视与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彰显出关注者的权力展现。当然，权力的展现很重要，这是一种需要练习的方向性行动。

在台湾，很多的媒体素养教师会鼓励学生聚集起来去跟大众传媒讨回属于他们自身的权力，不容被污名；世新大学新闻系的余阳洲（2005）在《媒体识读的实作、实作的媒体识读：一门新课程的缘起与教学经验谈》一文中，便指出有些阅听人尝试落实“要求有线电视业者提升服务质量”、“抵制血腥暴力的报纸新闻”、“抗议购物频道广告不实”、“投诉报纸色情分类广告”、“检举地下电台贩卖违法药品”、“反对电视戏剧的置入性营销”。然而，在有了想法到付诸行动之间，他写道：媒体识读是一门非关传播专业技术的实务课程……由导引学习者检视、反思自身经验出发，进而确立个人的主体意识，使不致迷失在媒体氛围之中，最后期待结合众人的智慧与力量，打造清新健康的传播环境。[13]

四、传播生态中的媒介改革

在上面的讨论中，关于媒介的改革，我们处理了两个不同的词汇，两个有同有异的取径。一个是媒介批评，一种酝酿于20世纪中叶的批判运动；另一个则是媒体素养，关注的是如何因应环境的变迁，以及因而酝酿、产生的个人能力，这一取径产生于上世纪末的英、美，但在世纪之交，却于两岸三地纷纷受到重视。

两者之间的关系为何呢？是新、旧之间的交替、取代？还是一次又一次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提出最具原真性（authenticity）的质疑呢？本文的立场是建基于后者，力主以文化研究的视野与特性来寻回传播在此时此刻的积极性，以响应那种不断批评反而治丝益棼的社会境遇。

两者之间最核心的关键在于同时追求一个更完善的理想社会的落实。媒介批评中的“媒介”是好的，它带有模糊的面向，既可指单纯的中介性事务，也可以指涉大众传媒组织的体制面向，因而在涵盖性上成为适当的词汇。

传播非常重要，因而厘清两者乃是进行媒介改革中一定要有的认识。媒体素养中的出发点是可取的，那种对现实生活中改变的促成是可贵的精神，但媒体一词过分地聚焦在大众传播组织上，以至于在使用的同时，也忽略甚至背反了它原先倡导的精神。本文因此主张以“媒介”涵盖“媒体”，以“素养”作为印刷时代识读能力的平行对应物。

传播学者成露茜（2005）在撰文介绍《批判的媒体识读》专书时，曾在序言中讨论一首在2005年流行于大陆的歌曲《两只蝴蝶》。歌词是“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亲爱的，你……”，她因为反复多次聆听，觉得厌烦，因此怀疑起年轻人的品味。但是当年轻人讨论起这两只蝴蝶究竟是男蝴蝶告知女蝴蝶要慢慢飞？还是女蝴蝶用带刺的玫瑰提醒男的时，又有人说为何是一男一女？到底有没有可能是两只男的，两只女的？

这种意识形态或刻板印象的自觉就是媒介素养所希望提倡的，只是品味的比较只是提醒我们拥有选择空间的权力。年轻人的对于文化的自觉，是在生活中可培养的能力。然而，媒介素养绝不是新闻专业教育的基础。上面的案例确实阐明了大众媒体的力量，但要破解这类幻化为景观（spectacle）[14]存在的物质基础，只有民众能以自己的语言经营起一个更有意义的生活境遇，而且不能小看这种在生活中的玩笑与嬉戏，因为它正提示、点明每一个人身上所拥有的革命潜能。

因此本文主张媒介批评应延续下去，但要意识到过往批评概念的局限，批评其实更是一种自省，因此我们应该可以将其界定为：在诸种条件成立下，对更多可能性的探询。如此一来，传播生态的经营就更为重要。因此就在孩子还小，根本还不足以成为新闻专业工作者之前，我们就希望借由语言来使他们成为能够承担责任，能够付诸行动的人。如此一来，境遇主义者（Situational International,SI）关于境遇的经营，就被视为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目标与有力启发，因为他们保证了生活将可以开展成为一种每个个人都可以参与且勇于负责的真实环境。诚如法国学者Guy Debord（1931—1994）于1957年6月在“Repor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ituations and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ist Tendency’s Conditions of Organization and Action”一文中便执笔指出：这个世界必须被改变，我们必须对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束缚人的社会与生活进行彻底的解放与变革，关键就在于一种有意义生活情境的经营。传播媒介就是这个情境中极为关键的一种文化机制。[15]

基本上，Debord总是关注如何在平日生活作息中寻找出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情境，继而使个体主动而有意识地参与到生活的每一时刻的建构过程中。一旦生活的情境可以经营，那么人们便更有可能发挥潜能，继而寻获自己的愉悦。在这里，现代社会的景观特质是我们要批判、检视的对象，毕竟“景观是对生活的具体颠倒，是无生命体的自主运动”；而情境（situation）便是我们用以对抗宰制、压迫，以及彻底解决某些所面临问题的关键概念。在这里，他延续情境主义者之前的一些艺术传统，主张可以借由自身的想象，而非外在力量来改变艺术与生活分离的现状，继而使得每天生活中的每一个时间都可以成为革命的现场：创造我们想要及需要的生活条件。

当然，对、错、好、坏与善恶的二元判断，是建立在问题的存在基础上之上的。可是，当代社会的最大特色在于：问题难已被辨识；只有引导感觉的状态（景观），却没有明确对象供理性掌握、检视与反省。这因此显示出情境的价值。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景观社会的一体性、凝聚力证明了革命的正当与必要，因为人们如果不将整体拆散为部分的话，那么就无法在最小的环节上进行革新。

倘若可以将焦点转移到每天生活中的一举一动，突然被困惑的一切便有机会得到澄清；Debord从Clause Witz处获得启发，指出“知识必定会成为权力”。在此，我们可以察觉到今日社会中的科学早已丧失那种辨识、厘清的功用。

科学放弃了与构成其自身历史主要内容的奴隶体制的对抗，做出对景观统治俯首称处的选择。做到这一点，科学才拥有相对的自主……现代医学在过去一直给人有用的感觉，那些根除天花与麻风病的人与那些卑微地服从于化学养殖的人有着极大的不同。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今天的医学不再是有权针对至并环境来维护公共健康，因为这样做将会对国家，或者至少是对医药业来形成挑战…对所有社会景观而言，其表面的物质现代化和改良仅仅是在现了魔术师、赢行家与诱骗者等江湖骗子长期以来惯用的伎俩，官方科学也不例外…无知总是对权威俯首贴尔，并总是对那些在合法边缘活动的投机之举所利用与这个时代相比还有那个时代会使文盲变得如此普及？（ⅩⅣ）

Debord在《景观社会评论》[16]一书中，曾引用17世纪历史学家Baltasar Gracian的话语指出：无论是语言还是行动，都必须经过时间的检验。我们必须在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做出选择，因为机遇与时间皆稍纵即逝。在一系列的著作中清楚地指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构成了客体存在的坚实基础，继而深远地影响了主体的生存状态；而也只有及早筹划（pro-action），我们才得以避开问题背后更深层结构的制约，以及那种左支右绌下的直接反应（re-action）。

在传播生态中，我们的媒介改革应朝向提供生活经营的指南方向发展，倡导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需的整体视野与文化品位，提供检视、凝视与思考、反省的一系列提问。然而，这一论述往往隐含的是知识精英般的高雅品味；其实不尽然，它凸显的更应该是在各种讯息选择中个人品味的形成过程，毕竟只有更多可能性的选择，才能彰显那种整体的媒介改革观点：从个人的能力做起，进而扩展到社会生态的经营与安排；而在其中，大众传媒的场域必然是我们极为重要的战略位置。

The Effectiveness of Media Criticism

Dr.Joyce Y.M.Nip聂依文[17]

Scope of Media Critique

The term“pi ping”（批评）in Chinese encompasses an element of disapproval in its meaning.The term“critique”used in this paper,however,embraces a broader meaning,and refers to“a detailed analysis and assessment”（Concis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2008）.Hence,both approving and disapproving assessments are included.The dimension of“assessment,”meaning the“evaluation...of the nature,quality,or ability”（The New Oxford American Dictionary,2006）marks critique from mere analysis or interpretation.The media,as the object of critique,include the content produced,its personnel,its work processes,and its institutions that influence the public.In other words,the work processes and relationships within media organizations are considered outside the arena of media criticism unless they have implications on public well being.

News critique forms a strong tradition of media critique.Many of the examples given in this paper relate to news,but the objects of media critique obviously extend to all genres and technologies of media.

Feedback Loop of Media Critique

[image: ]

One major goal of media critique is change.The effectiveness of media critique in achieving change depends heavily on the relative power of the regulators.The regulators are connected to the critic and producer of media in a feedback loop（Figure one）,in which the regulators selectively respond to media critique（produced by critics）and takes action on the object of critique（produced by producers）.

Figure one.Feedback Loop of Media Critique

Regulator

In this paper,the regulator is conceptualized as an entity that has the power to make the media work in a particular way.It could be a formal regulator vested with institutional power of applying sanctions,or an informal regulator that relies on un-institutional power.Among the formal regulators are the government,work organization,and conceivably in some countries,professional body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consumers.The formal sanctions that they could enforce could include imprisonment for violators of law,withdrawal of license from media operators,financial penalty on a media organization,recording an offence for the license holder of a media operation,professional disqualification of the media worker,or censure by the professional or industry body.Potential consumers are included here as formal regulators as they hold the power to consumer or not consumer the media in the market institutions.

Informal regulators include the individual producers themselves,peers in the profession and industry,as well as society at large.The informal sanctions could be guilt and shame,or sense of achievement on the part of the individuals,disapproval/approval by other practitioners or organizations,or disapproval/approval by members of the public.

In any case of media critique,more than one regulator is relevant.This means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are susceptible to formal and informal sanctions from multiple regulators at the same time.Media critique is the most effective when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regulators respond,and act consistently with each other.

Critic

The role of the critic lies in providing the evaluation on which regulators could act.Whether the regulators would respond to the critique depends on the power of the critic in relation to that of the regulators,and access of the critique by the regulators.

The media critic could be an individual or an organization.Individual critics could be professional critics or citizens who perform acts of critiquing from time to time.Professional critics who form part of a media organization,such as ombudsmen and public editors in news organizations,are more likely to command response from the regulators,such as the chief editor,due to the power built into their positions.Other professional critics could be affiliated with professional magazines,or media concern groups.

Ordinary citizens express views about various aspects of the media from time to time,but these views count as critique only when they are evaluative in nature,and are communicated publicly.Usually this public communication is directed towards formal media regulators or members of the public,for example,as complaints,or letters to the editors.Experts,such as university professors,when acting as critics,may enjoy greater attention from media regulators than other citizens.

Organizational critics could be professional bodies or industry associations,such as journalist associations and press councils.Like ombudsmen,they act as critics when they initiate assess of performance,and as regulators when they respond to critiques made by others.

Producer

The producers of media involve multiple levels of personnel situated in institutions:Individual producers are likely to form part of a team,which constitutes part of a section under a department in a work organization.The work organization could be a commercial company that is privately-run or publicly listed,or it could be a public service organization or simply a part of the government.The nature of the organization sets the constraints and capabilities within which the multiple levels of producers could respond to the regulators.At the same time,individual producers are members of a profession,and work organizations are part of the relevant media industry.

If the producer or organization responds to the regulators,change could be made to the object being critiqued,which could take the form of retrospective apology,modification or suspension of the product.

Three Levels of Media Cri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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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ly,scholars in China have made efforts to map the field of media critique/criticism（e.g.Huang Hsinsheng,1991;Lei Yuejie,2007;Wang Junchao,2001）.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tribute to such effort by proposing a typology of media critique composed of three levels:（1）media review,（2）media watch,and（3）media criticism（Table one）.The typology is a development that takes into account,but goes beyond,the distinction usually made between media critique and radical media critique.

A textbook on media criticism lists these functions of the critic（Orlik,2009）:

1.Serving as guide

2.Bridge building between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3.Entertaining

4.Suggesting new directions to producers

5.Serving as a proxy or watchdog

6.Proposing system-cognizant change

These functions differ in the degree of change that is aimed at.When media critique serves the first of the above three functions-as a guide,bridge between producers and consumers,and entertainment-it accepts fundamentally the media system and arrangements as they are,and whatever influence that media exerts on the audience and society.If there is any change that these functions may bring about,it is most likely the choice of the potential consumers-of consuming or not consuming the product.

As for the function“suggesting new directions,”it includes suggesting new subjects,new techniques,and showing the audience“formal interrelationships which bind the work together,meanings which make up its truth,and expressive significance which gives it resonance and depth”（Stolnitz,Orlik,2009,p.24）.The changes sought in this function of media critique relate to programmatic techniques（Orlik,2009）.

When serving as a proxy or watchdog,the media critic“fairly describe［s］ the operations of media and spotlight［s］ mistakes when they occur.”She also“discover［s］ the concerns of citizens and define［s］ what the public needs to know in very expansive terms,”including“ways our high-profile enterprise interacts in society”（Orlik,2009,p.28）.Whatever change that is proposed to the actual system organization or priorities,however,it must be workable within the（capitalist）system（Orlik,2009）.

By emphasizing that changes proposed must be possible within the parameters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Orlik（2009）left out from the list the most radical function of media critique.Rescuing what is left out would complete the range of media critique.The full range of media critique would encompass three levels,corresponding to the three regions of media practice described by Hallin（1989）:

1.Media review is situated in the sphere of consensus,which encompasses norms and values generally accepted in society.

2.Media watch is situated in the sphere of legitimate controversy,the region of debates of issues that are recognized by the major established actors.

3.Media criticism exists in the sphere of deviance,the realm of those political actors and views which are rejected as unworthy of being heard.

Simplification is built into the typology.It would be easy to find works of media critique that incorporate elements from more than one level.The objects critiqued shown in Table one also suggest that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levels is fuzzy.However it is likely that pieces of critique could still be categorized into one of the levels according to their key concerns.

Table one.Typology of Three Levels of Media Critique

Media Review

This level of critique serves potential consumers and media workers by providing guidance using standards that are widely shared by them.By diminishing bad and championing good professional practices,while diminishing works of weakness and celebrating works of achievement,this level of critique is concerned with professional and market performance.Its goals include the maintenance or elevation of professional standards,and quality of works.

Media review responds to practices in the media of the time,and tends to be directed towards content and work processes of defined scope.Content under critique could range from as small as an entry to as big as a product series.A particular news report,for example,is an entry of an episode,the latter of which in this case is the newspaper of the day or the evening television news program broadcast on a certain day.That particular television news program is part of a series of similar programs broadcast at the same hour every day.News reports about the same story or theme,for example,coverage of the Iraq War,would make a series of entries.Alternatively the object of critique could be a one-off product,like a single movie,or a product series,like the series of James Bond movies.

Apart from content,work processes are more likely than institutions to come under critique.It is common that media reviews touch on the production processes of specific content.In such cases,the units of production-individuals,team,section,department or organization are easily identified.Sometimes a specific aspect of conduct or production practice of the profession or industry becomes the object of critique.

In the context of news,the key questions asked by media reviewers would be:

1.Do media contents conform to journalistic norms and ethics in matters such as privacy and dignity and obtaining standards of taste and decency?

2.Are media fair and objective or biased in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leaning of news and comment offered?

3.Does media conduct and content conform to norms that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the handl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ssues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McQuail,1999）?

4.Is the news content properly sourced and verified?

5.Are the news stories well written,photographed,and laid out?

6.Do journalists conduct themselves in good ethics in the process of newsgathering?

Examples of media reviews about journalism in the U.S.could be found in:

·the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Magazine（http://www.cjr.org/magazine/）,

·the monthly magazine,Extra!,and the weekly radio show,Counterspin,published by the media watch group,Fairness & Accuracy in Reporting（FAIR）（http://www.fair.org/index.php）,and

·the Media Monitor of the Accuracy in Media（AIM）group（http://www.aim.org/media-monitor/）.

Despite applying widely accepted standards,media review could be conducted from different political positions.FAIR and AIM,for example,reveal different political positions in their critiques.

Book reviews,such as 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and movie reviews-including those published in consumer magazines-belong to critiques of this level.The program“Media Watch”produced by the television department of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also falls into this category.

As media reviews,critique is ma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fessionalism or merely common sense.Methods of analysis commonly used are description,comparisons with works produced before and around the same time,and various approaches of textual reading.

Media Watch

This level of critique reveals the inadequacies in the representations and values manifested in the media world.The standards used for evaluation are adopted by the media critics,which are not necessarily widely shared by producers or society at large.Media watch is concerned with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performance of the media（McQuail,2005）.

The concern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ten brings media watchers to focus on objects of critique of relatively large scope.Product series,genres,media formats,media technologies,and media production practices are rightful objects of critique.Where production practices are the object of critique,the institutions involved tend to be larger units,as in a work organization,profession or industry as a whole.However,the primary interest of media watch is on evaluating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 of the media.Change to such influence could appear within the existing structures of media institutions.A prominent example of this level of critique in journalism is the body of critiques associated with the public journalism movement in the U.S.from the late 1980s onwards.

Some of the questions asked by media watchers of journalism are:

1.Is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offered adequate to the needs of citizens/audiences according to such criteria as amount,range,depth,accuracy,or balance?

2.Do media deal equally and fairly with ethnic,cultural,and other minorities in their representation and access?

3.Do media give access to a full range of relevant voices in the society?

4.Do media contribute adequately to（national）cultural identity and autonomy?

5.Are given media in practice diverse in their information and ideas,representative of the balance of opinion in the society（McQuail（1999）?

6.Are news products distributed to ensure extensive reach?

Examples of media watch in the U.S.could be found at:

·the Media Monitor of The Center for Media and Public Affairs（http://www.cmpa.com/monitor.htm）,and

·the PR watch from the Center for Media and Democracy（http://prwatch.org/）,which seeks to“expose corporate spin and government propaganda.”

Where content is the object of critique,content analysis and critical textual analysis（inclusive of formalist analysis,semiotic analysis,discourse analysis,narrative analysis,and genre analysis）are methods more recently used.It is informed by critical media studies（e.g.Hall,1972）and critical linguistics（e.g.Fowler,1991,1996）.

Critique of media technology is informed by the media ecology perspective,which is also known as medium theory（Meyrowitz,1986,1994）.Postman（1985）offered a well-known critique of television news as a media genre in the U.S.from this perspective.A media genre is constituted by a particular mix of content and media format elements,the latter of which are link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dia technology.

Media Criticism

This level of critique is the most radical of all levels of critique.It targets at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or even the whole of the media system itself.The media system is evaluated against a vision of an alternative system structured according to some better principles.But the vision upheld by the media critic commands only a marginal position in the wider opinion of society.

Critics contend that the entire media system perpetuates domination of the majority by a minority of power holders in the political,military,and business arenas.In the capitalist system,commercial journalism is critiqued as pursuing revenues and returns for its investors,while failing to provide information to citizens for helping democratic self-government（McChesney & Scott,2004）.Key questions asked by media criticism in capitalist systems are:

·Do owners,advertisers,or governments have undue influence on content,especially where this is concealed?

·Are higher degrees of media concentration associated with lower levels of diversity of opinion and information in a given media market?

·Is there a relationship,positive or negative,between media concentration and media quality,however defined（McQuail,1999）?

In countries with state-controlled media systems,media criticism would be directed towards issues arising from the mechanisms and processes of state control.With the central concern focused on media institutions,media criticism treats content,work processes,and influence of media on society and culture almost as automatic result of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being critiqued.

This level of critique corresponds roughly to what is sometimes called radical media criticism（Berry,2006;McChesney and Scott,2004）.In this tradition,th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is highly influential.Herman and Chomsky’s works around the propaganda model（1988）is a prominent example.Other examples could be found on Free Press（http://www.freepress.net/）.However,radical media criticism could be launched from political positions on the left,center,or right.An example of other perspectives given by Berry（2006）is the Buddhist radical perspective.

Given its fundamental negation of the media system,changes advocated by media criticism could be accommodated within existing institutions only to a limited degree.

Effectiveness of Media Critique

The ultimate goal of media criticism is explicitly stated as change to the media system.However,the nature of media criticism,that it is deviant of the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of society,makes it inherently difficult to effect change.Orlik（2009）dismissed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ose critics in the U.S.who ignore the capitalist condition（that media institutions need to support the power structure that funds them）as futile.Short of effecting change to the entire system,media critics working on this level often advocate change in media policy.They tend also be advocates and activists in alternative media operations.

On a longer term,by exposing the structural interrelationships of the media with other powers in society-either as a system or over individual cases-media criticism could serve to educate the public about the limitations of the media system.It also helps to open up imagination for alternative ways of organizing the media.

The function of educating the citizenry is no less important in media watch.As stated earlier,media watch works on the level of legitimate controversy.Media watch could serve the function of helping the public to think through an issue and re-affirm consensus values in a fresh perspective.A piece appearing on the home page of The Media Institute’s web site on 10 May 2009“Policing hate speech:Not the government’s job,”for example,involves the controversy regarding government’s policy ov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rst Amendment in the U.S.Constitution.Some,like the author of the piece,favor no government control.Others would support government action in forbidd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hate speech.In real politics,media watch would have the effect of swaying those who are not yet decided on the issue.

Discussions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media critique often steer towards the mechanism of formal regulation,particularly government control and professional discipline.The above discussion shows that media critique could also effect change through influencing individual media workers and citizens（who are informal regulators）,and consumers（formal regulators in the market mechanism）.

Like the other two levels of media critique,media review also exerts effect through education of media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Unlike the other two levels of critique,media review faces an easier task over the formal regulators.Professional conduct and product quality-the standards used by media review-are the ones most likely to be regulated by law or other formal sanctions.In Hong Kong,for example,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are governed by codes of practice on technical standards,and program services respectively issued by the Hong Kong Broadcasting Authority,involving formal sanctions such as financial penalty,and censure.Given the resonance with widely accepted values,media review is also the level on which informal sanctions could easily be applied.As such,media review is the level of critique that could achieve the most obvious effects in the nearest term.Constraints on the exercising of influence by media review would mainly be technical,involving:

·access of the critique by the regulators

·soundness of the critique

·timeliness of the critique

·plausibility of change within production conditions

This,of course,assumes that the formal regulators fulfill their roles.In countries where the government-the most powerful formal regulator—cannot be relied upon for impartial and effective enforcement of law,the influence of media review is also very much cast in doubt.

With this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possible role of media critique on enlightening and changing the value positions of the people,the feedback loop in Figure one should be re-visited.The feedback loop connecting media critic,regulators,and the producers should be viewed as existing in two dimensions of time,one immediate and the other long-termed.The earlier part of this paper has discussed the operation of the immediate feedback loop.In the long-termed dimension,media workers,steeped in new value positions,would engage in new media practices,and prevent occurrence of the problems being critiqued.Citizens and consumers help in the process by acting as informal regulators.

Conclusion

Looking to the future of media critique,several questions loom on the horizon:（1）Who is the critic?（2）What should be the object of critique?（3）What methods should be used for analysis?

Of the objects of media critique,content is the most accessible,and tends to be the most commonly critiqued.Data on work processes,practitioner conduct,and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however,are accessible only to relevant media workers.For media critique to embrace its many legitimate objects of critique,media workers themselves need to act as critics.This is far from the case at this moment.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content is produced not just by media practitioners,but also members of the audience.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ritics and their target audience is more fluid than before:At any time,any person with Internet connection could decide to comment on a movie on a web forum,for example,and act as a de facto media critic.This also means that the standards against which media are critiqued would not be limited to professional or quality values cherished by the profession,or social,cultural,and political values championed by media critic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fessional critics and citizen critics is an issue that needs to be studied.Given the proliferation of media content enabled by new technology,citizen critics could potentially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filling in the vacuum of critique.The new media genres,for example,online games,enabled by new media technologies also suggest that the object of critique needs to be focused more on technology and its related manifestations.

On the method of content critique,critics tend to assume that predictable effects on the audience can be read from the content.This assumes the transmission model of communication（Carey,1975,1988;Dahlgren,1988）.Developments in audience reception（e.g.Morley,1980；Radway,1991）have shown that audience effect is not easily predictable.Acknowledging such weakness,researchers have suggeste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audience in evaluating media performance.This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for media watch,where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the media occupy its central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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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

谢 静[18]

摘要 媒介批评以提高新闻专业表现为目标，新闻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媒介批评视为一种专业自律机制。然而，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却并非天然地和谐一致，从理论上看，媒介批评的开放与多元性质，与专业主义的封闭和标准化相矛盾；在实践上，媒介批评时常否认新闻专业标准，冲击新闻专业自主与自治。因此，媒介批评研究需要仔细甄别媒介批评的性质与目的，在维护新闻专业自主与媒介批评的开放性质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

对于媒介批评研究者而言，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关系是一个较少引起关注的问题。有时，研究者完全忽视专业主义的存在，将媒介批评视为独立的领域进行探讨；有时则直接把媒介批评置于专业主义框架之中，对于二者的矛盾与冲突不加考虑。无论是哪种情形，都将影响人们对于媒介批评研究的理解与认识，从而阻碍媒介批评研究的发展。因为媒介批评不同于文学批评，媒介批评所面临的对象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的社会专业，而非单一个体；媒介批评也不是单纯的赏析，它具有强烈的干涉和介入目的，力图通过批评影响媒介运作和表现。媒介批评与其所批评的对象——新闻媒介——之间存在着复杂而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新闻专业主义则是影响二者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媒介批评研究不能将专业主义问题纳入思考范畴，则有可能无法正确认识媒介批评的性质；如果完全将媒介批评从属于专业主义问题，则又面临丧失媒介批评的公共价值的危险。因此，针对国内媒介批评研究的上述问题，本文将系统地梳理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之间的关系，以期获得有关媒介批评研究的正确认识。

在本文中，媒介批评是指对于大众传媒新闻实践活动的诠释与评价，不包括其他内容。专业主义则是区别于行政控制和市场控制的一种同行控制模式（Friedson,2001），是一种社会专业与其他社会力量协商专业权限而确立起来的专业“门槛”，即专业精神、专业理想、专业信念、专业规范、专业技能、专业管理权限等的总和。对于新闻业来说，专业主义要求新闻业对外排除政治、社会力量的干涉，树立权威，对内统一规范、统一管理，以实现服务社会、服务公众的要求，二者互为条件、互为因果。本文认为，从最终目标来看，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具有某种一致性，但是，从其性质与标准来看，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与矛盾。在理论上，媒介批评的开放与多元性质，与专业主义的封闭和标准化相矛盾。在实践上，媒介批评时常否认新闻专业标准，冲击新闻专业自主与自治。因此，媒介批评研究应当仔细甄别媒介批评的性质与目的，在维护新闻专业自主与媒介批评的开放性质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

一、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性质的一致与冲突

本文所探讨的媒介批评只针对媒介的新闻实践。毫无疑问，媒介实践远不止新闻领域，文艺作品（如影视剧、连载小说等）在大众传媒上所占比重远远超过新闻内容。但是，对于媒介文艺作品的批评主要借鉴了文艺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如欧阳宏生，2000；Orlik,2001），不能简单套用于媒介的新闻内容。运用修辞批评或叙事批评的方法分析、批评新闻内容，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如Van Dijk,1988；曾庆香，2005），但仍然不能取代基于新闻专业标准或者受众利益的媒介批评，这是由新闻媒介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它进而影响了媒介批评和新闻专业主义的性质。

新闻业被认为是现代社会有效运行的一个关键系统，承担着不可或缺的功能：监视环境、整合社会和传承文化。在西方的政治理念中，新闻媒介被看做是“第四势力”，具有监督与制衡行政、立法和司法系统的责任与权力。中国由于政治制度不同，新闻媒介往往被当做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兼具宣传与表达、沟通与联络的作用。无论在何种理念下，新闻媒介服务公众的基本性质，获得了普遍认可。因此，如何实现新闻媒介的这些功能、成就其“公共领域”的性质，成为媒介管理制度设计的重要考量。

在西方新闻业的发展过程中，专业主义是一个现实的选择。比如美国新闻业，在19世纪90年代走向现代化，媒介企业日渐成为按照专业分工、等级分层的科层机构，经营管理和新闻工作都逐渐走向专业化。而新闻业的专业追求甚至在19世纪中期即已出现（Banning,1998/1999），到20世纪初已较为普遍。在这一期间，新闻界开始成立专业协会、订立行为规则、开展专业教育，等等。但是，这一过程并非完全如施拉姆（1992）所说的“自清”行为，相反，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闻业应对外界压力的制度选择。当时人们对于黄色新闻等问题十分不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批评者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包括立法监管、成立非营利的捐赠基金报纸等等。外部控制当然不能接受，但是在外界压力之下，新闻业也不得不试图通过专业教育和专业自律的方式来维持较好的专业表现、提升专业声望。因此，专业主义是妥协和折中的结果（谢静，2004）。即便如此，新闻业的专业自律机制也不如其他专业（如法律、医药等）严格、奏效，其他专业普遍采用的许可证制度在新闻业遭到了抵制，专业规范常常成为“没牙的老虎”，具有行业仲裁性质的全国新闻评议会也只存活了11年。这种状况反映了西方新闻媒介的两难处境：只有自由的媒介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但是当它毫无约束时，又如何保证它为社会服务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没有控制的管理”（control without controlling）（Brown,1974）？正是基于这一现实，一些学者转而寄希望于不具强制力的媒介批评，如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兰贝斯所言：媒介批评的目的就是提供相当于执照的责任机制，同时避免正式的政府权力的干预（Lambeth,1991）。

媒介批评从一种促使专业主义产生的外部因素转变为一种专业自律机制，体现了二者所具有的某种一致性。媒介批评能够帮助新闻业提高专业表现，而又不像行政、司法控制那样具有刚性，也不如专业自治中的准入制度、仲裁机构那样严格，这对于视独立、自主为生命的新闻业来说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当然，也有人认为，公开的批评将影响新闻业的职业声望。比如，美国学者大卫·范（Fan,2001）指出，新闻媒介简直就是“自杀的信使”——自己的负面报道损害了自己的公众形象与社会地位。他的数据统计和相关分析表明，从1973年到1998年的20多年时间里，媒介的自我批评和对媒介批评的报道，是影响人们对媒介信任度的主要来源。实际上，大卫·范用实证研究表达了新闻圈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家丑不可外扬。客观地说，没有哪一个专业总是愿意暴露自身问题与缺陷，新闻业的反应也在情理之中。正因为如此，新闻界总是希望把媒介批评局限于专业内部。

作为专业自律机制的媒介批评在两个方面受到限制：一是批评者，二是批评的媒介。没有人能够阻止来自新闻圈之外的批评，但新闻圈可以贬低外部批评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他们认为外人不是专家，不懂媒介，从而也不能正确评价媒介，而只能从各自的利益或立场出发，企图让媒介为其服务，实现控制媒介的企图。比如，赫赫有名的哈钦斯委员会就没有报社的人参加，调查期间也不对外开放。1946年3月，第一个报告《民族之间的对话》发表以后，因为要求媒介报道真实的信息，马上招致一片反对之声。ASNE主席奈特（Knight）反问：那谁来决定什么是真实的呢？言下之意是，只有相信好的报道。他认为委员会成员根本就不了解美联社、合众社等，里面的记者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员（参见Marzolf,1991）。委员会的思想虽然在新闻教育界、理论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但在实践领域，直接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并没有实质性的制度和机构来保证新闻媒介践行其社会责任（Gleason,1998）。

相对而言，媒介所有人、管理者和从业人员对于媒介的控制要容易得多。作为自律机制的媒介批评主要出现于内部场所，如内部刊物、专业杂志、同行交流、内网等。试图通过大众媒介开展的媒介批评往往难以通过层层把关，因此公开的、面向消费者的媒介批评并不多见，以至于不少人认为：在充斥着对个人或社会机构的批评的新闻媒介上，唯一缺席的批评对象就是媒介自身（例如Brown,1974；Lule,1992）。这种说法也许有点绝对，但是，主流媒介上自我批评的稀缺，却是不争的事实。没有一个老资格的广播网（ABC,CBS,NBC）有常规的媒介批评节目，因为没有一个老板愿意批评自己。对别的广播网的批评也很少，因为挑战往往被视为另有他图（如自利）（Hickey,2000）。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大众媒介上有关自身的内容越来越多，许多报纸、广播和电视都开设了媒介专栏，一些著名媒介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时代》周刊、《纽约客》等都有关于媒介报道的记者，他们自称媒介条线（media beat，专门报道媒介行业的条线）、媒介记者、媒介批评者或媒介专栏作者。CNN和全国公共电台也有相关节目。但是，媒介报道不等于媒介批评，比如在美国竞选报道中，许多报纸、电视都大量刊发有关媒介自身的报道和评论，但真正的反思不多（Johnson & Boudreau,1996）。虽然记者有时也反思政客操纵新闻的现象，但是，这还只是曝光外在的、非新闻的威胁，而非媒介内部问题，比如报道是如何受到新闻媒介组织所有者和广告主商业利益、组织压力、工作常规、新闻采集和报道习惯等影响，并转而影响受众的（Haas,2006）。

更有学者指出，即使是在大众媒介上进行的真正的媒介批评，与其说是提出问题、解决矛盾，毋宁说是一种象征性仪式，自律的作用有限，而更多的是对外树立形象、建构权威。美国新闻学者鲁尔（Lule,1992）曾深入分析《费城问讯报》在有关避孕药评论风波中的表现，他认为，当时尽管刊载了许多批评，但都未及要害。他认为，要求媒介批评自己，只是一个乌托邦。那么，为什么新闻的当权者会同意并鼓励这样的批评呢？原因即在于，它制造了这样一种幻觉：媒介愿意也能够自我批评，从而排斥、抵消更为深入的批评。通过集中于个别错误和具体缺点，媒介批评排斥了更宽泛的、结构性的批评。

上述有关西方媒介批评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分析表明，对于新闻界而言，媒介批评主要是被当做专业自律机制而被接受、使用的。而且，媒介批评的效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某种“差序格局”，即离从业者越近的批评越有效，越远则作用越小。诺星顿（Northington,1993）的调查表明，影响新闻从业者专业理念的因素从大到小依次为：日常新闻实践、法律规范、同事、上司、亲朋好友、发行人/经理、新闻学评论、媒介批评家和专栏作家、新闻督察员。

新闻界应对媒介批评的这种态度，实质上反映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根据专业社会学的观点，专业化其实是这样一个过程：组织起来的职业通过宣称具有深奥的知识、自己对工作的质量负责、服务于社会利益而获得从事某一特定工作、控制其培训和准入制度以及评价其工作的绝对权力（Freidson,1994）。因此，专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组织化的自治”（organized autonomy）。这种自治有效地防止外人的干涉和监督，但对于内部成员则没有正式的控制，仅仅依靠对不服从者的非正式放逐来实现这种控制。从“权力”视角来看，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关心的是专业的“权限”（jurisdiction，参见Macdonald,1995），并以此来应对与其他专业的冲突。所以，专业主义又是一种“社会性封闭”（social closure），具有自我保护的一面。新闻业也不例外，将媒介批评纳入自律机制，以保护专业自主与自治，正是新闻业的“专业工程”（professional project）。应当说，一定程度的专业主义对于新闻业来说是必要且珍贵的，它有助于维护新闻业所必需的独立性，以实现其服务公众的承诺。然而，过犹不及，如果过于封闭，将维护专业权限视为高于一切，则势必导致狭隘与僵化，引发新的外部干涉和控制，最终仍将不利于专业主义。

由是反观作为专业自律的媒介批评，就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且也从根本上违背了媒介批评的性质。从本质上而言，媒介批评反映了公众对于新闻媒介的要求与期待，而公众基于不同的利益出发点，其价值诉求必然是多元的。因此，健康的媒介批评应当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事实上，媒介批评就是一种有关媒介问题的公共讨论，不可能不触及专业权限，更何况一些媒介批评本身就是直接针对这种专业封闭问题的。也就是说，媒介批评的开放性与专业主义的封闭性具有不可调和的冲突，新闻业不可能也不应当将媒介批评封闭于专业内部。更为理想的媒介批评是一种对话，社会公众与新闻专业的对话，既尊重专业自主和自治的要求，又能够帮助新闻业突破有关公共利益的狭隘理解、督促其更好地为公众服务。具体而言，这一要求在不同场景之中呈现出不同的内容。比如，对于新闻专业主义建设相对比较完善的美国而言，越来越多的媒介批评试图突破牢固的专业权限，展开更为公开、深入的对话（麦克切斯尼、尼科尔斯，2004），而在刚刚开始专业化进程、专业主义仍然非常薄弱的中国，通过媒介批评展开专业自律和专业意识生产，则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

二、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标准的一致与冲突

媒介批评的开放性与专业主义的封闭性冲突，在具体的媒介批评实践中，往往表现为批评标准的冲突。新闻业反对外部批评的主要理由也跟批评标准有关，因为外部批评者往往不了解专业标准或者不愿意按照专业标准进行评判。比如在美国，客观性原则传统上被认为是专业核心价值，是否客观是评价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是，不少学者却认为，新闻报道根本就不可能客观，新闻业所奉行的客观报道手段，其实只不过是一种“策略性仪式”（Tuchman,1972），实质上维护了既有的意识形态。因此，客观性不能成为新闻的评价标准。

根据专业社会学的观点，遵守专业社区共享的职业伦理和行为规范，是专业主义的重要内容。西方新闻业在发展演进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一些被广泛认可的专业规范，它们不仅成为从业者的行动指南，而且成为专业认同的标志，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仍以客观性为例，与新闻界某些自然化观点相反，历史研究表明，客观性原则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一般认为，市场和技术因素是客观性原则产生的两个原因（埃默里等,2001），而舒德森则认为，客观性原则成为新闻专业规范，正是满足了新闻专业实现团体认同和社会控制的需要（Schudson,2001）。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就曾经这样描述其新闻专业主义理性：“记者也许是世界上最具多样化的统一体，不是目标的统一，而是手段的统一，一个经过训练的专家统一体”（Lippmann,1920:67），而采访和客观报道就是专业统一的手段。

当然，新闻业并非只有一元化标准。一些学者认为，在美国新闻界存在着二元对立的标准与要求，比如客观与鼓吹、管道与独立（韦弗，1994）、守门者与倡导者（詹诺维茨，1994）、中立与参与（詹士栋、史洛斯基与包曼，1994）等等。虽然这些表述各异，但其实质却高度一致。通常，客观、管道、守门、中立被视为新闻专业精神的核心，而鼓吹、独立、倡导、参与则被视为对传统专业主义的挑战。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从业者并非如此抽象地看待自己的工作（Schudson,1995）。有关的调查显示，美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大多同时拥有多种媒介观：比如敌对、解释和传播三种观念。结果发现，约有三分之一的从业人员同时持解释和传播观，坚持一种观点的只占2％，比1971年的18％下降了许多（Weaver & Wilhoit,1996）。

如果说适度兼容的标准化是专业主义的追求，那么媒介批评则不然。媒介批评是一种价值判断，超出专业界限的批评往往反映了多元的标准与要求，有时甚至相互冲突。比如，女权组织、同性恋群体希望媒介增加对他们的报道、改善其媒介形象，而一些保守团体则批评媒介的这些报道破坏了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念。如果说类似批评仍然以客观为标准（只是各自对于如何客观意见不一），那么有些批评则把矛头对准了客观原则。比如美国公共新闻学的倡导者认为，正是媒介的客观报道，导致了公众的政治冷漠，因此新闻媒介应当突破新闻传统“堡垒”，通过积极行动而非旁观似的报道，促进公众的政治参与和对话（Rosen,1991）。这种观点直接冲击了新闻专业的核心价值理念，遭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传统主流媒介的强烈反对，但是在一些小城镇报纸得到了实践和推广，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新闻理念。

综上所述，媒介批评价值的多元化与新闻专业所追求的标准化形成了一定的矛盾，也给媒介批评研究带来困惑。比如，美国媒介批评研究者布朗曾指出，媒介批评是一种社会控制：当批评试图矫正媒介专业人员的行为时，本质上是通过改变社会的评价标准，建立一种普遍接受的趣味（Brown,1974）。大众媒介对大众艺术，包括戏剧、电影、文学和音乐等的批评，使其自身成为这些艺术形式的一种重要的控制代理机构。通过批评，专业批评家建立起来的标准，成为社会赞成和接受某种艺术形式的标准。不过，对于新闻与艺术批评的标准，布朗的态度则有所不同。他说，新闻批评是事后的，但批评的标准必须事先确立，并为公众、批评家和被批评者所了解。随意将自己的价值标准强加于批评对象，则只能招来反对。这等于又为新闻界抵制媒介批评找到了托词。本文认为，新闻媒介批评与新闻媒介对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批评一样，也是在批评过程中逐渐确立起普遍接受的规范的，任何单方面的确定都难以获得认同。

事实上，新闻专业标准与规范本身就是在是在新闻专业与其他社会行为者的协商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并且，在协商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也就是说，新闻专业与媒介批评讨价还价，共同推进了专业规范的形成与变革。不过，由于被批评者的强烈抵制，这一协商的过程显得格外艰难，也正因为斗争与妥协的拉锯，不仅影响了规范的确立，也影响了媒介批评的健康发展。新闻规范的矛盾与冲突，既是媒介批评专业化程度不高的原因，也是结果。从这一点来看，媒介批评标准与新闻专业主义规范又产生了关联，从而获得某种一致性。

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规范的建构与解构密切相关，用马尔佐夫的话说，“新闻业的每次重大变革都会导致批评的繁荣。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批评家及其批评内容来了解美国的新闻业。”（Marzolf,1995:49）本文作者曾经分析美国新闻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交互发展的历程：从专业主义的初步确立，到客观性规范的建构，再到社会责任论的挑战以及最近的公共新闻学的替代。这一过程揭示了美国新闻媒介批评的贡献与局限。

中国的情形更加复杂，因为中国新闻的专业化进程与西方有较大差异。在改革过程中，新闻媒介获得了部分经营和运作的自主权（Yu,1994），从业者在媒介功能、伦理规范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共识（陆晔、俞卫东，2003），因此，专业主义不仅是一种主动追求的理想模式，而且在实践中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运用与呈现。不过，由于中国新闻传统的多样性和新闻话语的复杂性（童静蓉，2006），专业主义只得到局部性、碎片化的呈现（陆晔、潘忠党，2002）。体现在专业规范方面，仍然有一些规范没有获得认同。比如，在有关付费采访、狗仔队、下跪采访等新闻实践问题的讨论中，新闻圈内外的意见很不一致。而且，大多数意见分歧并非沿着专业边界展开，恰恰相反，一些对立观点在新闻圈内外都有支持者。对于这些争论的详细分析表明，批评者并非机械地运用中国传统新闻标准或者国外同行规范，而是策略性地使用这些标准与规范来实现特定的目的。例如对付采访费现象的意见分歧，反映了当前中国新闻业的认同危机，也是“新闻场”中彼此冲突的力量重构要求的体现（谢静，2006a）。而在有关狗仔队的讨论中，新闻业重申了真实、客观、监督、新闻价值等核心理念，在专业与商业、大报与小报的二元对立的建构与解构过程中，新闻业力图重新建立归属意识和身份认同。不过，其中包含了诸多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协商，因此也是一个公共的过程，体现了开放和多元的媒介批评特征（谢静，2006b）。有关下跪采访问题争论的分析则表明，在中国当下新闻场域中存在着专业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话语争斗（谢静，2007）。

中西方媒介批评的实践表明，媒介批评有时的确以新闻专业规范为标准，但并不局限于专业标准，甚至经常挑战专业标准。作为各种价值观念的表达空间，媒介批评协商着新闻专业规范。这与新闻媒介的公共性并不矛盾。

三、媒介批评研究的目标与任务

本文有关媒介批评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关系分析表明，虽然新闻业为了免于外部控制而在一定程度上将媒介批评视为一种自律机制，一部分媒介批评也遵循新闻专业规范，但是媒介批评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多元性，与新闻专业主义所追求的封闭性和标准化产生了根本的冲突。媒介批评的实践可以突破专业主义的封闭与狭隘，促进新闻业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但也可能危害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自主与自治。

因此，媒介批评研究需要对于批评的立场、标准和目的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社会价值和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说，媒介批评研究就是对于媒介批评的批评，而不是直接地评价媒介表现。为此，本文作者曾经提出，把媒介批评视为一种叙事，分析媒介批评的话语行为，展现新闻媒介与其他社会行动者的关系（谢静2005，2008），从而促进媒介批评和新闻专业的共同发展。根据上述有关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的一致与矛盾，媒介批评研究需要进一步明确自身的目标与任务：分析媒介批评话语的现实语境，阐释其利益诉求，探讨它们对于新闻专业的作用与价值、局限与危害，以促进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的良性互动，在维护新闻专业的自主性和媒介批评的开放性之间寻求必要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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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电视剧批评的社会建构作用

王 姗[19]

摘要 《人民日报》的电视剧批评话语在批评主体、关系和知识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建构了基于话语主体的身份权威与报纸本身的机构权威结合而成的批评话语权威。二是在批评的参与者包括批评主体、作为客体的电视剧、观众、电视剧的生产者以及《人民日报》本身之间建立了一种合作互利的协同关系。三是确立与维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剧的批评规范。

话语作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它与社会是相互作用和建构的。“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20]话语的建构效果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社会身份与社会主体的建构、社会关系的建构以及知识与信仰体系的建构。就《人民日报》的电视剧批评话语而言，我们将分析其建构了什么样的和如何建构批评主体、批评关系和批评观念。

一、批评主体：话语权威的生长

《人民日报》电视剧的批评主体大致可以分为五大类：文艺领域的管理者与监督者，包括：党政机关职能部门如各级宣传部、广电总局等负责人，半官方的有关各级协会如文联、作协等负责人等等；研究机构与高等院校的专家与学者；电视剧的主要创作人员；《人民日报》的记者；其他广大的社会公众。

各类批评主体通过在《人民日报》上的批评言说活动生长成一种话语权威。这种权威不为某个个体单独享有，而是作为一种话语整体发生作用。根据《辞海》，“权威”有两个含义：一是，“权力与威势”；二是，“源于拉丁文auctoritas,含有尊严、权力和力量的意思，指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威望和支配作用的力量。权威的产生有其社会物质基础，权威的存在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21]权威必须与一定社会物质形式结合在一起，才能存在和发挥作用，如与权力、知识或某种符号结合在一起。权威是如何产生的呢？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区分和论述了三种类型的权威：传统型、魅力型和合法型权威。不同的权威获得的途径是不同的，传统型权威是以权威自称的、官员和公民相信的历代相传的神圣传统为基础。魅力型权威基于个人的不凡个性、英雄气概与罕见的神圣性献身精神。合法性权威基于所制定规则的合法性，它来源于以理性为取向建立的官僚机构。权威是根据严密的制度和程序产生，又根据这种程序和制度来发布命令。[22]

正是基于建立合法型权威的意义上，《人民日报》的电视剧批评树立了话语权威，其基本的方式是以各种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其含义接近“正当性”。有学者指出，“批评的一个社会功能即社会控制，其副产品则是社会合法化”[23]。批评要建构自己的权威，影响社会控制，必须首先确定自己的合法性基础。

我们可以发现《人民日报》电视剧批评合法性的建构之话语策略之一是表明批评主体的社会身份。当批评主体的身份非常清晰的时候，对批评话语的评估往往转化为对批评主体权威的评估。上文所提及的五类批评主体除学界的作者以外，其他四类作者的社会身份都会在文本的适当位置得到说明，或是直接在作者面前直接冠以头衔：如，“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电视剧《忠诚卫士》导演潘小阳”，“本报记者向兵”；或是在栏目中添加标记，如，注明此文章为“创作手记”；或是在文末介绍作者身份，如“大连市中山区侯文学”；最后一种身份标注方式，不像前几种那样身份定位明确，一般用于观众来信中，只是表明这是来自社会公众，给出其大致的地理位置。学界的专业人士的身份，一般没有明确的标注，这里显示出不突出专业批评者身份的意涵，同时也意味着专业人士的权威树立更需要依靠于其话语本身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而不能依赖外在的社会身份。

社会的话语建构不是批评主体思想的自由飞舞，而是受批评主体的社会身份直接制约的。《人民日报》的电视剧批评主体的社会身份不同，其权威性指向也不同。文艺领域的管理者与监督者，其树立的是以政治为导向的权威。文艺领域的监管者是党和国家文艺方针政策的解释者、执行者、守护者甚至是制定者，他们直接代表了党和国家意志，他们的批评话语或是阐述社会主义条件下电视剧发展方向，或阐发电视剧的思想倾向与艺术成就，或是对某些电视剧的现象表明看法。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指出，“一个被授权发言的人在一个严肃场合表达他自己的正式话语，具有一种其限制与其机构的授权程度相一致的权威”。[24]而且，某些中宣部、广电总局等主管部门负责人的批评话语可能与某些具体的政策或是管理行为直接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是与行政权力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对电视剧的制作和传播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强制力。如，2004年5月2日刊发的《广电总局有关负责人就加强涉案剧播出管理答记者问》，以新闻发布的方式，阐述相关的政策，对涉案剧的有关管理问题进行说明。这种政治权威的树立是由我国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中国电视的喉舌性质和党的领导绝对不可动摇，必须讲政治，必须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这是中国电视的安身立命之所在。[25]

对于记者而言，作为专业的信息采集者，他们所树立的权威是一种信息权威。记者准确及时发布电视剧相关的信息，包括电视剧的拍摄情况、播出信息、观众反映、最新的文艺政策动态、电视剧的总体成果等一切具有宣传价值和新闻价值的信息。

电视剧的有关创作者现身说法，将自己在电视剧生产制作过程中的理念、心得、创作意图等相关问题借助《人民日报》的阵地直接向观众来传达，他们指向的是来自于实践的知识权威。作为创作者的自我批评，他们可以直接阐明电视剧的首要意义，掌握意义协商的主导权；可以说明电视剧的创作过程，展示艺术成就等。如电视剧《忠诚卫士》的导演潘小阳写作的《蹚过真理的河》，阐发电视剧的主题：“我们力图通过《忠诚卫士》的情节载体和透过戏剧冲突所着力塑造的人物，使本剧的总体意蕴至少在两个方面进行思考和开掘：财富与人性、信念与人生。”来自创作者本身对电视剧的阐释，从逻辑和情理上都显得更具有效性和可信度。

社会公众作为批评主体，具有特殊的性质，与其他四类批评主体的话语有较大的不同，它们所产生的文本属于“第三级文本”的范畴，这类文字在《人民日报》上多在《看台人语》栏目以观众来信的方式出现，文字短小，视角细微。《看台人语》栏目是2000年才设立的，这个栏目的设立显示了《人民日报》在电视剧批评话语权利方面变得更为开放，向一般社会公众开放话语阵地，显示了对受众主权的尊重。来自普通民众的电视剧批评，借助《人民日报》的话语空间，树立的是一种民意的权威。因为他们来自人民群众，也就是电视剧直接的主要的接受主体。不过，普通观众的声音，在这里不是十分充分。无论在批评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与其他批评主体相比。

电视剧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领域，就此而言，专家最有资格来评价电视剧。在《人民日报》的电视剧批评队伍中，专家实际上也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但是，颇为微妙的是，专家的身份在批评文本中并不直接标示，这意味着他们的专业权威没有得到明确的保障。专家们需要在话语内部建立其专业标尺。根据符号互动理论，专业的特性、权力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既定事实，必须采取适当的行动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社会建构。[26]在批评话语中，专业权威的建构策略包括坚持学理深度、使用学术话语、秉持专业视角、保持学术品格等等。但是，《人民日报》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其批评不能过于学术化，必须将学术追求与大众接受能力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人民日报》电视剧批评的主导意图在于引导和宣传，而不是独立的学术研究，所以，专业策略必须与主流意识形态达成默契或一致，或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界之内。在这种双重的束缚下，《人民日报》的专家剧评的专业权威难以完全确立和凸现，相对于政治权威、信息权威而言，专业权威是一种弱势的权威。

上述的各种权威形态，在很多时候会整合在一起，形成权威组合与强化效应。如文艺领域的监管者有时就会把政治权威、信息权威与专业权威等趋向整合在一起。《人民日报》的电视剧批评所塑造的话语权威，是话语主体的权威指向与《人民日报》在社会系统中的权威地位相结合而形成的群体累积的权威和组织化的权威。

二、批评关系：合作互利的协同

批评话语以及话语行为在批评的参与者包括批评主体、作为客体的电视剧、观众、电视剧的生产者以及《人民日报》本身等多类社会主体之间建立了一种合作互利的协同关系。

《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肩负着及时报道国内外重要新闻事件、准确传达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声音与观点、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重任。其新闻话语、言论话语的生产与建设的主要目标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其中的电视剧批评作为宣传活动的组成部分，也服从于《人民日报》话语建设与生产的总体目标。具体而言，就是把握电视剧批评中意义协商的主导权，以达到引导电视剧生产走向的正确方向，宣传主流文艺思想，推介主旋律电视剧，监督和校正某些不良现象等目标。

《人民日报》作为权威主流媒体，在以之为媒介的电视剧批评话语生产与建设中，发挥了一种积极的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作为把关人发挥把关作用。根据传播学理论，媒介把关作用是指媒介以及媒介组织中参与传播的人不可避免地从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出发，对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发挥把关作用的人或组织就叫把关人。具体到《人民日报》的批评来说，把关作用主要体现在批评话题与主题的选择、批评话语具体呈现方式的安排这两个大的方面。当《人民日报》的编辑面对来自不同的批评主体的批评文本时，他们会根据他们的指导思想以及具体的情况来进行选择。他们会确定哪些批评话题或是批评主题应该重视，哪些文本应该刊登，哪些电视剧或电视现象值得讨论等。批评话语的具体呈现方式的安排是指编辑们确定何时、在何版面以何方式把文本刊登出来。他们会确定文本中哪些部分需要删除，哪些部分需要补充修改，放在什么版面，采用什么栏目，以什么版面语言呈现出来。版面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是报纸态度和观点的反映，体现批评受重视程度和重要程度，例如，发表在要闻版与发表在副刊版的批评的重要性有区别，配发了编者按比没配的重要等。

二是组织与策划。《人民日报》的话语生产和建设必须依靠一定的资源，其中作为话语基本生产力的批评主体，是非常重要的资源。《人民日报》以选择性刊登来稿、约稿等方式联系和聚集一批比较稳定的批评队伍。另外，还对于具体的批评活动进行组织策划。包括设立固定的批评栏目，稳定话语空间，如设立《大地·评论》、《看台人语》等；确定批评话题与主题，约请作者等；开展批评征文活动，如就“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面向社会征文组织评价和讨论；组织座谈会，就某部作品和现象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讨论等。

三是议程安排与设置。议程设置机制是大众传媒影响社会的重要方式之一。议程设置的基本含义是指媒介有一项突出的作用，即为公众安排谈论的话题，决定人们谈什么和想什么。也就是媒介对某一事务的强调程度与公众对同一问题的强调程度成正比关系。[27]这种议程设置是媒体发挥引导作用的重要机制。《人民日报》所确定的批评话题与主题，既决定批评客体的出场机会，决定批评主体的言说机会，同时也影响受众对电视剧的收看与评论。

《人民日报》在批评话语中的主导作用之所以能够得以产生并有效地维持和持续发挥，关键在于其本身所拥有的资源。这种资源对其他批评参与者来说具有相当大的使用价值，所以才会在批评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人民日报》的资源从基本的层面来看，就是所提供的发表载体与话语阵地，但是如果仔细辨识，其发表阵地和发表空间蕴涵着巨大的价值。第一是大众传媒的传播功效。大众传播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使在其中传播的内容与涉及的相关人物，会产生与众不同的特质，而使一般的人与事得以突出出来，传播学中称这一功能为“赋予地位”功能。[28]第二是《人民日报》的特殊地位所致。《人民日报》是主流社会的发声阵地，能够以此作为话语阵地，意味着：或是主流社会的代言人，或是获得了主流社会的承认。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具有《人民日报》这种地位的报纸或媒体，就此一家，别无分店，其价值具有独特性和垄断性。

《人民日报》的这种非凡价值我们可以利用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概念来分析。布尔迪厄扩展了资本的概念，认为有三种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三种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或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29]就此而言，《人民日报》的话语阵地与载体就是某种声望与关系网络的连接点。以《人民日报》为中心，形成批评主体、批评客体、观众和电视剧创作方互相连接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利益共同体就是一种社会资本，其中暗含着不同资本类型之间的相互转化。

批评主体的文章如果能够在《人民日报》得以发表，意味着他的社会资本的提升：社会声望增高、社会影响力得到增强与扩大。而这种社会资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间接转化为经济资本，因为名气与声望往往决定了作者出场的价码。某些情况下，可以转化为直接的经济资本，如有些单位把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作为重要的科研成果，成为晋升职称的有利条件；还有的直接给予经济奖励，规定发文一篇发给多少数量的奖金等。

批评主体为了能够在《人民日报》上获得言说与发声机会，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是布尔迪厄所指的“文化资本”。这种能力包括（1）良好的教育以及由此延伸的研究、分析和批评电视剧以及相关现象的素质，（2）掌握社会主流思想，并按照主流社会的思维模式、知识体系和话语方式去言说的能力。前者是文化资本的“具体的形态”，后者是文化资本的“体制的形态”。布尔迪厄指出“任何特定的文化能力，都会从它在文化资本的分布中所占据的地位、获得一种‘物以稀为贵’的价值，并为其拥有者带来明显的利润”[30]。批评主体为了获得在《人民日报》的批评话语权，必须具有较强的分析批评能力以及掌握《人民日报》电视剧批评的话语模式。因此，批评话语必须与主流思想达成一致或是默契，必须在主流话语的边界之内，包括话语的内容与形式。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现象就是，《人民日报》的《看台人语》发表的是观众来信，但是我们发现，虽然是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全国各地，但是他们的批评主题与话语模式也体现了一种与主流思想一致的形态。这既是《人民日报》把关所致，也是《人民日报》批评话语示范作用的结果。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批评主体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充满自利与投机的动机。实际上，《人民日报》上批评文章的最大优点是超越了一己之私利，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与人文关怀。他们是社会主流思想真诚的、自发的代言人。

作为批评客体的电视剧，以及相关的创作方，在《人民日报》批评话语中的出场意味着被社会主流阶层所关注。在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指导下，《人民日报》批评所指涉的电视剧大多数以正面、被肯定和被褒奖的形式出现。其批评客体多是反映社会主流的主旋律电视剧。这些电视剧在《人民日报》获得的肯定，必将为其带来许多正面的效应，包括电视剧受到的关注增加、创作人员社会声望的提高、电视剧收视率的提升等直接或间接益处。当然，也有不少电视剧以负面、被否定和被批判的面目出现，这是此类电视剧在此的边缘出场，主要涉及低俗化、过于商业化、过于西化等等。这反映了主流阶层对不良现象共同监督和校正的态度与立场，从而强化主流文化与主流规范在文化生态中的主导地位，用以指导和引导社会通俗文化和商业消费文化。

对于《人民日报》的广大读者和电视观众而言，通过阅读批评文章，成为《人民日报》电视剧批评所形成的整个利益共同体中隐秘的一员。借此，可以提高电视剧欣赏水平，把握主流思想与艺术动态，用以指导自己的收视活动，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意见领袖等。

总而言之，《人民日报》的电视剧批评建构了一种以主流思想和文化为载体的包含各类批评参与者的利益共同体。

三、批评观念：主流规范的阐发

《人民日报》话语权威与批评关系的建构，最终的指向和基础是共同的思想、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构。这也是批评作为意义协商活动的最终目标。《人民日报》的电视剧批评作为意义的协调与管理活动，其主要与首要目标不是在于电视剧理论体系的建构或是专业探求，而是在于意义主导权的掌握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主流规范的确立与维护。

意义主导权的掌握方式包括：一方面是按照主流文化和思想的规范和观念直接阐述电视剧的意义，以此指导观众和引导生产，另一方面是通过不断的言说活动，确立、宣传、维护和更新代表主流文化的电视剧的各种规范，让主流规范成为人们收看和批评电视剧的原则、框架和标准。由此，导致《人民日报》电视剧批评主题的不断重复，相同的主题在批评的舞台上循环出场。这些主题重复出场，不断陈述着代表主流文化的电视剧的批评和解读规范，显示着《人民日报》电视剧批评话语建设的成绩。这种成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剧批评规范的确立与维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剧批评规范，表现为一群有层次的话语陈述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剧批评规范是一个宏大的原则，下面可以区分出两个次级并存而且结合在一起的规范：一是电视剧必须依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评析，二是电视剧必须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再往下一层，可以发现下面一些主要的原则与规范：

1.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2.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3.坚持正确的文艺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必须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4.必须深入生活，真实反映生活，揭示生活和社会关系本质，表现和讴歌时代精神。

5.强化精品意识，坚持电视剧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6.以马列主义文论为指导，坚持历史的观点和美学的观点的统一。

7.必须反映、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优秀传统，保持民族特色，使电视剧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8.博采众长、洋为中用，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丰富和推动民族电视剧的发展。

我们的列举是不完备的。在每个规范下面可能还会存在一些更具体的规范。我们不只是要探讨建立了什么样的规范，而且还要探讨这些规范是如何建立的。在《人民日报》的电视剧批评中，规范的确立与维护有赖于以下方式：

以不同的方式，直接宣示代表主流文化的电视剧的批评规范。或在文章的标题中直接表明，如《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讴歌新时代，山西文艺创作空前繁荣》（王艾生，1995年6月22日）。或是刊发理论文章，进行理论宣传，对相关的原则和规范进行理论阐述和说明，如《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电视文艺》（仲呈祥，1997年11月13日）。或是结合具体的作品和现象进行评述，展现抽象的规范，使其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如《追求有艺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艺术的统一——部分电视剧创作概观》（仲呈祥，2000年4月22日）。或是将主流规范与新剧作、新的情况结合，扩展主流规范的意义乃至边界，使原本难以纳入主流规范的剧作和现象纳入进去，进行的必要的与时俱进的阐述，保持主流规范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或是通过对符合和坚持主流规范的剧作和相关现象的肯定和赞扬，不断呈现、确认和强化主流规范。或是对不符合主流规范的电视剧进行否定性评价，在否定性评价中，指出其违规之处和危害，并通过肯定性判断阐述正确规范。

就这样，通过多种话语策略，在批评参与方共同的努力下，《人民日报》建构和阐发了主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电视剧批评规范。这可以说是《人民日报》电视剧批评话语建设最重要的实绩。这些批评规范的建立，和《人民日报》的批评话语本身的文本特质，包括其话语风格、主题结构和批评图式的示范和教育作用也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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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的现实与格局

媒介批评三题

胡智锋 周建新[1]

摘要 十几年来，中国内地的媒介批评对中国媒介自身发展、相关学术研究以及整个社会文化的引领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也同时存在不少问题，如呈现出“无语”、“无理”、“无力”的状态。未来的媒介批评研究若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应当加强“中外结合”、“内外结合”、“事理结合”。

1996年初，《现代传播》——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编辑部承办了中国内地首次媒介理论批评研讨会，共刊登发表了6篇文章，介绍了媒介批评的起源、定义、特性、职责、理念、方法等。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关注着中国媒介批评的发展，我们注意到：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内地的媒介批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对中国媒介自身发展、相关学术研究以及整个社会文化的引领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媒介批评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呈现出“无语”、“无理”、“无力”的状态；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未来的媒介批评研究应当加强“中外结合”、“内外结合”、“事理结合”。

今天，两岸三地的新闻传播界同仁首次聚集于此，对媒介批评展开研讨，这将为十几年来中国媒介批评的发展做出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也将为中国媒介批评接下来的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今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电视发展50周年，这又为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增加了十分重要的意义，必将在中国媒介批评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媒介批评的意义

媒介批评与大众媒介的发生发展相伴相随，以美国为例，媒介批评往往是在大众媒介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负面问题时，担当着矫正、监督、制衡的角色、职能。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新闻界流行着煽情主义、商业主义等不正之风，各大报纸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争相报道黄色、暴力、毒品、犯罪、灾难等负面信息，引起政府、研究者、读者的强烈不满，因此，美国新闻界开始反省，展开新闻自律大讨论，在这种背景下媒介批评应运而生。至今为止，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其媒介批评研究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但在中国内地，媒介研究也只有十几年。尽管如此，中国内地的媒介批评研究还是对媒介自身发展、媒介学术研究的拓展以及社会文化的引领做出了积极贡献。

1.现实意义——促进媒介生产自觉自律。如同艺术生产、文学生产一样，完整的媒介生产应该包括品评、鉴赏、批评环节，媒介批评就是对媒介产品以及媒介产品引起的媒介现象、营造的媒介文化给予价值判断，因此只要媒介存在，媒介批评就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它就如同媒介的一面“反光镜”，时刻给媒介发展以警醒。20世纪90年代中期，媒介批评研究传入中国，当时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都处于转型期，大众传媒尽管处在快速发展时期，但同样面临着转型，媒介市场化、产业化趋势不可阻挡，由此带来了诸多问题：第一，媒体工作者尤其是一些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滑坡，出现滥用监督权、侵犯隐私权、“有偿新闻”等现象；第二，媒介产品的质量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一些粗制滥造的低劣产品不仅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更是带来了精神污染；第三，泛娱乐化、低俗化带来不健康的媒介文化；第四，传统的媒介管理体制不断受到置疑。这些现象的背后我们都能听到媒介批评的声音，例如对唯收视率、唯收听率、唯发行量的媒介评价标准的批判，对媒介工作者职业道德的拷问，对媒介伦理、媒介素养、媒介法规、媒介公信力、媒介美誉度的呼吁，对传媒体制种种弊端的质问，等等。及时指出了媒介发展中的不良现象，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这些不良势头的蔓延，基本回答了媒介发展中面临的困惑和迷茫，为净化整个媒介的生态环境，促进媒介生产朝着健康方向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学术意义——促进媒介研究全面深入。媒介批评研究自从由西方引入中国之后，便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迅速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一些学术期刊开辟了媒介批评研究专栏，甚至出现了专门研究媒介批评的杂志，还有一些重量级的科研项目获准立项，于是大量研究媒介批评的报告、论文、编著、译著和专著出现。在这种基础之上，媒介批评的研究在广度上不断拓展，在深度上不断深入，媒介批评的研究也愈发成熟。然而媒介批评的意义不仅在于一个研究领域的开掘和深化，更重要的是随着媒介批评的研究的深入，大众媒介的理论研究也随之深入和拓展，尤其是对新闻传播学研究、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电影学以及新闻出版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媒介批评实践为媒介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和素材。媒介批评深受各种媒介重视，它们或开辟专栏、或开辟专题，甚至开辟专门频道，积极开展媒介批评实践：如人民日报社编辑部公开出版的《人民日报评报选萃》、《新闻传媒阅评》；中央电视台利用央视国际网站开设《电视批判》频道；专业性的新闻传播类网站中华传媒网、综合性主流网站新华网以及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等都有自己的传媒频道或者媒介批评专题，这些媒介批评实践活动及时、全面、集中反映了媒介的传播效果和媒介存在的问题，为媒介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为深入研究媒介发展的内在规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媒介批评在高校传媒教育中深受重视。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全国高等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编写的《新闻学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研究报告》中，“媒介批评”被列为新闻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甚至在一些高校新闻传播学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考试中，媒介批评成为一门必考科目。第三，媒介批评在媒介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高。随着媒介批评研究的深入，媒介批评不仅仅存在于新闻传播学科，广播电视艺术学、电影学都出现了专门的批评研究，如在电视批评学、电影批评学的研究上都出现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值得一提的是，媒介批评受到文化批评者的关注，有学者甚至提出，媒介批评就是文化批评在新时期的反应。第四，媒介批评对相关学科的体系建设和完善是一个补充。文学的繁荣与文艺批评是分不开的，媒介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同样离不开成熟完善的批评体系，电视批评研究、电影批评研究、网络批评研究，为各自学科体系的完善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3.社会意义——促进媒介文化民主开放。媒介批评是媒介的一种自律自省行为，同时也是受众对媒介的一种自觉自主行为。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媒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人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媒介产品营造的文化当中，人们的生活观、价值观、审美观都或多或少地在受传媒的影响。但随着受众意识的觉醒，受众不再是媒介产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参与者，甚至是干预者，媒介在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不断被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从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网络媒介，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的一种变化就是媒介的参与性越来越强，“你写我看”、“你说我听”、“你拍我看”的模式已经大大改观，取而代之的是大家都是“主角”，读者的意见、观众的意愿、网友的兴趣爱好等成为各种媒介绞尽脑汁思考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媒介产品的形式特点和内容安排，例如近年来，电视媒体一些参与意识强的节目类型，像竞猜类节目、赛事类节目、选秀类节目等受热捧就与此有关，观众的参与意识得到关注和尊重，节目的受关注程度也自然就会有所提高。而网络媒体就如同是一个开放的大秀场，没有门槛，没有限制，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参与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受众参与的满足感和自豪感。媒介不再对受众熟视无睹，受众的意见、建议、言论、价值取向、趣味、品味等都引起媒介的高度重视，媒介批评带来了媒介与受众之间的关系的根本变化，不再是独裁与被独裁的关系，而更趋向于民主。媒介产品因为观众的参与而不那么封闭，显得更加开放，所营造出来的媒介文化也显得更加和谐轻松而易于被接受。

二、当前媒介批评存在的问题

媒介批评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为中国媒介发展、相关学科的发展以及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但在成绩取得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正视目前中国内地媒介批评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有如下一些特点：

1.“无语”——专业性和时效性不足。近些年出现的一些媒介事件、媒介现象，如“超女”，遗憾的是我们的媒介批评界并没有及时地给予理论上的引导和批评，导致各种评论沸沸扬扬，社会公众不知所措，处于“失语”状态。其原因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第一，缺乏专业性，没有独立、客观、公正的立场。容易受制于商业利益的驱使，所谓“拿别人的手软，吃别人的嘴短”，媒介批评成了媒介产品的鼓噪者，或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说，或说而不真，一方面采取“捧杀”，为各种媒介产品做无原则的吹嘘和追捧，客观公正的、直言不讳的评论相对较少；另一方面是“骂杀”，即情绪化的感性的毫无根据的指责甚至是谩骂。第二，缺乏时效性，理论批评严重滞后于实践的发展，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媒介批评对媒介实践要起到理论指引作用，就要求媒介批评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对新近发生的媒介现象、媒介事件给予理论上的引导，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批评”的功效，否则全是“马后炮”，只是对媒介事件的一种总结，就失去了媒介批评的职责。

2.“无理”——科学性和人文性不足。所谓“无理”首先指的是没有学理。目前的媒介批评的对象、定义、内涵、外延、特征、功能、价值等基本命题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更不用说媒介批评的方法、模式、范式等中观问题，至于媒介批评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还尚待完善，因此媒介批评有时显得随性、随意、随便。对一些媒介现象的分析不是站在学理的立场上，而因个人的好恶、情绪好坏就大放厥词，争而不辩，争而不议，只是“争斗”，毫无建设，甚至到了不是就事论事，而是针对个人攻击、谩骂、指责的地步。其次是没有情理，即媒介批评缺乏人文性，缺少善意的、富于建设性的批评。在媒介产业化、商业化的潮流中我们急需以人为本，富于感染力，具有高品位、高品质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媒介批评。

3.“无力”——权威性和规模性不足。之所以出现媒介批评“疲软”的现象首先是因为媒介批评质量不高，缺乏权威性。我们发现很多批评一般性描述多，有见地的观点少。媒介批评重在批评，即要依据合理、合法、公正的标准，来判断媒介产品、媒介现象的意义之有无和价值的大小。因此媒介批评不是隔靴搔痒，而是要直面现实，并拿出勇气和科学依据，明辨是非，对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媒介产品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使其功能最大化；对有害于国家、有害于民族、有害于人民、有害于社会的媒介产品坚决予以反击。“无力”的第二个原因是数量上的不足，难以形成规模。这个规模一是指一定规模的媒介批评人士，二是指一定规模的媒介批评言论，由于平台的缺乏、组织的不健全等诸多因素，导致媒介批评难以形成连续性、大规模的言论，因此很难形成较大的影响力。

三、对媒介批评研究的几点建议

媒介批评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发展还欠成熟，要建立成熟的媒介批评理论体系，就需要海纳百川，从西方相对成熟完整的媒介批评体系中寻求可资借鉴之处，从其他相对成熟的批评体系中吸取经验，并紧随中国媒介发展的实际需求，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理论联系实际，努力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之路。

1.中外结合——全球化视野、本土化道路。媒介批评起源于西方，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它们在媒介批评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上都有很多宝贵的经验，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如美国的“党刊论战”、新闻评议等媒介批评实践，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报刊的批评，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评思想，欧洲批评学派的媒介批评理论，北美学院派的媒介批评思想等，这些思想家、哲学家在媒介批评理论深度和理论高度上做出了精辟的阐释，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和研究。但一味地照搬照抄、食而不化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媒介批评问题，中国的媒介批评更要符合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实际，立足中国媒介发展的实际。纯粹的西化解决不了中国媒介批评在实践和理论研究中遇见的问题，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更是对中国的媒介批评的开展毫无裨益。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体系，需要全球化的视野、本土化的道路，在与西方广泛交流的基础上，积极吸取西方成熟的经验、先进的理论，并将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2.内外结合——媒介批评与其他批评相结合。如今的媒介是大众的媒介，大众媒介自然要受到来自“大众”的批评，从西方的媒介批评中我们也可以佐证这点。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美学、文化学、艺术学到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从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结构主义，这些经典的理论和思想无不出现在媒介批评当中，成为媒介批评重要的思想工具和理论武器。与此相吻合的是，媒介批评大师不是媒介精英和专门研究媒介的研究者，而是近代的一些思想家们，如葛兰西、哈贝马斯、罗兰·巴特、布尔迪厄、麦克卢汉、阿多诺等。这一方面是因为媒介的辐射力太广，影响力太大，渗透到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因此媒介批评者可以是政府官员、媒介研究专家，也可是其他学科的研究者，还可以是普通受众；另一方面是因为媒介本身有较强的融合性，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伦理等各个方面，因此媒介批评也牵涉到各个领域的知识；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门相对年轻的研究领域或者是一门学问，媒介批评的成长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方式、模式和理论。

3.事理结合——理论批评与实践发展相结合。从美国的媒介批评发展来看，媒介批评起初是由业界发起的，是对自己实践的一种反思，后经由学界参与理论总结。媒介批评需要结合具体的媒介实践，从媒介实践中来，再回到具体的媒介实践中去。媒介批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的完善从根本上说必须来自于对媒介实践的一线观察、思考，即密切关注媒介工作人员、媒介产品、媒介现象、媒介文化、媒介生态、媒介体制，并适时给予评价，分析其是非得失、长短优劣，从而总结归纳出媒介发展的内在规律；与此同时，再将这些鲜活的理论运用到具体的媒介实践中，一来检验这些理论的科学性，二来为媒介生产朝着更加科学化、合理化的方向发展，提出有价值的思路、方法与路径。

我国“媒介批评”研究的概念语境及边界反思

刘晓程 王 赟[2]

提要 在我国，“媒介批评”研究主要有三种概念语境，一是“社会文化批评”的语境，它关注媒介的社会意义和文化蕴含，突出对媒介文化的批判和反思；二是“新闻传媒评论”的语境，它秉承传统新闻学思想，突出与媒介相关的新闻理论和业务问题的批评反思；三是“报刊批评与报刊审读”的语境，包括专门针对报业的批评和带有管控性质的“媒介审查”。文章认为，三种不同语境的细化、交织和延伸，使当前“媒介批评”研究呈现语境复杂多元的局面，并造成媒介批评学术边界日益模糊，这将不利于“媒介批评学”的健康发展。

1995年，吴迪先生在大陆率先提出“媒介批评”概念，自此，这一研究在大陆已有十几年光景。十几年来，“媒介批评”历经“呼吁—评介—整合”几个阶段，而今，已经被不少学者称为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一门“显学”。[3]

2001年，刘建明《媒介批评导论》和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相继出版，“标志着呼唤多年的媒介批评理论开始逐步确立自己的研究范畴与规范”，并“预示我国媒介批评研究进入‘预热’阶段”。[4]此后，一大批“媒介批评”研究著作诞生，并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势。诸如：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神秘面纱》（2002，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陈龙《媒介批评论》（2005，苏州大学出版社），李岩《媒介批评 立场 范畴 命题 方式》（2005，浙江大学出版社），谢静《建构权威·协商规范：美国新闻媒介批评解读》（2005，复旦大学出版社），刘建明《西方媒介批评史》（2007，福建人民出版社），雷跃捷《媒介批评》（2007，北京大学出版社），等等。

然而，综观当前“媒介批评”研究及相关实践，我们仍然很难在学理上明确其学术边界。在众多关于“媒介批评”研究的理论语境中，我们既看到“社会批判”、“文化研究”、“媒介分析”等一大堆西方社会学、传播学领域的知识概念，又看到“传媒评论”、“媒介监督”等深具我国传统新闻特色的理论话语；即使在实践领域，既有“新闻评议会”、“公评人制度”等西方新闻制度话语的介绍，也有“新闻阅评”、“报刊审读”等极具我国新闻特点的实践话语探讨。这种现象让我们看到“媒介批评”研究领域广泛的同时，也或多或少感觉到“媒介批评”研究边界的模糊，而这显然不利于媒介批评研究的健康发展。

基于此，本文从文献上梳理了我国“媒介批评”研究的大量成果，从概念语境上对我国“媒介批评”研究主要涉及的三个重要语境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媒介批评学”的学术边界问题提出了粗浅的思考。

一、“社会文化批评”语境下的“媒介批评”

在大陆，“媒介批评”概念最早由吴迪《媒介批评：特性与职责》一文提出——“顾名思义，就是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批评，是对媒介产品以及媒介自身作用的理性思考。”[5]这个定义后来被学者一再“顾名思义”地引用，造成“媒介批评”概念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批评媒介”的简单烙印。此后关于“媒介批评”概念的很多讨论，都是在“批评媒介”这个最简单的理解上提出的——笔者认为，这是造成当下“媒介批评”概念语境多元复杂的重要原因。

然而，这种理解并非那篇文章的本意。吴迪所言的“媒介批评”，更多是指“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批评”，即“大众文化批评”，它是相对“精英文化批评”（即文艺批评）而言的一种理论探索。作者明确指出：“就批评对象而言，媒介批评主要面对的是大众文化”，“广告、商业性电视剧、娱乐节目、流行歌曲、通俗文艺、消闲书刊、港台和西方类型片、时装表演等等传媒推出的大众文化产品都应该成为媒介批评的对象。”[6]由是可见，吴迪所谓的“媒介批评”，并不是简单的“批评媒介”，而是一种带有深刻理论开创意义的社会批判或文化批判，即一种“社会文化批评”的理论语境。

笔者认为，这种“社会文化批评”语境的出现，与当时学者的学术背景有关，他们大多来自文艺批评或影视批评领域，比较熟悉西方那套批判思想，对媒介现实文化也十分关注。因此，他们所谓的“媒介批评”，一开始就带有十分浓厚的“文化批判”意味。这从学界最早关于“媒介批评”的讨论文集中就可佐证。1996年，《北京广播学院学报》搞了一次“媒介批评”学报沙龙，一共组织了7篇文章，[7]虽然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但综观相关讨论的话题语境，仍能看出其浓厚的“文化意蕴”和“批判色彩”。

近年来，“社会文化批评”语境下的“媒介批评”研究日益兴盛，一方面是因为西方批判理论的广泛评介和深入研究为此一语境的媒介批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影视批评、文化研究等领域的讨论逐渐关涉媒介现实，围绕媒介现实的各种理论研究日益丰富。具体说来主要涉及如下三种语境：

一是“社会批判”的理论语境。在传播批判理论语境下，这一研究语境大多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欧洲媒介批判理论为基础，对社会批判学派的媒介（批评）思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整理，并将其运用到分析中国媒介现实的问题中去。由于此一语境本身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因而经常引来哲学、社会学等领域广大学者的研究关注。笔者认为，此一语境，将西方哲学、社会学思想中的“批判”精神引入传播学的研究上来，从而将“媒介批判”与“社会批判”粘连起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兰克福的“媒介批评”不过是“把媒介作为一个社会批判领域”[8]，实则是他们“社会批判”的一个注脚。

二是“文化批判”的理论语境。在传播批判理论视野下，这一研究语境大多以英国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研究理论为基础，对文化研究学派的媒介（批评）思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整理，并将之运用到分析中国媒介现实的问题中去。此一语境侧重人类学方式的“文化研究”，重视对当代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媒介文化”、“边缘文化”、“亚文化”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探讨不同领域中文化的权力关系及其运行机制。[9]笔者认为，此一语境无疑将前述社会批判的理论视野进一步“下放”到文化研究的视阈，媒介不再只是批判的注脚，已然成为批判的对象。

第三是“媒介分析”的理论语境。这是笔者借用美国学者阿瑟·阿萨·伯杰的概念，他把西方媒介研究方法称之为“媒介分析技巧”，主要包括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以及社会学四大媒介分析的主要方法。[10]此一语境强调“媒介分析”的理论方法，其研究涉及文学、艺术、文化等诸多领域，主要思想涵盖了“符号学”、“叙事学”、“意识形态分析”、“女性主义分析”等西方媒介分析的主要理论。此一语境的媒介批评理论也是当前国内不少媒介批评专著着重评介的内容。[11]笔者认为，这一语境的最大贡献在于，为国内相对缺乏的学术性媒介批评注入源头活水，为不少学者开展媒介批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导。

此外，在“社会文化批评”的语境下，近年来文艺文化学界也纷纷关注“媒介批评”。特别是随着新媒介技术和大众文化的日益兴盛，媒介直接影响了当下文学艺术、文化艺术等的发展，“媒介”自然成为文化批评、艺术批评、文学批评等领域的研究对象。蒋原伦在《媒介批评与当代文化》一文中就指出，媒介批评是应当代文化环境变化而生的；媒介批评的功能一是揭示某一大众文化现象的成因和路径，二是拓展“趣味”的范围，以净化文化大环境；媒介批评的任务是开辟新的批评范畴，将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或者经济学的一些范畴包括在内，以对当下文化做出应有的阐释。[12]这多少代表了文艺文化学界对“媒介批评”的理解和期望，也多少是对早期吴迪等人提出的“社会文化批评”的一种不谋而合。

二、“新闻传媒评论”语境下的“媒介批评”

“新闻传媒评论”的语境，顾名思义，是围绕“新闻传媒”展开的批评。这一语境主要由刘建明等人提出。1997年1月始，《新闻出版报》发表了“传媒评论学”系列文章。包括：刘建明《建立新闻传媒评论学》、《新闻传媒评论主体与客体》（以哲峰为笔名），林之达《传媒评论学的现实主义方法》、《新闻感受的分化和效果评价的量化》，刘卫东《传媒结构及其对社会意识的调控》，易涤非《传媒评论的历史观》，胡钰《如何评价新闻价值》，黄道宏《如何评价传媒的党性意识》，焦国标《评析新闻作品的文本理论》，等等。刘建明认为，这次讨论“拉开了媒介批评学研究的序幕”[13]。其后，刘建明等人又在《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开设“传媒评论学讲座”，包括：刘建明《建立传媒评论学》、《传媒评论的主体》，展江《传媒评论的范围和任务》，林之达《传媒批评的现实主义方法》（上、下），胡钰《新闻作品的评析》（上、中、下）等12讲内容。[14]这次讲座与前次讨论语境一脉相承，基本搭建了后来刘建明等人“媒介批评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回顾这两次“新闻传媒评论”语境的讨论，其参与讨论者基本都来自传统的新闻学界或业界，他们的研究取向比较偏重新闻专业理论或业务实践，其讨论话题完全围绕“如何从新闻学角度批评传媒”展开，包括评价传媒的主体、客体、方法、意识、原则等等。显然，这些讨论开创了“媒介批评”研究的一个新视阈，即新闻专业取向的“媒介批评”，这就是后来刘建明等人倡导的“媒介批评学”。

在“新闻传媒评论”语境下，当前“媒介批评”研究开始大量关注媒介现实问题，包括对媒体机构的观察与批评（如对央视的批评），对各种传媒现象的批判（如对新闻炒作现象的批评），对新闻记者的监督（如对名记者或具体采写行为的批评），对栏目作品的评析（如对某个新闻栏目或某则新闻作品的评价分析）等等。其理论语境涉及“新闻定义”、“新闻价值”、“新闻伦理”、“职业道德”、“媒介责任”、“业务规范”、“宣传价值”、“专业主义”等各种传统新闻专业的理论话语。目前，不少新闻专业期刊设立的“媒介批评”专栏，其中发表的不少文章都属于此类语境问题的探讨。

与之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关注“媒介批评”制度与实践机制的问题。一些学者积极评析西方媒介批评实践的制度、机制及具体做法，将港台及西方社会具有代表性的“新闻评议会”、“媒介公评人”、“媒介自律机制”，以及媒介管理法规等，统统纳入“媒介批评机制研究”的视野，并进行了大量深入翔实的探讨。[15]这些讨论对我国媒介批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有学者将媒介批评机制研究纳入媒介素养教育机制研究的语境中，将媒介批评问题纳入“媒介素养”及“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视野，[16]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媒介批评研究的理论视阈和实践视阈。

三、“报刊批评与报刊审读”语境下的“媒介批评”

在我国，“报刊批评”及“报刊批评学”概念提出得也比较早，1999年，张羽等人在《报刊之友》（现《今传媒》）上发表了一组文章，讨论“报刊批评”以及“报刊批评学”。他们的思路是：图书有书评，文学艺术有文学批评，那么，报纸期刊也该有报刊批评。[17]这组文章包括：张羽《加强对报刊的批评与监督》、《报刊批评学浅说》、《试论报刊批评的性质和作用》、《报刊批评方法》，若文、张弓长《报刊批评与舆论环境》，孙月琴、军文《报刊批评与批评主体》等等。

然而，“报刊批评”这个概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报刊审读”，所以从一开始，“报刊批评”就和“报刊审读”粘连在一起——尽管“报刊批评”概念的提出者极力强调他们与“报刊审读”的不同。同样在《报刊之友》上，有学者发表文章讨论“报刊审读”与“报刊批评”的关系。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闻仲“五谈审读与报刊批评”，包括《报刊批评的有效实现形式》、《全面领会报刊批评的内涵》、《正确把握报刊批评的标准》、《让批评走进大众》、《谁来监督监督者》等5篇文章。作者援引刘建明、王君超等人的观点佐证自己，认为“报刊审读是报刊批评（媒介批评）的重要形式”[18]，从而将报刊批评与报刊审读直接联系起来。

直到今日，《报刊之友》（现《今传媒》）上仍有不少学者，包括一些媒介管理者以及各地新闻审读工作者，撰文强调报刊审读之于媒介批评的重要性，并借助所谓“媒介批评学”的相关理论概念，丰富、建构自己的理论语境。“媒介批评与审读探索”也是该杂志的一个著名专栏，并成为当下“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重要平台。特别是最近几年，结合“报刊批评与报刊审读”的语境，不少研究者着力将“报刊审读”与“媒介批评”在理论与实践上进一步勾连，有人甚至还提出建立以“新闻阅评”为主的“中国式媒介批评制度”的主张。[19]但是，此一语境一直饱受媒介批评理论研究者的争议，早在几年前就有学者曾专门撰文认为“新闻阅评”不能等同于“媒介批评”，[20]但此种观点也同样饱受争议。[21]

四、结语：关于“媒介批评学”研究的思考

综上所述，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媒介批评”概念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三种非常不同的研究语境，但是，随着后续研究的逐步深入，各种不同语境又进一步细化、延伸、交织，出现了较为复杂多元的理论语境，由此造成“媒介批评”学术边界的日益扩大和模糊。笔者认为，这种现状并不利于作为一门学问的“媒介批评学”的健康发展。

首先，“媒介批评学”既然已经成为不少学者认可的“显学”，那么就有必要明确界定这门显学的学术边界，而不能简单化为“批评媒介”的一门学问，如果那样，势必造成学术探讨上的模糊或可能存在的争议。笔者认为，既然我国“媒介批评”研究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三种非常不同的讨论语境，那么，能否从理论上对上述三种语境进行整合或分解，框定或分别框定一种相对可以对话的理论语境，从而为所谓的“媒介批评学”奠定基本的理论框架，使其真正有别于其他相近的学问，能够获得更多界内和界外人士的认可和真正对话的空间。

其次，当下“媒介批评”研究的跨域十分广泛，这种多语境、多领域的研究很容易造成学术讨论上的概念或关系混淆，特别是上述三种语境的媒介批评概念如何在同一场域下协商、讨论就是个非常现实的矛盾，笔者曾参与过两次较有影响的媒介批评学术讨论，都多少存在这样的问题。除此之外，“媒介批评”与“媒介研究”的区别、“媒介批评理论”与“传播批判理论”的区别、“新闻媒介批评”与“新闻业务时评”的区别、“报刊批评”与“新闻审查”的区别、媒介批评理论研究与媒介批评实践研究之间的对接等等，都值得理论研究者尽早做出厘定，这也是框定“媒介批评学”学术边界的起码要求。

最后，就当前的媒介批评理论研究而言，每一位研究者应该明晰自己的话语边界，就其在概念上，应该形成自己对媒介批评概念语境的主体性认同，对自己处于哪个语境视野下的“媒介批评”应十分明确。学术研究或理论商榷最起码应该在一个可以对话的语境下展开，即使是同一语境下的学术讨论，也应明确自己究竟是在哪个层面上，否则会有“风马牛不相及”或“左右拳头互搏”之嫌，这样将不利于学术讨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而且也明显不利于整个“媒介批评学”的健康发展。

当代中国大陆媒介批评格局初探

高永亮[22]

摘要 当代中国大陆大致形成了学术批评、法治批评、行业批评和民间批评等四种不同类型批评并存的媒介批评格局。重在阐明学理的学术批评在整个媒介批评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关法律不十分健全、公权力被滥用、恶意诉讼等因素使得在中国大陆处于起步阶段的法治批评引发颇多争议。行业批评标准模糊，真正意义上的行业批评还有待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民间批评不乏真知灼见，但有些批评完全从个人或群体的情感、好恶、利益出发，对改进媒介实践的意义不大。

媒介批评是特定的主体（政党、政府、社会团体、个人等）按照一定的标准（政治标准、法律标准、道德标准、专业标准、学术标准等）、运用一定的方法（思辨的方法、实证的方法等）、通过一定的形式（口头表达、媒介言论、学术论文等）对大众传播媒介系统（包括媒介活动、媒介产品、媒介从业人员、媒介现象、媒介文化等）及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鉴别和价值判断。按照批评主体不同，媒介批评大致可以分为学术批评、法治批评、行业批评和民间批评等不同类型。在当代中国这几种主要的媒介批评类型并存，但各种类型的性质、特点、功能、效果不尽相同。

一、阐明学理的学术批评

学术批评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新闻传播学及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研究人员以学术理论为基础，采用思辨、实证等科学方法，以科研报告、学术论文、教材专著、媒介言论等形式开展的媒介批评。这类批评的标准是新闻学、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文学、史学、哲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定义、范畴和理论，批评的方法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如思辨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田野调查法、民族志研究法等，批评的宗旨是进一步从学理上阐明媒介规律，以便更好地指导媒介实践。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高等教育日趋繁荣，学术环境更加宽松和开放，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批评日趋繁荣。每年出版的专著、教材，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科研报告可谓汗牛充栋，难以计数。学术批评在积累研究成果，探寻理论真谛，阐明媒介学理，推动媒介实践方面的重要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当代中国大陆的学术批评大致呈现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借鉴与运用使学术批评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学理性进一步增强。在过去较长一个时期，中国大陆的学术批评存在着视野狭窄、方法单一、学理薄弱等问题。近年来，与新闻传播学相关的学科如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被不断借鉴和吸收到学术批评中，丰富了学术批评的理论资源，提高了学术批评的质量和水准。如运用符号学、叙事学、话语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大众文化理论等对影视作品的批评和解读，拓宽了学术批评的视阈，丰富了学术批评的内涵，增强了学术批评的学理性。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实证等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学术批评的科学性、规范性进一步增强。如喻国明等进行了中国大陆首次传媒公信力全国性调查，通过数据筛选、因子分析等方法建构了包含6个维度、23个题项的中国大陆媒介公信力判断维度量表。[23]这样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过去单纯思辨分析可能带来的先入为主、证据不足、用想象代替现实等弊端。

其次，不断丰富的批评形式和批评手段是学术批评日益繁荣的表征。黄新生教授认为，学术批评“主要是由学院派学者撰写的，或发表于学术期刊，或以教科书形式出现”[24]。学术批评的主体是“学院派学者”，主要形式是学术论文、研究报告、教材专著等，但除此之外，中国大陆还存在其他一些学术批评手段和形式，主要有（1）利用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介发表批评意见。（2）在报刊、杂志等媒体开辟专门的位置或栏目开展媒介批评。如中国人民大学陈力丹教授在《新闻与写作》杂志主持开设“力丹新闻诊所”栏目，针对新闻报道中出现的一般知识性错误、新闻专业常识错误、职业道德问题以及遣词造句、语法语义等方面的问题开展批评和讨论。（3）创办专门的媒介批评刊物、网站等。如北京师范大学媒体策划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办、蒋原伦等主编的《媒介批评》[25]，开设“核心话题”、“偶像评论”、“新媒介”、“当代影像”、“媒体人”等栏目，对媒介产品、媒介现象、媒介文化以及媒介与社会的关系等开展批评和讨论，并设有“西洋经”栏目译介国外媒介批评相关理论。再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人民网签约共建的国内第一个综合性的媒介批评专业网站——媒介批评网（www.mediawatch.cn）于2007年3月30日正式开通。网站设有批评动态、批评理论、批评课程、传媒观察、媒介与法等栏目，并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内地高校以及美国、英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知名高校实现媒介批评学术资源共享。

再次，越发受到业界重视的学术批评在推动媒介改进实践中的直接指导意义日益凸显。学术批评的宗旨是阐明媒介学理、发现媒介规律、推动媒介实践改进。近年来，学术批评的重要意义越来越为媒介所了解，学术批评的意见越来越多地为媒介所听取、采用和借鉴。学界与业界各自为政、自说自话、各行其道、我行我素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改观。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频率《中国之声》进行改版时，邀请了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参与讨论改版方案的必要性、创新性和可行性。中央电视台、人民网等媒介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担任学术顾问，随时听取专家学者对媒介实践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人民日报》与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针对报纸评论、版面等报刊实践中的问题联合开展学术研究，为进一步改进报纸实践提供学术参考和学理依据。学术批评的意见和建议在推动媒介实践改进过程中的指导、参考和借鉴作用发挥得越来越明显，这为学术批评宗旨的实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步履艰难的法治批评

法治批评指媒介活动侵犯他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合法权益时，被侵权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通过法律诉讼的形式开展的媒介批评。这种批评的主体有两类，一类是初级主体，即主观上认为被侵犯合法权益的自然人和法人。初级主体根据自己对媒介活动的判断，提出自己认为被侵权的主张，提供一定的证据，然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至于媒介是否构成侵权，如果构成侵权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要通过庭审由法院做出最后裁决。因此，法治批评的终极主体是法院。法治批评依据的标准是现行宪法和法律法规，主要手段是诉讼、庭审、判决等严格的法律程序。法治批评的宗旨是用法律审视、评价和规范媒介活动，使媒介与其他社会子系统共同在法治的轨道上良性运行及互动，最终更好地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可能引发侵权的媒介活动主要有采访中记者的行为侵权和媒介内容侵权。前者如记者私闯民宅、非法持有或获取国家秘密、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等。后者如报刊、图书、影视剧等媒介产品内容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等。近年的法治批评实践中，新闻报道侵权引发的诉讼（俗称新闻官司）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最为典型。在中国大陆，新闻官司较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新闻官司始于1985年，即上海一家业务公司经理诉《民主与法制》杂志发表的通讯《二十年“疯女”之谜》涉嫌诽谤。[26]当时还没有《民法通则》，原告根据《刑法》以涉嫌诽谤罪提起刑事自诉。之后几年，新闻官司在全国逐渐增多。1989年初，有报道说自1987年《民法通则》生效以来，全国已发生新闻官司约300件。[27]于是，有媒体称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告记者热”。此后20多年，新闻官司进一步增多。应当说，新闻官司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法律法规不断健全和完善、公民法律意识逐渐提高、整个社会民主法治进程逐步加快。这为法治批评的有效开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但值得一提的是，当下中国的法治批评依然面临一些社会的和制度的困境。

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够健全和完善，有时使得媒介、媒介从业者在法治批评中天然处于被动、不利和弱势地位。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1993）指出，因新闻报道或其他作品发生的名誉权纠纷，应根据原告的起诉确定被告。只诉作者的，列作者为被告；只诉新闻出版单位的，列新闻出版单位为被告；对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都提起诉讼的，将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均列为被告，但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告。根据这条解答，在名誉权案件中原告有权决定谁成为被告或者说有权决定告谁，即告媒介从业者个人还是告媒介。2006年“富士康事件”[28]中，富士康集团只把两位记者列为被告，并提出3000万元的索赔金额，而且在诉讼过程中两名记者的个人财产（包括股权、房产、汽车、存款等）全部被冻结、查封。两名记者生活陷入困顿，精神沮丧不安，情绪异常低落。记者的职务行为面临名誉权诉讼时，无论如何不应由记者个人承担全部责任。本案中，同原告相比，记者个人在时间、精力和财力上明显处于弱势。原告确定被告的原则为诉讼中原告利用法律诉讼打压记者个人提供了可能。虽然本案最终双方和解，原告撤诉，但诉讼过程给记者个人造成的精神伤害是无法弥补的。记者的工作热情，敢于揭露事实真相的勇气和信心无疑受到严重的挫伤和打击。正如贺卫方教授所说，本案“是一种震慑、淫威，会使其他媒体产生一种寒蝉效应，不利于正常的舆论监督”[29]。

当公民或法人认为媒介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时有权提起诉讼。新闻侵权诉讼实践中，作为被告的媒介或作者有些确实有因故意或过失而导致的侵权行为，但也有一些新闻侵权诉讼属于恶意诉讼。所谓恶意诉讼，是指“当事人虚构法律关系或主要法律事实向法院提起诉讼，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给相对人造成财产及精神方面损害的诉讼”[30]，即人们常说的“无理乱告状”、“恶人先告状”。历时3年的“吴敢诉袁成兰侵害名誉权案”[31]可以被看做一个比较典型的恶意诉讼。1994年，时任徐州文化局局长的吴敢在一次全国性的戏剧评奖活动中，采取请客送礼等手法拉拢评审委员进行舞弊，使徐州的一位女演员获得了大奖。事发后，有关评委受到处分，而吴敢本人却安然无事。徐州女作家袁成兰写文章指责吴敢“钻窟窿打洞，弄到数十万元巨款，完成因公行贿”，披露此事。吴敢以侵犯其名誉权提起诉讼，法院两审均判袁成兰败诉。后经申诉，江苏省高级法院认为袁文不构成侵权，撤销原判，驳回吴敢的诉讼请求。本案中，吴敢的舞弊行为已经败露，一些当事人也已经受到了处分。事实已经清楚的情况下袁成兰写文章指责吴敢反遭诉讼，这很明显是出于打击报复的恶意诉讼，其目的就是要造成被诉人精神痛苦或财产损失。事实上，本案中这样的目的达到了。正如袁成兰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说，“我为了一篇933字的杂文，打了1154天的官司，受了27 796小时的煎熬，今天赢了官司，只能算是惨胜”。恶意诉讼对媒介和作者的打击可见一斑。

除了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以及恶意诉讼之外，法治批评实践中的另一个困境是，公权力尤其是司法权力和执法权力的滥用有时使法治批评畸变为披着合法外衣的“非法”批评。这种“非法”批评通常由有执法者身份的人参与，持有所谓的法律手续，以执法的名义对媒介和作者采取包括查封、拘传、限制人身自由等所谓的法律手段，然而实际上这所有的做法都是缺乏法律依据的。这种“非法”批评实质上是权力拥有者滥用公权力报复作者、打压媒体、钳制舆论的典型表现。2008年的“西丰事件”[32]中，县委书记因对报道不满竟然动用当地政法机关派刑警持所谓的“诽谤罪”立案证明和拘传证千里迢迢到北京拘传记者。公民或法人认为新闻报道侵害了自身名誉权或其他权利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涉及“诽谤罪”这样的刑事犯罪可以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这一类的纠纷应该由法院来调查，通过诉讼解决。西丰县公安局对文章作者“进行刑事诽谤犯罪立案的做法是根本错误的，违法的，骇人听闻的”[33]。滥用公权力以法律的名义对媒介进行“非法”批评是对媒介生命力的窒息和对舆论监督的戕害。

三、尚待健全的行业批评

行业批评是媒介行业内部开展的针对自身的批评。包括单个媒介内部的自我批评、媒介之间的相互批评以及媒介行业组织的行业批评等。行业批评的标准主要是媒介专业标准，如真实、客观、公正等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同时也兼顾政治、法律、道德等标准。行业批评是媒介行业的一种自律形式，是媒介行业内部基于一种专业自觉而形成的共识，其宗旨是媒介结合自身实践从专业角度发现媒介实践的经验和不足，以便扬长避短，更好地推动媒介实践。

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时期，新华社、《解放日报》、《晋绥日报》等媒介就开始进行较大规模的自我批评。这可以视为当代中国大陆行业批评的发端。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1954年，《人民日报》率先垂范，开办《报纸工作述评》、《报纸巡礼》等媒介批评专栏，对全国各地的报纸行为、现象和新闻作品进行批评。[34]改革开放以后，媒介自身、媒介之间的批评越来越多。一些报纸（如《新京报》）借鉴西方报业做法，在报纸上辟出专门位置用以“更正”、“致歉”。另外，目前全国各地基本上都建立了新闻行业组织。如中央级的有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中国报业协会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基本上都有新闻工作者协会，有的还有广播电视协会。这些行业组织通过交流学习、组织研讨、出版刊物等形式对媒介实践进行批评，成为中国大陆行业批评的一支重要力量。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陆行业批评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推动和改进媒介实践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应当看到，当前中国大陆行业批评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尚需进一步建立和健全。

首先，单个媒介自我批评（尤其是否定性的自我批评）没有真正规范化、制度化。“家丑不可外扬”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在这种思维影响下，媒介实践出现失误或错误时很难见到媒介的自我批评。甚至看起来相对容易做到的“更正”、“致歉”机制都没有在媒体中普及。另一方面，在中国大陆现行的媒介管理体制下，有些媒介领导者认为自我批评会影响个人的政治前途以及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声誉，所以媒介自我批评（尤其是否定性的自我批评）目前很难真正规范化和制度化。

其次，媒介之间特殊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为媒介之间相互批评的开展设置了障碍。当代中国大陆实行党管媒体、政府所有的媒介管理体制，不同地区的媒介之间，同一地区内部各个媒介之间总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坚持党性原则，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通过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在长远目标和根本利益基本一致的基础上各媒体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合作关系。另外，随着经济转轨，中国大陆对媒介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各媒介又是市场竞争中独立的主体，要实现各自的具体目标，如办好媒介、吸引受众、实现各自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不同地区媒介之间，同一地区不同媒介之间又存在着为实现各自目标而进行的相互竞争。合作的关系决定了媒介之间不大可能进行否定性的相互批评，竞争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互之间的肯定性批评。

再次，行业组织的批评标准模糊、权威性不高、效力有限。一般而言，行业组织的批评应当主要依据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目前，中国大陆的媒介行业组织基本上是由各个媒介以会员形式参与，行业组织负责人大部分来自媒介，有的甚至在媒介和行业组织同时任职。行业组织的经费主要来自各媒介缴纳的会费、国家资助、行业协会兴办的企事业收入以及海外捐赠等。媒介行业组织在人员、机构、经费等方面与媒介及各级党委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决定了行业组织的宗旨与媒介以及党委和政府的根本宗旨基本一致[35]，因此行业组织开展媒介批评时所使用的标准中既有专业标准也有政治标准，并且二者的界限有时比较模糊，甚至有些偏重政治标准[36]。另外，从实践中看，与西方的行业组织不同，中国媒介行业组织是各媒介自发组成的相对松散的团体，因此开展批评有时权威性不高、约束力不强、效果不够明显。如中央、地方各级行业组织都对媒介“四大公害”（虚假报道、有偿新闻、低俗之风、不良广告）进行过相关讨论并出台一些“准则”、“意见”、“规范”等，但由于缺乏强制力的保证加上媒介自律水准参差不齐，媒介“四大公害”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行业组织的批评有时很难直接产生明显的效果。

四、“众生喧哗”的民间批评

民间批评是社会公众或民间团体自发或有组织地开展的媒介批评。雷跃捷教授称之为“来自社会的自发的，或有组织的批评”，并指出这种批评的主要形式有：（1）读者、听众、观众来信，对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网络提出表扬、批评或建议。（2）受众热线电话参与。（3）设置批评网站，通过BBS、QQ网络聊天等互联网络进行实时的媒介批评。（4）在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5）到广播、电视台或互联网站直接参与节目，发表言论。（6）组织开展听音会、读报会，组织开展评议会。（7）民间组织的评奖活动。如电影节的“百花奖”、电视界的“金鹰奖”等。[37]这种批评的主体是作为个人和群体的社会公众、社会团体，批评的标准是个人及团体的情感、兴趣、利益、目标等，批评的目的是个人及团体的情感、兴趣、利益、目标等诉求在媒介实践中得以体现。

作为公众舆论的一部分，民间批评对媒介实践的借鉴和推动作用不可忽视。媒介内容关乎社会公众，媒介直接面对的对象是社会公众，媒介最终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社会公众。来自民间的批评是对媒介系统自身运行情况及媒介与社会其他子系统互动情况最直接的反应和评价。这种反应和评价对改进和推动媒介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近年中央倡导的“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新闻宣传工作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等新闻宣传指导思想和报道方式的改革与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借鉴了民间的意见。另外，近年来中国大陆媒介越发重视受众调查，通过调查了解民间对媒介实践的意见和建议，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适当调整媒介行为，改进媒介实践，以更好地实现媒介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民间批评立场不一、观点多样、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理性看待民间批评显得十分必要。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政治立场、宗教信仰、社会经济地位等社会学意义上的区别，决定了人们不同的兴趣、爱好、情感、利益和需求，基于此开展的媒介批评必然是一派“众生喧哗”的景象。毫无疑问，民间批评中不乏理性、客观、充满智慧和富有建设意义的观点、意见和建议。如有些观众对历史题材影视剧中知识性错误的纠正，一些网友对易中天、赵忠祥等名人所写诗词的格律问题进行的探讨等。同时，民间批评中也混杂着一些非理性的情绪发泄、人格侮辱、人身攻击甚至反动、淫秽、色情等违反宪法和法律法规以及社会公德的内容。如近来互联网上对中央电视台某个主持人的个人攻击，个别人在BBS或博客中揭露名人隐私、上传明星的暴露照片等。因此，对民间批评应当采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仔细甄别、冷静分析、客观判断、理性对待。

五、结论

学术批评、法治批评、行业批评和民间批评等四种主要类型的批评并存是当代中国大陆媒介批评的基本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以及各种批评类型的特点、功能、作用的发挥与中国大陆基本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媒介管理体制密不可分。四种批评类型的特点、功能和作用不尽相同，各种类型的批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四种批评有时可能会有所交叉，但不可相互替代。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发展，各种类型的批评将不断完善，在整个媒介批评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和分量以及发挥的作用和效力将有所变化。

媒介批评实践中的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影像——基于对上海《新闻记者》杂志2006—2008年“媒介批评”专栏的考察

李滨 钟沈军[38]

摘要 以上海《新闻记者》杂志2006年1月至2008年10月“媒介批评”专栏中所有文章作为分析样本，考察了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在《新闻记者》媒介批评实践中的“影像”，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媒介批评的特点。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传媒业受商业化的侵蚀而产生的负面效应日趋严重。随着西方媒介批评理论的引进，媒介批评逐渐成为我国新闻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媒介批评观念逐渐获得新闻界广泛认可的背景下，在对媒介批评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部分新闻学刊物和学术专业网站等尝试开办“媒介批评”栏目，开展较为专业的媒介批评实践。就新闻学杂志而言，《新闻界》杂志在2004年开辟了媒介批评专栏；较早开辟“报刊批评学”栏目的《报刊之友》在2005年改名为《今传媒》后仍然不定期设立有媒介批评栏目；2005年7月，更有一本定位于“对各类大众媒介进行研究和批评的学术性期刊”的《媒介批评》刊物面世；在《新闻战线》、《中国记者》等杂志上也常能见到开展媒介批评实践的文章。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被大量引介到中国。经过20多年的研究、沉淀，我国新闻学界和业界逐渐消化、吸收了其中许多观点和方法，并自觉不自觉地将之运用到新闻传播的研究和实践之中。[39]当前方兴未艾的媒介批评也自然体现了这一点。但是，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当前的媒介批评？这种影响在不同媒介批评者群体中有无差别？我国的媒介批评实践引用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材料主要用以论证、说明哪些问题？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深入认识我国当前媒介批评的学术品质和基本风格显然不无积极意义。而选择我国当前较有代表性的媒介批评样本，对这些样本中明确引用以作为论据或判断标准的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进行归纳分析，即探讨近年来我国媒介批评中的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影像”，无疑能够为探索和回答以上问题提供一个较为简便的切入点。

本文选取上海《新闻记者》杂志2006年1月至2008年10月“媒介批评”专栏中所有文章作为分析样本。《新闻记者》杂志自2002年开始正式设立“媒介批评”专栏，是我国少有的连续、持久关注媒介批评的新闻传播类专业杂志。事实上，该刊早在1999年就开设了“切磋堂”专栏，致力于媒介批评；在该刊的其他栏目如《争鸣空间》、《正方反方》、《一月漫笔》等中也有许多批评性文章。该刊长期被列为“全国新闻核心期刊”和“CSSCI收录期刊”，在我国新闻业务研究领域享有较高声誉。应该说，《新闻记者》“媒介批评”专栏的文章在总体上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性的，能够反映我国媒介批评实践的专业水平。当然笔者并未打算以一家杂志的文章去代表我国媒介批评的所有风貌。本文在此只是尝试做一实验性解剖，希望能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一些启发。

二、2006年1月至2008年10月《新闻记者》“媒介批评”专栏引用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的基本情况 1.引用频率。2006年1月至2008年10月，《新闻记者》共出刊34期，有29期设立“媒介批评”专栏（2007年第10期、2008年第2、3、4、6期未设专栏），发表媒介批评专栏文章100篇（2008年第10期刊发了谢静的《拯救的期待与想象》为媒介批评理论文章，未统计在列）。

据表1的统计显示，该刊“媒介批评”专栏较为频密地引用了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鉴于这些观点和案例在文章中往往充当着论据或判断标准的作用，说明该栏目的媒介批评实践受到了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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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媒介批评”专栏文章对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的引用次数

2.不同身份作者的引用情况。《新闻记者》“媒介批评”专栏的作者主要有三类：传媒研究或教育者、传媒从业者和社会公众。还有少数文章杂志未标明身份。[40]其中，传媒研究、教育者在“媒介批评”专栏作者群中占据了绝大多数。2006年1月至2008年10月，传媒研究、教育者共发表文章65篇，对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的引用比率也最高，文章数目与引用次数的比率为1∶1.74；传媒从业者发表文章21篇，文章数目与引用次数的比率为1∶0.38；社会公众发表文章6篇，未见有直接引用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的情况；身份未注明的作者发表文章8篇，文章数目与引用次数的比率为1∶0.25（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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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身份作者对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的引用情况

3.引用观点、案例的使用分布。从此次考察的样本看，《新闻记者》“媒介批评”的专栏文章引用西方观点、案例在内容上涉及范围较为广泛，涵盖了西方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及实践、新闻专业理念、传播学基础理论和传媒批判思想等。“媒介批评”专栏的作者在引用西方新闻学、传播学材料时，主要用以论证或说明以下问题：改进新闻教育；新闻娱乐化现象批判；承担传媒责任；维护新闻真实；新闻事件（包括犯罪、自杀、死亡、灾难和诉讼等）报道中的业务和道德问题；强调人文关怀；广告批判及其道德探讨；其他传媒文化批评。其中，在关于新闻事件报道中的业务和道德问题方面引用最多，观点和案例引用次数总计达74次，其后依次是新闻真实问题、新闻娱乐化现象批判等（见表3）。

[image: ]

表3 引用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的使用分布

三、总结和分析

1.《新闻记者》的媒介批评实践较为广泛深刻地融入了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视野，大量媒介批评文章在观点论证和批评标准等方面使用了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长期以来，我国对新闻传媒的批评往往是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实施的，这就使批评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例如当下“最为主流的媒介批评”[41]样式——新闻阅评，主要就是从管理媒介的实际需要出发而开展的阅读与评论，其官方政治色彩十分明显。显然，在媒介批评实践中适当加入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学理探讨，不仅是对主流批评的一种补充，而且对于推动媒介批评的专业化发展，并进而促进和培育我国新闻传播实践领域内的职业规范意识也是十分有益的。

2.传媒教育、研究者是《新闻记者》“媒介批评”专栏的第一大作者群体，同时他们引用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观点、案例也最为频密。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这一群体在媒介批评实践中对于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亲近和认可程度。相对来说，传媒从业者的引用频率较低。这可能与他们的关注话题、知识结构和作文习惯等有一定关系，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对西方理论的认可度就一定低。但是从样本分析来看，传媒教育、研究者们更习惯或者擅长于借用和参照西方理论来评议中国的传媒现象却是不争事实。

3.《新闻记者》“媒介批评”的专栏文章在引用西方观点、案例时，其着力点主要在于批评和矫正当下传媒业的种种失范现象。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年来我国学界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一个主要焦点则是集中在对西方传播批判学派的引介和探讨上。例如中国传媒大学雷跃捷教授就认为：“考察我国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嬗变轨迹，有两条平行发展的研究路径：一条是文学理论界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由传统的文艺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尤其是转向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研究；与此同时，另一条是新闻传播学界发生的由新闻学研究转向传播学研究，尤其是转向传播学中的批判学派研究。”[42]清华大学李彬教授也观察到，进入新世纪以来，传播批判学派作为“不同于美国经验学派的学术传统，尤其得到各方的关注，成为孕育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的一方沃土。”[43]传播批判学派内部流派众多，共同特点是“反对美国行为主义取向的量化传播研究，并企图从社会权力结构的运作，探讨媒体在宰制与抗争之间所扮演的角色。”[44]由此观之，我国近年来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批判学派的基本意旨几乎没有在“媒介批评”专栏文章的引用实际中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媒介批判理论研究和《新闻记者》媒介批评的引用、借鉴实践存在着较大距离。在此次考察中，也有部分文章引用了批判学派席勒、弗洛姆、马尔库塞和鲍德里亚等人的某些观点，但基本上用于论证或说明传媒业中的种种业务和道德等问题。这种反差体现了《新闻记者》媒介批评实践的局限性。

欲望生产与消费伦理：网络媒介批评的病象评析——以对中国男子足球的网络批评为例

马天剑[45]

摘要 当今媒介时代，网络媒介批评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但作为话语平台的网络媒介批评也存在很大的问题与隐患。本文以网络关于中国男子足球的批评为例，具体剖析了网络媒介批评的病象，分析了欲望生产、消费伦理和媒介批评生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只有建立平衡、和谐、绿色的批评生态环境，才能使网络媒介批评得到健康的、持续的发展，才能使网络媒介批评赢得尊严与尊重。

一、问题的缘起

当今时代，大众传媒极为发达，传媒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渗透进人们的生活，影响到人们的价值判断。如何看待传媒，如何规范传媒的行为，使其健康地生存与发展，都需要我们进行冷静的思考，需要有力的评判手段与分析路径，而媒介批评就是一种洞察现实的利器。所谓媒介批评，是指根据一定社会和阶级的利益与理想，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大众传播活动所做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46]媒介批评给予了我们一种观察与把握世界的方法，就像阿多诺指出的:“文化批评应成为社会的观相术。”[47]

在众多的媒介批评样态中，网络媒介批评显得格外兴旺与繁盛。网络媒介批评就是以网络为平台展开，并以网络为工具的媒介批评。它的形式很多，包括论坛/BBS、聊天室、电子邮件、贴吧、QQ、博客、播客、音频、视频等，凡是以这些媒介为工具开展的媒介批评，都可以称之为网络媒介批评。据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中国网民数量已达到3.38亿，网民规模为世界第一位。随着网民规模的逐渐扩大，互联网呈现大众化的趋势。而网络的大众化为网络媒介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群体基础，网络媒介批评的主体也变得更加多元，网络媒介批评的影响越发明显。

正是基于网络的这种现实情况，网络媒介批评的面相极为多样，网络为媒介批评提供了巨大的作业平台和想象空间。而网络媒介批评也成为当下非常重要的媒介批评管道，众多的网民积极投入，谈古论今，针砭时弊，从而也涌现出了众多的平民英雄。网络也建构了基本的“草根”民主，同时让长期在宏大叙事遮蔽下的底层声音得到了重视与张扬。

然而，网络批评也极大地刺激了网民的欲望，并使其不断膨胀，难以控制。网络媒介批评也从一个普通的话语平台变成了杂芜喧嚣的言论集市。网民借助网络这个渠道，通过文本、声音、影像等形式自由表达，肆意宣泄，使批评的火力不断升级。网民不仅拥有了话语权，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使话语权变成了话语霸权。在话语霸权的统摄下，网民的欲望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也受到了严重的扭曲。本文以网络上关于中国男子足球队的批评为例，剖析网络媒介批评的病象，试图为建构一个健康有序的网络媒介批评生态提供智力支持。

二、欲望生产：商业逻辑下的“大数法则”

长期以来，国民对中国足球，特别是中国男子足球寄予了厚望，倾注了巨大的感情，希望他们能在世界足坛赢得一席之地，涨中国人之志气，但遗憾的是，中国男子足球队乏善可陈、屡战屡败、丑闻迭出、丢人现眼。在北京奥运会上，男足又是铩羽而归，毫无建树，这极大地刺激了国人的神经。国人对其的批评极为犀利，网民的评论更为尖锐，这使得网络媒介批评的面相极为丰富多彩。随着比赛的进程，在网络上有关的批评不断出现。网民用各种各样的形式与手段，指责、奚落、嘲讽中国男足，批评异彩纷呈。例如，北京奥运会期间，有一首《北京欢迎你》的歌曲广为传唱。当男足比赛失利后，在网络上立即出现了以此改写的《男足欢迎你》：我家球门常打开

要进几个随你

交锋过后就有了底

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

请不用客气

进得少了别在意

下次补给你

……

我家球门常打开

开怀容纳天地

一个两个不算稀奇

再多也输得起

天大地大都是朋友

请不用客气

场上梦游是惯例

场下才牛B

……

国足欢迎你

遇上了您就随便赢

有我们就会有奇迹[48]网民以这种娱乐的形式，表达心情、发泄不满。但随着男足的节节败退，网民的批评越来越强硬，甚至发展到羞辱、谩骂、攻击。网络也加紧生产、鼓噪情绪，使网民的批评欲望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而网民也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快感。

按照巴塔耶的三界理论，欲望是兽性、人性和神性之间展开的互竞其强的力量游戏。[49]也就是说，人的欲望只有去除兽性，完善人性，才能达到神性的最高境界。但实际上，这很难做到。因为人的欲望非常复杂，它的实现过程充满了变数。正如叔本华所说，人是千百种欲求的凝聚体。人的欲望是一个立体的多维的存在，既有动物性的原初欲望，如食欲、性欲，也有人性得以确立之后产生的世俗的理性的欲望，包括占有的欲望和禁止的欲望。[50]就对中国男足的网络批评来说，占有就是控制网络话语的生产，而禁止则是剥夺相异意见的表达。

从网络媒介批评的现状看，网民的欲望就是一个不断扩张、加速生产的过程。当基本的表达欲望得到实现之后，更多的其他欲望接踵而至，此时欲望的闸门早已失灵。对中国男足的网络批评就是如此，开始只是对其失败的不满，进而发展到对男足的怨恨，最后达到了对当事人的人身攻击。从这当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欲望不断膨胀的轨迹。而这种膨胀是以网络的生产为前提的，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低成本都为欲望的生产创造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网络永不停息地生产欲望，而网民也可以随时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并随时增加对欲望的期待值。当男足失利时，网民释放了批评的欲望。但不断的失败、丑闻来临时，一般批评已经难以满足网民的消费欲望，他们要寻求更为刺激的花样儿。从文本开始，网络上陆续出现了借用歌词、改写小说、传记、广告语、标语、谜语、对联、相声、笑话等多种文本批评的产品，例如，根据广告语的改编：王老吉——怕上火，就别看中国男足

特步——国足，猪一般的感觉！

安踏——国足，永不进步

蒙牛——每年一场球，坑死中国人

美的——如果没有中国足球，原来生活可以美的

脑白金——今年比赛不进球呀，不进球，不进球，要进就进乌龙球

七匹狼——与猪共舞，尽显国足本色

海尔——不射到永远，输球到永远

六必治——自从看了中国足球，胃口没了，吃嘛嘛不香了，请认准了中国国足[51]根据标语口号的改编：以中国举重连连夺金为荣，以中国男足场场败退为耻

以中国男篮越战越勇为荣，以中国男足越踢越臭为耻

以中国跳水长盛不衰为荣，以中国男足脑残低能为耻

以中国女排顽强拼搏为荣，以中国男足不思进取为耻

以中国射击翻身雪耻为荣，以中国男足不可救药为耻

以中国射箭六箭逆转为荣，以中国男足无人会射为耻

以中国乒乓称雄世界为荣，以中国男足亚洲无名为耻

以中国体操完美爆发为荣，以中国男足缩头乌龟为耻[52]从网络批评的文本看，这是一个加速生产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升级、恶化的过程。在欲望的刺激下，网络批评语言的暴力程度加深。除了文本形式的批评产品外，还出现了视频等更为新鲜的样式。例如，批评男足的视频就有：

《恶搞〈遗嘱〉版国足》、《国足之歌〈死了都不进〉》、《恶搞足球审犯人》（方言版）、《菊花台（方言版）》、《恶搞国足版〈七里香〉》、《唐伯虎点国足》、《国足勇夺世界杯冠军》、《看国足还是看A片》、《猪坚强国足（猪）版》、《国足好汉歌》、《芙蓉姐姐恶搞〈国足欢迎你〉》，等等。这种影像批评加入了“恶搞”的元素，用戏仿、夸张、反讽等手法，对男足进行批评、嘲弄。但由于“恶搞”的滥用，也使得网络媒介批评充满了异样的氛围与复杂的心态。

商业逻辑主导下的网络世界，点击率就是生命。为获得网民的眼球，进而赢得广告收入，网络媒体就必须生产欲望，并将欲望售卖给网络消费者。按照经济学的“大数法则”，市场上什么产品受欢迎，就生产什么；什么产品卖得好，就推销什么。中国男足的失利及其为人诟病的做派，引发了网民潮水般的批评。网络媒体就积极跟进，大力生产，刺激消费，赢得利益，例如单是百度贴吧就开通了中国队、中国足球、国足、国奥、中青队、中超、中国足球明星、其他足球俱乐部及赛事等多个平台，供网民宣泄欲望，而网民的反应也极为热烈，评论、跟帖等数量之多、更新速度之快，着实让人惊异网络巨大的生产能力。

三、消费异化：纵欲后的伦理迷失

鲍德里亚认为，现代社会已经步入后现代消费社会，消费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角，是当今社会流行的风尚。有消费就有生产，而消费得越多，生产得就越多。网络就这样不断地制造产品，提供服务，制造欲望，让网民尽情地消费。而从消费的角度看，网民花钱付费使用网络，他们的网络行为不是免费的，因此网民就是网络产品与服务的当然消费者。而网络媒介批评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行使批评权的消费市场。网民发表意见，开展批评，表达主张，就是一个消费网络产品与服务的过程，本来合情合理、无可厚非。但非常遗憾的是，在实际运作当中，这个市场发生了方向偏差与理念迷失。因为，正常的消费伦理发生了变异。市场变样了，消费也随之异化了。

所谓的“消费异化”，其实是指消费背离了它自身的内涵，违反了自身的逻辑，发生了价值的偏向。它始终牢牢地操纵人的消费行为，使人的价值目标发生混乱，进而产生自我的错乱与迷失。也就是说，消费不仅仅只是目的，它更变成了满足欲望的一种加速器。消费异化就是欲望生产失去控制后的必然结果，它对网络媒介批评有着很大的影响。

当下的网络媒介批评极为红火、热闹。对男足说得越严厉，就越能赢得关注；对男足骂得越狠，就越能吸引眼球。传播学先驱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大众传播具有“社会地位赋予”功能：任何一种问题、意见、商品乃至人物、组织或社会活动，只要得到大众传媒的广泛报道，都会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获得很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53]网络媒介批评的情况就是如此。借助网络批评的平台，许多网民因其大胆无常的言语、宣扬暴力的行为，成为网络名人，得到了很高的网络地位，获得了很大的吹捧，赢得了众多的粉丝，得到了极大的欲望满足与消费快感。而反过来这种满足又更加刺激了攫取的欲望，让人变得更加贪婪，从而加剧了人的异化、人性的分裂。

消费的异化，极大地扭曲了人的心态，严重伤害了媒介批评的品格，也挑战了消费伦理的尊严。在欲望生产的刺激之下，网络消费行为变得下流、暴力。网络批评也失去了原有的功用，对人的尊重荡然无存，话语权也变异为话语霸权。对中国男足的网络批评，最终达到了恶劣的极端。例如，在网络上就出现了这种非常暴力的样式[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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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异的网络批评产品，以网民的跟帖、转帖等方式而得以大规模的传播、扩散，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网络消费也走入了一个怪圈，不能自拔。网络上的污言秽语随处可见，许多网络批评的手法粗暴、下作，为人所不齿。但是越是暴力的、肮脏的批评，越受欢迎，点击率越高，跟帖评论越多。而正常的、理智的、文明的批评受到抑制与打压，这简直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定律的网络写照。在批评的名义下，欲望成为“一个晦暗不明、深不见底的物自体，开始恶魔般地横冲直撞，毫无目的和理性地自我推进，像一个狰狞的神祗。”[55]

可以说，欲望吞噬了理智，暴力伤害了情感，疯狂践踏了伦理。这就是欲望生产不断膨胀的过程，也是不断变异的过程。更为可怕的是，这个过程看不到终点。拉康曾经说过：欲望即缺乏。他从哲学意义上点明了欲望的实质。也就是说，欲望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寻觅与实现的循环，寻觅—满足—寻觅，无穷无尽，正所谓“欲壑难填”。

网络不断提供舞台，让网民得以充分的展现；网络也不停地生产欲望，让网民得到最大的快感。但这也让网络媒介批评充斥了太多的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色彩。功利主义最著名的观点就是“最大幸福原则”，其著名代表密尔就说过：根据最大幸福原则，人类的终极目标就是尽可能地免除痛苦，尽可能地享受快乐，其他一切值得追求的东西皆可归结于这一终极目的。[56]对中国男足的批评，就是网民的快意宣泄，他们及时行乐、自我麻痹，“过把瘾就死”，获得了欲望的充分满足。在消费主义的驱使下，媒介消费的享乐与功利取向显露无遗，这正如费瑟斯通所说的:“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一切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57]

以享乐性欲望的满足为目的的消费被弗洛姆称为消极性消费，而在哲学家齐克岑米哈伊那里则被称为非自主性消费。所谓消极性消费或非自主性消费意即消费行为并非是出于自我实现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外在的诱导或强迫，正因为行为本身是非自主性的，因此这里就不存在丝毫的责任意识。[58]在网络上对中国男足的批评当中，责任意识就极为淡漠。出言不逊屡见不鲜，消费伦理被无情地撕裂了，媒介道德也荡然无存了。例如，对中国足协、官员、球员等的批评，从讽刺、羞辱，到赤裸裸的人身攻击，例如《纪念谢亚龙君》，为活着的人作祭文。在这里，看不到一点对人的关切与宽容，充满了落井下石、幸灾乐祸的心态。发泄的欲望，让人变得如此冷酷无情。这绝对不是网络媒介批评的应有的品格！

四、和谐与平衡：网络批评生态的优化

无可否认，网络媒介批评发展到今天，对社会生活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网络为批评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满足了网民的批评欲望；网络生产了话语，让网民得到了畅快的消费，这其中有积极的一面。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欲望的满足、消费的方式并不是很完美的，相反它有着太多的负面效果与潜在隐患，最主要的是它破坏了网络批评生态的和谐与平衡。假如网民长时期地浸淫在这种异常的、不健康的批评环境中，假如网络批评环境得不到有效治理的话，那么网络媒介批评的病象就无法消除，网络批评的末路也就不远了。

网络消费不能违背消费伦理，不能破坏应有的规范，否则后果是很可怕的，网络上对中国男足的批评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当前，必须加以明确的是，欲望的满足绝不能以破坏伦理、践踏道德、伤害他人为代价，自身的快乐不能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媒介时代，正常的、健康的消费伦理观必须加以维护。也就是说要“给消费社会附加一个灵魂以把握它”[59]。

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人的需要、欲望、情感和行为都存在着三种可能，即过度、不及与适中，他认为过度与不及都是不对的,“只有在适当的时间和机会，对于适当的人和对象，持适当的态度去处理，才是中道，亦即最好的中道，这是德性的特点”。[60]我国的《礼记·中庸》也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61]这些中外的古代先哲早已给我们指明了方向，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铁律。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求同存异、和谐共处就是传承了千百年的美德，中国从来就不缺少谦谦君子。当今的网络媒介批评需要以中华传统美德为根基，同时结合当代社会的现实状况，进行深刻反思，以便重新找回自我。

当前，亟待建立一种平衡的、和谐的、自然的、绿色的网络媒介批评生态，这个批评生态环境对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是平等的，它要求权利和责任的统一与平衡。同时，它必须以普世的伦理和基本的道德为原则，努力清除话语霸权和消费异化，倡导正常自然的批评生态观念。只有在这个生态环境中，网络媒介批评才能做到健康、有序、持续的发展，网民才能达到自我的完善与升华，网络媒介批评也才能赢得应有的尊严与尊重。

对《中华新闻报》媒介批评实践的研究——以该报1998—2008年间针对网络新闻的批评活动为例

莎莉娃[62]

摘要 作为我国媒介批评实践的代表性报纸，中国记协主办的《中华新闻报》具有鲜明的媒介批评性质和职能。自1998年改版以来，该报成为中国记协开展媒介批评工作的一个重要载体和平台，被誉为“媒体中的媒体，新闻人的新闻”。《中华新闻报》十余年来进行的媒介批评实践活动对媒介批评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笔者以该报针对网络新闻的批评实践为观察视角，总结该报1998年至2008年间媒介批评工作的具体情况、特点，在归纳总结的基础上给出评价。本文以期对我们了解中国特色媒介批评实践的总体状况提供一个视角，对建设媒介批评理论提供积极有用的参考。

媒介批评，是根据一定社会和阶级的利益与理想，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大众传播活动所做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63]随着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媒介批评在我国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中关于网络媒体的媒介批评在质和量上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介批评事业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并有完整的批评机制。在这个机制中，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以监督媒介作为自己重要的工作职责之一，对我国的主流批评话语有引导作用。《中华新闻报》是由中国记协主办的中央级媒体，是当前国内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新闻行业报纸，通过分析《中华新闻报》十年来对网络新闻的批评实践，能梳理出网络媒体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总结中国媒介批评实践的得失。

一、特点和评价

通过对《中华新闻报》在1998年至2008年针对网络新闻所进行的批评实践活动的归纳总结，笔者发现了如下特点：

1.批评颇具规模，视野广阔

该报媒介批评实践的规模之大，不仅体现在批评文章数量多，作者队伍庞大，也体现在批评的范围广泛，面面俱到。媒介行为、媒介现象、媒介体制等方面无所不包，从细微的现象到重大的变革都被《中华新闻报》的批评实践包含在内。而在批评实践颇具规模的同时，《中华新闻报》还展现了其广阔的批评视野：这些批评既聚焦主流中央新闻网站，又关注地方新闻网站，同时还用比较的眼光观照商业网站；它们既聚焦于国内新闻业务的实践、相关政策的出台，又放眼国外的先进实践经验、发展状况；既有历史性的洞察，又有预见性的思考。

2.批评选题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一方面，该报选题契合网络新闻的发展历程——每一次重大的新闻事件，无论是“两会”、“七一”、国庆还是伊拉克战争、世界杯、奥运会，《中华新闻报》都会一边报道新闻信息，一边对国内各新闻网站的报道工作加以批评。结合社会发展的背景，我们也能看出该报选题贴合时代发展的潮流：2003年被称为“网络发展年”，《中华新闻报》在这一年里就刊载了多篇讨论新网络技术与网络新闻融合的批评文章；2004年，中文上网成为我国主流的上网方式，该报便对中文新闻网站展开了深入的探讨等等。不仅如此，该报的选题还具有一定的前瞻意识：早在1999年，在社会普遍还在了解互联网阶段之时，该报就从人文主义的角度，邀请多位业界专家，以对话形式，连续刊载了17期《网络时代的人文关怀》，预测网络新闻媒体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改变，提醒读者要用客观辩证的方法去看待具有强大能量的网络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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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该报的选题还紧密地配合国家对网络新闻的管理工作。笔者挂一漏万地以国家治理黄色新闻网站为例，2004年、2006年和2007年，国家针对发布黄色新闻的网站联合多家部委进行了专项行动，而《中华新闻报》针对网络新闻的色情信息的批评一共67篇，正是集中在2004年、2006年和2007年。（如上图）

3.批评的形式、方法多样，广纳百家之言

作为一份行业报纸，该报的批评实践多为“业内批评”，从传播学的视角进行批评是最普遍的现象。通过定性或定量研究，依据西方传播学的经典理论对网络新闻的“把关人”、“受众”、传播内容、传播特点、传播效果和社会功能等方面进行阐释。同时，也有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角度的解读。不仅如此，有些批评采用社会学学理来思考网络新闻的新闻价值异化现象，有些批评从法学的角度探讨网络新闻种种弊端的解决之道，有些批评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网络新闻对于网络媒体市场开拓的重要性等等。

《中华新闻报》没有固定的批评家，广纳百家之言，体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这些作者，运用灵活的批评形式，或结合自己的感想体验，以随笔的形式表达自己对网络新闻的理解和价值判断；或根据自己的实践与观察，以评论的形式将网络新闻与传统媒介、政治活动、社会文化联系起来，揭示网络新闻传播规律的实质；或基于学术层面，以论文的形式对网络新闻进行深刻而科学的理论鉴别。这些文章，或是一句话的专业点评，或是寥寥数笔的读者来信，或是长篇大论的学术文章，每一篇都遵循了实事求是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原则，以思辨、阐释或批判的态度对网络新闻的各类情况进行批评或自我批评。在这些声音中，有专业的学者，有在新闻一线工作的记者、编辑，也有管理新闻业的政府官员，更有网络新闻的普通受众，《中华新闻报》集思广益，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多样的批评声音，更为这些作者提供了观点交流的平台。

4.批评专业性、学术性强，批评诉求重管理、重规范

从主要作者群体和主要的批评形式来看，《中华新闻报》的批评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学术性，批评实践有较高政治理论水平。但与学术批评重理论、重批判的诉求不同，该报的批评诉求更重管理和规范。其一，总体看来，该报的批评诉求与网络新闻的发展现状呈现出“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鲜明对照——新兴的网络新闻呈现的是放纵、混乱、无秩序的现象，而批评文章明显体现的是控制、定型、秩序和恒常化的规范力量；其二，该报批评实践所做的价值判断，呈现的是评判性价值判断和规范性价值判断的相辅相成[64]。也就是说，该报的媒介批评高于具体个人的批评能力，不仅断定客体对主体的实际意义，也会针对客体的行为规范对客体的状态和属性提出要求。这些都体现出了该报的批评重在管理和规范的特点和诉求。

总之，《中华新闻报》在其媒介批评实践中体现了很强的“桥梁”作用和“治疗”作用。“桥梁”作用可表达为：“学术—政治—业界”，即《中华新闻报》借助其独特的受众覆盖范围，将来自学术研究的批评声音传递给新闻工作业界，同时也把业界的批评声音传递给学界，并把两种批评声音统一在党和国家管理的思想、方针之下。可见《中华新闻报》为把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媒介批评实践从学界推向业界，形成良好互动做出了积极的尝试。“治疗”作用主要体现在该报的批评实践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建设性，其批评的重点总是落脚在“建设”之上，批评和研究密切结合，一切批评都指向于解决问题，所以其批评实践总是面对最现实的问题，并及时提出可行的应对之道，确保我国的大众传媒时时处于健康发展的状态。

二、问题和探讨

在看到《中华新闻报》媒介批评实践的良好特点和积极作用的同时，笔者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1.批判何曾放光芒

媒介批评的一大重要职责，是为受众提供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批判则是实现这一职责的一把利剑。诚然，文章当然要观点正确、形式新颖，但这并未尽如人意，因为一篇批评核心的魅力，在于言之有物、有褒有贬、风骨尽显——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新闻报》这个媒介批评的平台虽具有批评的态度，但是缺乏批评的锋芒与锐利，未免失之温和：618篇文章，61%是温文尔雅的学术论文，8%是新闻报道中对于网络新闻予以肯定的评论；而在29%的评论中，还有文章出现了套话、教条和打官腔的状况。

2.批评怎像简答题

参加过文科考试的人都知道，简答题的特点就是围绕题目言简意赅地列点进行分析，只求面广，不求深刻——这也恰恰是《中华新闻报》登载的诸多批评文章的共有特点。不管什么论题，在报纸有限的篇幅里都能列出几大方面几大点全面分析，但是每一点都如蜻蜓点水般写出寥寥数语。可见，这些批评实践对事实梳理的追求远远超过对问题本身的思考。这样会导致支撑论点的论据不足，论据对论点的论证缺乏合理、有效的论证过程，从而减弱了批评的逻辑力量。

《中华新闻报》“简答题”式的批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观点和材料缺少创新的内容，对于新闻学、传播学学界的概念拿来就用，描述多于分析，研究不够严谨和完整，更有甚者把媒介批评作为贴合某项政策的解释工具，这间接导致了批评呈现出实用化和工具理性的特征。

3.读者声音在哪里

在前文笔者曾提过，《中华新闻报》的媒介批评呈现了“桥梁”作用，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个“桥梁”是二维的，只架立在学界和业界之间——那么读者在哪里？在笔者研究的样本中，618篇批评文章仅有4%的数量来自读者，难道学界和业界在探索新闻发展问题的时候不需要听听读者的声音吗？虽然读者的批评更多是非专业性的，但这些批评“来自于生活、来自实践，常常针对性强，能迅速引起人们的共鸣”[65]。社会主义大众媒介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加强读者的声音，这不仅能够加强《中华新闻报》媒介批评工作的互动性，更好地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介批评的性质，也能扩大该报的社会影响力。

4.民族传统无踪影

《中华新闻报》的批评实践结合了多种手段和方法，这点无可厚非。但笔者发现，这些批评多是在西方学术理论的框架之下进行的，相比之下使用我国民族文化和理论的批评寥寥无几。当代中国的媒介批评实践应当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优秀成分的批判性汲取的基础之上，而现今囿于西方理论（尤其是传播学理论）思维之下，显然体现出了我国媒介批评实践的基础不扎实以及民族理论建设的急切性。

诚然，对于西方理论的模仿是一种缩短差距的进步表现，但是这并不是社会主义媒介批评者所面对的最艰难的工作。塔尔德曾说过：“堆砌新词比较容易，掌握母语，逐渐改良语法要难得多。向获取或受赠方向前进比较容易，向必要的取代与牺牲的方向前进要难得多。”[66]我们需要对民族文化积累下来的批评传统和实践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梳理，需要去了解这些传统中哪些需要我们继承发扬，哪些需要被取代与牺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介批评工作，需要中国之气派，而决不能仅止步于对西方文化的拿来主义。

5.一点建议

笔者认为，《中华新闻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善和加强其媒介批评实践：

其一，提高对报纸网站的运用能力。印刷媒体很难解决深度和广度的矛盾，要想让批评既有学术专著的批判深度又有百科全书的指导广度，与网络相结合应是不错的选择——网络是转变该报媒介批评“简答题”式风格和增强读者互动性的一个有力武器。《中华新闻报》拥有自己的官方网站，但现在的状态还是转贴报纸原创的内容。笔者认为，在网站登载的内容可以作为报纸批评的思想、意义的延伸，借助网络加强批评的深度，同时网络的功能又可以让读者方便发出自己的声音。

其二，加强批评者们的理论水平。批评主体的理论水平直接影响着批评的功能与思想深度。培养一些批评家，应当是一个媒介批评实践平台应做之事。“百花齐放”免不了花多不艳，如果只做你一言、我一语的发言，那么这个批评的平台未免就减弱了自身的能量，没有连续的针对性思考，没有思想风格。所以挖掘、培养一些责任感强、理论水平高的批评家，让他们分别承担批判者和建设者的角色，这样可否为一个解决其角色矛盾的方法呢？

其三，一直以来，该报只是把媒介批评置于新闻传播领域进行活动，但是难道只有新闻传播界的人才能从事媒介批评吗？来自数学、哲学、历史学等专业的学者们也可以为媒介批评提供独特的见解与思路，使批评活动更加多元化。当前，中国国内的“界外批评”和“界内批评”正在逐渐合流，《中华新闻报》正好可抓住时机扩充和丰富其批评主体队伍。

三、结论

十余年《中华新闻报》的批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批评经验，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新闻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为我们呈现了自20世纪末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介批评的发展和取得的成绩。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我国的媒介批评工作尚存在提高与深化的空间——需要增强批判的精神与能力，需要更加注重读者的声音，需要不僵化在西方理论的指导之下，需要加强民族理论的建设与运用等等。当然，笔者深知媒介批评工作的良好展开以及相应理论工作的建设是漫长而艰巨的过程，绝非旦夕之功。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设现仍在进行中，我们对西方文化的选择与学习，对传统文化的梳理与继承也显出了极大的不平衡——批评理论建设的基础依据处于这样的现状下，展开理论的建设工作无疑是艰难的；另一方面，批评工作的展开需要整个社会媒介素养的不断提高，需要媒介批评实践活动在我国的继续扩展与深入，需要批评话语的持续积累作为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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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的课程与教学

对“媒介批评”教学上的反思

黄新生[1]

近年来，笔者观察到一个学界现象：“媒体识读”或“媒体素养”（media literacy）课程（在台湾）经公、私部门的资助与倡导，成为大学传播教学的显学，似乎与传统的“媒介批评”（media criticism）课程教学内容有若干重叠之处，不无浪费教学资源之嫌。本文的目的是探讨“媒介批评”在教学与研究上如何与“媒体素养”课程做出区别，划清界限，并以野人献曝的心理，提出一项强化“媒介批评”课程的反思的建议，提供方家讨论，寻求可行之道。

一、“媒体识读”的通识教学

所谓“媒体识读”相当于“媒体公民教育”，其教学的特色是“从生活出发，不高谈理论，不奢言客观，经由学习者交流各自的独特经验，来提升彼此应对传播媒体的知识和技能”（余阳洲，2005：15）。

此外，“媒体素养”指的是“跨越媒体类型、强调了解讯息文本内容及产制结构的知识观点”（张宏源，2001：96），使阅听人具备思辨的思考能力，以多元的角度对讯息内容做合理的诠释。

至于“媒体识读”与“媒体素养”之间的差异，在于前者以“排毒”为取向，从道德上排斥媒体所带来的弊病，诸如暴力、色情、毒品等等讯息，而后者视大众传播媒体引发的问题是教育环境的问题，应该采用公民教育，为成人做进入社会的准备工作（吴翠珍、陈世敏编，2007）。

因此，“媒体识读”在教学内容上，强调的是如何使（传播与非传播科系）学生成为耳聪目明的阅听人，体认媒体的产制的结构与行为，解读新闻、广告、节目与讯息之道，辨认媒体处理性别、年龄与阶级的再现问题，以及阅听人如何从事实践的议题，争取传播权的自主性（成露茜、罗晓南编，2005）。而“媒体素养”的教学内涵，重视的则是媒体内容的符号特质，媒体再现的各项议题，对媒体企业组织本质的分析，以及媒体的实践能力等等（吴翠珍、陈世敏，2007），两者其实可谓大同而小异。

由上述的说法可知，“媒体识读”与“媒体素养”的课程在教学上相当重视传播媒介的本质之辨识，批判其运作的商业竞争逻辑，更强调其所呈现的负面文化价值，以及其对阅听人所产生的不良影响。

诚如雷跃捷在“媒介批评”著作中综述媒介批评有四大取向，包括以评判（evaluation）作为求知的方法，以解释（interpretation）作为求真的方法，以批判（criticize）作为求善的方法，以祛魅（disenchantment）作为求美的方法，是媒介批评的最主要的标准（雷跃捷，2007）。显然，“媒体识读”与“媒体素养”的教学与“媒介批评”课程的评判、解释、批判与祛魅的四大取向不谋而合，可谓有志一同，殊途同归。

由此，在面对“媒体识读”与“媒体素养”的教学与研究的取向与“媒介批评”课程颇有重叠之处时，我们必须探讨一个严肃的问题：如何避免教学人力与资源的重复使用，而另寻快捷方式，发展“媒介批评”在教学与研究的新方向与丰富深入的内涵？

二、朝向落实于理论的媒介批评

“媒介批评”教学宜落实在各学门（科）的理论上，以专业学术作为指引，发展出对大众媒介现象的批评，以别于“媒体识读”与“媒体素养”的通识性质的教学内涵。换句话说，在媒介批评的课程教学中，引进多种学术理论，诸如人文学科、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与心理学等等，注入活水源头，并采用学术的方法（methods）或途径（approaches），奠定“媒介批评”教学的学术内涵与价值（黄新生，1990）。

举例来说，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在《遮蔽的伊斯兰：西方媒体眼中的穆斯兰世界》一书中，从“东方主义”的兴起与演进背后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探讨若干西方媒介如何虚构一个不存在的或扭曲的穆斯兰世界，误导西方的阅听人对穆斯兰的认知（阎纪宇译，2002）。萨义德立论严谨，对媒介现象的深入解释，可说是基于学术理论的批评，鞭辟入里，令人耳目一新。

又如，谢静的著作《建构权威，协商规范：美国新闻媒介批评解读》，从叙事理论与专业主义理论的视角解读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的历史主题、机制与规范，并且为中国的媒介批评探求思路，是颇有新意之作。她在书中指出：“（美国的）媒介批评在提升新闻专业水平、提高媒介声望的同时，其负面评价也将破坏新闻业的形象、损害新闻专业的权威。新闻业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性，一方面不得不根据媒介批评的要求，改革实践方式、修补专业理念、改善自身形象，另一方面又必须抵制媒介批评以维护自身权威。在这样的困境中，美国新闻业对媒介批评的反应，更多的成为一种策略性的仪式：媒介批评成为新闻专业建构自身权威的工具。”（谢静，2005：45）这种基于叙事理论的媒介批评的解读，相当令人为之深思。

所谓叙事论点，自1928年俄罗斯民俗学者卜罗普（Vladimir Propp）以降，历经语言学家、人类学者与传播学者的修补增益，已经成为一套严谨的学术理论知识（黄新生，2008）。例如，威尔莱特（Will Wright）也采用叙事理论针对电影媒介做分析评论。他在《六把枪与社会：对西部片的结构研究》（Six Guns and Society:A Structural Study of the Western）一书中，采用博克（Kenneth Burk）的社会结构、利瓦伊史陀（Claude Levi-Strauss）的部落神话概念、卜罗普的民间故事功能概念，从而发展出一套整合性叙事理论，针对西部电影的结构与象征进行分析，并在美国历史与机构发展的演变脉络下，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解释与评论，令人叹服（Wright,1975）。

总的来说，“媒介批评”的教学落实在学术的理论与方法，针对大众媒介的文本与表现进行分析探讨，多能提出深入的、发人深省的批评观点，而发展出与“媒体识读”和“媒体素养”有所不同的教学方向。

三、传播与发展领域的典范转移

为进一步说明上述的论点，笔者试以“传播与发展”议题为例，配合该领域理论典范的转移，找出“媒介批评”教学与研究上的重心与主题，针对大众媒介的文本与表现进行诠释批评。

长期以来，在“传播与发展”的学科领域存在着不同的“发展”理论典范（theoretical paradigms）——“典范”在此处指的是一种宽广意义的知识架构（intellectual framework）——典范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大气候之变化，出现主流的与另类的知识，而有着典范的转移（Pieterse,2001）。此外，“传播与发展”理论具有跨界（border crossing）的性质，也就是随着“发展”理论典范的出现与转移，相关“传播”领域的理论随之转换（transformation），对于传播媒介的功能与议题有着不同的、重大的偏重。

自二次大战以来，传播学者相当关切国家发展与传播之间的关系，认定传播对发展扮演重要的角色，唯有透彻了解两者的关系，才能够设计有效启动社会变迁的策略。

所谓发展，其概念源自西方，在二次大战后才应用在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发展一词有着分歧的定义与观点，但是发展总会涉及复杂的互动过程，牵动人们、科技、社会与政治机构之间的争斗，企图表达对未来的价值观及达到目的的途径或方法。简洁地说来，“发展可视为对生活质量有系统地改进，由参与其过程的人们所界定”（Storey,2000：107）。

而发展理论则是人们对当下时代的问题或状况的响应（reaction），自然有着不同的角度与论点（Pieterse,2001）。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对于发展的思考，至少有三大理论典范的转移，包括：

1.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

2.依赖（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

3.全球化理论（globalization theory）

现代化理论出现在1950年代，由美国倡导，成为当时主导性的（leading）发展理论，用以解释、指导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的经济、传播发展。该理论认定发展应该是由政府/国家所领导的经济成长（growth），以西方为模范，脱离传统并迈向工业化，寻求外国援助，是一种直线性的进步观念（linear progress）（Pieterse,2001）。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成长是以国民平均所得与全国总生产量（GNP）作为衡量的标准，并未考虑所得分配的议题。

举例来说，冷纳（Daniel Lerner）出版经典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指出现代化的过程有“都市化、识字、媒介参与、政治参与”等四个阶段；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分子与统治者为摆脱动荡与贫穷的恶性循环，必须在都市化、工业化、传播媒介的使用等社会情境中，将国家与人民带入过渡阶段，进而逐步达到现代化社会的理想愿景。（Roberts and Hite,1999）

现代化理论尊尚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将之转变为世界其他国家可以模仿的通则或典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亦步亦趋的学习对象。这也就是说：“现代化理论蕴涵了一种赛跑模型（跨栏赛），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好像是在现代化道路上竞赛，要不要加入全凭各国的意愿或决定。欧美国家是先进者，其他国家则是后来者，各国各自凭其内在的动力及互相采借（尤其是后来者借鉴先进者的经验，因为他们都是在同一条道路上发展）而向前发展，也许有一天这些向往现代化的国家，能达到‘现代社会’的境界，各方面都像现在的欧美国家……赛跑模型蕴涵一种自由主义的观念，即参不参加竞赛悉听尊便，不会被勉强，但事实上许多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验与此不符，是被强迫参与竞赛的，如俄罗斯、中国、日本和印度等。”（黄瑞祺，2002：23-26）

显然，以今日的眼光来看，现代化理论浮现不少的缺点，最严重的不外乎：“单线进化史观”、“西方种族中心主义”、“传统与现代过于简化的二分法”等等。这些价值观强加在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根本不符合当地的历史现实。

在以现代化为基础的发展典范中，西方自由主义者以“国际信息传播的自由流通”及自由市场为理由，反对各国对信息传播做任何的管制措施，并且主张传播媒介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扮演劝服转化的角色。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家的媒介有能力传送现代化的讯息，劝服民众接纳符合现代化的态度、价值与行为，因而应该扮演改造与教育的功能，以形塑现代性、个人主义与理性的人格，提高民众对生活的期望。

在现代化发展理论典范的脉络下，大众媒介必须由社会与政治精英掌控，由上而下地向民众灌输现代化的价值观与整体性（universalism），借以革除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传统主义（traditionism）与特殊性（particularism）。此类主张承袭自当时美国社会精英的观念，诸如：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认定大众只是旁观者，民意无法了解公共利益，所以应该采取新宣传技巧，制造共识；政治学者凯南（George Kennan）表示理性的门槛很高，只有少数人拥有该技能；传播学者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则认定社会精英才是大众利益的最高裁判（江丽美译，2003）。由此，“社会营销活动”（social marketing campaign）的传播理论应运而生，“传播功能论”、“信息传送模式”（transmission model）与“社会工程模式”（social engineering model）大行其道。总的说来，信息传送模式下的发展传播，认定媒介的使用会引起态度的转变，因而促进发展。大众媒介的角色在创造新的个人，塑造动态的人格（mobile personality），勇于接受新事物，转化传统的价值。

然而，经廿余年的努力，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不但未有所改善，反而每况愈下。经济停滞、分配不均、异国文化渗透等情形十分普遍；富国与贫国之间的差距更形悬殊。因此，1970年代前后，许多学者——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学者——渐对现代化理论不满，而倡议依赖理论，借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困境。

依赖理论的基本假设，其一是将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分为两类国家，一是先进的已开发的“中心”国家（core or center），一是开发中的“边陲”或“卫星国家”（periphery）。前者掌握主控的地位，因牺牲后者的发展需要，得以继续不断地发展。“中心”国家透过投资、外援与贸易的架构，诱使“边陲”国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活动，从事配合“中心”国所需的工业生产，遂受制于“中心”国的要求，得使依附支配关系维系不坠。此种不均衡、依附—支配的经济关系，乃是先进“中心”国何以发展，而依附的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关键。这也就是说，“中心”国的生存与发展系于使“边陲”国永远地低度开发或落后。（Santos,1970）

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吸收依赖理论学者的概念，将之增补提出“世界体系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从15世纪在欧洲发展以来，已形成了一个世界性分工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capitalist world-economy）。此世界体系可区分为核心、边陲、半边陲三个分工区域:核心区域主导世界经济，剥削其余的地区；边陲区域负责提供原料给核心，而受严重剥削；半边陲则是一残余概念，是处于核心与边陲之间的区域。（黄瑞祺，2002：28）

资本主义分工的世界体系理论主张资本主义的面貌会有阶段性的变化，也是促使世界变化的唯一动力。华勒斯坦强调1450年迄今，显示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生命周期，有其萌芽时期、正常发展时期，以及现在进入的终极危机时期。这是由于三类结构性压力，包括工资/原料/赋税等水平的不断推高，加以国家结构丧失正当性，限制了资本家累积资本的能力，最终迫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崩解。（Wallerstein,2001）

相当明显，依赖理论/世界体系的典范是针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式响应，对于某些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颇有号召作用。基于依赖理论的典范，大众传播媒介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环，是借着依附—支配关系才能有效运作，为维系“边陲”国与“中心”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则需要一套意识形态使之合理化。此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与价值——就经由文化—媒介产品的形式输入“边陲”国，形成文化—媒介依附关系，进而影响本土文化—媒介之发展。简单地说，在依附的情况下，媒介在“边陲”国是扮演“中心”国意识形态的“代理人”（agents）的角色，其功能无非是加深对“中心”国的依附关系。

其次，文化—媒介依附关系的特征就是以“信息自由流通”的理由，推动信息、文化产品的单向流通——由“中心”国流向“边陲”国。由于此种不平衡的、单向的文化品输出，使得“中心”国文化价值充斥于“边陲”国，形成了国际性文化—媒介之依附与支配模式。

有些论者对于文化—媒介依附关系的解释，认为是“西方媒介帝国主义”或“信息帝国主义”扩张的结果。详言之，即“中心”国——尤其是美国——蓄意将其文化价值强加诸于“边陲”国（Schiller,1976）。而另外有些学者持不同的论点，将文化、媒介依附现象归因于“边陲”国的政策，此派学者否定“媒介帝国主义”，而肯定文化、媒介依附导因于“边陲”国政治精英的抉择。

由依赖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出发，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呼吁一个“世界信息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运动，以解决富国与穷国/北方与南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信息不平衡流通的问题。（黄新生，1986）

此外，在各发展与传播概念的冲击下，有所谓“支持发展的传播”（development support communication）与“参与的传播”（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等做法出现。前者主要的特色是加入以人为取向（people-oriented）的因素，导因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者对强调经济成长的主流传播理论的不满所致。结果，重心由支持巨幅经济成长（greater economic growth）的传播，转向支持人民自决（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的传播。整体来说，从事“支持发展的传播”者相信落后或低度开发（underdevelopment）是因为缺乏进用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资源，也是因为一般人缺乏权力与控制力。因此参与改变的人员采用的传播模式，应该是基于赋权合作、分享知识与资源、建立组织的非直线的方式。其目的在增强市民对物质的、心理的、文化的、信息的资源之进用，并强化个人与社群的能力、领导技能、传播沟通能力，进而赋权给地方性组织与社区。（Melkote,2000）至于后者，导因于对主流现代化发展与传播典范的批判，目的在避免权威式的传播与发展方法，反而采取多元的精神，强调传播是一种过程（communication-as-procedure）的架构，激发相关性别、权力、社会、集体行动的议题，透过草根性的策略，带动新的社会运动，争取自我的权益。（Huesca,2000）

继依赖理论之后，一个备受争议的发展理论的典范称为“全球化理论”，不同的是前者猜忌外力的影响，而后者却崇拜外来的影响。全球化被视为世界往全球市场发展的一个过程，发展的单位不再只是国家，而是涵盖地区与地方。（Pieterse,2001）

全球化的理论典范对于发展概念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其一，兴建工厂与基础结构不再被视为国家或个人的福祉。相反的，掌控世界的信息、科技与银行体系才是权力的发挥。其二，世界不再是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对立。反而，世界迈向互相依赖与整合，成为普世的价值。（Roberts and Hite,2000）因此，全球化也被称为“后发展”（postdevelopment）的理论。

全球化一词在1980年代初逐渐地频繁出现，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扩张有关，初期仅是经济上的意涵。正如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于1980年代末主张的：美国与友邦已经达到“历史的终结”，在所有的意识形态失败之后，唯有市场的民主形式（market democracy）——消费主义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人类的稳定的未来形态，形成历史的最后的制度。换句话说，全球化是后历史的世界，追求的是自我的舒适，而尼采所谓的“最后一人”的人生期盼的无非是肉体的安全与富裕的物质。（李永炽译，1993）

但全球化的过程却不可避免地涉入政治与文化的领域。例如，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1989年提出全球化会造成“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导致文化、宗教与社会生活的对决，尤其是“西方的”与“伊斯兰的”体系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撞。另外一位美国政治学者巴伯（Benjamin Barber）提出“圣战士对抗麦当劳化的世界”（Jihad vs McWorld）的说法，主张市场与消费的全球化将引起地方与地区的抗拒。（Cheney et al.,2004）

其实，全球化有其地理的与心理的因素。一方面由于大众媒介化的影像不断地串联，航空运输的日新月异，以及新传播科技的整合，使得世界的地理显得逐渐缩小；另一方面对于相互依赖的关联性与过程之意识，人们更是了然于心。因此，全球化“强调一个认知、了解，甚至劝服的过程”。（Cheney et al.,2004：380）

不过，全球化的定义并不明确，各流派学者颇有歧义。有人认为全球化指的是“一套过程，逐渐使世界各部分相互依赖地整合一起”，特别是经济上的整合，生产与贸易在全球的范围大量地互相依赖与增加。（Roberts and Hite,2000：16）基于此一观点，全球化是指全球的人员/机构交互往来与联系的扩张化、深入化与迅速化。其特质在于互赖的程度、距离的影响及时空的压缩。所谓互赖的程度是指国际涉入的程度，包括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层面；距离的影响指的是全球互动的影响力；时空的压缩则是指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因科技的发达而大幅地缩短。（Held et al.,1999）

更有人主张，全球化的定义不仅是经济的整合，而且受到中央化、同质化的控制，由外来的不必负责任的政治与经济精英所控制，诸如华尔街—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复合体所做出的决策所主导。（Roberts and Hite,2000：16）

我们看见自1960年代起，美国倡导解除管制（deregulation）的政策，在世界各地鼓吹私营化（privatization）、自由化（liberalization）等政策措施，带动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市场导向的成长（market-led growth）价值观。全球顿时迈向解放管制的目标，国际金融移动极为快速，资本主义的国际秩序受到肯定，加以传播新科技的突飞猛进，各国广播电视承袭解除管制的政策，弥漫着全球市场化与商业化（marketization and commercial globalization）。（Curran and Park,2000）诚如单世联指出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一股世界潮流，各个国家无论国家强弱、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如何，都将无可选择地置身其中，迎接它的挑战，接受它的洗礼。全球化涉及金融全球化、市场和市场战略全球化，特别是竞争全球化、技术全球化和与此相联系的知识、科学研究、发明创造的全球化，生活方式、消费行为与文化生活的全球化，调节与控制机会的全球化，作为一个世界从政治上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全球化，观察和意识的全球化。从现代化史来看，全球化是现代化的当代形式，现代化是全球化的内在规定。就是说，经过六七十年代的动荡，经过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冲击，现代化以全球化的形式以更大规模滚滚而来。”（单世联，2001）

要特别指出的，全球化的冲击后果是一个争议不休的议题。例如，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矛盾一直在持续中。有人以“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一词形容其过程，也就是“整合全球的”（glocal）与“地方的”（local），将全球性的产品与服务加以裁制调整，以适合地方的市场需求。此外，全球化有汇合的力量（forces of convergence），将社会与组织之结构/目标朝同质形塑，但是也有分歧的力量（forces of divergence），特别注意原生族群、文化特色与地方的能力问题，反而增进文化的多元性（cultural pluralism），称之为“片段化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fragmentation）。（Cheney et al.,2004）

再者，有人认为全球化使得民族国家/民族社会的统一性为之崩解，国家/政府主权受到打压与穿透，失去相当的控制力量，以至形成新形态的权力/竞争关系，以跨国的社会空间突破民族国家的思考模式，是一个未经民主合法化的过程。（孙治本译，1999）

更有社会学家包曼（Zygmunt Bauman）指出，全球化过程中地理上的萎缩产生“地理的终结”，人们之间的关系并未更靠近，反而颠覆传统的空间地图，被另外一种分割状况所取代。那就是说，被排除在精英特权网络之外的当地人或在地人，却进而出现部族化与基本教义化的倾向，展现中心与末端失联的矛盾状态。

在传播与发展的领域，文化全球化或传播全球化的议题备受关切。文化与传播全球化指的是文化与传播的产品在全球层面的流通，其输入时的“在地化”与抗拒的过程，引发学者们的热烈辩论。有些采取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或西方文化霸权理论（theory of hegemony）的批判立场，认为流行文化的流通是新版本帝国或是殖民经验的再生，是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挟着政治经济与传播优势，透过各类媒体文本与流行商品的大量输入，不仅创造出深广的文化经济依赖，更进一步将其世界与意识形态灌注于本土，导致文化的同质化的结果；另有些采用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立场，主张大众文化的流通是一种全球化与区域化趋势下的必然，而传播科技的变化与多元价值的竞逐，足以打破资本垄断与殖民神话，并促成文化的异质化或混杂化。（李明璁，2003）

在全球化扩张的过程中，传播媒介的集中化现象引起多方的讨论。一方面，媒体所有权集中于少数大型公司，新闻越来越配合大企业的特殊利益，而威胁新闻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媒介集中化的趋势也导致新闻的多样性日益缩减，工作流程更加标准化，以琐细、煽情、天灾与人祸为报道的主流。（Herman and Chomsky,1988）

另外一个重大的现象，是传媒内容的过度商品化。一方面掌握传媒的公司生产着最适合的阅听人，将之贩卖给广告客户，以商品利益逻辑将媒体产业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中，并且其内容终将反映资方与特定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媒介公司掌控者借着传播新科技的运用，无时无刻不监控媒介工作者，等于将劳动过程加以商品化。（Smythe,1977）

最后，一个受重视的现象，是国家在传播全球化过程中的角色。传播所有权集中与商品化，都使国家的传统角色受到挤压，尤其是全球化体系的波动会直接地震撼当地市场的起伏，因而削弱国家的主权。在此一趋势下，国家会采取迎合跨国媒体产业，选择结盟的策略？或者发挥影响力，介入波动的过程中？是值得探讨的议题。（Jakubowicz,1995）

无疑地，全球化对于发展的问题涉及科技网络（technological networks）的兴起与扩张，而同时此一科技网络反映出新的角色、认同、实践等等的出现，包括女性、原住民、环保人士等，因而导致一个矛盾的问题出现，即如何在日渐全球化的世界中护卫当地的文化认同与弱势族群?（Escobar,2000）

当然，在发展的脉络下，传播媒介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应探讨什么传播网络可以启动地方性知识/文化/认同?如何建置能导致护卫地方的传播实践?（Escobar,2000）

四、抓紧“媒介批评”的教学重心

在“发展与传播”的理论典范数度移转下，“媒介批评”的教学或研究可以随之讨论不同的传播议题。试以当前方兴未艾的全球化理论典范为例，”媒介批评”课程关切的议题包括：

1.在资本/文化/传播的全球化的冲击下，发展中国家如何重新检讨现存的广电政策及因应之道?其政策是否深化了国家在全球化体系中所扮演的分工角色?其背后的动机是为了占据有利位置?或是为取得政权的正当性?

2.全球性媒体大集团在发展中国家的并购活动引发何种后果?如何冲击市场的重整与竞争?以市场机能为导向的文化产品如何引发文化价值冲突的问题?恶性竞争如何影响传媒节目的安排?如何渗透新闻专业的呈现与表现?

3.资金、人才、技术的全球化如何冲击发展中国家所有权结构?对传播文本或内容产生了何种质变与量变?对本地的文化产业及阅听大众的权益造成何种影响?

4.在全球化的浪潮袭击下，发展中国家民众/机构面对外来的文化产品或外资在本地制作的传播文本，是采取何种态度或策略?有无适当“抗拒”（resistant）的方式?

5.全球化的汇合与分歧的力量，以什么形式与结构在发展中国家的大众媒介中呈现?对于传播媒介的专业与道德伦理发生什么影响?

6.在大众媒介的文本中，市场逻辑（功利导向的价值观）以什么方式、代表人物（代言人）、象征、符号或隐喻出现?如何渗透在阅听人的意识中或日常生活中?

五、结语

在教学与学术研究上，“媒介批评”课程与人文学科的理论结合，落实在专业学科的理论概念上，从中发现值得讨论的主题与问题，剖析其现象，深化其内涵，充实其学理，增益其深度与广度，使之推陈出新，应是指日可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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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课程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学案例

王君超[2]

摘要 媒介批评是一门以培养和运用批判性思维与技能为主要宗旨的综合性课程。考察中美媒介批评课程的授课宗旨和教学手段可以发现：综合运用媒介素养测试、学生课堂展示、当前媒介事件讨论、媒介批评文章写作、评报等手段，可以有效地调动学生运用批判性思维评判媒介事件的积极性，促进学生批判素质的提高。

一、授课宗旨：培养批判性思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8年通过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明确提出：“必须教育大学生成为学识渊博且有远大抱负的公民，能够以批判精神思考和分析社会问题，寻求解决的办法。”[3]这种“以批判精神思考和分析社会问题，寻求解决的办法”的能力，就是美国哲学家杜威（J.Dewey）1933年提出的“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

美国学者M.斯柯雷（M.Scriven）与R.玻尔（R.Paul）认为：“批判性思维是智力的训练过程，这个过程积极、灵活地应用、分析、综合或评估由观察、实验、反省、推理、交流中所获得的信息，并用其指导信念和行动……可以认为，批判性思维包含两种成分：其一，一组产生信念和处理信息的技巧。其二，一种以智力活动为基础的、使用这些技巧来指导行动的习惯。”[4]R.H.约翰逊（R.H.Johnson）和J.A.布莱尔（J.A.Blair）曾为批判性思维下了一个更为简洁的定义，认为批判性思维是“反思的倾向和技巧”。[5]

美国政府为美国大学确定的一个总目标,就是要优先发展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因为社会成员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将决定美国的生活质量乃至整个世界的未来”[6]。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索诺玛分校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性批评中心所长保尔（R.Paul）则断言：“批判性思维应当构成21世纪教育的本质性基础。”[7]中国学者多将批判性思维视为“创新思维”的一种，认为其本质是“怀疑的、分析的和批判的”。[8]

在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的港台地区，一般是通过媒介教育（media education）来实现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目的。媒介教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大众传媒时代，它被赋予了更好地实现言论自由和维系民主的重任。早在1999年4月，33个国家的41位受邀代表在维也纳举行会谈，并制订了下列声明与建议：“为了言论自由、知悉权利、促进建立及维系民主，媒介教育是全球每个国家的每个公民的权利。”维也纳会议陈述的媒介教育的重要性还有：“确保人们学到如何：分析、批判地反省和创建媒介文本；识别媒介文本来源，它们的政治、社会、经济/或文化倾向及背景；了解媒介传达的信息及价值观；选择合适的媒体进行个人信息传递并影响预设受众”等等。[9]

在台湾，媒介教育主要是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的教育，又称“媒体识读教育”。笔者在2005年10-11月访台期间，曾对十数所台湾的新闻院系进行走访，发现台湾各大专院校一般均设有与传媒教育相关的选修课程，如大众传媒批判、电视与暴力、大众文化、媒体研究等；同时也有相关的硕士（如台湾大学）和博士课程（如政治大学）。有学者认为，媒介素养在台湾高校“是人们在现代社会所必须学习和具备的一种能力，也是认知、认识和批判能力的启蒙”。[10]

如果说媒介教育旨在对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进行启蒙，那么媒介批评课程的目的就是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和运用。作为一门以培养批判性思维和技能为主的综合性课程，媒介批评与媒介教育（或媒介素养教育）课程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以低年级大学生为主要对象的通识课程，旨在帮助新生认识媒介和辨析媒介内容；但媒介批评课程却是一门开给包括研究生在内的高年级学生，重在教会学生运用传播批判理论来分析媒介现象、媒介行为和媒介文化。

鉴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与运用需要一定的认知基础，因此在学生选修媒介批评课程时，教师一般都会提出对媒介素养通识课或新闻学和传播学基础课程的选修要求。例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媒介批评课程的选修要求是：“课程侧重辩证思维的培养，要求选修新闻传播课程，对媒介素养的有关知识有所了解，能够对媒介现象、媒介产品和运作方式进行批判性解读”[11]。

从授课宗旨上看，媒介批评课程贯穿着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和运用。例如：

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即新泽西州立大学）新闻系的媒介批评课程宗旨是“提供一套批评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以促进学生对媒体如何形成文化与社会的机理达致深刻的理解”，“帮助你成为一个批判性的大众媒介产品的消费者”。[12]

华盛顿州立大学（WSU）的媒介批评课程强调：“这门课程的宗旨在于培养批判性思维，促进学术或业务领域的原创批评和研究技巧……我们将阅读各种批判性的文本，研究批判性的方法，讨论它们并将其应用于现实生活。”[13]

美国查尔斯顿大学（College of Charleston）的媒介批评课程说明写道：“媒介批评的宗旨是提高了解、分析和评价媒体文本的能力。在本课上，你将广泛接触媒介批评的各种方法和途径，尤其是影视文本的批判方法。在课程结束时，您应该：

拥有足够的知识和技巧，做一个批判性的媒体消费者；

对媒介研究的基础和目前的趋势有更为深刻的了解；

通过具体案例，对媒介批评方法的了解更深更广；

能够从事自己的研究，并对媒介文本进行批判性的质询。[14]

阿德菲大学（Adelphi University）：“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论是居家，工作，或者只是走在街上，我们都饱受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的轰炸。由于媒体弥漫我们的视野，使得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并了解其对我们文化的影响。在本课上，我们将对媒体和流行文化之间的双向回馈关系予以评判。”[15]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研究生院（Virginia Tech.）的课程说明是：该课“用不同的方法、诠释和观点去批判大众媒体的信息（侧重于电视和广告）。尤其侧重意识形态、媒体信息与社会权力之间的联系。”并说明本课程的宗旨和目标是：

批判地看待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上的角色；

从伦理、文化、政治、经济和教育的角度检视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

为促进社会的发展而建设性地使用媒介。[16]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媒介批评课程是一门开给高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其宗旨是：“《媒介文化与批评》课程是一门以培养批判性思维和技能为主的综合性课程。旨在通过一个学期的讲授，使本科生能够综合运用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审视媒介现象，评析新闻与传播作品。”[17]

从以上媒介批评课程的授课宗旨可以看出：尽管它们对培养和运用批判性思维强调的角度不同，但都将其作为媒介批评课程的授课目标，并强调学以致用，即用批判性思维来分析和评判媒介现象。

二、教学方法：重在促进批判性思维的运用

媒介批评课程综合了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文学、政治经济学等各种学科知识，在理论架构上具有一定的前沿性与探索色彩；授课教师除讲授有关的基本知识外，每讲还应留出不少于一节的课时，让学生做分组展示（presentation）和组织课堂讨论（seminar）。例如，罗格斯大学的授课方式就是由“教师讲授、小组讨论、新闻片段和教育性录像放映、小组展示”4个环节组成[18]，在媒介批评课程的授课方式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媒介批评课程充分利用了清华大学开发的“网络学堂”等在线资源，教师在课后及时上网回答学生的问题，实现教与学的网络互动。具体来说，该课程是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培养和应用批判性思维这一教学目标的:

1.了解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现状

尽管媒介批评课程有选修要求，但是因为选课学生有着不同的学科背景，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也多有不同，因此在课程正式开始之前，应对其批判性思维的现状进行大致的了解。

在这方面，美国开发的《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问卷》（The 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简称CCTDI）已成为测评批判性人格特质的有效工具之一。它将批判性思维人格倾向分为寻求真理性（truth-seeking）、思想开放性（open-mindedness）、分析性（analyticity）、系统性（systematicity）、自信性（self-confidence）、好询问性（inquisitiveness）和成熟性（maturity）7个维度。每一个维度包括若干陈述作为项目，分别形成7个子量表，依次简称为t、o、a、s、c、i、m（以上7个维度英文首字母的缩写），由这些项目共同组成批判性思维倾向问卷。中国学者罗清旭、杨鑫辉2001年在对CCTDI中文版进行修订时，选择大专1至3年级和本科1至4年级的学生作为对象，其中施测对象为173人，重测对象为382人。“从总体上看,被调查的中国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倾向偏于消极。如果这种情况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进一步证实,就说明我们需要采取措施加强包括大学生、中小学生在内的广大青少年的批判性思维人格倾向的培养,提高我国青少年的批判性精神。”[19]

2002至2003年，香港理工大学护理学院彭美慈等学者从“概念等值”的层面，透过本土化的诠释过程，制订了一份“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测量表”（CTDI2CV,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Chinese Version），并在两岸四地的护理专业学生中进行两轮测试（首轮460名学生参与问卷测试，次轮共1829人），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总分是287.89,为正性的表现。除寻找真相（37.66）和系统化能力（38.15）稍低,其他5个方面的批判性思维特质均高于40分，呈正性的表现。[20]这一结果较前一测试结果较为乐观，但是仍暴露了中国学生在批判性思维方面的一些不足。

因为信度和效果问题，这一量表在选课人数不多的课堂上采用较难，但是教师仍可以通过简单的问卷调查，在课前对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有所了解。例如，教师可以设计包括类似以下题目的多项选择问卷（详见附录）：

（1）从总体上来看，你认为西方的媒体：

a.呈现真实世界 b.价值中立 c.宣传工具 d.热衷炒作

（2）你认为“性暗示”广告：

a.有趣 b.能吸引人，是好广告 c.违法 d.引发不健康情绪

例如，笔者2008年春节学期对选修课程的72名大三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在惯常的媒介接触行为中，仅有2.8%的学生选择报纸，大部分学生是通过网络来获取新闻的；在2004至2006年的历年问卷调查中，都发觉多数学生对“性暗示广告”、“虚假广告”和“低俗广告”的鉴别力较低；一些学生以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商品的广告为例，提出“能吸引人的广告就是好广告”的观点。经过调查发现，这一错觉来自他们之前选修的广告课内容。在了解以上问题之后，教师在课程讲授中对这些方面的问题予以更有针对性的指导。

2.利用展示和讨论等手段分析媒介事件

美国的媒介批评课程以研讨课（seminar）的形式居多，比如华盛顿州立大学（WSU）、密歇根大学（MU）的相关课程，后者更以“阅读讨论”为主，即主要围绕教师开列的书目，讨论阅读中的问题；也有一些高校以课堂讲授和展示（presentation）为主，如乔治城（Georgetown University）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等。[21]

笔者认为，相对于以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方式，讨论课的方式更为适合媒介批评课程的教学，因为在实证的、批判的和阐释的这三种主要的传播学研究范式（paradigm）中，媒介批评的研究属于后两种范式的交集，但主要从属于批判研究的范式。为了避免批判研究最为学界诟病的主观、随意性，就需要结合理论的阐释和现实的事件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取得共识或形成多元的观点。

但是，“阅读讨论”主要针对的是媒介批评著作中的问题，多涉及理论的阐发和演进，并不能很好地引导学生运用批判性思维解决现实问题。因为“虽然全美的教育系统被要求教授批判思维，如果学校没有把这种技巧与学生每天有一半时间沉浸其中的媒介世界联系起来，他们便忽略了一个潜在的金矿”；“如果学校希望学生在批判性思维上花更多的时间，并练习批判性的技巧，而并不把媒介素养和使用媒介作为一种批判分析方式来讲授，那么他们正在坐失良机。”[22]这一观点说明，脱离实际的教学是无法实现媒介批评课程的授课宗旨的。

比较起来，发动学生围绕当前的媒介事件[23]来做资料和观点的展示和进行小组讨论，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教学模式。近年来，随着城市新兴媒体和网络媒体的长足发展，媒介生态和媒介文化也呈现出虚假、低俗、暴力和社会责任缺失的倾向。媒体上越来越多的媒介事件，不断地丰富着媒介批评课堂讨论和展示的内容。比如，仅在2007至2008年之间，网络上就有美国少女梅根（Megan Meier）网上受辱自杀事件、内地的“很黄很暴力”事件、美国重量级博客写手受到死亡威胁事件、香港的“艳照门”事件、王力宏被移花接木的“断背照”事件、西方媒体歪曲报道西藏事件、吴敬琏“间谍门”事件、韩国影星崔真实自杀事件等。在课堂上讨论这些事件，有利于学生深刻认识网络媒介“双刃剑”的特性，促使他们理性地接触和使用媒介。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2008年春季学期的媒介批评课程所布置的展示题目，几乎都是当前媒体上的热门事件，比如：恒源祥广告事件，香港艳照门事件与隐私权保护，媒体与谎言，“很黄很暴力”的媒介与“很乐很open”的受众，网络游戏滋生还是释放暴力，媒体偷拍、公众利益与批判标准，媒体商业化，网络公共领域的问题及对策，媒体科技批评，当今媒介文化的问题与思考，“新新人类”与大众文化，新闻与广告中的歧视现象，“媒介伤害”的表现及防止，BBS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媒介的自律与他律等现实性较强的题目。[24]

此外，在媒介批评的教学中还可以引入“评报”的方法。学生通过轮流做“一周媒介分析”，可以透彻了解平面媒体的编排手法与版面语言所蕴涵的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所谓“评报”，即对报纸的稿件内容、策划水平、版面设计、编校质量、社会效果等进行综合的评价。评报不但可以帮助读者辨别报纸内容的良莠，同时还可以促进阅评人批判能力的提高。通过两家或数家报纸对同一新闻事件的不同处理，更可以折射出不同立场下的媒体编辑的新闻框架（news frame）及其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因素。笔者曾在课堂上用过的例子包括：中国2005年发射“神六”时中国和海外报纸的不同处理手法及判然有别的评论；中共十六大召开时，《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与《人民日报》使用的不同报道框架等。通过对以上具体案例的分析，可以反映出研究对象不同的办报理念和政治取向，以及不同的新闻呈现方式所蕴涵的意识形态。

3.通过媒介批评文章和论文的写作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除了展示、讨论、评报等课堂活动，通过媒介批评文章或论文的写作练习，也可以促使学生用学到的批判理论对媒介事件、媒介现象和媒介文化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评点和阐述，从而有效地调动学生进行社会批判的积极性，促进学生对批判性思维的运用。

对于学生来说，媒介批评文章与媒介批评论文相比写作难度更大，写作标准更难以把握。因为学生对学术论文的写作并不陌生，但对媒介批评文章这一新体裁的写作原则缺少了解。对此，教师有必要确立以下标准：一是体裁必须是时评，即要符合新闻评论的写作规范；二是必须有合适的媒介事件作为议论的由头；三是要运用媒介批评的相关理论对媒介事件、媒介现象或媒介文化进行分析，而不能写成“新闻评析”。后者是指对某一新闻文本本身的写作手法和得失进行评鉴和分析，虽然该项技巧也是媒介批评课程的内容之一，但在写作要求上有着根本的区别。新闻评析往往从写作学的角度对新闻作品做出审美角度的评价；而媒介批评文章则要求运用传播批判的理论，对具体的媒介事件、媒介现象和媒介文化做出评价。

媒介批评课程所涉及的理论繁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媒介批评课程以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和英国文化研究理论为主线，融合了女性主义、消费主义、精神分析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文化霸权理论、媒介帝国主义、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理论和乔姆斯基的宣传模式等内容。

为了发挥学生写作的积极性，还可以采取教学和媒体互动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于2007年春季学期与人民网共建了媒介批评网（www.mediawatch.cn）。作为内地“第一个综合性的媒介批评专业站点”和媒介批评课程的公开交流平台，该网发表了大量的学生作业，并在2008年3月底与人民网联合举办了“首届媒介批评有奖征文活动”，激发了学生写作媒介批评文章的热情。在这次征文的20名获奖者中有10名是在校学生，其中的3名是正在选修媒介批评课程的清华学子。[25]

三、讨论：如何检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效果

批判性思维的养成是一个较为漫长的复杂过程，仅仅通过一个学期的媒介批评课程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如何考察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是否得以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呢？

笔者认为：一是看“学生评教”的意见。在媒介批评课程结束后，多数中美高校的授课教师都可以通过密码直接查询学生的评教意见，从中不仅可以看到自己的授课效果，而且也可以看到学生所反馈的思维方式方面的收获与对课程的建议。

二是可以跟踪学生在选修课程后所发表的作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一般都有自己的博客，通过对学生选修媒介批评课程前后博客内容的对比，可以具体获知学生批判性思维变化的情况。另外，一些学生在毕业后由于走上了媒体业者的工作岗位，得以直接从事报刊、电视或网络评论的制作和写作。通过对他们的作品进行抽样和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也可以从中了解到其批判性思维的状况。

三是做问卷调查。这是一个最为简单并且有效的方法。美国乔治城大学传播、文化与技术系（CCT）的一些课程，比如“宣传学”（propaganda）和“传播运动”（communication campaign），往往利用一个简单的问卷在课前对学生进行认知测试；之后教师保留这一问卷，并在课程结束前利用同一份问卷对学生进行第二次测试。通过课前课后学生对同一份问卷给出的不同答案的对比，可以获知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提高程度。[26]

当然，如果能用前述的CCTDI或CTDI2CV来对曾经选修媒介批评课程的学生进行规范的抽样调查，所得出的结果将更为可靠。

附录 媒介素养简单测评题目

姓名_____ 时间：20分钟

一、选择或填空

1.你日常接触最多的大众传播媒介是：

a.网络 b.电视 c.报纸 d.广播

2.你浏览最多的网站是

a.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 b.BBS如____

c.新闻网站 d.交友网站 e.其他____

3.从总体上来看，你认为中国的媒体：

a.呈现真实世界 b.价值中立 c.宣传工具 d.热衷炒作

4.从总体上来看，你认为西方的媒体：

a.呈现真实世界 b.价值中立 c.宣传工具 d.热衷炒作

5.你认为媒介教育（媒介素养）最最重要的目标是：

a.认识媒介 b.了解媒介运作过程

c.培养批判性思维 d.增长知识

6.你认为“性暗示”广告：

a.有趣 b.能吸引人，是好广告

c.违法 d.引发不健康情绪

二、简答：以下广告有何问题

1.西安某女性用品广告：爱一个男人不如爱只狗。

2.女性用品广告：做女人挺好（婷好）。

3.豪宅广告：向“二等公民”说不。

4.电视频道广告：体育频道,男人的频道。

5.深圳招聘广告：热线主持人5名，女……湖北人勿荐。

6.福州某传媒公司广告：想占有我吗？！那就上吧……热线电话……

7.旺旺广告：如果不吃“旺旺”,就会让你一年不旺。

8.XO广告：人生得意，享受之时。

9.轩尼诗XO：对我而言，过去平淡无奇；而未来，却是绚烂缤纷。

10.REMY MARTIN XO: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

11.可口可乐广告：轻轻一举，带来光明。

12.可口可乐广告：可口可乐——使美好的事情更加美好。

三、试举一个例子说明媒介的负面影响（限150字以内）

高校媒介批评课程建设与教学实践

翟静宜 黄璜 谢蓓[27]

摘要 我国媒介批评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0年11月起，国家教育部加强了对媒介批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重视，国内许多新闻传播类院校纷纷将“媒介批评”列入重点研究范围，并开设了媒介批评及相关课程。但因媒介批评理论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结合中国媒介发展状况的成熟理论还有待于学术界的进一步探索和创新，这使得高校对媒介批评课程建设和教学实践的研究也仍处于摸索阶段。本文试从目前国内高校开设该课程的情况入手，对媒介评论课程建设与教学实践提出几点思路与意见。

引言

随着媒介批评理论研究日益获得重视，高校及各科研院所越来越多地将媒介批评研究列入重点科研项目范畴，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等各大高校的相关院系陆续将媒介批评课程写进专业培养计划当中，开设了媒介批评或相关课程。但与此同时，高校对媒介批评课程建设和教学实践的研究却尚未起步。我们试从目前国内高校开设该课程的情况深入，对媒介评论课程建设与教学实践提出几点思路与意见。

一、目前国内高校开设媒介批评课程的现状

自2000年教育部将“媒介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列入“21世纪新闻与传播学理论建构”专题以来，国内许多新闻传播类院校纷纷将“媒介批评”列入重点研究范围，并开设“媒介批评”课程。教育部高教司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全国已有460多所各类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点661个。[28]据不完全统计，其中50%以上的院校已经对新闻传播类专业学生开设了“媒介批评”课程，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将媒介批评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程，具体开设对象又分为不同层次

（1）面向本科学生开设媒介批评课程，属于这种情况的如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清华大学新闻学、传播学专业高年级，复旦大学新闻学专业，大连民族学院新闻学专业和浙江传媒大学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等。

其中中国传媒大学该课程内容主要是介绍了媒介批评主要流派和理论及媒介批评的主要概念、观点和研究方法，并结合具体的影视作品和现象进行分析。该课程自2003年下半年开始，先后给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01级、02级、04级本科四个专业及续本专业开设，得到了学生的普遍肯定。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设置媒介批评课程内容时强调了培养高年级本科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媒介素养，通过讲授、讨论和有特色的“一周媒介新观察”主题演讲，使学生能够综合运用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审视媒介现象，评析新闻传播文本。并在聚焦西方批判学派理论与代表人物的思想，媒介批评的起源、标准和方法的同时，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学的基本架构。

大连民族学院的媒介批评课程重点介绍国内外媒介批评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并由任课教师带领学生集中讨论近年来我国新闻分析与媒介批评中的热门话题。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理论与分析方法，能够运用这些理论与方法分析、批评新闻实践及作品。他们的课程设置分为理论课教学内容和实践课教学内容两部分，实验和课外作业相结合：

[image: ]

表1 大连民族学院媒介批评课程实践教学内容

在本科阶段开设媒介批评课程是目前国内高校中较多采用的课程设置形式，因此可取的经验也较为丰富。各高校在进行课程内容设置时形成了一点共识，那就是加强对学生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理论审视、分析媒介现象能力的培养，即重视提升学生的综合媒介素养。

（2）面向硕士研究生开设媒介批评课程，属于这种情况的如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其中安徽大学新闻学专业研究生培养计划中将媒介批评列为专业课范畴，其内容着重于媒介批评理论研究（课程名称即“媒介批评理论”），是在该校精品课程《新闻学概论》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子课程之一，课程定位也是“新闻学概论和文化研究的联姻”。清华大学新闻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在其本科专业开设媒介批评的基础上继续开设了该课程，重点则转向更深层次的理论研究方向。

由此看来，各高校在研究生阶段开设该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在媒介批评、传媒文化评论领域的研究能力，较之本科阶段的课程内容设置有较大区别。

（3）面向专科学生开设媒介批评课程，如江西九江学院文化传播学院的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专科）在专业主干课程中就设置了“媒介批评”，其内容定位与前述高校对本科生开设该课程的情况大体相同。

2.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切入，通过对媒介批评相关课程的“组合”设置，以期达到专业培养目标。如武汉大学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开设的“视听媒介批评”就是与“广播电视节目评析”和“电视文化”课程组合在一起，专门针对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学生的专业特点，规定了有针对性的教学内容，使学生的媒介素养更具专业色彩。

3.将“媒介批评”列入选修课范畴，面向相关专业的学生开设，属于这种情况的如中国海洋大学，该校新闻、传播类专业学生三年级上学期均可选修该课程，旨在通过“案例教学”使学生了解媒介批评的基本界定、历史溯源、发展现状和理论框架。课程时间安排为双周，在课程讲授方法上以理论挈领，结合媒介文化现象，重在开拓视野、培养学生思考问题的多重维度，同时激发他们对理论的探索热情。北京大学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高年级学生也可选修电视文化批评课程，其内容主要集中在电视传媒领域，并着重强调文化批评视角，也是对学生媒介批判思维能力的一种锻炼和提高。

除以上情况外，还有一些院校将“媒介批评”作为新闻理论课程体系中的一个章节对学生讲授，未列入教学计划之中，因此对此种情况就不再赘述。而从目前现状来看，高校开设媒介批评课程要么是针对新闻学专业，要么是针对广播电视相关专业，并且后者有逐渐增多的趋势，这可能与电视媒体文化近年来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受众所关注有一定的联系。

二、媒介批评课程在本科院校开设的利弊思考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欣慰地看到了媒介批评的理念已经作为新闻理论教学的本体内容在新闻传播类教学中得到了重视，但是是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开设，开设后如何开展教学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1.社会的发展需要未来从业者有“纵向眼光”看待媒介变化

在当下多元的社会中，媒介环境变化很快。今年是改革开放的第30个年头，变革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学者说，作为改革政策的宣传者和倡导者的媒体从来都没有走在这场变革的最前端，其中的原因是和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分不开的。但回首改革开放30年，媒体同样是今非昔比。媒介环境的变化之快，需要身处这个社会的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中的大学生，特别是大学生中投身传媒事业的人用客观、反思、负责的态度去对待媒体，这样的态度是对社会负责、对未来负责。这里我们提倡的“纵向眼光”是指不能简单将我国的媒体和媒体环境与西方的媒体进行类比，而是用历史的、批判的眼光看待我国媒体现状。

2.媒体社会功能的改变需要未来从业者有“全局眼光”认清媒体的职责

从“喉舌论”到“娱乐至上”，从业者在摸索、试水、转化媒体功能的时候，受众对媒体的“负面功能”也在不断质疑。每每大事件中，媒体都不可推卸地扮演重要的作用，受众寄予媒体厚望，媒体与受众集体狂欢。但一方面是媒体不断增强的对突发事件的直播报道能力、山雨欲来的数字电视的整体转化，另一方面是“3·14”发生时的吞吞吐吐、《每周质量报告》在“三鹿”奶粉事件前的自说自画、奥运会开幕式直播中的种种遗憾，媒体在受众忽冷忽热、忽褒忽贬的转变中，看不清自己应担当的社会职责。从业人员打开全局的眼光，才能让媒体在社会的变迁中领跑。

3.学科内部不扛起“批评”的旗帜，来自学科外的“批评”就不能理性

学科内的三缄其口，并不能化解其中的矛盾，来自学科外的批评就很难在一个理性的范畴中进行。在人文社科类其他课程的教授中，由于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很多媒介事件已成为其他学科批判的对象，在学生涉及本行业之初，开始理性思考媒介的课程也就迫在眉睫了。

4.媒介素养教育与媒介批评研究可以在教学中得到统一

媒介素养教育20世纪30年代发轫于欧洲发达国家，至今已走过近80年历史，在欧洲、大洋洲和亚洲等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由最初的教导青少年如何规避大众媒体文化的消极影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旨在提高媒介受众批判性地认知、吸纳媒介信息能力的终身教育。[29]媒介素养在发达国家可以成为普识类课程开展对我们有启发意义，如果媒介素养课程是所有身处媒体影响中的受众都必须习得的技能，那么媒介批评课程成为面向新闻传播类学生的本科课程也就有了逻辑上的借鉴意义。事实上，我们在具体的教学工作中就会发现，开设媒介批评课程会涵盖媒介素养课程的部分内容，对于大学生树立正确地看待、利用媒介具有实践上的作用。

5.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需要未来研究者有“批判眼光”促进理论发展

本科教育也是为我们新闻传播学界培养后继的理论研究人才的基础，“批判”是一种学术的态度，是对新闻理论的充实和发展，是对“新闻无学”的有力反驳。任何一个完整、成熟的学科都需要有批判的科学方法去思考，本科教育中开设这门课程也是对新闻传播学术的贡献。

我们面对的是将来媒体的从业者、学科的研究者，我们就更应该拿出纵向的、全局的、历史的、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体。

当然，从事过媒介批评教学计划制订工作的一线老师都知道，很难将这个课程开设成32学时的教学安排，因为本身媒介批评的理论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熟理论也有待于学术界的探索和创新。其次，媒介批评的课程更多是一种思维的方式、高屋建瓴的指导方法，在急功近利的新闻传播类教学中就显得可有可无。再次，媒介批评是建立在对媒介实践活动已经有所领悟和思考后的再反思，势必在开设课程时有这样的疑问：我们的新闻传播教学本身就和实践脱离了，又怎么在脱离实践的基础上开设反思类的课程？

三、如何对本科专业学生开设媒介批评课程

在现行的教学模式中，我们的教学实践采取的是：针对开设媒介批评理论课程的困难，采取曲线的方式。

第一，在其他课程的讲解中,突出“媒介批评”的授课内容，这种方式侧重于教授“媒介批评”的理论。此类的课程有“媒介概论”、“传播学”、“舆论学”、“新闻理论”等，通过教研室集体商讨的方式，让授课老师形成这样的共识，突出讲授。

第二，开设“媒介热点问题探讨”之类的选修课，从媒介事件中讲述“媒介批评”理论内容和思维精髓。此类课程有“中国电视文化评论”、“社会热点评析”、“大众文化导论”等。这种方式侧重的是灌输媒介批评的方法，用媒介批评的思维来引导学生看待媒体中的事件。这样的开课方式适合在选修课中开设，也比较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我院曾在第二种方式中做过探索，开设了专业选修课，由舆论学、文化学专业的老师执鞭，其实就是媒介批评的实践类课程，老师选热点，学生讨论，这样的方式比较讨巧。但是也会偏离媒介批评的研究框架，同时，开设选修课的遗憾也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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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媒介批评”类课程的教学探索

在对国内高校媒介批评课程建设情况做了了解与分析后，我们针对同类型本科院校的媒介批评课程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日常媒介素养教育，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并通过这种普遍性的兴趣教育，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在媒介素养理论得到承认的今天，每一个公民都是媒介素养理论的对象。作为新闻领域的从业者，更应具备良好的媒介素养。在大学阶段青年人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可塑性很强，他们接触某种媒介文化内容，就容易认同某种话语，形成某种意识形态，产生某种世界观、价值观。这时候最需要专业教师对其进行正确引导，使之能够客观地看待多元文化，取其精髓，弃其糟粕，尤其是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更应持全面、客观、审慎的态度。传媒类院校可在校内鼓励学生组织成立以提高“媒介素养”为主题的学生社团，由专业教师进行指导，通过定期举办媒介文化活动、媒介“热点问题讨论会”等，使学生对媒介的关注层次逐渐上升到专业理论层面。

2.通过开设“系列”课程，促使学生“批判”思维的养成，形成良好的新闻人格。媒介批评课程不是孤立的，应和相关课程互相配合，形成“组合”效应。如新闻传播史论、新闻作品评析、电视文化研究、影视作品分析、舆论学等课程都应为培养学生“批判”思维打下良好基础。正如前面介绍的武汉大学采用的做法，利用“组合”课程为共同的教学培养目标服务，不仅为学生的人文素养、批判思维养成提供了较长时间、连续性的媒介文化熏陶，也使教师在课程讲授过程中能够更加明确自己的教学目标以及本课程与其他“组合”课程之间的衔接性，更能有的放矢地设定教学内容，灵活运用各种有效的教学手段。

3.授课内容应将理论与实务相结合，除介绍媒介批评主要流派及相关理论、研究方法外，一定要结合具体作品和热点现象进行分析。通过教师讲授、课堂分组讨论和专题演讲，使学生能够综合运用各相关理论客观审视“媒介热点现象”，具备评析新闻传播文本以及媒介批评文章写作的能力。在对清华大学及大连民族学院的媒介批评课程大纲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后，我们不难发现，对这样一门特别强调理论功底和人文素养的课程，他们都是采用了“以讲带练”，“以玩带学”的办法，当然这里的“玩”不是毫无目的地散漫教学，而是事先设定好议题，由学生自发搜集材料，消化理解，组织讨论或辩论，形成思想碰撞，最终完成对某一媒介热点问题的全面认识，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效果。这种方式既能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又能在课堂“头脑风暴”中形成多元视角，培养学生更加全面客观地对待媒介和媒介文化的意识和能力。

4.构建媒介批评“本土化”理论，引导学生不仅要借鉴西方批判理论、文学研究等思想，更要从本土文化的角度出发，构建我国的媒介批评理论。教师授课时要将课程理论运用于中国国情和新闻现状，这对我国媒介的健康发展才真正具有现实意义。时下学界业界的许多媒介批评理论过分笃信西方文化研究思想，“言必称西方”，这无疑与中国的媒介实践相脱离。其实，西方的媒介批评和实践大多针对自身文化语境，在中国开展媒介批评自然应当首先面对中国媒介的状况。一味生搬硬套他人的理论，既不能解决中国传媒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更无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体系，永远只能踩着别人的脚印踯躅不前。面对代表着中国未来文化发展希望的当代大学生，高校理应在教学中明确“建立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理论”的主旨，并做出有益尝试。比如，将中国的媒介批评传统，特别是新中国在媒介批评方面的经验与教训、理论与实践等纳入授课内容之中，既拓宽了学生的学术视野，也使他们的媒介批评实践能够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向和实际价值。

5.加强学生的传媒实践。媒介批评是在洞明了实践层面以上的“再反思”。之所以在新闻理论的发展中诞生出媒介批评的理论，是和媒体的发展历史分不开的，是和媒体在社会体制中的实践分不开的。媒介批评的产生就是在媒体的实践不断发展中诞生的，而不是在新闻理论框架中的思辨。所以，要使得学生理解开设媒介批评课程的要义，学会媒介批评理论的方法，应该让学生多参与媒体活动的实践和观察媒体活动的实践。这也是本文认为的媒介批评课程在本科教学中难以如初衷地开设的根本原因：新闻教学本身就与实践脱钩了，那么建于实践基础之上的媒介批评课程又依附在学生的什么基础上？

综上所述,我们对高校媒介批评课程体系建设做如下总结:

1.面向所有低年级本科学生开设媒介素养公共基础课程，作为对媒介批评及相关课程的前修课程。虽然目前国内部分高校对媒介素养课程已做出了积极探索，但仍需要高校、教学科研部门和社会公众机构共同推动媒介素养教育，例如在师资培训和教材编写方面，国内高校可联合起来，组织媒介教育专家编写教材和制作媒介教育资源。

2.面向新闻传播类、影视文化类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开设“媒介批评理论与实践”课程,可设定为专业基础课。课程大纲、教学内容和模式，可以由各高校研究确定，相关高校也可将其作为联合教学科研课题做进一步研究探索。

3.面向研究生开设“媒介批评”课程，重点是媒介批评的理论研究和教育研究。

具体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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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高校媒介批评课程建设体系

四、媒介批评如何与传媒实践相结合

结合我们所在的教育业，对媒介批评与媒介实践的结合，本文认为对媒体从业人员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我们必须有希望地看到，倘若媒介批评的课程开设可以成为教育界的共识，那么我们培养出去的传媒人才就会主动地运用媒介批评的思维去指导自己的传媒实践。

其次，媒介批评要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还要学会利用好媒介本身。现在很多领域的专家都学会了利用媒介宣传本领域的知识、观点，讲理论的知识从象牙塔拽到了地面，虽然这样的做法也带来了学术界的褒贬不一，但是，我们认为，媒体文化先天就是面向大众的大众文化，它天生不能只在象牙塔中。恰恰我们研究传媒的学界没有学会运用，正如传媒的改革总不能走在社会改革的前沿。我们也主张新闻传播领域有自己的学术明星，对媒介事件的讨论不仅仅在学术界、论文中，也要在媒体中、专栏中、畅销书中，也就是大众中，给我们的舆论领袖种上疫苗到受众中传播。

第三，借鉴媒介素养研究开展实证调查。

媒介素养研究经常把眼光投放在青少年、上网、媒体模仿这些热点话题上，并在不同城市、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媒体中开展了具有说服力的实证调查。媒介批评的学者们纵有万丈豪情，但也要落到实实在在的研究点上，我们的眼光可以更宽广，投向社会，投向未来，开展必要的实证研究，增强媒介批评与媒体实践在研究层面上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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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的历史

新时期我国大陆地区媒介批评特色体系初探——以甘肃省《新闻理论与实践》半月刊为例

李 磊[1]

摘要 媒介批评虽然是一门有着自身特定内容与范式的学科，但它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常常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与组合内容。我国大陆地区新时期媒介批评活动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媒介教育引导与媒介批评监督相结合，媒介政策把关人角色与媒介业务诊断者角色相结合，媒介事业全局监察与媒介相关行业辅助相结合。这些特点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家专业媒体批评小报上曾得到过充分的展示。

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昭示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以此为标志，新中国的新闻事业进入了一个以“新时期”为称谓的新的发展时期。不同于中国共产党以往战争年代、建设时期的新闻事业，新时期的大陆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背景是中国社会全面的改革与开放，是社会结构的整体性转型，是中国特色化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体系逐渐成形这样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的新闻媒介批评行业也在吸取外来成果、自身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些特色既包含了对媒介批评这门学科共性化元素之吸收与引入，也表现在将媒介批评这门外来学科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大陆时所归纳与形成的诸多个性化元素。这一特色化的新时期媒介批评学发展进程在一份上世纪70年代末创刊的专业小报上得到了较为集中的体现，这份小报就是创刊于1979年5月1日的《新闻理论与实践》。

《新闻理论与实践》（半月刊）是由甘肃省新闻研究所创办的一份专业媒介批评小报，1979年5月1日创刊，1989年底停刊，前后共发行了10年（后该报取消公开征订发行，改为一家内部发行的甘肃日报社不定期刊物，逐渐失去了以往的社会影响力）。这份报纸虽然是一份对开4版的“内部综合性学术刊物”，但对外公开征订，全国发行，半月一期，是上个世纪改革开放风起潮涌的80年代一份发行间隔最短，内容较为集中，读者面极广，业内影响很大的一份新闻理论与业务媒介批评报纸。当时的大陆新闻界从事媒介批评的刊物大致可以分为4个体系：中宣部系统里的评报小组；一些大报大台自己出版的新闻业务杂志；许多省市级报纸内部的业务交流通讯；部分新闻院校出版的学术性新闻刊物。《新闻理论与实践》可以算做第3类，因为它的创办者是隶属于甘肃日报社的甘肃省新闻研究所，但它创刊伊始就公开出版发行，而且具有新闻研究所这样一个专业部门背景，是一份当时少见的以报纸的形式公开出版发行的新闻媒介批评专业刊物。

1980年代是一个各行各业改革与开放“狂飙突进”的时代，大陆地区的新闻界从最早投身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到为改革与开放“鼓与呼”，再到自身开始探讨新闻界的改革进程，一直是最为活跃的一个行业。虽然当时大陆地区还没有媒介批评这一学科，但媒介批评学所包含的“引导人们科学地分析新闻作品和媒体活动，让受众正确理解新闻，开导记者从新闻批评的视角把握新闻质量”[2]这些内容，却很早就在大陆的新闻业务报刊上开始涉及了。

对于什么是媒介批评，现在的新闻界业内和学术圈迄今还未能达成一个公认的标准化经典定义。有人认为，“媒介批评是指对新闻活动的批评”，“是指在解读新闻及媒体的过程中评价其内在意义及对社会的影响。”[3]“具体说来，媒介批评要引导记者把握新闻的质量，指导受众正确理解新闻、认识媒体，从而启发人们正确认识社会生活。”[4]还有人认为（广义上的）媒介批评“是通过媒介文本和与产生文本有关的一切活动，甚至包括在科学、审美、道德三大范畴中对媒介生存和媒介生存关系结构的审视和揭示。”[5]也有人认为媒介批评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媒介批评指的是批评家、受众等批评主体对大众传媒所传递的新闻和娱乐文化信息等所做的直接反应，表现为批评主体对大众传媒活动所做的监督。”[6]

笔者较为同意的是这样一个定义：“所谓媒介批评，是指根据一定社会和阶级的利益与理想，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大众传播活动所做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7]

不言而喻，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我国大陆地区，媒介批评活动的主要立足点，主要话语平台和主要批评理论框架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媒介批评观。这一媒介批评观不仅体现在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媒介批评的基本指导思想，还意味着这一媒介批评体系的价值指向及话语表述工具都具有当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除了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新闻事业观指导下的新闻专业主义色彩，还与中国特色的国情与新闻传播事业发展轨迹、阶段、任务、性质等一系列重大基本观念息息相关，构成了有别于西方普遍存在的欧洲社会文化/批评学派，美国功能/行为分析学派和新闻专业主义学派的诸多元素及体系。从这个意义上看，《新闻理论与实践》这份小报就是上世纪80年代以中国特色的新闻媒介批评观为批评工具，以建设当代中国新时期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为目标，以中国火热的当下新闻事业诸多活动为评判对象，以全面的专业领域为观察视角的一个新时期媒介批评公共平台。

该刊创刊之时虽为甘肃省新闻研究所一家独办，但从1983年开始改由甘肃省记协、新闻学会和省新闻研究所联合主办，办刊资源和力量得到了很大的支持。根据刊物“征订小启”上的资料，该刊的主旨是“联系报纸、广播、电视实际（工作），力求及时传播各地新闻界信息，进一步交流新闻业务，探讨新闻理论，普及新闻知识，为开创新闻事业新局面而服务。”刊物的读者范围是“各地新闻工作者、报纸和广播通讯员、新闻系（专业）师生、广大新闻爱好者”。[8]

《新闻理论与实践》创刊第1期的头版头条文章是其“母报”《甘肃日报》总编辑刘爱芝的一篇文章：《解放思想 研究问题》。该文在末尾谈到了创办这份小报的初衷，是提供给新闻界同仁一个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可以展开深入讨论的平台，办刊的目的是“经过讨论，提高了认识，辨明了是非，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就是收获”。头版的第2篇文章是《甘肃日报》副总编蓝坪的一篇长文：《重新学习新闻学ABC》。头版报眼上登着该报的一篇“稿约”，提出“一、本刊主要内容：无产阶级新闻理论问题探讨，采访、写作、编辑、版面和通联工作经验体会，有关我党新闻事业的历史回忆，新闻作品分析和评报意见，新闻基础知识、新闻史料及其他。二、要求本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联系实际改进报纸出发，解放思想，广开言路，百家争鸣，总结过去的工作，研究新的情况，能够提出和解决问题。三、有见解，有论据，言之有物，并力求开门见山，言简意赅，短小精悍，总结或探讨性文章则字数不限。”[9]

《新闻理论与实践》的版面内容相当丰富，涵盖了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主要领域。根据该报1983年的一则“征稿”启事，该刊内容大致分为5个方面：“一、新闻界信息（工作动态，人物活动，新闻管理，学术讨论、竞争和协作等）；二、新闻业务交流（采、写、编经验体会，广播站工作，群众工作；新闻界人物专访，好稿、好栏目、好版面介绍）；三、新闻理论探讨（着重应用理论和实际工作中新经验、新问题的理论研究，同时普及新闻学ABC）；四、当前新闻工作述评（新闻纵横谈、随感录，专题总结性文章，报纸、广播、电视评介，工作意见和建议，表扬和批评）；五、新闻史、党的新闻工作回忆录，外国新闻事业（包括理论及其实践）。”[10]

从这份征稿来看，该刊的内容既有动态的全国新闻界信息、当前新闻（媒介）工作的全方位述评，也有新闻业务的信息交流、媒介内容的批评与分析；既有实际工作中应用型理论的研究总结，也有新闻史和外国新闻事业的回忆与评介。内容广泛全面、媒介批评实践性强、应用性理论与经验分析多、版面信息丰富及时构成了该刊的一大特征。

这份小报的内容是从其不同的版面栏目上得到体现的。虽然该刊的栏目设置在不同年份有所改动，但以下几个栏目大致一直存在着（或改换名称），这些栏目较为直接地反映了该刊的内容特色与媒介批评报道的价值取向。

《各地报纸巡礼》和《报纸上的新栏目》等栏目主要评介全国各地报刊的改革经验、优秀栏目，借以推动报刊电台（电视台）的新闻改革事业。

《编辑札记》和《在编采岗位上》是两个主要刊登报刊、电台编辑人员业务交流稿件的栏目。内容丰富、信息及时、专业性很强，常常快速地把当时新闻界最新的编辑理念和出色的经验传递给读者。

《记者生活》和《采写体会》两个栏目主要着眼于新闻记者采访与写作经验交流，经常刊登第一线记者的采写心得体会与得失，以增加广大新闻记者的业务水平。

《好稿评介》、《业务研究》等相关栏目或者注目于佳作点评，或者对新闻采、写、编、评系列流程中的一些重大现象与突出问题进行深度研讨，在较高的层面上交流信息，起到总结经验、指导工作之目的。

《新闻纵横谈》是一个短小精悍的批评性栏目，它的文章常常对新闻界发生的一些错误现象进行讽刺与批评，文风犀利、观点鲜明、个人风格突出，是该刊中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品牌栏目。在这个栏目中人们常常能看见像《失实稿件为何能畅通无阻？》《花钱买个“特约记者”》《身为新闻记者岂能见利忘义徇私舞弊》[11]这样一些尖锐的批评文章。

同《新闻纵横谈》类似的另一个常设栏目叫《随感录》，它也以短小精悍的批评性文章为特色，专门对新闻界中的各色现象——当然主要是一些不好的现象进行及时的针砭批评（有时也刊登一些表扬鼓励的内容），取材准确、文章精练、文字个人风格化突出是其特点，这个栏目亦深受读者好评。

《通讯员园地》专门刊登有关基层通讯员工作的信息与经验，旨在通过交流，提高广大通讯员的政治与业务水平。由于我国新闻事业的人民性特征，报刊、电台与电视台的发展离不开广大生活在基层的通讯员的支持。但是，由于条件所限，许多通讯员在政策把握、思想状态、新闻业务、写作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距，迫切需要一个常设性的园地进行经验交流，获得指导，这个栏目就是为此而设立的。

《新闻界人物》是一个主要介绍当代著名新闻记者的栏目。这个栏目所介绍的知名记者无论在政治思想上、新闻业务上，还是在职业道德上都堪称楷模，对他（她）们生平事迹的介绍，对广大读者具有很好的示范性与教育意义。

《广播站工作》是一个专门以基层广播工作站人员为读者对象的栏目，旨在反映各地广播站工作的经验，交流基层广播工作者的心得体会，对广播站的工作进行点评，以期提高基层广播工作者各方面的水准。

《广播电视业务》一个专门研讨广播电视行业的栏目。虽然《新闻理论与实践》是一家附属于省级党报的新闻研究所创办的专业报刊，但它创刊伊始就对大陆地区的广播电视新闻工作极为关注。1979年在电视台工作刚刚起步时，该刊就开始刊载电视业务方面的文章了（如《电视剧和系列片》[12]，作者：裴玉章）。《广播电视业务》这一个栏目从创刊就有，一直存在到停刊为止，这显示了该报编辑部对广播电视新闻行业的高度重视。

《研究与借鉴》和《外国新闻事业材料》是两个旨在通过介绍外国新闻事业的各项有益经验来促进我们新闻界工作的栏目。它主要刊登国外新闻界的最新动态，有益经验和著名报刊、电台、电视台栏目和人物介绍，在开阔我国新闻从业人员眼界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经验交流》为编辑与记者们彼此交流业务经验提供了一畦园地，像《一条消息的标题比较》[13]、《改革小报的言论》[14]等类似的文章常常给读者以启示。

《新闻论坛》是一个专门反映新闻理论动态的栏目，它同另一个类似的栏目《新闻界》一样，着重介绍与评论整个新闻行业的潮流倾向，经常刊登一些专家学者的重头文章，相比其他的栏目，这个栏目的文章篇幅较长，内容厚重。

同《新闻论坛》相似，《学术探讨》也是一个集中对较为前沿的学术性问题进行深度探讨的专栏，常常编发一些重要的“大块头”文章，集中研讨新闻活动中出现的一些重大学术问题。比如《评论语言形象化手法探析》（陈维伟），《王中教授谈报纸性质及其他》（王中）、《甘惜分副教授谈新闻工作规律》（甘惜分）、《新闻规律初探》（徐培汀）、《新闻立法漫议》（张宗厚）、《新闻传播规律与宣传规律》（郑名）等类似的长篇高论经常可以在这个栏目中看到。

《新闻理论与实践》还特别重视对我国、我党和国际共运新闻事业的史料介绍，《新闻史话》就是一个专门介绍我国、我党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家新闻活动等历史事迹的栏目，经常刊登如《在马克思的名义下——马恩报刊生活的一件趣事》（何金开），《关于最早的无产阶级报刊》（陈力丹），《延安时期的新闻改革》（谢国明）等此类文章，对广大新闻工作者进行无产阶级新闻思想观教育。

另外像《评报点滴》、《新闻作品分析》、《新闻书刊文摘》等一应栏目也以其特色内容获得读者的关注。

注重传递党和政府对新闻界的政策与信息，是《新闻理论与实践》的一个很大特点。该刊每期头版较大的版面篇幅都用来反映全国新闻界最为重要的业界动态，其中新闻事业与改革开放的信息是刊登最多的内容，反映了该刊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改革意识。以该刊1983年诸期第一版内容为例，1983年第1期发表了北京学者何光先的文章《新闻改革要与政策相适应》，第3期的头版头条消息是《报纸广播要为改革大造舆论》，刊载了当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冯纪新要求本省的报纸、广播对改革问题要大造舆论的指示，报道了该省党报“《甘肃日报》已做出为改革大造舆论的近期安排：一、连续发表一批报道改革的新闻；二、组织几次改革座谈会，并发表座谈纪要；三、撰写一系列的关于改革的评论”。1983年第2期的头版头条标题是《新华日报将大力改进报纸宣传》，文章系统介绍了该报的改革系列措施。第5期的头条消息是《胡绩伟向〈新闻战线〉记者介绍（引题）人民日报今年改进计划（主标题）》，对《人民日报》1983年的改革工作部署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第5期第3版的《陆平谈世界经济导报的基本经验》，第7期头版的《自己走路扬长避短发挥广播优势（引题）广播新闻改革迈出可喜的步伐（主题）》，介绍了全国各地广播电台新闻改革的特点：快、短、活、近。第8期头版《新华社提出：新闻报道要“七增”“一减”》。第9期《华东报纸第三次会议提出：（引题）报纸要改革关键是继续肃清“左”的影响（主题）》，指出了新闻界的改革必须肃清“左”的错误路线残余。1983年第8期第4版的《三家报纸的新闻改革打算》一文系统介绍了《天津日报》、《南方日报》和《新华日报》的改革思路。这些来自大报大台的改革信息对指导当时的全国党报改革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除了这些带有指导性的信息以外，《新闻理论与实践》头版还常常对当时新闻界中的新问题、新动向进行深度研讨，引领新闻改革向不同的纵深领域发展。比如该刊1983年第8期头版头条刊载的《当前报纸经营管理中的几个问题》，就详细介绍了北京新闻学会经济学研究组就当时报纸经营管理中共同关心的几个问题的研讨观点。1983年第5期头版上刊载的《戴邦、钱辛波谈新闻改革和新闻学研究》系列专访，则系统地介绍了我国最高的新闻研究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两位领导及专家对当时新闻改革的观点与看法。1983年第11期头版头条新闻《山东省委书记、省长梁步庭指出：（引题）报纸上没有批评不行》，强调报纸上开展批评乃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国家政治正常化的一种表现。同年第9期头版的《吴冷西谈新闻改革》一文，介绍了时任广播电视部部长的吴冷西同志在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及时地向读者们传达了广播电视战线最新的改革信息与政策走向。1983年第10期头版2条的《马达谈〈文汇报〉的办报思想》，1982年第8期头版头条消息《常向报社提要求出题目亲自动手撰写重要评论（引题）项南同志重视新闻工作（主题）》等等文章都具有鲜明的引导指向。这些报道领导者的重要指示和专家学者的不同意见都引起了新闻界读者们良好的反响。

不断地向读者介绍具有全国性影响和改革成绩卓越的知名报刊，电台（电视台）的改革动态这也是《新闻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方面的稿件也经常被刊登在头版显要位置，成为引导全国新闻媒介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信息。

对全国各地报刊的好栏目、好版面、好文章的点评介绍也是《新闻理论与实践》媒介批评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各地报纸巡礼”一栏中既有对中央级大报《人民日报》相关优秀栏目的简评，如《“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简评人民日报〈立此存照〉专栏》[15]，也有对地方小报小刊众多优秀栏目的点评介绍。

在《新闻理论与实践》这份刊物中，对媒介活动中的不良现象进行批评的文章占据着很大的版面。无论是“新闻纵横谈”、“随感录”，还是在其他栏目中批评性文章都很多。比如一篇名为《为啥“没有写出来”》的短文批评了一些报道跳水救人女工陈燕飞的文章在背景材料中故意不写出陈燕飞水性娴熟这一事实。而事实上采访陈燕飞时她就告诉过采访者们“我小学四年级就学会了游泳，读中学时受过训练，进工厂后又当了两年救生员”。但是，“事后，我跟好多记者都谈过我会游泳，可不知怎的，他们没有写出来。”文章批评了这种为了追求某个方面“新闻宣传价值”的突出而故意没有写出必须交代的新闻事实和背景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会影响新闻的可信性，效果未必理想，尤其是会引起知情读者的反感”[16]。另外一篇短文《“哑谜”新闻何时了？——编余杂谈》则批评了一些新闻记者在稿件中与读者“打哑谜”、“捉迷藏”，故弄玄虚，使读者经常产生迷惑甚至气恼的情绪。[17]另外像《把“旧闻”挤出去》（胡存英），《进一步端正新闻文风》（何光先），《“变戏法”的教训》（曹润华）等此类批评文章比比皆是。[18]

在刊物上经常进行争鸣，将对当时新闻界的一些重大问题持不同看法的文章刊登在同一版面上（或通过连续刊载进行争鸣），这也是《新闻理论与实践》上常见的一种现象。比如，在1980年代初期，新闻写作散文化这一论题曾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新闻理论与实践》就经常在自己的“学术探讨”栏目中刊载不同意见的文章，让读者自行评判。在1983年第8期里，就曾在同一版面上同时刊载《新闻写作不宜采用从容不迫的问题——与主张新闻散文化的同志商榷》，《效法散文，改进新闻写作》，《新闻与散文》，《松散·自由·不拘一格》等数篇文章进行争鸣，效果不错。

大陆地区地域广阔，搞好新闻报道与宣传工作离不开广大的基层新闻单位和底层通讯员们的大力支持，对基层新闻从业人员、通讯员在业务、思想、作风及新闻知识方面的普及训练也就成为媒介批评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新闻理论与实践》半月刊这方面的工作做得相当扎实，这种扎实的表现主要表现在“广播站工作”、“通讯员园地”、“采写体会”等专门为基层通讯员服务的栏目内容中。

《新闻理论与实践》还特别注意维护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益，对各地发生的歧视、殴打、侵犯新闻记者的案件予以高度重视，及时加以报道和评价，切实维护新闻工作者的正当工作和人身安全。该刊1983年第4期第2版的《维护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主标题）湖南省委常委会议决定责成诬陷记者的长沙市工商局负责人做出深刻检讨，并向记者道歉（补题）》，报道了湖南省委重视维护记者权益，坚决支持新闻工作者进行舆论监督的消息。《岂能如此合作》（茹茹）一文则反映了底层通讯员的苦恼——一位通讯员采写了一篇新闻稿并寄给某报的一位新闻编辑，却“数日杳无音讯”。隔了几天，该稿忽然在另一家大报上刊登了出来，虽然稿件内容“除了个别词句稍加修饰外，几乎（与原稿）一模一样”，但稿件署名却赫然加上了这位编辑的大名，稿件成了这位编辑与写稿者的“合作之篇”。文章的作者认为这是一些人“利用编辑工作之便，将别人的稿件作为资本”的抄袭剽窃行为，呼吁“必须反对那些从来稿中攫取新闻成品，擅自向外发稿，以达到坐收渔利的恶劣做法”。[19]

通过专门设置的栏目选择性地介绍港台地区和外国新闻界的信息，增进大陆地区新闻从业人员的视野，提升他们的新闻专业素养，这也是《新闻理论与实践》众多栏目中的一个特色。比如1983年第4期第4版上刊登的一篇转引自《天津日报》的文章《竞争中的香港记者》，细致生动地介绍了香港记者同行们采访赴港演出的天津杂技团的事例，向读者们介绍了香港记者的一个共同特征——竞争中的拼命精神。这种记者的敬业精神与竞争意识对当时大陆地区的广大新闻从业人员还是有着较大学习价值的。

不间断地载文介绍无产阶级新闻观与革命领袖的新闻思想及活动一直是《新闻理论与实践》的一个特色。马克思新闻思想专辑系列讨论文章，关于列宁、斯大林对报刊工作的介绍文章和众多介绍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对新闻工作的指示的文章，在帮助年青一代新闻工作者端正从业思想，领会党的新闻工作重要性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比如：胡耀邦同志的《关于党的新闻工作》[20]，胡乔木同志的《新闻要客观地叙述事实——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21]等重要文章都在这家刊物上得到了最为迅捷的刊载。

在这些领袖们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介绍文章中，《新闻理论与实践》1979年第10期开始的系列介绍刘少奇同志的几篇讲话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重新全文刊登的文章对重新审视我国新闻事业的诸多基本问题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1979年第10期2-3版，该刊全文刊载了刘少奇1948年10月2日《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第12期又用2-3版的篇幅全文刊载了少奇同志的另一篇论述新闻工作的重要文章：《对新华社工作的讲话》（1956年5月28日）。同年第12期第3版，该刊又全文刊登了刘少奇同志《关于人民日报工作的讲话》（1961年5月1日）。该刊还专门组织刊登了专家学者们学习刘少奇同志三篇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的理论文章[22]，这些学习材料与理论讨论文章对当时新闻界拨乱反正工作均具有很强的冲击性与促进性。

通过对我国、我党新闻史上优秀新闻工作者的生平介绍，或者通过老一代新闻工作者的现身说法来提高青年一代新闻从业人员的政治与业务素质也是《新闻理论与实践》编辑们经常刊登的内容。比如该刊1985年第9期第4版刊载的著名记者华山的《新闻的真实性和记者的基本功》，1985年第23期第3版上的著名老报人，《新民晚报》社长赵超构（林放）《新闻理论与实践》的访谈录《与青年记者谈新闻写作》，都是此类文章。

综合来看，《新闻理论与实践》这份半月刊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不同于西方较为纯粹地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出发实施的媒介批评活动，《新闻理论与实践》特别重视及时传达与宣传执政党重大新闻政策的工作，把党对新闻界工作的指导信息的传达宣传工作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

其二，非常重视实时报道与评介中国大陆新闻界改革与开放的许多重大举措，总是从全国的视角与全局的高度广泛、及时地传递各地新闻界的众多重要信息，使其成为全国报刊、电台（电视台）、新闻教育行业、新闻研究部门和党的宣传领导部门交流相关信息的一个全国性平台；

其三，着重推介各地新闻界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好经验、好措施，特别注意从新闻业务的角度评介好稿子、好版面、好栏目、好做法；

其四，十分重视对新闻界不良倾向的监督与批评工作——不管这些不良倾向出现在政治思想中、业务活动里、人物言行时还是编辑版面上，凡有典型错误、不良倾向、糊涂认识，均在点评臧否之列；

其五，重视对新闻实践中出现的重大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新闻教育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起到了一种开风气、著先声、领新潮的启蒙开拓功能；

其六，十分重视对我国、我党新闻史上良好经验的总结与介绍，重视对外国新闻界好的经验与信息的评介，经常及时推介新出版的新闻书刊上的重要文摘观点；

其七，还没有建立（或自觉地去建立）一个富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媒介批评学理化范式，多数文章“仍然停留在感性化的、直接的批评小品文上”，“苦于没有理论的支撑，也缺乏方法论的引导”[23]；

其八，不同于国外的主流媒介批评，这家小型专业化的媒介批评刊物代表了中国大陆媒介批评的一种特色模式——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对新闻传播事业的正确领导下，从新闻事业与社会改革的角度，从新闻自身专业演进的角度出发，既注重对媒介的教育与引导，也重视对媒介的监督与批评；既重视刊登正面的表扬性倡导性文章，也重视发出反面的批评性呼声；既重视具体的新闻业务，也重视新闻政策、新闻理论乃至于新闻教育等全方位问题的研讨学习。

总体看来，作为一份有着专业背景的新闻研究机构编辑的媒介批评公开出版物，《新闻理论与实践》“它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媒介批评观，它的实践渊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新闻传播活动”[24]。但在办刊内容上，它既有别于宣传系统监督性质的评报（台）小组活动，也有别于各个新闻机构内部发行范围有限的业务交流园地，更不同于高等新闻院校里学术性很强的理论刊物。它既是一个全国的行业信息及时交流的专业平台，又是一个具有中国媒介批评特色的专业刊物，还是一个全方位囊括当时新闻界各种信息的一个时代记录者，这些要素与表现构成了这家20世纪80年代大陆地区专业媒介批评刊物的突出特色。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初探

胡正强[25]

摘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批评主体和批评客体的特殊性，不仅使列宁的报刊功能观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表述报纸与组织关系时的权威话语，直接规制了该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媒介批评的思维价值取向，而且对媒介批评的外在形式——批评文体也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特点是实事求是、破立结合、视野宽阔、关注原因，同时也存在着批评标准唯一、批评方法单调、部分评价不符合实际、媒介批评尚未彻底独立等缺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十年内战时期，始于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止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拥有了独立的武装队伍，学会了独立的战争艺术，建立了人民政权和革命根据地，而且有意识地把武装斗争与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开始拥有了独立的新闻传播事业。在不断总结新闻传播工作经验，充分释放新闻传播工作的宣传和组织功能的同时，也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始对我党新闻传播中的缺点进行反思、探讨和批评，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媒介批评理论体系。

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是指以当时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闻媒体为认知对象，由共产党人为批评主体而开展的一种媒介价值判断与理性分析行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发生与发展具有深厚的时代和历史背景。

首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起来的政党，因此，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也为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并予以实践。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和任何其他革命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能够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而壮大起来。列宁曾说过：“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有足够的力量来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开门见山地说出自己的错误是错误，弱点是弱点。”[26]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共产党人有力量的表现：“共产党人的责任不是隐讳自己运动的弱点，而是公开地批评这些弱点，以便更迅速、更彻底地克服它。”[27]斯大林更明确地指出：“我认为我们需要自我批评就像需要空气和水一样。我认为没有自我批评，我们党就无法前进，就无法割开我们的脓疮，就无法消灭我们的缺点”。[28]

中国共产党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也就是马列主义建党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实践相结合并得到发展创新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视新闻宣传工作，新闻事业是党的整体事业的一部分，不言而喻，批评与自我批评也适用于党的新闻传播工作。换言之，对党的新闻传播工作进行批评、反思，即开展媒介批评，是党的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早在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议决案中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就包含着党开展媒介批评的萌芽：“大会一方面承认因为我们党的宣传工作之努力，在全民族革命运动中，我们党的机关报《向导》竟得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我们许多同志亦得立在行动的指导地位；但同时大会亦承认因为党的幼稚，党的教育宣传还未切实，致使党的理论基础常常动摇不定。”[29]该议决案对党此前的宣传工作进行了审核，认为存在着党中政治教育做得极少、在职工运动中党的宣传和阶级教育未得输入工人群众、群众中的政治宣传常常不能深入等三个方面的缺点可以批评。在具体批评了宣传工作存在的缺点后，又有针对性地给出了12条改进新闻宣传的办法。

将开展媒介批评作为党员对党报的义务，是中国共产党拥有独立的新闻事业以后一以贯之的思想。1928年，“中央党报的编者”将开展媒介批评作为党员对党报的义务加以强调：“同志们对于中央刊物都有必不可少的两种义务：一种是积极发表对于中央党报之批评的言论；另一种是帮助它的发行，使我们的影响达到群众中去。但是这两种义务，我们很少在同志中看见。”[30]1929年1月1日于上海创刊的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刊《党的生活》，在创刊词《〈党的生活〉的任务》中明确指出：“布尔塞维克的党，是要在不断的‘自己批评’中锻炼出来。没有‘自己批评’的精神，决不能成为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31]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员，不只是站在党的路线之下，积极参加党的一切工作，而且要尽量发表个人对于一切问题的意见，贡献于党。“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员，要有公开地批评工作，批评同志的勇气，尤其要有自己批评和接受人家批评的勇气。”[32]将有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到党能否“布尔塞维克化”的高度进行论述，并将之作为《党的生活》的主要任务之一加以规定。

《党的生活》在创刊词中，还对右倾机会主义者抛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行为表示了极大不满：“我们党过去完全是一种‘家长制度’的精神，只要同志机械地服从，绝对不许同志发表对党的意见。党内生活只有传教式的训练，毫无活泼讨论的精神。于是党成了机器，党员成为木偶。”[33]为了在党内恢复和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党的生活》的编辑在该刊第2期上特别刊出了《本刊的启事》一文，率先垂范，鼓励广大读者开展对《党的生活》的批评：“《党的生活》已经出了两期了。这两期中所谈到的问题，是否恰是党的生活所最需要的问题，是否是全体同志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点我们不知道，希望同志们对这个刊物发表批评的意见，能向我们提出具体的题目——迫切需要解答的题目——最好。”[34]该刊编辑还将“积极发表对于中央党报之批评的言论”作为广大党员对于中央刊物必不可少的义务之一加以强调。

中国共产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严格限定了党的新闻出版事业与党的关系，“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任何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35]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中就初步包含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内容。党的新闻事业历来是党的耳目与喉舌，如果没有《党的生活》等中央党报的编辑率先垂范进行自上而下、自内而外的提倡，以党的新闻事业作为批评客体的媒介批评要正常而健康地开展是难以想象的。《党的生活》是中共中央创办的党内秘密刊物，主要撰稿人有李立三、向忠发、刘少奇、邓颖超、胡锡奎、潘问友、余鸿泽等，均为党在当时各个领域的主要领导人员，他们直接参与和主持新闻宣传工作，不仅使新闻传播的质量得到保证，而且使党报言论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党的生活》的编辑在《本刊的启事》一文中所表露出来的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大力倡导、积极鼓励的态度，对于启动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实践，无疑具有奠基性的提示、玉成之功。

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是一种颇为特殊的媒介批评，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其批评主体、批评客体的双重受限上，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批评目的、批评方法、批评文体、批评模式、批评效果的发生及其路径等诸多方面，都与通常意义上的媒介批评有所区别。批评主体与批评客体的双重受限，使得批评主体和批评客体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认识实践关系，决定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是一种特殊的批评样式，具有解剖的价值。

通常意义上的“媒介批评的主体是由多种批评者构成的，他们分布在社会各个层面，同新闻媒体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36]。不仅有通过新闻市场获得新闻的普通批评者，也有具有专门传媒知识的高层次的批评家群体，还有分布在政府机关、媒体的管理部门及专业委员会的媒体监管者。分布广泛是通常意义上的媒介批评主体在社会身份方面的一个主要特征，职业、地位、经历、个性、思想倾向、价值观念各不相同，这导致通常意义上的媒介批评呈现出“多声部合唱”的色彩。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主体则是一个有着特定社会身份的人群，像瞿秋白、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李卓然、李立三等人，以及某些隐去真实身份、仅以“中央党报编者”署名为后人所知的批评主体，他们虽然在党内具体职务、分工不同，社会认识、经验阅历有别，甚至在从事媒介批评实践的时候其个人情绪、心境悬殊，不过他们都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共同身份。那些原本会对媒介批评造成影响的个体自然或经济因素，在他们的媒介批评实践中都相对淡化或退隐了，而其作为党员的社会政治身份，决定了他们的媒介批评具有更多的共性。媒介批评从本质上来说是批评主体的一种精神活动，而人类的精神活动是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东西，其表现形式本来应该像大自然一样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个人总是社会中的人，批评主体都生活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之中，受到一定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的主宰，“表现为不依赖于个人的、通过交往而形成的力量，从而个人的行为转化为社会关系，转化为某种力量，决定着和管制着个人”[37]，从而使人们的行为显示出某些共性。决定人们行为的社会因素诸如阶级、民众、性别、年龄等等固然不一而足，但政党因素则是这诸多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政党的根本属性是阶级性，任何政党都是代表一定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并为其利益而斗争的政治组织，都有自己的组织和纪律，这种组织和纪律对其成员的行为都有着相对有效的约束和控制作用。这种根源于政党组织和纪律约束的行为控制作用在媒介批评领域，不仅表现在批评目的、批评态度的相似，甚至还表现在使用的批评语言、语气等方面都显示出某些惊人的类似。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的客体是本党管控的党报党刊。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党刊当然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报刊属性，承担着一般社会性报刊都必须承担的社会职能，但党报党刊又是党得心应手的宣传工具，是党的耳目与喉舌，在某种程度上是党的代言人和形象大使。党报党刊的这种特殊角色和地位预示了在媒介批评活动中，党报党刊会享受到某种特殊的待遇或关照，即批评主体与批评客体之间的关系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批评与被批评的关系，而更具有自我批评的属性，批评主体与批评客体同属于一个阶级阵营，是一种内部批评。在媒介批评理论研究中，学界对批评主体给予了较多的理论关注，而作为与批评主体对举概念的批评客体，其在媒介批评中的功能一直未获应有的重视和阐释。其实，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批评主体和批评客体是统一的。离开批评客体，无所谓批评主体。在批评实践关系中，批评客体对批评实践也具有不容忽略的制约作用。批评客体迫使批评主体的认识与改造活动遵循其规律性，批评主体的实践目的、实践方式和实践结果都要受到批评客体的制约。具体到以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作为认知对象的媒介批评领域，批评客体的这种特殊身份使得批评目的只能是善意的，批评目的的受限性，必然带来批评态度以及批评方法选择上的受限性。媒介批评是一柄双刃剑，使用得当，就会有利于党的事业；使用不当，就会对党的事业造成损害。所以，以党的报刊作为客体的媒介批评特别应当讲究原则和方法。中国共产党的报刊自从诞生以来，一直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而没有获得独立的存在，对党的报刊的批评意味着对党的批评。批评客体的这种身份不能不使批评主体在选择批评方法时有所思量、斟酌，慎重为之。

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说：“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38]这个观点的明确提出虽然是在1942年，但其蕴含的精神则是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在其所有工作中就一直存在着的，只是此前没有得到具体阐释和有效表述罢了。这虽然是针对报刊发表批评工作中缺点的报道而言，但其揭示的基本原理却具有普遍性意义，无疑也适用于媒介批评实践，是对媒介批评主体的一种提醒和要求。这种提醒和要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中有着非常鲜明而突出的显现，并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特殊环境中获得强大的动力，进一步凝聚、成形、体系化，发展为一种颇有影响力的批评模式。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这种媒介批评模式更是自然地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成为形塑20世纪中国媒介批评生态的主导力量。

三

1930年5月10日，潘问友发表的《过去一百期的〈红旗〉》，典型地体现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特点：“在现在当全国各地都需要办理这样的报纸以领导全国各地之正在发展的革命浪潮的时候，我们需要将我们过去的工作给一个总的估计，根据这些过去的经验，来指出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并给予全国各地办理地方党报做一点参考。”[39]媒介批评的本质属性是其强烈的否定性和批判性。与在国统区存在的以国民党报刊以及一般商业性报刊作为认知客体的媒介批评不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则是自我批评和自我帮助式的建设性色调。

特殊的批评主体和特殊的批评客体，导致特殊的批评目的，其深层原因是特殊的时代环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存在于受到国民党层层包围和反复围剿的红色根据地，生存环境异常残酷，党的新闻事业的任务非常直接而单纯。正如《红色中华》发刊词所指出的那样：“它的任务是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40]一切为了前线，赢得战争的胜利是党当时面临的压倒一切的紧迫任务。新闻事业存在的根据决定了媒介批评存在的根据。所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任务也必须紧紧围绕赢得战争胜利这个目标而设定。虽然当时根据地有些媒体也已经注意到了媒介的娱乐功能，如《〈红星报〉见面话》中，将“会讲故事，会唱歌，会讲笑话，会讲苏联红军兄弟们的情形给大家听，会变把戏，会做游戏给大家看”[41]作为《红星报》的使命之一加以规定，但这种娱乐功能并没有获得独立的价值，而只是作为提高士气、增强斗志的辅助手段。

任务的单纯排除了批评标准多元的可能，使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标准走向单一。这可谓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虽然批评主体不一，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标准却是异常同一。这个标准就是马克思主义媒介的宣传和组织功能观。衡量媒介优劣，主要是看它是否完成和怎样完成了媒介的宣传和组织功能，看它是否通过新闻报道实现对党的工作的指导性。这个标准的建立是与当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对列宁新闻思想的学习密切相关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2]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共产党28年的光辉历程时，从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真正理解、掌握，以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提出的这个著名判断，以形象化的说法揭示了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真正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以它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从1917年十月革命后开始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包括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列宁的新闻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成部分。列宁的新闻思想对走与俄国同样武装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尤其具有现实性的前导和路标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办好中国无产阶级报刊的过程中，自然总是易于和乐于向列宁新闻思想的宝库中直接寻求可以借鉴的资源。而且紧张的现实斗争、繁重的宣传任务，使得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无暇对新闻实践做出理论沉思，提炼属于自己的新闻思想理论体系。

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有关新闻论述中，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可以找到列宁新闻思想的影响因子，其中列宁的报刊功能观最受中国共产党人的青睐。1901年5月，列宁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提出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43]这个著名观点，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构建新闻思想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石，1929年9月1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0期刊载的《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路线——列宁论“党的组织”》一文，其中第一节题为《党报是一个集体的组织者》，1930年3月26日出版的《红旗》第87期社论，发表的《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该文第一部分题为《列宁论党报的作用》，对列宁这个观点做了具体阐释。张闻天《怎样完成党报的领导作用》、博古《愿〈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组织者》、邓颖超《把“红中”活跃飞舞到全中国》等文，都将列宁这个观点作为自己立论的支点进行阐述，或将其内容穿插到自己的文章中进行通俗地介绍。《红色中华》报社还把列宁这一名言印在毛巾上，发给通讯员。这使列宁的报刊功能观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中无须论证的唯一标准。

批评主体和批评客体的特殊性，不仅使列宁的报刊功能观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表述报纸与组织关系时的权威话语，直接规制了该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媒介批评的思维价值取向，而且对媒介批评的外在形式——批评文体也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批评文体是文本构成的规格和模式，反映的是文本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特点，属于形式范畴。批评文体的构成包括表层的文本因素，如表达手法、题材性质、结构类型、语言体式、形态格式，以及深层的社会因素，如时代精神、民族传统、阶级印记、作家风格、交际境域、读者经验等。批评文体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表达、选择，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强调和叙述方式。选择、运用哪种文体，取决于表现对象的特点以及作者反映的具体方式。任何批评文体都同其一定的表达内容相适应，外在形式的性质完全取决于借助它们得以表现的内容性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文本数量不丰，但文体单纯，多是容量较大、篇幅较长、论证严正的分析述评性批评文本。数量有限的批评文本具有较多的篇幅容量，这与惯常的媒介批评文本多为篇幅短小、感情充沛的杂感体，形成霄壤有别的景观。

四

错误的行动往往来源于错误的观点。虽然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注意党报体系的整饬与扩大，为建立覆盖全国行之有效的党报体系付出了很大的辛劳和努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还很弱小，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为数不菲的党员对党报地位的认识并不充分和到位，党内存在着一种普遍忽视报刊的倾向。这种认识削弱了党报作用的发挥，进而直接影响了党的各项工作。纠正对党内存在的关于报刊地位不正确的认识，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一个重要内容。

《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一文，在对党报作用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亦坦率地指出党报宣传所存在的不足：“我们党报在过去虽然有不少的积极作用，但是它依然表示有许多严重的不可掩饰的缺点，这个缺点之最主要的来源是由于一般同志对党报作用的忽视。”[44]对党报作用的忽视，必然导致党报无法履行指导实际斗争的功能：“过去中央党报并不能反映着全国范围内的政治事变，并没有充分传播全国革命斗争的具体消息，这表示中央党报与各地群众并没有密切的联系。党报不仅要传播各地斗争的消息，并且要具体地指导各地的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报过去所表现的作用是非常微弱的。这一方面由于各地没有具体的灵活的关于斗争消息的通讯，另一方面却是一般同志还不能明了党报在策略上的指导作用。”[45]应该说，这一分析是符合实际的，因为此前时常有这样的事实，一个在党报上已经回答了的问题，但各地党部仍然要书面地向中央要求解释，并不注意在中央党报上所正式发表的言论。中央委员会因为一般同志不注意党报的作用，便不得不继续不断地发表通告。这种现象便使党报的作用逐渐降低，而同时使许多政治问题依然不能有普遍的充分的解答，因为中央通告终是有限制的。这对于全党的策略认识及政治教育有非常重大的消极影响。在《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一文中，作者提醒全党对此予以充分的注意，要求今后自中央委员会以至支部的组织，必须将党报看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机关。“要全体共产党的同志，要所有同情于共产党的群众，一律起来动员他的力量，扩大党报的影响，更提高党报的作用。这不只是帮助了党报，而是健全了全国革命斗争之一个重要指导机关，这对于推动革命发展是有非常伟大作用的。”[46]

轻视报刊的作用，是当时社会上一种普遍的现象，不独在共产党人中存在。这反映出当时新闻事业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还不紧密，社会上普通人还没有生成利用现代媒介指导生活的需要的现实。但在生存环境异常严酷艰苦的武装斗争中，由于缺少其他更现代化的信息传送工具，利用报刊进行指导工作，充分释放报刊的指导性功能，就成为当时共产党人的不二选择。在特殊的环境中，传统的观念势必成为媒介批评的对象。张闻天批评当时有些党的负责同志，“一直到现在还觉得党报只是‘空谈理论’的刊物，党报文章的供给是‘党报编辑者的事’，同他们没有关系的。这种态度的结果，就是党报的文章，不能不由编辑者自己去关在房间内写，不能不由编辑者自己到处的跑，用‘拉夫式’的方法请求不肯写文章的同志去‘随便写点东西’。结果党报的文章不能不是空泛的，一般理论与策略的。”[47]李卓然在《怎样建立健全的党报》文中，则引用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在立三路线之下，党报形成一个单纯的对外宣传品”决议，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了这一错误观念在党内的表现：轻视党报，造成了报纸与实际工作缺少紧密的联系，因为直接参加实际工作的同志，通常不替党报做文章，不把在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在党报上发表，来教育党员与群众。“结果党报的文章，是党报编辑者的专门工作。同时不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甚至在实际工作中犯有错误的同志，可以要他做党报编辑的工作，如立三路线时代，还常遇着不好分配实际领导工作的学生同志，总是说，‘让他做点文字工作罢’，党报的编辑，自然也是那时所谓‘文字工作’的一种。”[48]这显然是建立和健全党报的一大观念障碍，必然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实践中反复出现的一大主题。党报，是党的生命的寄托，没有党报，便不能有党的存在。李立三《党报》一文严正指出：“许多同志把党报看做一个极普通的刊物，几乎不是在闲了没有事做的时候便不看党报，至于发行党报的义务，更完全没有注意。这是一个严重的病候，如果不迅速的纠正，有使党疯瘫化的危险！”[49]这样的批评，一针见血，切中肯綮。

轻视报刊的作用，还表现在报刊发行问题上。报刊发行是一项具有很强政治性的工作，因为发行是报纸产生传播效果的前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是党与群众联系的重要纽带，报刊发行尤具重大现实意义，只有党报的广大发行，才能建立党与群众之非常密切的联系，才能扩大党报在一般劳苦群众中的政治领导。但是，当时党内对于发行问题是普遍存在着重视不够的倾向，为数不少的同志，都只将发行看成纯粹的技术性工作，完全没有从政治上，从党与群众的关系上，去认识这一工作的意义。李立三多次撰文批评党内存在着的轻视党报发行的现象，强调发行党报是党员对党应尽的义务之一。其他中央党报的负责同志在有关评述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时也都曾触及这个话题，希图通过强调党报发行与工作的重要关系，来扭转人们在发行工作方面的不正确观点和做法。

五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立三、李卓然、凯丰、李富春、李一氓、张闻天、博古、瞿秋白等人都曾撰写过媒介批评文本，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主要实践者，其中尤以张闻天、博古、瞿秋白撰写的媒介批评文本最为规范，对问题的分析周详细密，是一种典型的通过概括新闻现象或解读新闻报道文本而进行的媒介批评样式，而且他们三人的批评客体恰好各不相同，形成互补，在客体构成上组成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的一个完整序列。

博古（1907—1946），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任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总负责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和优秀的宣传工作者。作为当时党的领导人，博古非常重视报刊宣传工作，《我们应该怎样拥护红军的胜利——评我们对于拥护红军的宣传鼓动工作》是他1932年5月14日撰写的一篇媒介批评专论，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上，当时他正在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总负责人任上。他批评的客体是存在于“非苏区”的由我党掌握和编办的各种报刊。文章开头即引用中央为反帝运动致各级党部的信：“在目前的形势下，必须千百倍的加紧宣传苏维埃与红军”[50]，为对我党有关新闻传播进行分析提供论证根据。然后详细地铺叙了红军在全国各地取得的伟大胜利，通过引用《字林西报》的相关社论，很有说服力地表明这样一个事实：红军的迅猛发展和不断胜利的消息，不仅已经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恐怖、惊惶、憎恨与新的进攻的组织，而且极大地兴奋、激励、推进了各条战线上的中国革命斗争，通过敌、我两方面对红军有关消息的情绪上与行动上的对比反应，自然而然地得出加紧苏维埃与红军的宣传在现阶段具有重要意义的结论。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我们来看我们的各种出版品——报纸，传单等，怎样来进行这一个拥护红军的运动！”[51]开始系列展示我党非苏区各种报刊有关报道的不尽如人意的现状。

首先，报道量严重不足。“我们的群众报纸，对于红军的光荣与伟大的胜利没有充分的加以宣传和散播。个别的报纸，甚至于没有一个字提出最近的工农红军的空前的伟大的胜利！”[52]为了说明报刊对红军消息没有充分加以宣传和散播的具体表现，博古对我党非苏区报刊的版面进行了数量分析。在青年团出版的《劳动青年》1932年4月7日和4月9日的第1、第2期上，没有一个字说到中国工农红军的消息，而这时正是青年团反对进攻苏联与中国苏维埃“拥护红军周”（4月7日—12日）积极进行的时候。湖南的三日刊《工报》在第22—31期的10期中，仅仅有两次“红军消息一束”，简单的几十个字的“消息”！比较而言，沪东的《前线报》及《东方新报》在登载红军的胜利消息，显得比较经常些、多些、充分些，但《前线报》第11期上，把许多红军的胜利消息，放在轻描淡写、毫不令人注意的题目“零讯一束”之下。应该报道而失语，应该大张旗鼓而蜻蜓点水，简单几个数字的罗列就凸显了报道的失当，要言不烦，简洁有力。

其次，报道手段单调，态度随意。“在这些消息的内容与质量上，常常仅仅是‘消息’，而且仅仅是简单的转载中央斗争的‘红军消息一束’而没有加任何的编辑工作。”[53]博古点明这是《士兵之语》、《工报》在编辑方面所存在的缺陷。有一条消息甚至将应城、云梦错成盐城、鱼门。像这样的大意和疏忽，会极大地妨碍工人群众了解红军实际胜利的情形。博古这一论述非常深刻地揭示了编辑手段与传播效果之间隐秘的关系，显示出他对编辑语言、编辑功能的重视，堪称当行本色。

第三，“对于红军的作用及最近的光荣胜利的历史意义的解释与宣传是非常不够的，而且有时是完全不了解这种意义的。”[54]例如《前线》第90期合刊上的社论《拥护红军动员》，有这样一段阐释：“当国民党退兵，出卖上海的紧急关头，红军的出动是有极大的意义的。红军将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唯一的领导者，它将取国民党白军而代之，站在反日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最前线，扩大这一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博古认为，这节文字在观点表述方面很成问题，隐含了这样的观点：“到今天为止，站在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最前线的还是国民党白军，红军要到将来去取而代之。”[55]这显然是轻视或抹杀了红军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作用。因为红军以前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武力与先锋。

第四，宣传报道空洞，缺乏针对性。“我们的宣传品上，没有很好的来号召广大的工人群众来拥护和援助苏维埃运动和红军，常常仅仅限制在空洞的拥护苏维埃和红军的口号中，而没有告诉工人群众怎样来拥护好援助红军的行动。”[56]空洞的口号无法产生宣传效力。报刊编辑没有估计到各个地方的特点，未提出适合该地特点的宣传口号。例如，“不替反革命军队造枪械去进攻红军”对于兵工厂的工人是有效力的，而“托枪到红军去”的口号，在上海报刊上出现就变成了无的放矢的笑话。

第五，新闻传播无法实现对运动的组织作用。博古批评在上海共产党的报纸上，“没有一个字讲到在许多工厂与工人群众间存在着的红军之友之类组织的生活与争斗。没有一报登载过工人群众所通过的致苏维埃和红军的贺电，而这些贺电是很多的。在我们的报纸上看不到在上海工人群众增长着的拥护红军苏维埃的情绪，更说不上我们的报纸对于这种运动的组织作用。”[57]所以，他力主应该即刻消灭这种情形。最主要的是使各厂的工人及劳苦群众了解其他工人群众的拥护红军苏区的活动，他们的方法、组织方式等等。通过新闻报道给他们树立榜样，使他们能够采用别人的经验来加入并推动这个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运动。

六

瞿秋白（1899—1935）1933年8月7日发表在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油印）第50期的《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文，是他撰写的一篇新闻媒介批评的专论。当时，瞿秋白遭到王明等人的打击，已经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工作。他看到的《红色中华》报是从第1号起到72号（中间缺少第14号到三十几号），基本上能够反映出该报的整体情况。《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就是对这一段时期《红色中华》报的总体分析和评价。

瞿秋白首先对《红色中华》报的优点和长处进行了肯定，然后从7个方面重点分析了《红色中华》报所存在的缺点：

第一，瞿秋白认为《红色中华》并没有充分全面地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因为从1933年2月4日起，《红色中华》报已经改组为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联合机关报，“但是，报上所反映的党部在一切政策和群众之中的领导作用是非常之模糊的。‘党的建设’——各级党部的情形、各级党部在苏维埃地方政府之中的作用、各级党部的发展、各级党部的优点和错误等等，必须反映在这个报纸上。照现在的几期看来，却只有‘苏维埃建设’，而没有‘党的建设’。同样，工会的作用更看不见。”[58]

第二，缺乏具体的事实，感染力小。在《红色中华》上，“往往可以读到这样的报道，说某某乡、区春耕运动‘胜利了’，‘田野都是一片绿色’，而没有具体的描写，没有‘有名有姓的’叙述。这是应当改正的。关于优点和胜利的记载要更具体些。”[59]瞿秋白认为新闻报道的特点就是通过叙述事实来反映、干预和影响生活，新闻对事实的叙述必须是具体、生动的，否则干巴巴的、笼统抽象的概括，无法给人以深刻的阅读印象，新闻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第三，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红色中华》报上虽然有了一定的反映，但还存在着如下不足。一是比例失衡：“就是一些坏的现象倒是具体的指出来的（这当然很好），而群众的积极性，各种伟大的运动，总之，苏区一般的社会改革，从政治经济的大问题直到种种人情风俗、日常生活上的问题，却只有笼统的叙述。”[60]对阴暗面揭露得较为具体，而光明面则没有充分进行报道。阴暗面与光明面在给人的感觉比例上失去了应有的平衡。在报刊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要注意控制社会传播效果，否则，不但会歪曲生活现实，而且易给敌人以造谣中伤的借口。二是在报道方法上存在缺陷：“‘铁锤’栏暴露一切坏现象和缺点的时候，往往不提起党的纠正政策，例如读到‘乡苏维埃主席剥削民众’的标题之后，找不到当地党部对于这个主席怎样处置的消息。”[61]报刊在具体地报道某些坏的现象的时候，也要及时具体地报道党的纠正政策，暴露缺点和错误很重要，但不能仅仅流于揭露和批判，也要相应地报道党和政府是如何克服缺点和错误的。这样，就会使人们对党充满信心和信任。

第四，消息的编辑方面缺乏连续性。瞿秋白认为《红色中华》报虽然还只是三日刊，而照性质说，应当可以担任日报的任务。因此，必须使当前最主要的事实和运动都有明晰的叙述，一期一期地继续下去，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战线上的具体情形。“而现在的《红色中华》报，却偏重于鼓动性的报告胜利的标题（这当然也是必要的）。”[62]自然，在军事方面，尤其是军事方面，有些消息是应当秘密的，但是，这不过为着作战的利益。同样为着作战的利益，应当使红军和工农群众每天明了战斗的总阵势——军事方面是这样（常登载地图等），其他方面也是这样。

第五，社论和一般论文的指导作用还有待加强，并且存在着一定的命令主义倾向。《红色中华》报上对于某些问题的解决，往往是机械的，至少，说服性质太缺乏些。例如对于婚姻问题，对于红军士兵和家属通信的问题，报纸上的答复就太机械，不能够针对着群众之中一些人的怀疑，而做有力的解释。对于一些新的问题，例如帮助本籍红军士兵家属耕田的问题，调动耕田队耕种红军公田的问题，扩大红军的问题等等，“还需要时常有指导性的解释论文。单是指出某某地方用强迫手段的错误是不够的，还要指导各级政府和党部怎样去解释，这就是说用这中央机关报的名义直接对一般民众说明某种政策的意义和具体的办法，这样可以大大的帮助简单的法令，可以领导民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恶习。”[63]

第六，《红色中华》报的群众通联工作还必须进一步改善。瞿秋白认为工农兵通信运动对于中央机关报以及一切军营、城市、作坊的小报，都可以有很大的帮助，可以使苏维埃的新闻事业发展到更高的一个阶段。从报上就可以看出，《红色中华》报的特约通信现在已经有一点，然而看来是偶然的外来的投稿，不是《红色中华》自己去组织的。扩大报纸的报道面可以通过增加特派记者到各条重要战线、各个重要区域来达到，但这还不是工农兵通信运动的本身。重要的是要组织每个地方、每条战线的工农兵通信协会，“帮助能够开始写些通信（关于当地的事实和批评的通信）的士兵、贫农、工人组织起来，有系统的‘发稿’给各种小报、壁报，而《红色中华》报可以利用这些稿子，加以编纂而使得自己的新闻栏更加丰富起来。”[64]

第七，除《红色中华》之外，瞿秋白主张还应当由中央局出版一种《工农报》（像联共中央的《工人报》和《贫农报》），就是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够勉强读得懂最浅近文字的读者群众的报纸。他认为这在苏区，尤其是中央区，现在特别需要，而且也许是可能的了。

瞿秋白批评《红色中华》非常讲究方式方法，他用一种平等的视角、平和的口吻，以谈感想、提建议的方式，委婉地批评《红色中华》所存在的不足，给人一种亲切随和的感觉。这与当时其他一些媒介批评文本有很大的不同。

七

《关于我们的报纸》是张闻天（1900—1976）1933年12月1日撰写的媒介批评专论，刊登于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38期。当时他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直接负责新闻宣传工作。《关于我们的报纸》全文约6500字,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中篇幅最长、批评色彩最为浓厚的批评文本，通篇围绕“我们的报纸在为了党的与苏维埃政府的中心任务而坚决斗争方面，还是非常薄弱的”进行立论，从报道方式片面、报道方法简单两个方面对《红色中华》、《红星》、《青年实话》等中央机关报进行批评。

片面报道是与新闻真实性原则格格不入的。《关于我们的报纸》结合具体实例，着力批评了报刊回避负面的监督性报道，从而造成新闻失实的倾向。在苏维埃革命中，我们有着数不尽的群众的英勇与光荣、壮烈的事实，但是我们也还有许多弱点，还有许多人在我们的内部进行破坏工作。“一些阶级异己分子，一次两次的领导新战士开大差，或是坐在我们的军事机关里进行着破坏红军的工作。这些分子的罪恶，我们很少在报纸上揭发出来。甚至像《红星报》这样有威信的总政治部的报纸，也很少这类记载，甚至可以说简直没有。因此，这些反革命分子能够安心的在我们的队伍内活动，而不受到我们最严厉的打击。我们的《红色中华》曾经做过了很大的节省运动，但是在它的篇幅上，对于不能容忍的浪费，贪污腐化的具体斗争却是没有。”[65]这一批评，不仅在当时颇为大胆、激烈，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很能给人启发，具有现实意义。

新闻报道方法简单粗糙，是《关于我们的报纸》痛批的另一个重点。当时中央根据地的报纸在这一点上很不令人满意。新闻报道常常是一些当地组织所要完成的赤裸裸的数目字，或者是它们的计划与工作布置。张闻天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当时报纸在新闻报道中所存在的这一缺陷。比如关于扩大红军的工作，报纸照例是某某地方的“光荣的动员”，某某地方正在积极动员中，以及某某地方“扩大红军的热潮”等好听的标题，然而关于这些动员的下文，关于这些工作计划执行的程度与在这一动员中所发生的许多问题，报纸却没有记载。“我们常常满足于一些赤裸裸的动人的数目字，一些一般工作计划与工作布置。但是对于这些记载进一步的考虑与检查，关系工作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因工作计划的流产或工作中发生严重现象而敲起警钟来引起全党与整个苏维埃政府的注意，来采取紧急的办法，在我们的报纸上还是没有。”[66]数字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数字的背后必须有确凿的事实来支撑，否则就是玩弄数字游戏，欺骗读者。

江西省扩红运动的报道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江西省委在当年十月革命节前，曾经决定扩大红军35000人。后来把这一计划的完成推迟到广暴节。然而依照最近得到的军委报告，在11月15号以前，江西集中的新战士不到5000。比如在10月6日《红色中华》第116期上，有关于博生县9月底10天内扩大红军1800名的记载。在《红色中华》第124期上又说到博生县的广泛动员，从10月11号起至10月17日止，在梅江、流南等5个地区7天动员了1583人。只依照《红色中华》这两次关于博生县的记载，那它单在17天内就扩大了红军3383人。这不但在17天内完成了博生县原定计划，而且超过了计划。关于江西其他各县，也是如此，如果依照《红色中华》的记载，也可以得出非常乐观的结论，就是不但完成了我们的计划，而且可以超过计划。“然而实际上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实际同《红色中华》所描写的动人的图画，是不相符合的。实际给了《红色中华》的乐观的记者以冷酷的嘲弄。”[67]

张闻天还批评了中央根据地的新闻报道流于空洞的叫喊与不着边际的议论，“大部分我们报纸上的新闻，都是空洞的浮面的记载。在我们报纸上不容易找到关于一个村，一个乡，一个机关，一个企业某一部分工作的比较有始有终的记载。”[68]比如《青年实话》第2卷第28期上一篇关于宁化青年积极加入合作社的报道，报道中只说了在8月份宁化县少队加入合作社的钱，共有1100元，超过原定数目的5倍多，仅仅据此就匆忙得出结论：“真的给了《青年实话》对合作社运动的号召以列宁青年的回答。但是这些合作社到底开在宁化哪里，合作社的营业与组织怎样，都无从知道。而且此后，在《青年实话》上再也见不到相关的报道。张闻天诘问：“这种流水帐式的记载，请问在为了开展合作社运动而斗争中，到底有什么用处？”[69]

这种空洞的喊叫和议论有时会起到掩护坏人坏事的作用。“在我们的报纸上差不多经常议论到应该反对官僚主义，甚至有些地方由于叫喊反对官僚主义把嗓子都弄哑了。然而关于官僚主义的具体事实的记载，则是少到不能再少的地步。”[70]《红色中华》从106期到128期，似乎只有两个关于官僚主义的事实的新闻，红军机关报《红星报》从第1期直到第16期，只在第9期上一个地方说了博生县第九兵站的官僚主义，在团中央机关报《青年实话》上，就根本没有关于官僚主义的报道。即便这些少得可怜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新闻，也都登在报纸版面最不重要的地方，都是拿旁观者的笔调随便写来充充报纸篇幅的。张闻天据此断言，“如果这样去空洞的反对官僚主义，那不但官僚主义不会受到丝毫的损失，而且官僚主义者也会双手赞成反对官僚主义，因为这种反对决不会影响到他自己的官僚主义。”[71]这样的分析确实目光犀利，洞烛幽微，发人深省。

八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媒介批评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彻底否定批评客体，将其驳倒，而是为了帮助批评客体尽快地发现并克服缺点，通过改善报道方式方法，提高宣传效果。诚如瞿秋白在谈及写作《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目的时所说的那样：“希望这对于《红色中华》能够有点帮助。”[72]实际上，部分媒介批评实践本身就是由媒介自我启动的。希望通过媒介批评能够对党的报刊有所帮助的心态，导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实事求是。无论是在红色革命根据地，还是在白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都比较年青，缺点在所难免，但与其所取得的成绩比较而言，缺点毕竟是次要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批评者并没有采取绝对化的批评方式，而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即便是以批评为论证主轴，也是先对优点和成绩予以充分的肯定。这一点在瞿秋白《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文中表现最为典型：“这里，我们看见苏维埃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虽然还是非常不够，我们看见工农群众的热烈斗争的各种运动，看见土地分配问题，司法和肃反问题，经济政策问题，反富农和反投机商的斗争的开展和种种进步。最主要的是：《红色中华》，一般说来，的确是一个斗争的机关报。在赞助红军和革命战争的发展方面，这个报虽然还不能够充分的执行自己的任务，然而总路线是没有错误的。这里，我们只说一说《红色中华》的几点缺点。”[73]这样的评价立意高远，统领全局，比较中肯，容易使被批评者心悦诚服，而不是灰心丧气，收到积极的批评效果。博古、张闻天等人的文章也都有这个特点。

第二，破立结合。早期从事媒介批评的中国共产党人，多是学养兼备的宣传大师，如博古、张闻天、瞿秋白、李富春等人，都有在国外留学经历，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很高，对列宁的有关党报理论比较熟悉，而且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得革命者重新重视理论，1929年开始，中国思想界再度出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同以往相比，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传播列宁办报思想和俄国党报经验的文章与书籍，数量增多，内容也较为系统、较为全面了。”[7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处于创始摸索阶段，急需先进科学的理论来进行指导。因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具有将理论介绍与媒介批评糅合贯通、互为一体的叙述倾向。通常的文本展开模式都是以列宁或者党中央关于某一问题的决议文字领起，为具体的批评实践寻找合法性的理论根据，从而增强论述的权威性。很多批评既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又是对新闻报道原则和艺术所做的一般阐发。如张闻天、瞿秋白对报纸缺少具体的记载，新闻只揭露阴暗面而不报道纠正措施等等的批评，更是触摸到了新闻传播的内在规律，达到了很强的专业批评水准。张闻天《关于我们的报纸》中三次引用列宁《论我们的报纸的性质》的有关论述，并以此为理论框架展开批评叙述，给人以不容置疑的逻辑力量。有破有立，加之批评主体多身处领导岗位，具有更多的话语权力，他们的评判也容易得到贯彻和执行，化为新闻事业的推动力量。

第三，视野宽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活动的批评主体多是党的领导人，他们身处领导岗位，信息灵确，阅读、指导报刊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不仅对我党报刊的实际情况了解透彻，而且对当时国统区的新闻传播生态也耳熟能详，了然于心，这使他们在观察我党报刊时能有一个相对宽广的媒介视野。1932年4月18日，上海《字林西报》登载该报记者发自安徽的通讯，报道了安徽红军有惊人的发展、红军已直逼六安城下的消息，并配发社论，为国民党围剿红军出谋献策。张闻天4月19日即撰写了《〈字林西报〉记者口中的“剿赤”》予以评述。博古在《我们应该怎样拥护红军的胜利——评我们对于拥护红军的宣传鼓动工作》中也曾提到《字林西报》的这篇报道和社论。凯丰《给〈红色中华〉百期纪念》中，将世界性的新闻自由与新闻控制的背景置入媒介批评的叙述之中。李一氓在《论目前“红中”的任务》中，批评《红色中华》在完成党的中心工作方面还欠缺组织力量的时候，建议学习国统区一些报纸的做法：“在白区的抗日捐款给东北义勇军和十九路军，资产阶级报纸的作用，可以给我们做参考。”[75]与国统区报刊互相参照，以比较的眼光来评判，使批评叙述实践避免了武断和偏执。

第四，关注原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不是为批评而批评，而是常常在指出不足的同时，对造成不足的原因给予了寻根究底的追索。例如张闻天在《关于我们的报纸》中批评报纸上尽是空洞的数字与脱离实际的口号后，明确指出：“这是因为我们报纸没有真正的去了解下面实际情形，检查我们的实际工作，揭发在我们实际工作中发生的一切严重问题所必然产生的结果。这种报纸当然决不能起为了党与苏维埃所提出的中心任务的实现而坚决斗争的作用。”[76]指出缺点后点出原因，这就可以让被批评者看清以后努力和改正的方向。难能可贵的是，张闻天在批评媒介时并没有把所有的原因都清算在媒介头上，而是同时点出领导机关的责任：“各级机关对于自己的报纸的注意，领导与帮助是极端不够的。”[77]并以《选举运动》在无形中夭折的命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很是公允，颇有说服力。瞿秋白的《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文本框架更是以“应该”建构叙述模式，通过“应该”一词的反复使用，语气平和，批评语汇的杀伤力相应地得以节制，并赋予了媒介批评以建设性的品格。

九

毋庸讳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也存在一些缺点。

从整体上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是一种崭新的新闻事业，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地下报刊，还是在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其历史都很短暂，虽然它拥有先进思想的培育，在实践中进步很快，但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不可能即刻摆脱事物在发展初始期所必然具有的形态的粗糙与不完备。与之对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也具有一些成长期的缺陷。具体而言，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批评标准唯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确定党报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方面，贯彻了列宁的思想，借鉴了俄国党报的经验。这固然使中国共产党报刊事业从一开始就立足于一个较高的理论起点上，但也存在着对列宁党报思想与俄国党报经验有生吞活剥、囫囵吞枣的现象，无暇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理论思考、沉淀，在指导、评判新闻事业时存在着以俄国党报理论为唯一标准的弊端，进而压抑、排斥了新闻事业其他发展方向的可能性。在戎马倥偬、艰难百战的环境中，要求新闻事业紧密配合党政中心任务，推进政权建设，直接服务革命战争，自然有其现实性与必要性，但若一味扩大、强调新闻事业的某一功能，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新闻事业功能失调、结构紊乱。沪东《前线》报第12期曾有如下一篇受到博古称赞的报道：“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最近在汉水北岸一带活动，占领潜江、京山等县城，吓得国民党屁滚尿流，说要封锁汉水并派飞机七架去轰炸，但是这是枉然的，红军正在配合当地群众着着向武汉逼近发展。我们要大家起来拥护红军，组织‘红军之友’社，派人到红军中打炮［仗］去，派代表团到苏区参观去。”[78]这条新闻在今天看来很不规范，不足为训，之所以受到博古称赞，显然不是从新闻本体的角度来考量的，而是把新闻的组织功能扩张为首要功能的结果。如此批评可以理解，但有对列宁党报功能观误读之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以列宁的党报功能观，作为衡量报刊与党政工作关系的准绳，并有将其扩大为唯一标准的倾向。

第二，批评方法单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以列宁党报理论来观照当时我党的新闻实践，初步形成了先阐释理论，然后将新闻实践与理论对照的批评模式。批评方法基本上带有工作总结、回顾的色彩，属于媒介管理型的批评，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对于提高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是，任何一种研究范式都有可能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将复线的历史过程单线化，理论阐释加例子说明，定性与定量结合，固然不失为一种简捷有效的批评方法，却不应该是唯一的媒介批评方法。这是因为，这种方法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不能用它解决一切问题。面对丰富鲜活的新闻实践，任何一种批评方法都有将生动的新闻实践扁平化的危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过于依赖此种方法，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千篇一律的境地，但有形成某种固定批评模式的苗头，批评过程显得单调。特别是面对国统区、革命根据地的不同媒体，采用同样的批评方法，多少有些不分青红皂白、削足适履，削弱了媒介批评的真理性和实践力度。

第三，受“左”倾影响，部分评价不符合实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出现过三次“左”倾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诞生之日，恰逢“左”倾思潮在党内占统治地位之时，难免不受“左”倾思潮的影响，而我党当时主要的媒介批评家，如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张闻天等人，都是当时“左”倾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媒介批评实践中也显露了一些“左”倾色彩。1930年9月7日以前，《红旗日报》在上海外国租界内的订户与代派处有四五十处被搜查，五六十人被捕。而9月15日《红旗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红旗日报》委员会的决议，“坚决反对这一种观点，以为这些搜查与破坏的教训，是要告诉我们在现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不能办这样大的日报，或不能到各工厂中建立代派处”[79]，认定这种观念是对全国政治机关报的取消观念，这是白色恐怖的投降者。这种不顾严酷的环境现实，不讲条件一味蛮干的行为，只能给党的新闻事业招来损失。“左”倾路线在争论中往往采取否定一切、武断绝对的态度，在这时的媒介批评中也有所表现。李一氓批评中共创办的地方报纸道：“现在的地方报纸办得实在坏，不是长篇大论的论说，就是干燥无味的公牍，既不象‘公报’，更不是‘群众的报纸’。”[80]这样的评价与实际不符，有失公允。

第四，媒介批评尚未彻底独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还很稚嫩，媒介批评的本质没有充分展示出来，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批评理论体系。这一方面表现为比较规范的媒介批评文本数量比较少，只有博古、张闻天、瞿秋白等为数不多的几篇，而且即便这几篇也还留有工作总结和指导的痕迹，更多的批评性文字则散见于一些党团决议、工作总结、指导文件之中。借助党团决议、工作总结、指导文件开展媒介批评，有利于媒介批评功能的发挥，但也表明独立的媒介批评意识还没有正式形成，阻滞了媒介批评自我形态的凝结，从长远的观点看并不利于媒介批评的进步。另一方面表现为反批评缺席。媒介批评本是民主的体现，批评的常态应该是在批评与反批评的互动之中，媒介走向完善和成熟。媒介批评虽然以媒介、媒介产品为批评客体，但这种批评最终都会指向媒介或媒介产品的生产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媒介批评有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的倾向，在党的报刊上我们无法窥见被批评者反驳声音的存在，致使媒介批评变成了单声道的霸权话语。

在中国媒介批评史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批评是一种有着全新内涵的批评种类，它反映出一种全新的新闻理念诞生以后，人们对新闻事业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设计、对媒介功能新的认识和期待。在特定时空环境中所形成的这一媒介批评模式，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历史资源，被纳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对20世纪中国的新闻传播生态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国新闻传播政治宣传色彩浓郁，新闻特性不足，很大程度上与这种媒介批评传统相关。在事物永续发展的链条中，这种批评模式自有不可移易的必然性。在着力构建21世纪中国媒介批评理论体系的今天，仍然能给我们提供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试论上海沦陷时期报刊的文化传播

涂晓华[81]

提要 本文结合上海沦陷区报刊史料，阐述了其时报刊的文化传播特色：（一）庸俗化、商业化倾向。（二）报刊报道中的政治性。（三）“大东亚文化”策略。（四）期刊中的“怀古抄书”热。（五）女性话语的繁荣。从报刊的实际传播来看，日本的“大东亚文化”殖民宣传是失效的，日伪在上海一直未能确立和实施有效的文化控制。

关键词：沦陷区报刊文化传播殖民宣传

日本侵略中国后对中国沦陷区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各沦陷区由于沦陷时间的不一样，地理区域和文化类型不同以及日伪当局文化专制上的同中有异而带来不小的区别和差异。”[82]台湾被日本占领的“日据”时期，东北三省有中国人的“伪满”政权，华北有王克敏领导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上海有汪伪政权，均处于一种“沦陷”状态。

中国东北沦陷长达14年。在媒体统制方面，大批日本人担任新闻机构或者新闻统制机构的主持人或实际主持人，绝大多数报刊由日本人直接主办。在北京，日本驻华北派遣军报道部实际掌管新闻言论自由，对华北报刊进行了大肆干预，新闻、出版和文艺由日本华北驻屯军报道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负责，主管武德报社和新民印书馆等文化出版机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在上海实行战时新闻体制，上海租界内反日、反汪的报纸全部停刊。

一、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化形式

“八一三”淞沪会战之后，国民党军队西撤，《时报》、《大公报》等多家报刊立即停刊。孤岛时期的其他各报，虽然行销已不及租界以外，但仍保持着激烈的抗日立场。汪精卫的《中华日报》于1939年复刊后，上海舆论壁垒分明，国民党重庆方面与汪伪处于敌对的状态。笔战以外，更杂以枪战、暗杀，新闻界的人士被暗杀者尤其多。上海沦陷后，日伪在查封原公共租界内大批新闻机关的同时，大力加强自身舆论阵地的建设。

日本占领上海时期的文化形式一般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直接为日本国家政策服务的殖民主义官办文艺。

日本人直接主办的《新申报》属于此种类型。殖民主义文艺即鼓吹殖民主义奴化思想，企图以殖民文艺取代中国的民族文艺，将文艺作为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工具。例如，作品中宣扬日本民族“优秀论”，丑化中华民族，以及出现泛滥一时的“开拓文学”和“大陆文艺”。

汪精卫政权六年之中，上海、南京是汪伪政府新闻事业的中心。日伪报纸主要有政府机关报《中华日报》[83]，详载日伪言论及施政方针等。周佛海主办的《平报》[84]、李士群主办的《国民新闻》[85]，多刊电讯及译著。《新中国报》[86]上则多兴亚建国言论。此外，著名大报《申报》《新闻报》在太平洋战争后也沦为附逆报刊。

第二种是纯粹汉奸文艺。

在上海沦陷时期的文艺中，汉奸文艺是一重要方面，殖民统治者和南京政府竭力扶植汉奸文学和文化刊物，炮制出了一套“大东亚文学”政策，无奈收效甚微。日伪统治的“文化政策”的核心就是要严禁一切“激发民族意识对立”，“对时局具有逆反倾向的作品”。日伪“文化政策”的另一个方面，则是千方百计地将作家的创作纳入其“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轨道。有一些民族意识薄弱的作家或者年轻人，他们按照日伪统治者的旨意，创作了为日伪反动政策效劳的汉奸文学。例如描写农民积极修警备道迎接日伪军，纯属无耻编造，严重歪曲真实。另有所谓诗歌，赞美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美化日伪傀儡政权。在伪满时期，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东北抗日联军，将联军称为土匪，以“剿匪”为主题的作品在当时曾泛滥一时。

《申报》社长陈彬龢就是汉奸文艺的典型之一，他主管的《申报》上常常用大字、大红标题为日军宣传“某某战大捷”，其言论立场有时竟超过日本人直接主办的《新申报》。陈彬龢在1943年5月15日创刊的《文友》上发表《对上海文化界的期望》一文，他说：“过去曾经努力奋斗而对文化有过贡献的文化人，有不少已经离去上海。还有不少已经隐退和改业了，我们对于这辈人，不必勉强，当局应有各尊其志的雅量，而且，如果勉强得来的，也决不会有好成果……从事实说，我们诚挚希望，目前可能而且愿意出来为文化努力奋斗的人，不问先进或后进，不问门户或宗派，大家在‘为祖国文化’‘为复兴文化’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成立自己的组织，为复兴文化而奋斗。”可见当局对于新文学写将并不持欢迎态度，意在培植新的文化写手。

《文友》为大众综合性刊物，以推动“大陆文化”为主旨，在全国各地每日新闻社贩卖店销售。在创刊号“编辑室”中自称为以“大东亚新建设”团结各阶级人士为目的的大众读物，它邀请了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部长林柏生、驻伪满大使陈济成等撰文，这些都属于汉奸文艺。

沦陷时期与日伪有染的杂志有：《古今》、《文史》、《杂志》[87]、《女声》、《风雨谈》、《人间》、《天地》、《小天地》、《文艺》、《文友》、《诗领土》、《苦竹》、《中华月刊》、《申报月刊》等一批刊物。

第三种则是尽量不表明自己观点的模糊文艺形式。

“言说”的环境在沦陷区日益严峻，知识分子所遇到的“压制”力量是异国侵略者及其指挥下的强大的国家专政机器。因为各种原因留下的文化人面临着政治和道德上的选择，大多数人处于反抗与投降之间的中间道路，他们的文字里有许多话题是不能涉及的，写自己生活中的琐事的“小我”话语因此得到一定程度的扩张，这就是所谓模糊的文艺形式。正如通俗杂志《大众》的《发刊献辞》中所言的：“我们愿意在政治和风月之外，谈一点适合于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的东西。”[88]在商业文化、海派市民文学填补战争期间的文化空白之时，政治意识形态以外的创造力和自由，关于日常生活、个人、女性等主题一一得以凸现。

二、上海沦陷时期的话语空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全面沦陷，文化遭受毁灭性打击，凡是不合适的出版物全部停刊，文坛所剩多数是日伪方面进行文化殖民所创办的一些杂志，内容八股，十分空洞。对于经过新文化洗礼的上海人来说，这些汉奸文化几乎没有什么市场，刊登殖民理论的“官方”刊物，被当时人们称做“报销性质的杂志”。日本统治者和南京汪伪政府大力扶植汉奸文学和文化刊物，炮制“大东亚文学”政策，当时留在沦陷区的名家很少，选择直接与当权者对抗或完全投靠日伪政府的文人都在少数，沦陷时期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已不可能存在公开反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团体或刊物，但日本文化殖民在上海的影响力比华北、东北沦陷区都薄弱。《华文每日》四周年创办征文揭晓中曾经评论说：“有一点似乎未免有些引为憾事，就是获得奖金的作家中竟没有一个籍贯是属于华中方面的……和平区文化的重心还是在南京和上海，尤以大上海作为新中国文化的心脏。因此，上述一事，也可足证我们今后应密切向新中国文化心脏区取得心心相印的联系，声气相同的结合，始能到达建设大东亚文化的目标。”这段评论证明日本在上海推行的殖民文化统治的失效。

在经过一段时间沉寂之后，围绕着各种报刊，各种文化人作为个体又逐渐参与到沦陷区的言论空间中。其构成相当复杂，有在文坛上十分活跃的那些常常被后人指责为“落水”的文人：如陶亢德[89]、纪果庵、文载道、柳雨生[90]等，有海派小说家予且、苏青和张爱玲等人，另外也有通俗小说家如包天笑、秦廋鹃、孙了红等，还有一批新崛起的女性作家，如“东吴系”女作家群等，再有埋头著述的郑振铎、傅雷、钱钟书、杨绛等，还有活跃着的新文学作家李健吾等，新进作家唐弢、师陀、董乐山、尧洛川、马博良、沈寂等。另外在上海仍保持有2000名地下党员的共产党在1943年年初成立城市工作部，巧妙组织抵抗运动。袁殊是《新中国报》社长，鲁风是《杂志》社社长，关露是《女声》杂志编辑，吴江枫是《杂志》社文艺编辑，他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另外陶晶孙是以隐蔽方式为中共工作的，而以丁景唐为主的上海地下工作者和进步青年以自由投稿的方式甚至占据了日伪刊物《女声》的主要版面。

当官方报纸大肆宣扬汉奸文学、小报上“色情文学”热闹纷纷时，文化人一面要解决生活问题，一面要维持绝对的清白，是非常困难的。一部分文人最后屈服与日本人合作是为了生存，也有一部分对抗战持悲观态度投入了汉奸的阵营，自发地投入“敌营”的文人毕竟是少数。谭惟翰、谭正璧等人都是迫于生计找到了卖文的生存方式。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写和写什么的问题。即：“在异族统治的特殊环境下，什么是自己想说而又不能说的话；什么是别人（当局）要自己说，自己又不想说的话，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说。”[91]小说家谭惟翰的话道出相当一部分濒临“失语”状态的作家的困惑与矛盾。

翻阅沦陷时期的各种报刊，笔者注意到不管是名作家、新进作家，或一般性的投稿者，大家都不愿以真名写稿，多用笔名。当然“言说”环境的严峻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大家都不愿意被指认为文化“汉奸”。对于他们来说，沉默就是抗日的一种形式，因此掩盖真面目的笔名也成为沉默的一种手段，笔名的泛滥于是成为沦陷时期文坛的一大奇观。

《万象》杂志曾在“编后”记中这样推荐两位名家但未署真名的作品：“这篇小说出于名作家的手笔，就我所知，这两位作家，已整整六七年不写稿了，此番鉴于编者的焦头烂额，破例为之。编者遵从他们的意旨，不署真名，乐于刊布，好让老读者，从他们的行文遣词里面去认识是谁的产物，似乎无需编者来加以说明的必要吧。”

笔者注意到哪怕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汉奸文人陶亢德，他在从事文学活动的时候甚至也不愿意使用自己的真名。荻崖，是沦陷时期最重要最活跃的日本文学翻译者。他活跃在《杂志》、《风雨谈》、《女声》、《文友》等杂志的“日本文学介绍”中。但笔者在所接触到的上海沦陷区文化研究的著作中，都没有看到谈荻崖的文字。但通过阅读《杂志》、《风雨谈》、《女声》杂志，结合陶亢德的经历，在比较、印证之后，笔者以为荻崖即陶亢德。尽管各种版本的陶亢德小传中都没有提及“荻崖”。[92]

沦陷区的文人除了一部分在日伪政府的政治、文化机构中任职，且确实参加日伪文艺活动、鼓吹“大东亚文学理论”的汉奸文人以外，多数作家只是在与日伪有关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并未为侵略者的文化政策做宣传，但是长期以来这部分人都被称为“落水”文人，比如苏青。哪怕是到了20世纪初，曾在沦陷区从事过文化工作的孙道临[93]、凌大嵘[94]等都极其不愿意提及那段相关的往事。关于此点，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曾撰文为他们辩护，认为沦陷区的文人“能够顶住压力，维护住自己的‘不说’权，即不说（或）基本不说强制他们必须说的话，就已经很不容易”；“如果我们以‘是否表现爱国抗日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衡量沦陷区文学的唯一（主要）价值尺度，从而否定（贬低）这些作家的创作，就无异于要‘逼人说不能够说的话’。”[95]

笔者以为，沦陷区从事文化传播工作的一般文人是值得同情的，尽管他们曾现身于日伪刊物上，但并不能就此认定他们与汉奸文人同流合污。毕竟，不能剥夺他们基本的生存权利。同时尽管沦陷区中某些文化作品，不分时代不分种族地获得人们的激赏，但我们强调产生这种畸形文化的基础是罪恶的，所以我们必须也应该谴责这种文化基础。

三、上海沦陷区报刊的文化传播

（一）庸俗化、商业化倾向

沦陷时期汪伪政权对媒体的控制大大加强，由此造成上海出版业的凋敝。除了“国策”、“和运”以及“中日友好”的官方出版物，蔚为大观的就是低俗、怪诞、荒淫的读物四处流行。1943年4月5日《新中国报》有《肃清文化的沉潭》一文，批评了上海沦陷后流行的色情文学读物。那些以娱乐消闲为主的软性的迎合小市民庸俗趣味的“软性”刊物、粉饰日伪统治的刊物、上海滩上鸳鸯蝴蝶派作风的小报如《海报》、《力报》拥有很大的势力和多数读者，沦陷时期的上海，曾经发生过几件刑事大案，一是张金海的惨死案，二是华美药房胞弟杀兄案，另一是詹周氏肢解亲夫案，另外还有上海巨商朱静庵诸子合谋集体谋杀继母疑案。这些案子的报道都曾是各报刊所热衷的。

与“孤岛”时期相比，沦陷区报刊商业化倾向尤为明显，在物价腾飞、米珠薪桂的沦陷区，白纸、排工、印刷费成百倍、成千倍地上涨，不以赢利为主的同人刊物和学术性刊物几无容身之地，能生存下来的刊物除了一部分有强硬后台的支撑，多数只能采取商业化的策略，以致于“大部分的文化事业，操纵在‘文化商人’的手中”。[96]于是，出版界把目光瞄准了文学市场最大的消费群体——为数众多的都市消闲读者。《万象》杂志倡导“通俗文学运动”，《小说月报》、《大众》、《万岁》、《紫罗兰》、《春秋》等期刊相继创办，一个阵容比较强大的通俗文学期刊群在上海形成。

（二）媒体报道中的政治性

前文已经提到沦陷时期的上海，曾经发生过几件刑事大案，其中张金海惨死案曾经轰动一时。事情经过是诚记衫袜商店19岁的学徒张金海被诬告为侵吞遗失物件，遭法租界巡捕房拘捕，最后死于逼招口供的酷刑。另一个17岁的学徒彭双龙同时被诬告遭拘捕，因受酷刑致重伤。死者家属及店主向法院起诉巡捕房。

被法租界巡捕逼供而死的事情在租界本来并不是罕见的悲剧，但它得以突破言论制限，经由各报刊转载，在媒体的干预下，从无数被淹没的冤案中浮出来，演变成上海一时间人所关注的大案件。确切地说这起案件引起人们如此强烈的关注，其实背后有日伪政治上的推波助澜，于是各报刊把这一案件，当做最大的新闻，连篇累牍地做了渲染报道，一旦传媒尽数参与，使得此案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案件本身。

“张金海惨死案”发生之际正是日伪各大媒体报道“返还上海公共租界”之时。鸦片战争后上海被特许外国人划界居住，界内一切行政、司法和警权全在外国人掌握中，租界可以说是列强的殖民地。1943年6月30日，作为汪伪宣布对英美作战的条件，日本和汪伪政权正式签订有关返还上海公共租界的条约。根据此条，同年8月1日开始正式返还上海公共租界，汪伪政权的“独立”色彩增强。围绕上海租界的交还，租界的行政、司法、市政、治安，以及进而准备撤废各国在华治外法权成为报刊界“热烈”讨论的话题。因此，在所有的传媒正在大张旗鼓讨论租界的历史、租界的种种罪恶的时候，这时出现的“张金海惨死案”正好为日本宣传列强在租界的罪恶找到了最好的案例，同时使得日本一直以来宣传的所谓发动侵略战争是为了帮助中国、东亚赶跑英美等西方列强，多了一个例证。因此，多数报刊都对该案进行了所谓强调“租界巡捕的罪恶”的报道。而通过媒体的作用，在“张金海惨死案”上，所谓民众的“公愤”正好被日伪所利用，他们顺应民情，通过传媒的造势让上海民众从精神上战胜了强大的西方列强的代表。日伪的“肃清英美思想的毒素，促进中日人民的亲善团结”都有赖于传媒的传播，“张金海惨死案”证明引导信息也是其设置传媒议程的主要手段，尽管其传播主旨在上海是失效的。

（三）“大东亚文化”策略

当时的上海，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运转着，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在呼唤延续，尽管当时上海处在日本的严密控制下，另一方面日本当局也希望缓和中国人的抗日情绪，1942年在“出版荒和作家荒”的沉寂空气中《万象》问世了，其后《太平洋周报》创刊，《女声》杂志创刊，尤其是1943年《风雨谈》、《天地》、《文友》等等的创刊，加上上海通俗性的商业杂志大量地出版，有利于日伪统治者利用“软性”刊物粉饰太平，当时各种官方报刊由于符合日伪当局政治要求的文艺作品少得可怜，日伪不断以重金为诱饵举办名目繁多的征文活动，这成为官办报刊的一大特点。

1.关于名目繁多的奖金征文

沦陷时期的日伪刊物基本都有奖金征文活动。1942年4月1日为纪念汪伪“国民政府”“还都”二周年，中华日报社、国民新闻社与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在《中华日报》刊登征文启事:“联合征求大东亚民族小说”。1944年11月为纪念“大东亚战争”三周年，《新中国报》、《申报》、《新闻报》刊登联合征文启事:征求表现对大东亚战争“坚定胜利信念，唤起决战情绪”的文章。北京的《妇女杂志》曾以“参战下的妇女与解放”为主题征集作品。《华文大阪每日》以千元日金代价征求长篇小说，每期发表三至四个短篇，这些征文大都具有为“国策”服务的特点。当选的作品多是图解当局的宣传口号的应时之作。在其创刊四周年纪念大征文揭晓之时，论文《十年后的大东亚》当选，奖金日金200圆。再如《文友》的当选小说《大地的鼓舞》，就明显带有政治宣传倾向性。主评人顾凤城的评语登在《文友》上，写道：“‘增加生产’，实现阶段的中国最迫切的工作，‘建设农村’是增加生产的唯一方法。‘合作社’是建设农村的公益机关，作者以此作为征文的中心意识，意义极为深刻。”

“当时不管是华北沦陷区还是华中沦陷区，都有一些不谙世事的学生文艺青年，他们受到日伪奴化宣传的毒害，不辨真伪，眩于官方‘奖金征文’的名与利，杜撰合乎当局口径的创作……用文艺作品图解日伪的政治主张和宣传口号，配合当局部署的各种活动……这些当选作品毫无艺术水准可言，只是日伪宣传口号的直露解说。仓促、草率、没有像样的作品，在社会和文坛上几乎都没有影响。”[97]

日伪刊物对征文作品提出了政治要求，这是他们实行殖民宣传的一种方式。但是官办的征文，从内容到形式几乎都没有具有说服力的文章，日伪刊物希望通过有奖征文培养他们理想的新作者，但最终培植新的文化写手的努力是失败的。

2.大东亚电影的传播

上海刚沦陷时，尚无进行文化宣传的“国策”电影公司，尽管满洲早已有了制作体现大陆政策的宣传性电影的“满映”。1942年5月新华、艺华、国华、金星被迫合并为“中华联合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影”），汪伪中央宣传部部长林柏生任董事长，日方负责人为川喜多长政，张善琨任副总经理。“华影”的成立使制片、发行、放映一体化，除制作报道“大东亚共荣圈”动态的新闻片《中华电影新闻》外，还与日本合作拍摄《万紫千红》、《春江遗恨》等众多电影，以贯彻所谓“担负大东亚战争中文化战思想战的任务”。其后日伪当局强令各电影院“一律停止放映英美敌性影片”，规定“今后各影院一律上映国产（指汪伪）及友邦影片”。

沦陷时期上海播放过的电影有《春江遗恨》、《万世流芳》、《荒城月》、《母子草》、《侬本痴情》、《回春曲》、《御碑亭》、《万紫千红》、《千金怨》、《水性杨花》、《梅娘曲》、《红粉知己》、《结婚进行曲》、《锦绣天》、《秦淮月》、《生死恋》、《倾城之恋》、《两代女性》、《乱世风光》等电影，关于其倾向，张冰独在《半年来的上海电影》[98]一文中有详细介绍，当时日伪主要宣传反英美的《春江遗恨》、《万世流芳》等一类的电影。1942年“华影”摄制的影片《博爱》，主要宣传“人类之爱”、“同情之爱”、“互助之爱”等，提倡“中日亲善”，为日伪服务。《万世流芳》于1943年拍摄，影片以林则徐禁烟为背景展开故事。该片系侵华日军为配合宣传“大东亚共荣圈”、抵抗英美的军事战略而拍摄，曾引起有识之士的愤慨和抨击。《万世流芳》编剧是朱石麟，导演卜万苍、朱石麟，主要演员高占非、李香兰。《神鹰》更是赤裸裸地为日军军国主义服务的电影，描述了日军吹捧的“军神”加藤建夫少将率领雁战斗队将英美军彻底歼灭的空中战史。《卖花女》的主题也是鼓吹反对英美思想，是“华影”成立后所拍摄的第一部宣传主流影片，该片描写了中国某村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被帝国主义者及其爪牙们压迫蹂躏的故事。张冰独在影评中认为：“描写的技巧上，则不能不认为是太偏于概念的幻想。故事太不切实际，这是遗憾，也是巨大的缺陷。不得不说：为强化这运动（指反英美思想）的神圣及其需要是必须配合高度的艺术形象，而这，粗浮轻率的随便利用武器的结果，是会使反英美的信仰降低，反英美的效果与宣传同时惨落。”[99]而《南海征空》是“华影”介绍的第二部日本电影。美化的是日本侵华时期开辟南洋航线的各种事情，中间也是穿插了一段爱情故事，带着南洋一带粗野热艳的情调。这些电影演出上的拙劣、故事上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诗人关露也曾评论《梅娘曲》的故事内容：“那简直是庸俗而胡闹的浅陋的故事。所以由于故事的平庸，演员也都很平庸。”

尽管日方大力加强电影的宣传，但他们不得不承认电影宣传的失败。《大陆新报》在《中支电影一周年回顾》[100]一文谈到：“一年的电影的感受是思想意识的虚无性，对现在民众的指导意识完全缺乏。”评论家董乐山在谈到1943年的上海电影时，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方所宣传电影的空洞：“‘华影’影片拍片的倾向是努力在从事教育电影以达到‘电影是教育工具’的任务，如《万世流芳》、《第二代》、《新生》等都有‘主题先行’，艺术性差了。比如说宣传《万世流芳》，在结构与情节方面都显得草率从事。甚至在拍摄教育电影时，也不得不借助剧中人说教的方法来表达主题。所以这些电影给予观众的效果是人为的，不自然的……电影的艺术决不是宣教的课本，也不是技巧的集锦与卖弄，更不是明星的炫耀，而是综合创造的艺术。”[101]

（四）期刊中的“怀古抄书”热

在当时销路最好的《万象》、《杂志》都是编制活泼、内容充实的综合性的大众文艺刊物，另一些杂志如《古今》、《风雨谈》、《天地》虽然都与日伪有染，但却都标榜不谈政治，以刊登掌故、文史小品、散文随笔等文人趣味的文章为主，颇受读者欢迎。汪伪政要在《古今》的散文写作热便是沦陷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汪精卫的《故人故事》、陈公博的《我与共产党》、周佛海的《往矣集》、粱鸿志的《爱居阁座谈》等多是忆旧清谈之作，书斋中的“谈古论今”成了遣愁寄情，而闲适小品与文史考证则成为他们对尴尬现实的逃离。哀切的自怜与反复的申辩难以掩饰他们暧昧的政治心结，他们无法面对民族的历史:几千年来的史书已经昭示了他们在民族历史中的“贰臣”地位。

日本人认为尽快驯化中国的知识阶层才是他们加强统治的上策，他们深深明白：“即使受政治影响的文化交流，文化工作的本质也应该脱离政治一直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样，不久文化工作也会影响政治，并且在某种程度必须让政治保持一种恒定性。”[102]

因此，在《古今》的引领下，《风雨谈》、《人间》、《天地》、《小天地》、《文史》等相继创刊，怀古伤今、抄古书、写游记，一时成为海上文坛的风尚。战争不仅危及到了国家、民族的生存，而且每一个个体生命都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万象》、《杂志》、《古今》、《风雨谈》、《天地》等刊物上的文章保留着某种人间关怀，集知识性、趣味性与人生体味于一炉的随笔，正适合战乱时候人们“趋轻”的心理欲求与阅读期待。即便是落水文人的心态也是复杂的，正如有学者分析过，以周作人为首的落水文人，沉浸在冲淡怀旧的清谈小品与历史掌故中，实际上是沦陷时期文人逃避现实心态的折射。就像落水文人中间的一位作家说的，散文发达的原因在于“在动荡不安的大时代中间，士大夫阶层是以‘苟全性命于乱世’为‘明哲保身’之道的”[103]。

《古今》杂志文人或隐或显的“气节”之辩，正是其尴尬心态的表现。汉奸文人既明了自己的身份却也时常不忘标榜自己爱国的感情，这种复杂的心理笔者以为是真实而非矫情的。沦陷时期《平报》的主编金雄白[104]曾表白说：“《平报》终于在民国34年的6月停刊了，我是以战时节约物资为辞，但我写的休刊辞出了毛病，在那篇文章中，我说：‘等待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将随时立即复刊，起而效命。’这句话并不曾逃过日本人的注意……日本宪兵将对我采取行动。”[105]

（五）女性话语的繁荣

在沦陷区的特殊语境下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直以来被民族国家的宏大叙述话语所抑制的女性话语，在男性的沉默与商业文化的推波助澜下得以惊鸿一瞥般地繁荣。由于中国民众正处于抗日救亡的时代潮流中，上海的女性话题总体来说被有关国家、民族、社会革命、阶级等宏大主题所边缘化。到沦陷时期，由于抗战之声被镇压以及男性作家的沉默，短短三年间上海相继涌现出三十多位年轻的女性作家，张爱玲、苏青、杨绛、杨琇珍、施济美、周炼霞、潘柳黛等在沦陷时期报刊中相继登场与露脸，她们的女性话语为沉闷的文化界带来新的活力。关于此点尤其是“张爱玲热”，十几年来都是上海文化研究的热点。关于此点本文拟不赘述。

另一令人惊异的是沦陷区上海话剧舞台的繁荣，尽管汪伪有严格的控制，戏剧人才流失严重，戏剧活动曾一度几乎销声匿迹，但到了1942年下半年，话剧演出渐渐多起来，曾经担任《万象》主编的柯灵先生评价说：“当时戏剧活动的规模，就上海一地而言，比过去和现在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和庞大。”[106]由于英美电影被禁止上演，电影公司被日本人控制，上海人的文化消遣活动多集中到戏剧。尤其是职业演剧发展迅速，非话剧业余时代可比。考察沦陷时期报刊的剧评，可知不少剧目改编自有进步意义的外国小说和古代故事，并被成功地加以中国化、现代化。多数剧目都思想进步，艺术手法精细，演员表演也各具特色。隐藏了爱国主义、民族自强的历史剧也是有的，如《文天祥》、《蔡松坡》等。戏剧的异样繁荣，在荡涤敌伪汉奸文艺、抚慰沦陷区人民的创伤、鼓舞上海人民的士气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07]

四、结语

日伪对报刊、电影、出版、戏剧等涉及传播的载体都实行了直接控制，在报刊的销售发行上尽管政府控制了像《申报》、《新闻报》等大报，但对不少杂志与形形色色的小报的渗透力却不强，连日本侵略者办的中文刊物上也不得不承认小报的繁荣“在一般的言论机关，实有若干责任，因为言论机关丧失了把握民众和指导民众的力量”[108]。因此从报刊出版界的实际状况来看，“中日亲善”“协力战争”“东亚新文化运动”等官方口号虽然处处叫嚣，但日本的专制殖民文化宣传却被上海民众架空和搁置了。

总之，与台湾、华北、东北等被日本占领地区相比，在上海实行的文化殖民主义统治是日伪统治最薄弱的地区。一方面因为日本一直还处于战争中，日本方面侧重点主要在军事行动上。最重要的是由于上海从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就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文化的巨大传承力量，再加上汪伪政权的先天不良，日伪尽管在各个沦陷区从政治上对传媒进行了各种干预，但他们对于上海的文化政策很难有明确具体的要求，所以日军在上海一直未能确立和实施有效的文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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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实践：个案讨论

香港艺人裸照事件：比较免费报纸与收费报纸的报道

苏钥机[1]

互联网是一个神奇的媒体，人们只需轻按键钮，便可透过它将文字及图像送到世界各地。在2008年初的香港，就发生了一宗艺人裸照在互联网上传播的事件，它令一些女艺人的名誉严重受损，在大中华地区成为一宗媒体丑闻。它迅速上了各地报纸的新闻版面，就连美国的《纽约时报》也不例外。

此宗奇怪事件源于一名香港男艺人，他将受损的手提电脑送到店子修理。计算机内的众多祼照被人秘密复制，于2008年1月底在不同的网站及报章上出现。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此事霸占了香港各大报章的头版，所披露的祼照也愈来愈多，香港警方将一些把祼照上载的人拘捕。

本文研究香港不同报纸对此事件的处理手法，并比较各报的表现。我们特别想了解免费报纸和其他类型的报纸有何异同，从而揭示免费报纸的特点。本文利用两个指数来做比较，其一是“重视指数”，它代表了报纸对某则新闻的关注程度。另一个是“煽情指数”，它量度报纸如何把新闻弄得耸人听闻。

[image: ]

表1 香港艺人裸照事件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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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显示了网上艺人祼照事件的发生始末。整件事于2008年1月27日开始，当天有一张疑似影星陈冠希及其影星女朋友钟欣桐的祼照，在互联网上的讨论区出现。此事在翌日的香港报章中有广泛报道，而警方也获悉事故。钟欣桐所属的英皇集团刻意低调处理事件，其发言人称祼照只是假的合成品。但在1月28日，另一张裸照被放在互联网上，照片中有陈冠希及其另一女友陈文媛。陈冠希的律师立即发表声明，指事件乃恶作剧，并说可能会采取法律行动。翌日，更多的裸照在互联网上出现，其中包括多名香港影艺人，计有陈冠希、钟欣桐及张柏芝。陈冠希低调离开香港前往美国，张柏芝的经纪人向警方报案，警方将事件列为出版淫亵物品事件，并寻求国际刑警协助。

在1月30日，两张涉及张柏芝的裸照在网上出现。警方拘捕了29岁男子钟亦天，怀疑他在网上发放这些裸照。香港影艺人协会呼吁市民不要传阅这些照片。2月1日，钟亦天被控告一项出版淫亵或不雅物品罪。法官将钟亦天还押监房8星期，以待法庭开审。法律界有人认为，法庭的行动过于严厉。

2月2日，香港警方将另外4男2女拘留，并发现超过1000张裸照。警方表示调查已接近发放照片的源头。2月3日，警方搜查中环一计算机店，另一名29岁男子被捕。警方容许2日被捕的6名人士每人以2000港元担保外出。2月4日，警方举行记者会，表示已经找到发放照片的源头，另一名23岁男子被检控。陈冠希发放一录像带，向受到此丑闻影响的人道歉。

但在2月5日，有6张裸照被上传到互联网。《明报》将5张裸照送交淫审处评级，结果显示3张被评为“不雅”，两张属“淫亵”。互联网上的裸照并未停止，2月6日有超过210张新的裸照出现，涉及的艺人更由3人增至6人。2月8日，又有3张疑似钟欣桐的裸照被放在网上。翌日，一张涉及陈冠希现任女友杨咏芝的浴室照片被发放，另外有多达400张的裸照被上传。

2月10日，数百名网民上街示威，抗议警方的“选择性检控”做法。钟欣桐于2月11日首次会见记者，并称自己在以前是“太傻太天真”。2月13日，淫审处只将钟亦天发放的照片评定为“不雅”。律政署于2月15日决定不起诉钟亦天，并将他实时释放。2月17日，钟欣桐参与无线电视的慈善表演节目，并唱了一首歌。广播事务管理局其后接到2100个投诉，指责钟不应在该节目中表演。

陈冠希于2月21日返回香港，并举行记者会。他承认曾拥有这些裸照，并向有关人士及公众致歉。他宣布将永久离开香港娱乐圈。陈冠希又表示拥有这些照片的版权，并吁请其他人不要出版或复制这些照片。2月22日及23日，陈冠希和警方会面，并称获警方确认为“证人”。2月28日，陈冠希离开香港前往美国，此裸照风波正式告一段落。

一、文献探讨

对于新闻业来说，香港可算是个活生生的社会实验室（So,Chan & Lee,2000）。香港只有700万人口，但却有17份本地出版的日报，这在其他城市非常罕见。虽然很多报纸的老板都在亏本，他们因一些非经济的原因，仍愿意经营下去。这些原因包括：办报可建立广泛的人际网络、有助经营者的其他生意、增加社会影响力等。尤其是香港报业从“文人办报”的传统转为“大财团办报”，这个情况更形突出（Fung,2003）。

香港报业是社会和政治的缩影（Chan & Lee,1991）。以前香港有政党和报业的“并行体制”（Seymour-Ure,1974），政治上的左、中、右力量三分天下。香港自1997年回归后，言论的光谱由左右对抗的格局（So & Chan,1999），变成走向中间的状况，界线逐渐变得模糊。传媒专业主义水平被人批评、公信力评分下降及煽情主义泛滥，都有实证数据支持（So,2003;So & Chan,2006）。1995年《苹果日报》创刊，引发新闻界的风暴，其影响甚至远至台湾。市场导向新闻学的兴起，加上对新闻自我审查的忧虑，是香港新闻界近年值得探讨的双主题（Cheung,2003;Lee,1998;So & Chan,2007）。

大批的本地报纸出版，可以让读者有更多选择，同时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报章（So,Chan & Lee,2000）。不同类型的报纸各有目标读者，它们针对财经、中产、大众或英文的读者群。在其他城市，一般可分为精英及普罗阶层两种报纸，而在香港则可细分为五六种类型。香港有一些具政党背景的报纸、财经类报纸、英文报纸，近年又有几份免费报纸加入市场，令读者目不暇接。

媒体的煽情主义是不同社会都关心的议题。有人指出：“最多的空间及最好的时间均被预留给最煽情的报道。”（Moeller,1993:317）于根斯（George Juergens）曾对煽情主义下过定义：“利用性、罪案、悲剧等永恒的题材来吸引大量观众的策略。”（Crouthamel,1989:24）他提出煽情的三个方面：强调人物、重视琐碎而非有意义的新闻、使用通俗及个人化的语言（Stevens,1991:5-6）。煽情主义可简单地定义为“过度”，其故事可能有新闻性，但背后并无具有意义的议题或实际作用（Day,1996;Hulteng,1985）。

煽情主义常被指和“小报化”有关（Sparks & Tulloch,2000），但这种手法也被用于电视新闻报道。因此美国有“垃圾电视”的概念，意指“它的用意是去震撼观众，提供刺激和笑料，及任何可增加肾上腺素水平的东西”（Gripsrud,2000:291）。它是用来吸引注意的组件，比准确、可信、意义等新闻价值更为优先（Becker,2008）。一个有趣的观点是，煽情新闻内容并非属社会建构，而是在进化过程中的反应，目的在帮助我们提高繁衍的适应度（Davis & McLeod,2003）。实证数据显示，在过去3个世纪，有关意外、谋杀、抢劫、名誉、英雄主义、自杀等新闻的模式都很稳定，足以说明人们对这类煽情新闻确有需求。

二、研究目的与假设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了解香港报业如何报道网上艺人裸照事件。它们有否夸张地报道此事？如何在头条、新闻篇幅及图片方面反映出来？报纸把此事件的报道放在新闻版还是娱乐版？它们有否刊登裸照？对此事有否评论？这些都涉及各报章及整体报业煽情新闻的力度。

第二个目的是要比较不同类型报纸的报道。我们将香港的报纸分为下列6大类：

1.“主流大众”报纸：包括《东方日报》、《苹果日报》和《太阳报》。它们销量最高，影响力大，走草根阶层路线。

2.“二线大众”报纸：包括《成报》和《新报》。它们走大众化路线，但销量和实力都与主流大众报纸有很大距离。

3.“综合精英”报纸：包括《明报》、《星岛日报》和英文《南华早报》。它们均为综合报纸，面向中产或富有阶层的读者。

4.“财经精英”报纸：包括《经济日报》和《信报》。它们走财经路线，以商人及精英读者为对象。

5.“政党”报纸：包括《文汇报》、《大公报》和《香港商报》。它们被称为“爱国”报纸，在立场及言论上有官方色彩。

6.“免费”报纸：包括《头条日报》、《都市日报》、《am730》和英文《虎报》。《头条日报》每日派发量达70万份，其余的都有十多万至三十多万份，其影响力也不少。

本文试图了解6种不同类型的报纸在这次裸照事件的表现，主要透过“重视指数”和“煽情指数”来量度。具体而言，本文将测试下列的假设：假设1：收费报纸比免费报纸更重视此事件及有更煽情的报道。

假设2：大众报纸比精英报纸更重视此事件及有更煽情的报道。

假设3：主流大众报纸比二线大众报纸更重视此事件及有更煽情的报道。

假设4：综合精英报纸比财经精英报纸更重视此事件及有更煽情的报道。

假设5：商业报纸比政党报纸更重视此事件及有更煽情的报道。

假设6：中文报纸比英文报纸更重视此事件及有更煽情的报道。上述的报纸中，有两份是英文报纸，它们的性质和办报形式与中文报纸不同。一些报纸有多重性质，如《虎报》既属英文报纸，又是财经精英类，也是免费报纸，这可能对研究结果有些影响。

在分析这些报纸对网上艺人裸照的报道时，所包括的数据有：新闻篇幅、新闻数目、社论数目、评论数目、新闻图片数目、裸照数目、头条数目。不论是在新闻版、娱乐版或其他版面的相关新闻，都包括在研究的范围内。

我们特别对新闻标题做了质性的分析，因为新闻标题是一则新闻的精华，所用的字眼高度浓缩和有概括性。我们计算标题中的形容词及通俗用语。愈多这类词语出现，便代表愈煽情。

如何将“煽情主义”具体操作化？其中一个方法是看报纸在头条新闻中有否过度使用照片（例如3张或以上）。刊登裸照当然属于煽情的做法，重复刊登这些裸照就更严重。

“重视指数”的计算如下：头条新闻所占日数（20%）、新闻数目（20%）、新闻照片数目（10%）、裸照数目（10%）、总新闻篇幅（10%）、社论数目（10%）、评论数目（10%）、社论及评论篇幅（10%）。

“煽情指数”的计算可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看数量，其二是看如何表达，前者占45%，后者占55%。数量化的组成部分包括：新闻数目（15%）、总新闻篇幅（5%）、裸照数目（25%）、头条新闻数目（10%）。质化部分的组成包括：在主新闻中使用照片（5%）、重复刊登裸照（10%）、在标题中使用形容词（20%）、在标题中使用通俗词语（20%）。

本文所建构的两个指数，是采用相对而非绝对的尺度，即是说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理想标尺，而是只能因应具体的事件来做测试。这里使用的指数的范围由0至100，上限是指每个组成部分中某报纸实际所得的最高分数。其余报纸的分数，就只是这个最高分数的一个百分比。例如《太阳报》在某些项目获最高分数，有些项目则只有部分数值，它的整体“煽情指数”是：100×5%+100×5%+100×25%+96.3×10%+79.5×5%+78.6×10%+93.7×20%+100×20%=95.21。这个分数很高，但仍只是个相对的分数，我们要依赖自己判断，究竟100分总分的真实煽情程度应是如何，之后才能对95.21分有个看法。

三、研究方法

本文用内容分析为研究方法，包括的香港报纸有：《东方日报》、《苹果日报》、《太阳报》、《成报》、《新报》、《明报》、《星岛日报》、《南华早报》、《经济日报》、《信报》、《文汇报》、《大公报》、《香港商报》、《头条日报》、《都市日报》、《am730》、《虎报》，共17份。

全选所有香港的报纸作为分析对象，好处是可了解每一份报纸的特色，整体而言又知道香港报业的表现，并且能对不同类型的报纸有所掌握。分析的日期由2008年1月29日（事件首天见报）至2月28日（陈冠希离港翌日）。有10位同学帮忙做资料收集和整理。

四、研究结果

研究发现，大众报纸对此事的报道数量最多，免费报纸也有相当的报道，但远不及大众报纸，而且免费报纸均没有刊登祼照。免费的《头条日报》有较多的报道，比较偏向大众报纸的风格。《都市日报》和《am730》就紧守免费报纸的“短小干净”风格，而《虎报》更为低调，因它同属英文及财经类报纸。

精英类的报纸方面，英文《南华早报》报道此事件的篇幅不多，《明报》有较多头条报道、社论及一些祼照。《星岛日报》在新闻数目、新闻照片及篇幅上占先。财经类的报纸很不重视此事件。《经济日报》有一些新闻及照片但评论不多，《信报》就有较多评述而极少有关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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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比较不同类型报纸的“重视指数”和“煽情指数”

从表2可见，我们的6个假设都成立，内容分析所得的数据支持之前的推想。从不同分类看，大众报纸与精英报纸的差别很大，而收费报纸与免费报纸之间的差异较小。商业报纸与政党报纸之间也有分野但不算很大。总体而言，各类报纸依据其类型特点，对此事件的重视程度和煽情程度都不同。最煽情报纸的特征是：主流大众、收费、商业、综合、中文。如果一份报纸有英文、精英、财经、政党等特征，它就不会太重视此事，报道也倾向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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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每日数量及两个指数的计算

[image: ]

“重视指数”和“煽情指数”的范围由0至100。从表3可见，不同类型报纸的“重视指数”的分别很大，它们的“煽情指数”亦然。这两个指数有密切关系（它们之间的Pearson’sr=.975）。对很多大众化报纸来说，它们的“煽情指数”高于其“重视指数”，即是说它们倾向于将报道弄得更吸引人，甚至言过其实。而其他类型报纸则相反，其“煽情指数”低于“重视指数”。

“重视指数”是一个较中性的量度工具，而“煽情指数”就带有若干价值判断。有些读者可能认为，新闻之中有点煽情元素是可以接受甚至受欢迎的，但太多就对读者有害无益。记者每天要对发生的新闻事件做专业判断，一些新闻比其他新闻来得重要或有意义，但究竟记者应否在报道中加入煽情成分，则有待从专业道德范畴来考虑。

五、讨论

从以上的实证结果出发，可以做下列几点探讨。第一，丑闻报道在香港有不同的处理手法，有些大众报纸表现得很煽情。但我们不能推论说整体香港报纸对网上艺人祼照事件的报道都很煽情。我们要具体看不同的报纸，并要承认有些报纸仍能紧守专业道德，不随便做煽情报道。

第二，此事的报道清楚地反映了香港的不同报纸类型。大众化报纸比较煽情，但因应其具体的目标读者、资源及排版方式，同类型报纸中也有些变化。就如大众报纸也分为主流大众报纸和二线大众报纸，精英报纸也要分为综合型和财经型。如前所述，英文报纸是个异数，在研究上较难处理，财经报纸也和其他类型有别。如果将它们放在一个连续的光谱之中，财经精英报纸对一般丑闻最不感兴趣，其次是政党报纸，然后是免费报纸。接下来是综合精英报纸和二线大众报纸，而最煽情的是主流大众报纸。

第三，“煽情指数”的建立，是迈向将煽情这个概念数量化的第一步，方便日后作为一种比较和测量的工具。但本文只是一个尝试，方法和细节上仍可改进，尤其是如何能把它“客观化”和“绝对化”，不太受事件或事件脉络所影响，是努力的方向。

最后，本文发现在裸照事件报道中，出现一些混乱的情况。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原来应放在娱乐版的消息，被移送到本地新闻版甚至是要闻版。每个版面有其相对独立的运作逻辑和方式，当版面之间的界限被打破或模糊化，记者发现他们不知如何处理新闻。读者也不知如何接受这些新闻讯息，不知道应期望收到什么。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互联网威力惊人，令打破及模糊界限变得平常。这对新闻工作者和报道的方法有深远的影响，也是媒介批评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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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izing a Global Amusement Park:Hong Kong’s Disneyland

Anthony Fung（冯应谦）[2]

Disney as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In an age of triumphs of global media,how transnational media corporations through its commodity,cultural products or entertainment parks disseminates and promotes their“global”cultural values beyond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how the homogenizing power over ideas,culture and commerce that affects,erases,distorts or allies with local values are intriguing academic concerns（Bagdikian,1989;Gershon,1997）.Among all global corporations,perhaps no company ever in Hong Kong has conveyed more powerfully the image of a conquering cultural army than Walt Disney.Disney’s expansion into Hong Kong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a core-based multinational organization entering a“semiperipheral area”（McPhail,2002:62）.

Inherent in Disney are values and meanings roughly embody individualism,optimism,fantasy,magic and imagination in the domain of love,friendship,family and nation.Unlike other popular global brands in Hong Kong,for example McDonald,Coca Cola and Pepsis which usually conveyed a relatively simple core value along with the symbolic American way of life,Disney with its wide range of films,televisions,and its merchandise“usher in”the Chinese societies complicated sets of values,morality and imaginations.The American-based Disney does not impose the value on the rest of the world directly,but through a gradual and natural way to fit with the local culture.With the strategy“Catch them when they are young”,Disney starts such“inoculation”when the target audiences are still in their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In Hong Kong,the effect is particularly prevalent in that the circulation and import of“Disney values”are naturalized and internalized in children’s mind.Since their childhood,they are exposed both to the same version of American images and also the Hong Kong-Chinese-artists-dubbed versions of Disney cartoons on television and cinemas.Disney products were also available in Disney retail shops（relocated inside Disneyland after the latter is open）.Non-licensed Disney characters,Winnie the Pool,Mickey Mouse and Incredible Hulk are popular icons on all sorts of daily and child products-including towels,notebooks,kitchen utensils,water bottles,stationeries,to name a few-sold in hawkers,gift stalls and sometimes wet markets.Among all,the classic icon is a co-presence of the pirated images of six princesses of Disney,namely,Jasmine,Cinderella,Sleeping Beauty,Snow White,Ariel and Belle,a popular collage that is not available in authentic Disney stores（authors’own observations）.

Many critics（e.g.Dorfman,and Mattlert,1975;Wasko,2001）pointed that the Disneyfication results in cultural imperialism and cultural homogeneity.In this paper,we do not intend to reinforce this argument,which,is quite likely to be true for the American Disney landing in Hong Kong.Nor do we aim to dispute this argument.Rather,in our analysis,we would describe such homogeneity and explicate the local response to the Disneyification.Should the cultural homogeneity be true,why are the Chinese audiences willing to subject to this cultural homogenization that appears different from their local cultur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if localization is about adapting to the local culture,why doesn’t Walt Disney flatten its global elements to make it more compatible with the local culture?

At this point,we would argue that the term localization might be too simple an argument or concept to capture the complex cultural adaptation of Disneyland in Hong Kong.Based on how the observed promotion and operation of Disneyland,we problematize the concept of localiz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What is described here is a real case of a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that only exercises minimal modification of its“authentic”American culture.However,it does not mean that Disney refuses to“localize,”otherwise Disney would not have a strong appeal in Hong Kong.The concept of“localization”thus might mean something beyond just modification of cultural forms or values for thes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In this paper,we attempt to capture this form of localization by means of analyzing the strategies of Disneyland.

A Methodological Note for the Study of Multiple Audiences

On September 12,2005,the Hong Kong Disneyland was officially open.In 2006,we started to conduct our study Hong Kong’s Disneyland with multiple creative strategies.While we did regular observations in the Disneyland once a year with our annual year pass purchased,we visited the Disneyland during special festivals,including Christmas,New Year,and Chinese Lunar Year Holidays.We observed how the Disneyland and its games were arranged,designed and promoted,and how the characters were dressed and interacted with visitors.One researcher also lived and dined in Hong Kong Disney Hotel and visited and dinned in another Disney hotel,namely,Disney’s Hollywood Hotel.The researcher also had chance to attend a“fairy tale”wedding organized in Hollywood Hotel.Through such“participations,”the researcher examined how the images of Disney and values associated with Disney have been imposed on the daily life of the customers.In these visits,we“felt”and“tried”the localization strategies of the Disneyland,and assessed the“fit”or“misfit”of such localization in the eyes of a consumer.Besides observations,though admittedly lacking in systematic interviews,we informally talked to visitors from all walls of life,collecting audiences’feedback and documenting interactions between Disneyland staff and customers.Given the historical overview of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K Disneyland have been widely reported,I would not describe in this paper.Instead,we will largely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daptation process of Disneyland in Hong Kong.However,practically,in the light of the wide ranges of games and rides in the Hong Kong’s Disneyland,we can’t possibly give an all-inclusive analysis on all these variations.In this paper,we focus on a few rides that language itself as departure is the more crucial element of localization,though strategies of such localization goes beyond just language in the process of such diversion.

The“localization”process of Disney is complicated by the multiple groups of visitors in the Hong Kong Disneyland.Roughly we can classified them into three groups,namely,local Hong Kong Chinese,English speaking visitors,and Putonghua-speaking mainland Chinese tourists.The local residents are regular visitors who speak the local Chinese dialect Cantonese.Like me,many of them,in particular those families who stop at the Park regularly have purchased the annual pass,and there are those who visit the park to celebrate special occasions and festivals.Besides,in the cosmopolitan city of Hong Kong,there are a lot of international visitors with whom Disneyland could only communicate in English.However,the largest cluster of visitors is from mainland speaking Putonghua.Comparing to those international and Hong Kong visitors,they know comparatively little about Disney,and if they do,they may only coin a few icons without a strong affinity and familiarity with the values and fantasy of Disneyland characters.In theoretical terms,the former two groups to certain extent are global audience often exposed to the homogeneous American culture circulated through multifarious channels,and are sometimes surfeited with pleasure and entertainment in the throes of globalization.The latter are audience alienated from the global culture,on that is hidebound by convention,ideology and the closed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PRC.Unfamiliar with the global culture as they are,precisely in their pilgrimage of Hong Kong and Hong Kong’s Disneyland,they aspire,if not to embrace global culture,to have a taste of it in the short visit.As suggested in many studies（e.g.Liebes and Katz’s study of Dallas,1990）,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groups of different background are deemed to interpret the same message in a very different ways.

Different from the global audience profiles uncovered in Disneyland studies in the U.S.and Paris（Wasko,Phillips and Meehan,2001）,audience in Hong Kong exhibits a mixed mode of globality and non-globality.This poses a fundamental challenge to our research of“localization.”In this particular Disney project,should the adaptation process of Disney is devised to attract the non-local Hong Kong residents,could it be regarded as a form of localization?With what reference to the“local”do we mean in the process of“cultural localization”?To problematize the concept,in our research,we did implicitly compare how the Disneyland adapts to Hong Kong by appealing to these the global audience and the global-aspiring audience.Although the number of visitors to Disneyland is far from expected（5.2 million in 2006 and 4 million in 2007）（China Review.com,2007,August 21）,with a steady growth of audience to the Disneyland,it seems that the Hong Kong Disneyland has arrived at a wise solution to simultaneously satisfy both the global and non-global audience.One could imagine,in the view of tailoring for the non-global audience,it might request a new approach of language to inculcate them with the global modernity.The strategy,whatever it may be called,not only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twist in the concept of localization,but also provokes us to consider the simple processes,hybridization,gloc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to name a few.

Strategies of TNCs/ MNC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transnational media corporation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o accelerate the distribution and circulation of global mass culture（Gerhson,1997）.Today,such globalization is not so simply as to iron out the local cultures and national boundaries with the global cultures.Nor is it a matter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that stresses the uneven relationships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in the global cultural flow,and the domination of the Western（Tomlinson,1991）.Instead of viewing globalization as one way flow from West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Chan and Ma（2002:228）viewed globalization as a two-way process of transculturation in which one culture is transformed by another and vice versa..It eventually leads to hybridization of two cultures that in turn transforms the local culture into global,and indigenize the global culture as well.Such a view also assumes that audiences are active consumers as opposed to cultural dupes asdescribed under cultural imperialism.In the study on Disney’s cartoon Mulan,under the framework of transculturation,Chan（2002）focuses on how the Chinese legend is transformed by the transnational media corporation into a cultural hybrid.

Suffice it to say that,with its subsidiaries branching into different locales,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could make use of the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 to double their influence and maximize their profits.Daya Thussu（2000）had pointed out that global media had developed in the local a new lifestyle or concept of consumerism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further precipitating the globalization by molding the local to be more receptive and passive to the global cultural flow.Under this notion of globalization,the interaction of the global and different local cultures may ultimately produce a cultural hybrid that are quite standardized and homogenous global cultures and their values that not only blur the boundary between nations but also weaken regional or national identities.

Morley and Robins（1995:108）also argued that globalization implicated an“international reconstruction”of a global-local nexus,which signifies a new relation between global and local spaces under the export of western values through the dissemina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The local cultures are increasingly utilized and reproduced according to the demand of the world market,which eventually has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some“shared culture”and cultural products such as“Dallas”“Batman”and Disney are manufactured and distributed universally（Morley and Robins,1995:111）.Under the thesis of global-local nexus,while seeing the local cultures as having their own vitality,the local cultures in the last analysis are still“overshadowed”by the global cultures.

Yet,som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receptions（e.g.Lull,1995）tend to argue against the“powerful thesis”of globalization,espousing that multiple and diversified interpretations of cultural texts,and these polysemic texts are also interpreted according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audiences.As proven in Janet Wasko and her team’s Global Disney Audience Project（2006）,not all audiences decode Disney’s messages as they were originally intended with different approaches,resulting in six Disney audience archetypes,from fanatic fan,consumer,cynic,the uninterested,resister and antagonist.Given a wide possibility of interpretation,to what extent has the global or America culture“imperalized”the local culture and how the latter has responded to the global imperialism is still under debate（Winseck and Pike,1997）.

In this paper,without arriving at an ideal empowered version of the local-to resist the global-we do suggest that when global cultures are in contact with the local,under the very circumstances in which state dictates the local audiences,global culture might create tensions in the society.While admitting the formation of consumerism and state capitalism in the local,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ultural markers of consumption fostered by the global culture and the harsh realities of the people would evoke an“implacable contradictions existing in the popular consciousness”（Lull,1997:260）.The result of the latter would be a public imbued with the aspiration for more personal freedom,rights and equalities under the doom of a controlling state.In other words,while the global flow of culture is prevalent,it may undermine the legitimacy of the regime.

Rejection to Localization:a Strategy or a Disaster

Disney opened its amusement park opened on July 17,1955 in Anaheim,California.In the 1980s,Disney as one of the transnational media giants desired to aggressively expand overseas.In 1983,Tokyo Disneyland was open in Japan and Disneyland Paris（which is formerly known as Euro Disney）was open in 1992.Nevertheless,different f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Japan,Disney in Europe which replicated the American culture provoked a series of controversies over cultural domination or Americanization of their societies.In Hong Kong,despite local critics（Ip and Sze,1999）against its cultural imperialism（and other issues such as capitalism）and the initial media’s negative portrayal,the focus is not so much about cultural domination,but mainly as an economic discourse,which is not too surprising for this capitalist city（Lee and Fung,2007）.

Thus,what we observed apparently in the park is very much a reduced version of the American Disney,a mini Castle,a short Mainstreet USA,a downsized Fantasyland,the same fast food and cola,and more or less the same Disney merchandise such as plush toys,clothing and souvenirs.It appears that there are very minimal modifications of the global Disney in Hong Kong.Certainly,compared to the American Disneyland,inevitably there are new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added to the theme park in Hong Kong.Mickey Mouse does dress in Chinese long robe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Varieties of dim sum,with many made in the shape of Mickey’s head,are available in a Chinese restaurant in Disneyland.On sign posts and instructions to visitors,apart from English,Chinese characters are available.Jewelry shops and café run in the name of the local sponsors or operators.Staffs of customer services,dancers,performers and acrobats are largely local residents speaking local dialect.These kinds of changes might be the some of the necessary operations to found Disney in Hong Kong,but in general,reducing the global overtone is not the direction of the adaptation.

However,largely,Disneyland and the two hotels are designed to appeal to the local audiences with the genuine American Disney culture.Not to mention the Disneyland,the rooms of the Hong Kong Disney Hotel,the bed,balcony,slipper,soap,towel set,to name a few all display the logos of Disney as if the tourists have entered the Disney kingdom.Early in the morning in Hong Kong Disney Hotel,these princesses and other figures would visit the lobby and take photos with children.Speaking to even to the youngest Chinese kids I saw,the princesses could only speak English.Princesses such as Sleeping Beauty,Belle and Cinderella are also white skin westerners conversing fluent English.No Mickey Mouse,Buzz Lightyear or other characters would speak any local dialect.Quite obvious,their gesture and way of waving and walking are standardized without any human personality seen.

The official Disney website also subtly represents Disney’s view to present its authentic American culture to Hong Kong.As shown on the pictures highlighted,it is still westerners with white skin and blue eyes dressing up as Snow White and Sleeping Beauty,and those admirers who surrounded them are local Chinese visitors.It can tell that Disneyland well recognizes that what the Chinese audience needs is a western,global experience and imagination,not something traditional or local.The deep-seated binary western culture vs Chinese culture is well-reflected in Hong Kong’s Disneyland.Thus,we can see the adaptation strategy of Disneyland is not to flatten the global culture into something acceptable for the local.Quite the contrary,Disneyland tend to cast the Disney culture into a global one that is in stark contrast with the local Chinese.

Stitch Encounter:Highlighting the Global Discrepancy

Stitch Encounter is one of the few experiences of the tourists that require full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audience and the fictional character Stitch who is a blue protagonist“Experiment 626”created by an“evil genius”from the Lilo and Stitch film and television.The original Stitch was of course English speaking but in Disneyland,Stitch Encounter was divided into three sessions,Cantonese,English and Putonghua.In the“Encounter,”audiences were asked to sit in front of the screen which displays the controlling panel of a spaceship in which Stitch is the Captain.Kids were asked to sit on the first row to chat with Stitch closely.Same as other games,there was no explanation of the story of Stitch.The immediate scene is Stitch,as in the series,committed a mischievous behavior by driving a stolen spaceship in the galaxy.In the Putonghua session,Stitch appeared friendly but he liked to tease and play jokes on the audience,spoke fast in a short temper,and even ragged the participants about their Chinese accents.In one of the sessions I attended,his way of expression did scare young kids as one of them cried.In another session,Stitch’s vocabularies about space and computers,and futuristic and scientific wordings were simply incompressible to audience coming from second and third tier cities in China.

Neither did Stitch repeat what he said in case of miscomprehension.Nor did Disney want to clarify the confusion.In the introductory speech of Stitch,he physically pointed to a mainland participant,asking his or her name and the place of origin.In front of the mass audience,the participant audience naturally growled out a Chinese answer.Stitch then taunted the audience by repeating the words with a funny“space”brogue and broken Putongua,and mentioned that he had never heard of this name or place.The conscious attempt to jest about the background of the audience aims at distancing the imaginations of Disney from the realities of the Chinese audiences.Besides,Stitch also picked up a teen on the floor begging her to be his girlfriend.Such a bold act many a time created a cultural shock for the kid who once denied being his companion.In sum,the interaction itself simply was intent on preserving the misunderstanding,one that emerged because of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background of the audience and that of the fictional Stitch and between the realistic world and the imaginations manufactured by the American version of Disney.It was also that incongruity that indexed the subordinated status of the Chinese audiences who resided in a closed environment.Preening himself in front of the audience,Stitch managed to normalize his own imaginative behavior and language while marginalizing the earthly,Chinese ones.The Chinese audiences were also reminded of their“inferior status”-being not able to comprehend the world outside-and hence reinforcing their yearn for something global.As we observed,such act of ridicule was somewhat effectively applied to Hong Kong audience as well.

The Festival of Lion King:the Deliberately Unexplained Cultural Logic

Festival of Lion King is a musical show about the story of the Walt Disney Animation Lion King released in 1994.The music show however does not follow a chronological flow of the story.Instead,the finale of the story was the opening scene of the show.It was a triumphant celebration of all the animals in the African forest on the green Pride Lands with the grown-up lion King Simba and his Queen Nala standing on the top of Pride Rocks to receive the applaud of their people.The apex was the moment when Rafiki（a wise old mandrill）presenting Simba and Nala’s newborn cub that symbolizes “The Circle of Life.”The show returned to the scenes of the old days when Simba was still a cub misguided by his uncle that he was responsible for his own father Mufasa’s death.Then it was followed with the long journey of Simba to survive with his friends Timon and Pumbaa,a warthog duo who adopt and raise the cub under their worry-free philosophy（Hakuna Matata）.The show was mainly a performance and musical in English.Since each session audience is a potpourri of people who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the English-speaking show is occasionally inserted with and explained in Cantonese or Putonghua,but Disney made no attempt to explain the plot and internal logic of the story to the diverse audience.

The reaction of the audience was expected.Audience from the Anglo-Saxon worlds and also many Hong Kong grown-ups know the plot of Lion King well.Despite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of the story was reversed,it did not create any reading difficulty for this category of audience.They enjoyed the pleasures,laughs and tears conveyed by the show while there was no need for them to spend extra energy to read the story.The musical simply reinforced the audiences the values and imagination of the Disney story.

However,for the Chinese audience,they were puzzled.First,they did not possess the cultural resources,capacity and knowledge to unpack and reorganize the upside-down story and the logic presented.Second,because of the language barrier,they were not able to comprehend the English lyrics and conversations.The cultural barrier was also crucial.Not to mention the name of the characters,the jargons（e.g.Hakuna Matata）and the latent meanings of the story,after the musical,many Chinese audiences at most could tell the narrative was a legend of a lion king.Of the complex messages of the musical,the Chinese audience might only concur with the notion of championship of the justice over wickedness,good over evil and harmony over disparity-the very same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 and Chinese ethics.When I asked a participant about the feedback when we walked down the stairs together,he said,“I don’t understand ［the plot and story of it］.It is a game ［and］ a show.It doesn’t matter.But I feel good about it.Great! Great!”（informal talk on July 7,2008）

What was intriguing was that few Chinese tourists had complete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Lion King story,but they seemed highly satisfied with the performance.It has two possible explanations.First,while this person had no gratification sought,the children in the family accompanying him appeared very happy and excited.The person might prioritize the happiness of the family over his own perceptions.Second,without a conscious effort to appreciate the story,he valued more the exposure to this fresh,creative and professional musical as such.In other words,the new cultural form itself was powerful than the messages it contained.Attractive to the Chinese audience who were in general deprived of the freedom to connect to the western modernity before,the global Disney imaginations and plots had to remain non-global as a contrast to the reality.

The Globality for Chinese Audiences

To sum up,for the local Hong Kong residents,many western visitors and the young kids of mainland China,as they grow up with Disney culture and are exposed to various forms of Disney entertainment and media,Disney culture is seamlessly integrated with their own.They have no a strong attention and ability to negotiate over the meaning of it.Using Wasko’s category of Disney audience,there are hardly any cynics and antagonists for Chinese audience.For the Hong Kong children,though they usually start to know and contact to Disney products at quite an early age,and internalize the values of Disney.Rarely are they critical of the entertainment park.For adults,many are pulled by their friends to visit the Hong Kong Disneyland.They might be parents who visit there with their family and buy Disney products for their children as gifts.However,their personal interest and passion of the Disney brand is low and feel somehow compelled to do so under drive of the ball-holding news from media;or as to adult,they feel also reluctant to refuse their children’s curiosity.But unlike Americans,they are not growing up from the Disney tradition.

Those hardcore resisters who feel it beneath their dignity to pay the local theme park a visit will not go in the park anyway.For those visitors,the intact,relatively nonlocalized,global cultural forms of Disney,its values and products basically pitch in with their values and lifestyl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ney,they have no need to kick off the“localization.”Nor did we witness the backlash to Disney’s “conquer”in Hong Kong.Though some audience sneered at the small-scale of the Hong Kong Disneyland and media outlets were quite critical of the Disney Corporation at the outset,few audiences consume Disney products as American cynics who are critical of the intense marketing and merchandising efforts.

In the Hong Kong’s Disneyland,literally,“localization”is largely concerned with mainland Chinese audiences.As we have illustrated,the strategies of Disney was to deliberately construe a large cultural gap between their American dream and the veracities of the audience,privileging the former and disparaging the latter.Thus,in this Hong Kong Disneyland study,rather asking the question whether Disney culture be internalized as part of the Chinese culture,we would ask why and why not people are not willing to see a localized version of Disney in Hong Kong?

On the one hand,the denial to localize the global form is due to practical reasons.As tourists in Hong Kong,mainland Chinese would like to experience the real Disney tradition,the one that has been constructed since 1928 when Walt Disney launched the beloved Mickey Mouse character.Mainland Chinese are simply fed up with the overwhelmingly exposure to pirated versions of Disney characters in different mainland channels and the“fake culture”in China in general.They are all aware of the scandalous media report about the fake Mickey Mouse,Tigre and Seven Dwarfs in the state-owned popular（with 1.5 million visitors annually）Shijinshan Entertainment Park.Able to temporarily escape the malevolent culture,Chinese audiences are eager to witness the authentic ones in Hong Kong.Though they never know what Disney really is-perhaps knowing only Mickey Mouse always landing on his feet no matter what adversity threw at him-Chinese are prepared for a cultural shock that they have not experienced in China.

Yet,we have to admit that we did come across many adult mainland visitors who are keen merely on purchasing Disney merchandise over games and activities in Disney.Understanding the games and shows or not is not an issue concerned.Many of the Chinese audience can be described as the uninterested audience as many of them are “go-and-see”travelers.Quite interestingly,groups of mainland visitor joined the cheap,packaged tour to the Disneyland in Hong Kong.Well-informed or not of the Disney culture,the travelers to Hong Kong are attracted by the non-expensive tour charge and the good service are offered by the travel agency.Some of them are even sponsored by their own business organizations to visit Disneyland for free or at an unreasonable low price.We did encounter Chinese visitors who openly admitted that coming to Hong Kong-and sojourning Disneyland as part of the trip-was an open secret bonus from their company they were working.Stopping by Disneyland for a short time-and it could be short as a morning-they had no anticipation of take pleasure in the rides and games.As a result these uninterested visitors never feel too excited nor reluctant about the visit.

On the other hand,some Chinese audiences can be enthusiastic about the Disney’s global dream.For those mainland Chinese visitors did immerse themselves in the pleasure of the shows and rides,they consume Disney in a different way.They developed the aesthetics,not from a direct consumption of Disney’s cultural icon,but by contrasting the imaginations and fantasy connected to Disney with the assumed lower standard version of aesthetics they used to develop in their homeland.

To foreground the difference or the Disney’s global dream,the Disneyland constantly reminds the audience what they are consuming are uniquely American.The more intact and unchanged the original Disneyland is,the more global the Chinese audiences feel.Having no intention at all to internalize such culture,instrumentally,they understand the globality the audiences exposed to are superior to the nationalist culture they have been bombarded with.

Conclusion:Globality over Nationalism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the localization process of Hong Kong’s Disneyland,this paper revisits the concept of localization in the era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Contrary to the commonplace notion of a localizing global culture,The Walt Disney presented an American fantasy and imagination,not a diluted or a modified version to the audience of Hong Kong.In various shows and games in the theme parks,as we have suggested,Disneyland assumes the“foreign”audience,even those from a non-western culture,fully understand the plot and legends of the original Disney animations.There is no sign of implementing so-called“localization”strategy.The“localization strategy,”if any,is only a segregation of Hong Kong,mainland Chinese and English-speaking visitors.

This case then problematizes the concept of localization,which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e incorporation of local elements into the global culture forms nor a modification of the global cultural forms which,with other variations of adaptations are intent on increasing the familiarity and reception of the global culture.Localization is not necessarily advantageous for the global corporations.Current literature on localization might largely focus on the desires of the audience for traditional culture.The aspiration could be a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s such but the desire can also facilitate the local reception of global culture.However,such a perspective neglects the very urgent need of the audience for an external set of culture for modernity,empathy and empowerment.

In this paper,we underscore the power of neo-globalism,which,different from globalism that simply consider the values,process and impacts of globalization,we define from the view of the audience,a set of global mentality that audiences around the world,including China,has developed and internalized with the flow of global culture circulating around.Neo-globality functions hence not from a top-down perspective,but from the internal and psychological or social need of global culture for various purposes,survival,entertainment,commercial competition,resources of political power,to name a few.

However,our argument does not mean that all global corporations could promote and distribute cultural products with few adjustments.It is just that under different context,global corporations might adapt with variations.Global appeal might or might not work.It all depends on the local audience composition,their background and how they respond to the transnational culture.But in this specific Disney case which attempt to penetrate into the mainland market whose people are suffocated by the authoritarian system,rather than merging with the local culture,it strategy is probably to amplify the uniqueness of the Disney culture.The more globalized and a firmer attitude to refuse to make local modifications,the stronger the appeal to the Chinese audience.

We would here want to emphasize our standpoint:to be fair to Disneyland,this paper has no meaning at all to blame the corporate to serve as a proselytizer for the values of the American heartland.It is not that we are not critical enough to challenge capitalism.Nor are the Chinese visitors of Disneyland.It is simply that the audience as consumers preferring this intact global culture to the nationalistic ideology in their own culture.Albeit beyond what the data could suggest,we would espouse that while there might be consumers passively enjoying the pleasure of global culture,some audiences,conscious or unconscious,would enjoy the entrapment into the global culture as a gesture to detest the disenfranchisement of the Chinese politics,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freedom.These latter audiences might not particularly find Micky Mouse adorable nor do they emotionally echoes with the bubbling gaieties of the Disney kingdom.However,they do experience a difference,an American atmosphere one that is in sharp contrast with the overly repressive state that they reside.If the fantasy of the kingdom symbolizes happiness and enjoyment,the system they compared with mean only oppression and stigma to them.Should we have to count a good impact of globalization,the presence of this global culture in Hong Kong could be regarded as an alternative,creative counterforce to empower the disempowered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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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批评实践：宏观观照

媒体科学论述中的专家和非专家：从“批判性论述分析”看消息来源选择和消息来源论述再现

黄玲媚 李秀珠[1]

一、研究动机和目的

“平衡报道”（balanced reporting）是新闻学专业的重要规范，它和公正、中立和客观都是让新闻工作人员可以扮演好“守门人”或“中间人”角色的核心价值；而新闻工作人员体现“平衡报道”的方法便是让持对立立场或观点的新闻事件相关人士，都成为新闻报道中的消息来源，并且各方论点在新闻内容中都获得大约等比例的报道。“平衡报道”对于科学新闻之报道尤其重要，因为即使是受过科学报道专业训练的新闻工作人员在面对突发性科学新闻事件时，往往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或专业知识来判断特定消息来源所提供的信息之正确性，此时援引各方看法除了可以确保新闻报道内容之公平、中立和客观外，同时还能够充当效度检核以提高新闻报道内容之正确性。尤其是报道高度争议性事件之新闻工作者，更应该避免“煽色腥主义”，同时力求公平、精确，亦即透过慎选新闻来源来达成平衡报道（Fico & Soffin,1995）。

为了确保新闻工作人员公平、中立和客观的专业形象，新闻工作人员也会在访谈问题的措辞上特别注意（Clayman,1992;Clayman & Heritage,2002）。Clayman（1992）便发现，针对高争议性的新闻议题进行提问时，新闻工作人员多半透过借用第三者的言谈来询问访谈对象，以便让自己在新闻采访中展现中立性（neutrality）。也就是说，由于传统新闻学不允许新闻工作者在访谈中涉入个人立场，因而当新闻工作者希望将特定观点或意见结合到访谈问题中，但是又希望和其中的论点保持距离，以便保持中立、不偏不倚的专业角色，新闻工作者就会扮演Goffman（1974,1981）所说的“绘制者”（animator）或“作者”（author）角色，而非“原创者”（principal）；亦即直接引用第三者的言谈来形成访谈问题或在访谈问题中以自己的话语再现第三者论点。

然而，尽管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科学是一种比较客观的事实；但是媒体学者却认为，媒体科学论述和其他媒体论述一样，都是一连串选择（包括议题是否具备新闻价值、什么是报道重点以及由谁来代表发声）后的产物，因为某些观点被一再复制和转换而某些观点却销声匿迹（Fairclough,1995）。尽管可信度愈高的消息来源愈受到新闻工作者的青睐，同时在新闻中也出现比较正面的报道（Yoon,2005）；但是新闻工作者却发展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套选择新闻来源的方法，以科学和科技新闻报道为例，组织发言人就比工程师和科学家更常成为新闻来源（Ramsey,1999）。Sumpter和Garner（2007）也指出，新闻工作者高度依赖的新闻来源往往并非最佳新闻来源，因为这些新闻来源通常与商业、官僚体系或其他社会团体关系密切，所反映的是有利于特定商业或政治意识形态的观点。以挑战者号意外事件的相关新闻报道为例，最常被引用的新闻来源是民选以及官派的政府部门领导者、NASA管理者、工程师以及政府部门职员，而罹难航天员家属、NASA承包商、非NASA政府部门所组成的意外调查小组却很少成为新闻来源，因而并不存在所谓的平衡报道（Sumpter & Garner,2007）。

此外，以英国3份主要报纸The Guardian、The Independent和The Times对于温室效应（greenhouse effect）的报道为分析对象，葡萄牙学者Carvalho（2005）就发现，温室效应在1980年代中期纯粹是一个科学性问题，但是到了1980年代晚期就成为具备高度争议性的政治议题。此外，Carvalho也指出，尽管这三家报纸的报道大抵上不脱离倡导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意识形态，亦即避免持续性批评经济成长和消费；但是受到媒体经营权以及媒体与既有利益团体的关系诸种因素的影响，三家报纸在报道英国政府因应温室效应的政策和立场上并不同调。因此，媒体处理科学新闻报道其实和其他社会以及政治新闻报道没有两样，除了“新闻专业规范”（journalistic norms）的考虑外，同时也受到“政治规范”（political norms）以及“经济规范”（economic norms）的影响。

换言之，当政治势力或赢利考虑影响媒体对科学新闻事件的报道时，消息来源选择（source selection）以及消息来源论述再现（discourse representation）是否还会是公正、中立、客观和平衡等新闻专业规范的体现？基于社会大众对于高度争议性科学议题之理解多半来自媒体科学论述，传播学者有必要深入了解，当前媒体科学论述究竟是帮助社会大众正确理解高度争议性科学议题，还是相反地提供观点偏差的报道。然而，我们如何能够得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媒体科学论述并非客观的科学报道？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讨传播学者如何能够揭示科学新闻报道中政治规范、经济规范以及新闻专业规范的相互影响关系，尤其是针对科学新闻消息来源选择以及引述内容之再现，媒体科学论述究竟是帮助社会大众正确理解高度争议性科学议题，还是相反地提供观点偏差的报道。

二、批判性论述分析与媒体科学论述

严格而言，“论述”（discourse）即“言谈群”（utterances），也就是在特定语境（时空脉络）中被人使用的语句群（contextualized sentences）（Schiffrin,1994）；换言之，“论述”并非跳脱语境的任何语言使用行为，而是多个语境嵌入性语言单位的集合。因此，论述研究者感兴趣的不是单一言谈，而是特定言谈如何影响其他言谈的内容，以及多则言谈所形成的语序关系（the sequent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utterances）又会如何影响特定言谈的内容；因而“论述”一般都是用来指称呈现“你来我往”对谈性质的口说内容（spoken interaction）。然而，近来愈来愈多学者认为（Phillips & Jorgensen,2002;Titscher,Meyer,Wodak & Vetter,2000），不宜将“论述”局限于呈现对谈形式的口说内容，以免排除单向的“言谈”（譬如演讲、电视新闻报道）；其次，报纸、杂志以及网络等书写形式文本（written text）也应该被视为一种“论述”。因此，广义来说，“论述”可以是口说形式的谈话（talk），也可以是书写形式的文本（text）。

论述分析学者间不只是对于如何界定“论述”存在不同看法，对于如何进行“论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也有不同的主张，以至于出现下列几个不同的研究取径（approach），包括言说行动理论（speech act theory）/ Gricean语用论（Gricean pragmatics）、互动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沟通民族志法（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对话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论述心理学分析（discursive psychology）以及批判性论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根据美国学者D.Schiffrin（1994）的看法，尽管论述学者都同意，沟通内容（文本）和语境共同决定沟通内容的意义，上述“论述分析”取径对语境和文本的定义不尽相同；其次，对于语境和文本如何交互影响沟通内容的意义推论，也各有主张。以文本而言，言说行动理论/Gricean语用论以及批判性论述分析偏向单一言谈（utterance）分析，互动社会语言学、沟通民族志法、对话分析以及论述心理学分析则偏向言谈群（utterances）分析。

以语境的界定而言，Schiffrin（1994）简单地分成“认知性语境”（cognitive context）、“社会性语境”（social context）以及“文本性语境”（textual context）。上述三种语境观点主要的差异在于，“认知性语境”和“社会性语境”属于静态语境观点，而“文本性语境”则是动态语境观点。简言之，“认知性语境”主张论述者凭借彼此共享的信念（beliefs）或预设（assumptions）来诠释沟通内容的意义，无论是言说行动理论取径中论述者用来辨识言说行动类别的“构成性规则”（constitutive rules），抑或Gricean语用论取径中用来推断暗示（implicatures）的“合作性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都是论述者彼此共享的信念或预设。其次，“社会性语境”则强调论述者个别的团体（社会性、政治性、经济性或文化性）成员身份（譬如性别、政党属性、社会阶级、族群）以及论述者间的关系属性都会影响论述者如何诠释沟通内容的意义；互动社会语言学、沟通民族志法、论述心理学分析以及批判性论述分析都可以归类在此一项下。然而，对于主张“文本性语境”的对话分析取径而言，基本上它是承认“认知性语境”和“社会性语境”所主张的各项影响沟通内容意义的来源；但是这些影响因素都只是“可能的”因素，因为论述分析者唯有根据文本所提供的线索，才能确认论述者究竟让哪些因素跟当下论述具备“相关性”（relevancy）。

针对媒体科学论述中消息来源选择以及消息来源论述再现之探讨，尤其是本文所关切的议题：媒体科学论述中专家和非专家以及其意见如何被形塑？从批判角度研究媒体论述的“批判性论述分析”提供一个有效之研究取径，因为“批判性论述分析”是所有论述分析取径中明显地聚焦于意识形态或权力议题的分析取径。诚如知名“批判性论述分析”学者van Dijk（2001）所言，此一论述分析取径聚焦在探讨“论述如何扮演产制、复制以及挑战宰制地位的角色”（p.300）；而所谓的“宰制地位”（dominance）则是来自社会中的精英、机构或团体运用其权力，创造出政治、文化、阶级、族群以及性别的不平等。一般而言，一篇“批判性论述分析”报告的研究目的就在检视论述如何巩固一个团体宰制其他团体的权力，亦即van Dijk所说的由上而下的宰制角度（top-down relations of dominance），这也是本文所采用的研究视角；或者更进一步地分析一个具备支配性地位的团体的权力如何在论述过程中被挑战，亦即van Dijk所说的由下而上的抵制角度（bottom-up relations of resistance）。

简言之，“批判性论述分析”不但强调语言或论述在建构外在世界真实上的重要性，也着重于探讨媒体论述和特定社会、政治以及文化脉络之关联性。因此，从“批判性论述分析”来看媒体科学论述，有助于我们了解下列问题：“谁”才是界定科学事务的“权威性来源”？“什么”是值得报道的相关“事实”？换言之，即使是报道最客观的科学，媒体科学论述所提供的并非是一个客观的科学事件报道，而是反映政经环境、媒体组织或新闻工作人员立场的主观建构真实（Carvalho,2007）。然而，我们如何能够得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媒体科学论述并非客观的科学事件报道？传播学者从“报道性言说”（reported speech）概念（Calsamiglia & Ferrero,2003;de Oliveira & Pagano,2006）以及“平衡报道”（balanced reporting）概念（Boykoff，M.& Boykoff,J.2004;Zehr,2000）出发的相关批判性研究成果，可以提供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时一个很好的起点。

三、平衡报道和“信息性偏差”

（一）专家vs非专家

作为新闻报道的一个核心价值，“平衡报道”体现在新闻处理过程或最终新闻内容的方式就是：让持对立立场或观点的新闻事件相关人士都成为新闻报道中的消息来源，并且各方论点在新闻内容中都获得大约等比例的报道。然而，Gelbspan（1998）提醒大家思考下列问题：一则科学新闻报道中的不同新闻来源是否应该具备同样的科学权重（scientific weight）？换言之，根据“平衡报道”规范所产制的媒体科学论述，是否会形成一种错误的认知：科学社群普遍的共识和少数怀疑论者声音在理解相关科学性议题时，应该被等量齐观。根据Boykoff，M.和Boykoff，J.（2004）针对美国4份主要报纸（The New York Times、The Washington Post、The Los Angeles Times和 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全球暖化报道分析发现，遵循“平衡报道”规范使得美国报纸的全球暖化报道呈现“信息性偏差”（informational bias）现象。

具体而言，尽管科学社群针对人为因素导致全球暖化的论点存在普遍共识，Boykoff，M.和Boykoff，J.（2004）对The New York Times、The Washington Post、The Los Angeles Times和The Wall Street Journal 4份美国主要报纸的内容分析却显示，超过一半的全球暖化报道（52.56%）则是平均呈现人为因素导致全球暖化主张以及自然因素导致全球暖化主张。其次，关于如何响应全球暖化问题，科学社群也普遍认为人类应该立即采取强制性行动（immediate and mandatory actions）来对抗全球暖化；但是，Boykoff，M.和Boykoff，J.却发现，从1988年到2002年全球暖化因应措施相关报道中，将近八成报道内容（78.20%）一方面呈现人类应该采取立即性（immediate）、强制性（mandatory）行动的论点，同时也以等比例篇幅呈现人类应该采取谨慎性（cautious）、自愿性（voluntary）行动的论点。

也就是说，平衡各方观点的报道反而是一种偏离事实真相的报道。Boykoff，M.与Boykoff，J.表示，之所以产生上述“信息性偏差”现象，主要跟全球暖化议题被政治化有关。全球暖化之所以成为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议题，源自1990年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中，来自全球各地超过700名科学家讨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专家小组（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针对全球气候变迁所做的评估报告，会后发表《科学家声明》（The Scientists’Declaration），催促各国政府采取立即行动来控制全球暖化风险；随即在1992年地球高峰会议中发展出《气候变化纲要公约》（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FCCC），强制要求各国政府管制二氧化碳之排放；最后在1997年日本京都举行的《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三次缔约国大会中，签署了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以规范工业国家未来温室气体减量目标及时程。

然而，尾随着《京都议定书》而来的并非各方对抗全球暖化的一致行动。一方面由于温室气体减量将严重影响相关利益团体之生存，因而引发美国相关游说团体（包括The Global Climate Coalition，The 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以及Exxon石油公司）之政治运作，企图突显因应全球气候变迁所制定的环境政策对当前经济体系的威胁（Leggett,2001;Muradian & Martinez-Alier,2001）。因此，假如“科学不确定性”（scientific uncertainty）论述被有心人士运用，目的是用来捍卫特定政治团体或商业团体的利益（McCright & Dunlap,2000,2003）；但是媒体为了体现所谓的“平衡报道”而公平呈现各方论点时，是不是反而让全球暖化的真正原因以及人类如何逆转此一发展的讨论出现偏差，进而影响到各国政府能源以及运输政策的拟定？因为“更多的研究”往往成为各国政府不愿意采取必要措施的最佳借口。

相反的，部分学者（Wilkins,1993;Zehr,2000）认为，当全球气候变迁成为主要媒体报道对象时，尽管“科学不确定性”论述往往是一个鲜明的媒体议题，但是它通常却被媒体用来弱化非科学家的知识正当性。Zehr（2000）分析美国4份主要报纸The New York Times、The Wall Street Journal、The Chicago Tribune以及The Los Angeles Times报道后指出，美国主要媒体在报道科学家以及一般民众对全球暖化议题的态度时，相对于科学家比较慎重的观点和乐于承认“科学不确定性”，民众往往被报道为危言耸听者或大惊小怪者；其次，相对于科学家的怀疑主义和充分论证，民众往往被报道为容易轻率地下结论；此外，民众在媒体报道中被描绘成轻忽科学证据和科学过程者，也是草率发表意见者。换言之，“科学不确定性”论述成为媒体建构科学家与非科学家间的“社会阶层”（social hierarchy）的工具，亦即媒体科学论述有意无意勾勒出一条划分科学家与非科学家间的知识正当性界线，目的在降低非科学家论点之正当性，以便达成让科学家成为产制全球暖化议题相关知识的唯一正当发声管道之目标。

（二）专家vs专家

对于媒体报道科学性议题时所呈现出来的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的“发声正当性”问题，并不是一个太出乎意料的现象，毕竟科学性议题有其专业性，专家通常会比非专家得到更多的尊重和信赖。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者也注意到，科学家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发声正当性”问题。在一篇探讨气候变迁政治学的文章中，Demeritt（2001）指出，即使是科学性知识也具备社会性向度（social dimension），亦即科学性知识之产制流程通常充斥下列问题：如何操作实验或进行测量？是否要信赖研究结果？谁对研究结果的解读比较可信？而这些问题的答案自然会影响最终的研究结果。以气候变迁的研究为例，相关研究实际上受制于特定的研究取径，已经俨然形成所谓的“环境殖民主义”（environmental colonialism），亦即由少数的人掌握什么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选择何种研究方法以及判断何为可靠证据的标准之最后决定权（相反看法请参见：Schneider,2001）。

然而，Demeritt（2001）也强调，从政治学的角度探讨气候变迁研究，并不代表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和承载高度价值的政治并无二致，而是希望一般民众能够正视科学知识以及科学研究过程的无法完全价值中立的现象。以最近台湾研究团队再次证实氟氯碳化物排放是造成臭氧层破洞的元凶为例，研究团队成员并非环境变迁专家；但是也正因为如此，研究团队并未采用该领域中的传统测量方法，而是设计全新的实验方法，让测量误差从传统测量方法的50％，缩小到5％以内。换言之，两年前美国科学家波普的一篇研究推翻氟氯碳化物排放是臭氧层破洞主因，引发全球最知名的两大科学期刊《自然》与《科学》对此议题展开激辩；但是两年后一个由“行外人”组成的台湾研究团队，却在一篇刊登在2009年5月《科学》期刊的研究报告中平息此项国际学术界的重大争议，主要的原因就是台湾研究团队由非环境变迁专家的分子束专家组成，反而可以成功地跳脱环境变迁研究领域中既定的测量方法。

四、报道性言说

另外一个从批判性研究角度来探讨消息来源选择和消息来源论述再现的研究路线，是环绕着“报道性言说”（reported speech）概念而进行的相关研究。

诚如上述，传统的“新闻专业规范”要求新闻报道必须公正、中立、客观和平衡，而“引经据典”就成为体现上述规范的典型做法；也就是说，所谓的“报道性言说”就是在一则新闻报道中，被记者所援引的他人论述（citation or quotation）。一般而言，新闻报道中的引述概分为直接（direct）引述、间接（indirect）引述以及未指定间接（free indirect）引述；部分学者（Calsamiglia & Ferrero,2003;Lauerbach,2006）则再增加嵌入性（inserted）引述。

根据传统新闻学观点，援引他人论述可以确保新闻报道的内容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同时也让撰写报道的记者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但是愈来愈多的学者（Caldas-Coulthard,1994;van Leeuwen,1996）指出，实情并非如此。一般而言，读者对新闻报道任何一个片段的意义赋予并非独立于其他片段之外，而是来自这些片段与其他片段所共同形成的脉络（context）。因此，Tannen（1989）强调，各种形式的引述（quotation）的意义会因为新旧论述脉络的不同而被改变。

de Oliveira和Pagano（2006）更进一步指出，为了增加引述和新的论述脉络之契合度，对新闻报道者而言，即使是原汁原味的“直接引述”也有可能成为达成报道者沟通目标的修辞资源。换言之，即使记者不是故意要扭曲原意，当记者透过引述来报道新闻时，由于被引用的论点已经抽离原本的论述脉络，他人论述在新闻报道中被“断章取义”似乎是很难避免的一件事。因此，在探究被引用的论点是否被扭曲时，我们要考虑的是被引用的论点是否仍然反映其“原始的意图、原始的目的以及原始的沟通伙伴”（Calsamiglia & Ferrero,2003）。

有鉴于新闻报道中的引述之原意不容易在新的文本脉络中被保存，批判性论述学者普遍质疑，无论是科学新闻访谈或科学新闻报道，记者在选择消息来源和再现消息来源论述时是否真能做到公正、中立和客观。因此，批判性论述学者（Calsamiglia,2003;Moirand,2003）倾向于认为，新闻从业人员在引用受访者或其他新闻来源时，无论是“谁”的论点被引用、“哪些论点”被引用以及被引用者如何在新闻报道中被呈现，都隐藏了新闻从业人员的特定目的。西班牙学者Calsamiglia和Ferrero（2003）为媒体科学论述中的引述功能下了一个很传神的批注：“引述是将他人言语用来传达以及服务引述者的目标”（p.149），同时也提供一套证明上述主张的语言学导向分析方法。

根据Calsamiglia和Ferrero（2003）的建议，研究者应该以引述出现前的新闻报道段落（the pre-citation segment）作为分析对象，然后从下列三个面向来了解媒体科学论述的作者立场（p.158）：“谁”（科学家或激进主义分子）被引述、被引述者“身份”如何被指称（个人或特定组织成员）以及被引述的言谈之行动类别（内容导向或评价导向），亦即引述者透过选择动词（choice of reporting verbs）的类别（陈述研究发现、陈述研究过程、澄清和促进了解特定专业概念的科普化动词、传达正向立场、传达中性立场、传达暂时性立场以及传达批判性立场）来定义被引述者看法之属性。简言之，针对媒体科学论述中所出现的引述进行上述三个面向之分析，可以有效地诠释新闻报道中科学的声音所扮演的角色和位置，亦即媒体在科学报道中如何呈现不同类别的专业知识。

具体而言，当引述者将被引述者看法定义为“内容导向”时，被引述的内容会在报道中和陈述研究发现（findings）的动词（譬如，“观察”、“发现”以及“提及”）、陈述研究过程（procedures）的动词（譬如，“分析”、“探索”、“描述”以及“推测”）以及用来澄清和促进了解特定专业概念的科普化动词（譬如，“解释”、“比较”、“描述”、“举例说明”以及“界定”）一起出现。相反的，当引述者将被引述者看法定义为“评价导向”时，被引述的内容会在报道中和三种评价性动词（Hyland,2000:28）一起出现，包括显现被引述者的正向立场的动词（譬如，“鼓吹”、“辩称”、“认为”以及“主张”）、显现被引述者中性立场的动词（譬如，“响应”、“表示”以及“引用”）、显现被引述者暂时性立场的动词（譬如，“分析”、“相信”、“假设”以及“建议”）以及显现被引述者批判性立场的动词（譬如，“抨击”、“谴责”、“反对”以及“驳斥”）。

根据上述分析架构，Calsamiglia和Ferrero（2003）选择6份西班牙报纸对于“疯牛病”的报道作为分析对象，企图借此架构来解读哪些新闻来源（科学社群成员或具备特定政治或社会立场的人士）被西班牙报纸媒体视为与“疯牛病”事件比较相关。研究结果发现，个别的科学家的言论被引述时，比较经常和中性立场动词以及科普化动词一起出现；以集体身份出现的科学家之言论被引述时，比较经常和批判性立场动词以及暂时性立场动词一起出现；但是，非科学家的言论被引述时，比较常出现代表正向立场动词以及互动性导向立场动词（譬如“声称”、“宣布”）。Calsamiglia和Ferrero表示，尽管在科学领域中比较保留地陈述相关科学发现是一种常态，但是当科学知识在“疯牛病”报道中被形塑成一种暂时性和有限性知识，这样的报道虽然反映当下科学知识的真实性，却造成社会大众不必要的困惑和混乱。Calsamiglia和Ferrero认为，新闻记者如何能在有限的科学知识状态下，还能在报道中展现对科学的信心以协助公众对问题的理解，有待后续研究来回答。

五、代结论：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从“批判性论述分析”角度来检视媒体科学论述，帮助研究者穿透文本/语言以及“新闻专业规范”的表象，看见隐藏于文本中流动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力量，是一个解析媒体如何建构新闻事件真实时不容忽视的研究观点（Fairclough,1988,1995;van Dijk,1988）。本文所探讨的科学新闻来源选择和引述内容，就鲜明地呈现新闻从业人员在实践“新闻专业规范”时，稍一不留意就会受到“政治规范”或“经济规范”的影响。首先，恪遵“平衡报道”原则而产制的报道，有可能对非专家看法经由等比例的报道而产生过度赋权的问题；但是媒体科学论述中也可能有意无意地矮化非专家的“发声正当性”，或者赋予特定专家比较高的“发声正当性”。此外，尽管新闻从业人员为求新闻报道的公正、中立和客观而尽量援引他人论述，但是姑且不论新闻报道中的引述之原意不容易在新的文本脉络中被保存，相关研究也证实，新闻从业人员在引用受访者或其他新闻来源时，都隐藏了新闻从业人员的特定目的。

然而，传播研究者对于自己的批判性也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批判性，否则容易落入“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自我实现”陷阱。首先，有些学者（Moirand,2000，转引自Calsamiglia & Ferrero,2003）认为，科学新闻记者原本可能只是基于本身科学专业之不足，因而对于所报道的内容欠缺安全感，所以在报道中尽量引述各方不同的声音；但是这样的做法却有可能无意中过度戏剧化新闻事件本身的冲突性。换言之，尽管有时候科学新闻记者引述很多新闻来源的原意只在实践“新闻专业规范”，然而学者从媒介批判角度来看类似文本时，有可能就会将它冠上所谓“煽色腥主义”的大帽子。

其次，研究者从批判角度探讨媒体产制科学论述和新闻专业规范间的可能冲突时也不能忽视，有些科学议题本身就具备一定程度的政治性，因而一开始可能就已经被置放在一个政治性框架中来讨论，当然就很难断定是否存在所谓的媒体操弄“发声正当性”的问题。就食品中三聚氰胺含量的安全标准相关科学报道而言，台湾马英九任命的第一任卫生署长在9月底因为决定比照香港而定三聚氰胺含量标准2.5 ppm为上限，引发严厉批评，最后黯然下台；值得注意的是，批评声音集中在“为何要采取香港的标准，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标准”，因为三聚氰胺事件起因于自中国输入的问题乳制品，而参照香港的标准很快地就被扣上台湾“马政府为中国解套”的红帽子。

事实上，针对台湾前任卫生署长是否应该决定采用2.5 ppm作为三聚氰胺含量的安全标准，焦点不应该被集中在它是“香港的标准”；一个比较建设性的却一直没有出现的报道角度应该是：原本的“零检出”标准是否务实？只是当下却被事件所隐含的政治意涵模糊了报道以及公众讨论的焦点。有趣的是，最近台湾媒体引用外电报道，以美国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FDA）的发言来证实，食品中的三聚氰胺含量在2.5 ppm以下对人体健康确实无害，而且强调成人即便每天吃也无伤。紧接着在一则台湾公共卫生学会、流行病学学会、事故伤害预防与安全促进学会举办联合年会的新闻中，更指出与会专家认为三聚氰胺会随着农药、肥料和美耐皿容器，进入人类食物链，要求“零检出”很难。也就是说，假如一个科学新闻事件本身就具备一定程度的政治性，相关新闻报道很容易就会受到政治性因素影响，媒体当然很难有所谓公正、客观、中立的报道。

此外，尽管结合批判典范和建构主义取径来解析媒体所扮演的“建构”真实角色，提供我们一个有效地探讨媒体科学论述和科学真相之间关系的研究角度，但是过度强调媒体从业人员个人因素或媒体组织的政经因素对媒体科学论述产制过程以及产制成果的影响，也有可能让研究者将一则客观且如实“报道”的媒体科学论述误读成主观“建构”的媒体科学论述。再以此次发生在台湾的三聚氰胺事件为例，就像一些长期受到欧美国家学术或文化影响的新兴国家一样，对台湾民众而言，“欧美国家比较先进”已经是一个先入为主的态度。因此，尽管过去世界各国不曾针对三聚氰胺在食品中的合法含量制定标准，台湾媒体报道每次提及三聚氰胺含量标准，总是动不动就强调“完全依照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的标准”。此种将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等同于国际标准或高可信度标准的科学论述，某种程度应该算是客观“报道”事实而非主观“建构”事实，因为它符合台湾民众（包含媒体从业人员）对于何谓先进或权威来源的共享预设（presup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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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治理的“亲民”vs政治公关的“作秀”——关于官员博客的公共意见之探讨

刘自雄[2]

摘要 本文以近三年来大陆出现的“官员博客”现象以及大陆四家平面媒体表达的公共意见作为研究对象，以探讨互联网技术进入Web2.0时代之后，“赛博政治”、“赛博民主”对大陆政治生态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局限性，期望通过探讨有关“官员博客”的意见交锋来揭示大陆公众对数字民主的态度，并进而厘清官员博客现象的意义及其发展前景。

研究发现，关于官员博客的舆论是相当开放而多元的，体现了公众对赛博政治的乐观想象、期待、担忧、质疑以及理性认知的不同态度。官员博主感受到了种种压力，博客空间的质询和对话暴露出数字民主的有限性。网络传播技术优势为官民互动提供了便捷的通道，但官员博客之类技术平台的传播效能取决于体制的保障和使用者的意愿等诸多因素。赛博空间改变了政治的外在景观，政治控制机制和社会控制机制也升级换代了，但政治运转的内在稳定结构则依然如故。官员博客是大陆政治改革进程中“增量民主”拓展的重要表征，展现了当下大陆政治逐渐朝向开放、多元和民主的发展趋向；部分官员在认知上已然转变了对全球化、数字化的态度，主动征用这一便捷的技术手段来改良政治治理的技术。官员博客只是中国大陆在推进政治改革、转变治理模式、发展电子政务的一个表征，它的前景在于如何被更有效地纳入到整个电子政务的制度性框架中。

一、研究背景、动机与目的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8年底，在中国2.98亿网民中，拥有博客的网民比例达到54.3%，用户规模为1.62亿人。作为“自媒体”（me media）、“个人媒体”（personalize media），博客改写了新闻言论市场的格局，提升了公众意见表达的主动权，催生了网络虚拟政治社区，培育了网络公共领域，且屡屡成为舆论的始作俑者、发酵场和扩散地。博客风潮已经对大陆政经、社会及文化产生了明显影响，推动各种价值秩序的渐进式转型与重构。

2006年以来，大陆涌现了一批官员博客，并因其政治敏感度，引发了传统媒体与公众超乎寻常的关注，一时间成为热点议题。无论是官员开博这一举动本身，还是官员博客上所呈现的内容，皆为民众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和争论的口实。在传统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中，关于官员博客的意见表达呈现出明显的分歧：或认为它体现了大陆政治民主化的新契机，是政府推进“民主治理”（democratic governance）的重要表征，是开明官员应对数字化时代的积极尝试；或指斥官员博客有名无实，不过是部分官员为了塑造自我形象而一时兴起的“政治公关秀”。

WEB2.0技术确实为改变信息传播格局并进而推动政治游戏规则重组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因此引发了国际学术界关于“赛博政治”（cyber-politics）、“赛博民主”（cyber-democracy）的大量论述；但是技术潜能要转变成现实可能性，仍然要受制于既定政治秩序，而且更直接地取决于执政者们的态度和举措，同时也有赖于公众对新技术的运用以及通过意见表达来形成某种意见压力，在互动和博弈中参与塑造数字时代的新型政治生态。

官员博客是洞悉中国大陆当下“赛博政治”的一个重要窗口，传统媒体的报道、公众的议论、官员的回应，形成了一个意见市场。本文希望通过文本分析结合理论探讨，厘清如下几个问题：

（1）描述公众关于官员博客的意见；揭示公众对“网络政治”、“赛博民主”的想象、期待、满意、怀疑和失望。

（2）探讨大陆官员博客在成长过程中遭遇的生存悖论；“亲民”何以被质疑为“作秀”？

（3）探讨官员博客到底能否兑现“协商民主”（negotiated democracy）和“民主协商”（democratic negotiation），实现“民主治理、民主参与”。

（4）根据官员博客景观中所呈现出来的问题，探讨官员博客的前景。

二、文献探讨

（一）官员博客

在本文中，官员博客是指具备官方身份的个人或集体所开设的博客，包括各级党政官员，人大、政协代表等。主要包括两类：（1）官员个人的博客空间，如郑州市物价局局长陈军安、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的博客[3]；（2）某个官方部门的博客，如河北省公安厅在新浪网博客频道开设的“中国第一公安博客”[4]。

官员博客与“政治博客”（political blogger）并不等同，后者“是指为表达个人政治见解、影响国家政治生活或者实现政治诉求，在网络上发表政治性网络日志的政治人物或关心政治的公民，是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个人化网络表达方式”[5]。政治博客一般有三种类型，即自由政治博客、群体政治博客与官员博客，其中绝大部分是自由政治博客。[6]

从开博的动因来看，大陆官员博客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官员基于个人的动机，开设博客；二是官员并非主动，而是因为受到领导的影响，集体开设博客，如在江苏宿迁市市委书记带头下，81名副处级以上官员开博[7]；再如广东省中山市政府8位官员亦开设实名博客。[8]

从博客的开放形态来看，也可分为两种：一类是专题博客，即在某些特殊时期面向公众开放的博客，如人大、政协会议期间，代表和委员为了借助网络征求民意而开设的博客，往往在终结其阶段性政治功能之后关闭；一类是日常博客，官员将其作为个人与公众沟通的一个日常性平台，始终面向网络公众开放。

（二）“私人日志”与“个人媒体”

一般而言，博客作为“私人日志”，其表达行为并不具公共性。但官员博客却有着独特的生存境遇：（1）作为私人日志，它是言责自负的表达行为；（2）官员是具有公共身份、担负公共责任的政治敏感群体，官员博客本身存在着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官员自身如何看待博客的私人性与公共性，亦有差别，包括下述两种情况：

（1）私人日志。博主公开申明了个人空间中的内容只是私人性的网络日志，如廖新波的博客“医生哥 波子”，并未明确地标明官员身份，而且博客名称也刻意“去公共化”，强调私人性，但由于传统媒体的报道而广为人知。廖新波在博客首页上申明：“是私人博客而非工作博客”，博客是“私人思想碰撞的港湾”，意味着他希望公众不要将公共的想象和期待强加于人。其“博客公告”文字如下：

本人在这里不是处理“公务”和“案件”的，纯属个人博客，一个私人的领地，因此我不会在这里处理“公文”。我文章以学术探讨为主，有个人感情的抒发，因此有学术的、有文学的，请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如果没有经过我的同意采用的，本人不负任何责。[9]

（2）个人媒体。另一类官员则清楚申明了博客的公共属性，直接以官民互动的名义来对话，如株洲市纪委书记杨平将博客直接命名为“反腐倡廉专博”，并公开署名株洲纪委杨平，毫不掩饰官方身份及其博客主旨，实际上这类官员博客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工作博客，真正具备了官员个人媒体的性质。

（三）大陆官员博客的发展现状

2006年，海南省临高县县长符永以实名进入天涯社区“海南一家”临高版，以《欢迎各位网友给临高县政府提意见和建议》为标题，发帖宣称自己是县长，并表示“很高兴能够和关心与支持临高开发建设的各界人士结成网友”，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热点。《南方周末》发表题为《不穿“马甲”的网民县长》[10]的文章，把此事件推到顶峰，符永一时间成了网络名人、明星官员。虽然只是在论坛上发表文章，但仍被称为“中国官员博客第一人”。

大陆至今未调查过官员博客的数量，经媒体披露而广为人知的官员博客并不多，真正具有全国影响的还不到100个。以目前最集中的官员博客空间——人民网强国博客官员博客群[11]为例，它集聚了48个官员博客，博主既有地方党政主要官员（书记、市长、副市长），也有各级政府下属部门官员（厅长、局长），也有人大、政协官员以及社会团体负责人。

官员博客的知名度主要来自于媒体的炒作及公众的好奇，而非来自博客内容本身的吸引力。其发贴量与网民流量也千差万别，以北京市海淀区副区长于军的博客为例，只有一篇文章《中关村自主创新能力成熟度模型初探》[12]，却因为媒体报道，先后吸引了69359次的访问量。但也有一些较成熟的博客，以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的博客为例，其发帖量为1495篇，几乎每天都有更新，内容包括十大主题：（1）他山石（49篇）；（2）波子谈健康（76篇）；（3）医院前线服务（69篇）；（4）波子诗词（98篇）；（5）波子影踪（44篇）；（6）波子杂谈（529篇）；（7）周末茶座（37篇）；（8）荧屏上的波子（12篇）；（9）医生哥谈医改（322篇）；（10）医生哥谈医院管理（161篇）。访问量累计达4502411次；播客视频12个，点击数10476次。其中不少博文都赢得了将近50的评论回帖，其中一篇名为《医改新方案这个房子如何建？》的阅读量达到164384次，网友的评论回帖是1054条[13]。

（四）互联网、“赛博政治”、“赛博民主”

互联网的虚拟空间又被称之为“赛博空间”（cyberspace）[14]，它为实现跨阶层、跨人群的交流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手段，它革命性地颠覆了旧信息传播秩序，为政治博弈提供了新的舞台，也必然会推动政治运行规则和治理技术的变革。但对于这一波技术革新浪潮的社会后果，却存在着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不同看法。[15]

（1）科技理想主义者（或乐观主义者）认为，以博客为代表的“自媒体”将终结传统媒体垄断信息传播权，推动政治民主化的深入发展。赛博技术颠覆了传统信息传播秩序，为塑造“交往乌托邦”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为民主参与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在早期引起了部分学者关于“赛博民主”、“数字民主”的预言和想象，将赛博空间看做是“希腊式民主的电子广场”，它终结了传统媒体主控下所形成的信息和意见的生产和传播霸权。网络成了“公共论坛”，可以极大地实现“民主的协商”，从而突破传统代议制民主，建构“协商民主”、“审议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政治新生态。

政治传播进入“自媒体时代”，公众从博客中发现了纯粹个人性传播媒介的作用，也发现作为公共媒介强烈介入社会的影响。它打破了此前政治传播媒介完全由政府集权控制的管理形式，开拓了人人可以自由博客的网络时空，它强大的生命力已经显现出网络时代民主化进程的特征。政治博客传播代表着社会民主化进程和言论自由表达的契机。[16]

（2）悲观者认为，赛博空间不仅无助于“解放”，而且有着“反民主”的效应。赛博技术似乎为个体解放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它解除了肉身在场的限制，拓展了心灵的空间。但个体进入这一虚拟时空之后，反被虚拟空间本身所改造、吞噬，主体性反被虚拟性所腐蚀，并经由量变和质变，人类正式成为混种的生物——cyborg。在沉浸于科技享乐之际，科技权力在此过程中超越了个体的控制，个人解放的可能成了数字时代的最大骗局。[17]以电子宠物为例，我们原本期待的“交互主动性”却最终蜕变成一种“交互被动性”，主体沦为被虚拟宠物主动召唤的被动客体。[18]对于那些提出网络催生“信息传播新纪元”美好愿景的人来说，反讽的是：网络技术鼓励并强调个人的主动权，个体征用便捷技术来打造个性化定做的“我的日报”，其结果是导致自我隔离的情境，使个体陷入更深的狭隘和偏见之中，网络中“消费者主权”的市场梦魇伤害了民主。[19]

至于数字技术所具备的政治解放可能性，同样被证实是破产的想象。合法性认同产生公民社会；即便网络技术形塑了网络公社，使我们得以按照新的规则来建构国家、民族、宗教、政权等认同。但合法性认同由社会的支配性制度所引介，以拓展及合理化他们对社会行动者的支配。网络催生了信息化政治，政治被根本地形塑，在其内涵、组织、过程与领导权上，被媒体系统的内在逻辑所形塑。不过数字化却同样诱发了民主的危机，导致“作秀政治”与“政治行销”的出现。[20]

（3）与积极或消极的技术决定论者立场不同的是，中立主义者看淡了赛博空间的成长对于民主所产生的影响，认为“自媒体”并不能打破由实力强大的建制化传播机构垄断意见市场的格局。因为赛博空间不仅拓宽了统治者和社会体制的行为空间，同时也拓展了市民与行动派的空间[21]；赛博空间的诞生并未改造传统的政治力量对比，只不过诱发了控制与反抗手段的数字化而已。民主政治的外在景观将因此被改变，政治控制机制和社会控制机制将升级换代，但政治运转的内在结构则依然如故；在赛博空间之内和之外，将形成新的制衡机制。

（五）大陆学者的论述

官员博客拉近了官民的距离，平等对话，在线交流，沟通信息，消除隔阂，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然而网友的疑虑也越来越多：官员博客中的文章是官员亲自撰写还是“枪手”代劳？官员博客是否成了干部的讲话秀？在一些官员博客中，官样文章多，思辨性文章少；转载报道多，自我创作少；匆匆看客多，互动参与者少；评论也常是表态性的多，建设性的少。[22]

政治博客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社会的善治，尤其是对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公开化、公民自治、政府的廉洁和效率、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等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必将有力推动政治文明的进程。但同时政治博客对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可能带来冲击。[23]

政治博客成为表达政治见解、实现政治诉求、影响公共政策的个性化载体。它在博客空间里进行着草根政治的民主操练。但其负面作用也逐渐显现，公民理性与政府责任的建构对于网络的公共治理显得极为重要。政治博客的出现及其运行“一方面离不开当代社会关系、社会阶层所固有的权力分配的现行结构；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带来话语空间权力的再分配的可能性”[24]。

官员博客有利于公众监督官员及政府的政治行为，促进官民之间相互了解和建立信任。它带来了施政新理念，有利于实现网络民主，成为公众直接参政议政的便捷平台，构建一个全新的公共政治领域，推动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不过，它只是起补充而不是替代的作用。如果政府真的把民意当回事，不必强求开博客，而应该从方便民众与政府沟通出发，不拘形式地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并且对民意诉求真听真信真办，让民众感到可信实在。[25]

官员博客有利于在政府和公民之间建立良好的基础性信任关系，官员走下了政治的“神坛”，脱去了神秘的“面纱”；虽然可能不是用来处理政务工作的，但多数都超越了“私人”领域，和公众拉近了距离，加强了沟通。但目前其制度建设意义不大，且背后有隐忧：一是官员博客很可能昙花一现，如“两会”期间的代表和委员博客，在“两会”结束后也就基本上销声匿迹了；二是官员博客可能会公私不分，私人表达可能擦枪走火而引发公共争议。[26]

（六）“赛博政治”与大陆民主政治发展

随着大陆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主政治发展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议题。在诸多论述中，近年颇受舆论关注的是政治学者俞可平的观点，他认为民主是中国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大陆政治改革的走向是积极实行增量政治改革，通过“增量民主”的方式，稳健推动渐进式改革，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走向善政和善治之路。所谓善治，即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是指使公民与政府良好合作，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民主政治的发展。[27]

俞认为和谐社会表述从另外一个角度标明了大陆政治建设的诉求，即建设一个民主和善治的社会。一个和谐的社会，应当是一个公共利益最大化、公民与政府良好合作、政治参与和政治透明程度较高的社会。必须协调好各种社会关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最佳关系。[28]

市场经济需要培育公民社会，中国特色公民社会的兴起对于大陆民主政治发育具有重大意义。为了实现善政和善治，建构和谐社会，政府应成为创新表率，通过增量式的民主改革来推动治理方式的变革。在这一大势所趋的政治潮流背景下，中国部分地方政府逐步尝试创新执政理念，稳步推进治理模式的改革，逐步走向善治。而网络传播平台为增量民主的进步提供了空间，为官民互动创造了条件，为改善和增进行政治理的合法性提供了基础。[29]

三、研究方法

在既有论述的基础上，本文将运用下述研究方法，探讨大陆关于官员博客的公共意见：（1）文本分析。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广州日报》和《北京青年报》等4家平面媒体有关官员博客的报道与评论文本为对象，解析主要的意见类型。（2）文献研究。回顾大陆的主导性政治话语、媒体批评话语以及“赛博政治”的相关论述。（3）思辨研究。探讨与反思官员博客对大陆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并思考在既定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语境下，官员博客出现的价值及其前景。

四、报道与评论的文本分析——以大陆4家平面媒体为例

通过使用4家报纸的网络版检索系统，采用“官员博客”关键词检索方式，获得了34篇研究文本，媒体分布如下表所示，具体篇目详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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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4份报纸的所有报道和评论文本的解读，可归纳主要观点如下：

（1）对博客推动官民互动的激赏。互联网政治意味着一次对传统政治的革命，它的交互性、民主性、草根性、开放性和平等性有望终结传统政治的等级性、官本位、神秘性和精英性，构建一种全新的官民交往模式和政治关系。官员博客是对传统民意表达渠道的突破，有利于消除和公众之间的距离感，实现较好的理解和互动，回应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渴望。网络是了解民意的直通车，博客可以收集社情民意、监督官员行为、开辟官民沟通新渠道，有利于在政府和公民之间建立良好的基础性信任关系，可以发挥争取并引导舆论的多重作用。博客对基层官员的网络执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株洲纪委书记杨平开通反腐倡廉专博后，一度从网上的短信通道收到30多封投诉信，还“双规”了一名被网友举报涉嫌贪污受贿的局长；实名上网反腐的尝试可谓初显成效。[30]

据一项调查，对于官员上网收集民意，71.9％的公众认为这意味着政府开始重视网络民意，网络表达将成为中国式民主建设的新通道；68％的公众认为这有助于人们提出对国家建设有意义的建议和对策；57.3％的公众认为这“有助于拉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距离，建立亲民的和谐政府”；67.2％的公众首肯互联网的在线形式“弥合了阶层地位等各种差异”。此外，73.5％的人认为应该建立民意表达的常规渠道，使得民众的想法能够被官方及时了解；64.3％的人认为“制度上需要保障”，党和政府应该把民意、舆情的收集工作日常化。[31]

（2）对官员博客的期待。网友表示“很关心、很高兴”，但期望不要“一阵热”，希望官员真正与网友互动起来，不光是展示自己，还应该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这样才能长盛不衰。前新华社资深记者田炳信在一篇评论中还提议温总理建博客[32]，得到了众多网友的热烈支持，反映了当前大陆民众期待国家政治昌明、民主进步的群体心态。公众所期待的不仅是温总理建博客，还期待在总理的带动下，省长、市长、县长等各级官员们都建立博客，俯下身来，倾听民意呼声。

（3）对官员博客的担忧。①担心博客昙花一现。由于博客写作是一件非常耗时耗力的事情，短期内把它做好容易，但长期做好就有困难。②担忧博客公私不分。因为通过博客取得网友信任，往往是基于它的私人性。在私人性的博客空间里，讨论公共问题，往往导致公中有私，私中有公，最后导致公私难分，让很多公共问题更加复杂，而且可能会导致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为经常上博客的网友左右，从而偏离其公共性。

（4）对官员博客的质疑。①制度建设意义不大。要让政府更加接近民众，更好地接触民意，体现民主精神，完全可以去努力完善民主制度，而不必依靠私人性很强的博客。更好地完善已经普遍建立的政府网站，让其充分发挥政务公开、沟通网友的作用，是一个更好的、更具有制度意义的选择。要让博客承担工作职责，官员应该选择落脚自家政府网站；可实际上很多政府网站常年不更新内容。②内容空疏。有的官员博客，表态性文章多，思辨性文章少；转载报道多，自我创作少；匆匆看客多，互动参与者少。往来的多为官员，鲜有下情上达。而评论也常是表态性的，少见建设性的。不能达到广开言路的目的，也无法取得民众的信赖。③交互性差。许多官员并没有借助博客与公众平等沟通，而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延续传统政治的传播方式，只是传统政治在网络中的复制与延续。例如不少官员博客都设置了留言限制和拒绝匿名评论，为此，河南南阳不得不专门发一个红头文件要求官员必须“看帖回帖”。也有的博文官腔十足、套话连篇，不过是平常在主席台上居高临下地向百姓“训话”的博客版，毫无应有的草根性和平等交流；还有地方官员集体开博客，排序也是按级别高低，与报纸上的领导排名别无二致，传统政治中的官场惯例、规则和陋习，完全被复制到了博客中。④官员雇人捉刀代笔写博客。博客成为哗众取宠、欺世盗名的可笑记录，毁坏党和政府的形象、声誉。⑤“作秀”嫌疑。官员们用博客了解民意、解决问题，假如动机纯粹，公众会心怀感激。但要是为了“作秀”，为了一时的炒作扬名，那就令人痛恨了。

（5）对于官员博客的理性认知。在政情民意沟通方面，近年来各级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架设网站、开通服务热线、设立官员电子信箱等，可效果不彰。一些官方网站长期不更新，发往官员电子信箱的“民间呼吁”如泥牛入海。博客的作用和“市长热线”、“电子信箱”等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了解民情民意的方式很多，是否开博客无关紧要。因此，对于它的出现要淡化处理，既要鼓励官员开博客，增加与群众的交流；又要以平常心态待之，不可拔高，以免给官员太大压力。官员开博与否，纯属个人兴趣爱好，无涉先进与后进，与工作和政治表现无关，更与政绩风马牛不相及；既不应勉为其难，也不宜强求一律，更无必要动员号召。因此，建博客不如建好政府网站，体现民主精神关键要完善民主制度，政府网站才是更具制度意义的选择；若能把政府网站做好，不仅组织成本会降低，且可建立一个更为规范的交流平台，这才是更具制度意义的选择。

（6）因博客而引发的争议性事件。廖新波在一篇博客文章中称：如果在门诊看病，误诊率是50%；如果住到医院里，误诊率是30%。文章引发了医学界人士的质疑和批评，认为廖随意公布“误诊率”，是为博客聚集人气；虽然“一鸣惊人”，却引发了不必要的社会争议。这种做法不仅缺乏严谨的科学精神，而且缺乏社会责任意识。作为官员写博客，本身就具有双重身份；如果信口开河，不加约束地“爆料”，其影响力比一般网民大，其“杀伤力”也更大，容易误导公众，引发不良的社会影响。[33]

2008年2月初，廖新波在博客上为博文《冰封连州》配上一幅图片——“廖新波正俯身和当地农民交谈”，头顶出现一把下属为其撑起的花雨伞。这一细节在不少网民眼中成了“极不和谐”的一幕，留言中不乏尖锐批评，还引发了一场关于“为领导打伞对吗？”的网络大争论。有人把事件上升为官本位与民本位思想在现实中国的一次激烈较量。有人认为那把伞是显示“官本位”的“特权伞”，但也有人认为把“打伞”符号化没必要。这篇博客的浏览量达到1.6万多次，评论数量近百。[34]

（7）官员博主的压力。廖新波在“雨伞事件”发生后接受媒体访问时坦陈：这是一个越来越大的挑战，写博客越来越难。“官员博客”能走多远，非个人能决定。尽管他一直强调博客只是自己思想的港湾，而不是工作平台。但经常有网友在博客上写小纸条、留言，询问对一些政令的解释，或者向他投诉等。一般都被他婉言回绝，让网友找适当渠道解决。“不然我就变成网上办公了，那还要行政机构干吗？”[35]河北省公安厅的“公安一博”在公有化之后，领导开始重视，加大了规范力度。博客的栏目设置固定为警察故事、警方提示等十大类，同时组建一个策划团队，文章从选题到发表都严格把关和审批。管理员坦陈，作为政府博客，“不端架子，不装孙子”是最难做到的。随着“公安一博”受关注程度的增加，管理员郝超承受的压力也日益增大。有网友批评该博客“公私不分”。它的宣传标语是“展现警察的原生态”，但部分文章是宣传类稿件和一些政府公文，点击量并不高。有网友评论说：“初看新闻，我以为找到了一个可以倾诉自己忧闷的地方，看了才知道不是的，原来这里只是展示公安风采的。”郝超和同事陷入“报道内容是什么”的困惑中。[36]

（8）官员博客受质疑的原因解析。在人民网一项名为“近期党政官员争相开博客，您对此有何看法”的调查中，2326份投票，55.7%的网民认为官员开博“实属作秀，只是为了出风头”；认为“作用有限期望值不可过高”的占30.1%；表示赞同与支持的仅占一成多。结果显示八成网友对“党政官员开博客”的现象持消极态度。[37]有评论认为：官员博客对现代信息社会与多元社会不仅必要，而且必须。网友之所以不认同，只能有一种解释：并非官员博客不好，而是一些官员自己败坏了它在网民心目中的形象。原本电子政务是好事，但由于一些政府网站长期不更新网页，公开的政务大多也只是半公开的，或公开的只是些芝麻小事，导致公众的期望值大大地降低了，进而影响到他们对官员博客的看法。官员自毁形象的常见方式还有“看帖不回帖”、内容长期不更新、找“枪手”代写日志、接获群众反映的问题不闻不问等。官员开博让公众很容易联想起曾经风行一时的“市长热线”、“市长接待日”。原本有人认为“市长热线”是对官僚和科层体制的修正，弥补了政府与公民之间互动制度的稀缺，是一种崇尚服务的行政观念。然而许多地方的“市长热线”只是一个“问题转让中心”，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官员博客在经过一开始的“火暴”之后，很有可能像当初的“市长热线”一样变成一项时髦的“民心工程”。[38]

五、官员博客现象的理论反思与探讨

从大陆4家平面媒体关于官员博客的公共意见来看，相关探讨是相当开放的，全面地反映了大陆当下的政治发展、民意向度以及新传播科技楔入之后引发的“赛博政治”新景观。

（一）新传播科技和“赛博民主”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前几波技术革命浪潮中落后于西方，但在最新的信息化浪潮中却与西方基本共时，体现在中国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公众新技术消费市场的庞大规模。自1995年前后开始，中国大陆开启了信息化时代，在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信息网络建设也突飞猛进，互联网的海容性以及融合多媒体的综合传播优势，不仅拓展了大众传播的模式，而且也改变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的模式。技术革新也必然要影响到政经发展的基本架构，赛博政治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景观，已经全面地介入到中国大陆的政治实践中，官员博客的出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表征。

博客为公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可能性，推动了社会信息流通格局的重构，为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契机和新的运作范式。网络技术的开放性释放了社会中低层的传播能量，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公众的信息传播自主权，为民意表达提供了一个不可压制、审查技术性缺位的空间，并以其所代表的庞大群体的利益，形成了一个意见市场、一个公共领域，多元主体围绕着社会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展开互动博弈。这改变了传统媒体主控下的力量对比，舆论的发生、发展和解决机制发生了转型，势必要推动政治治理模式朝向更加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这从近年来大陆党政官员突出强调各级政府应重视网络舆论、网络文化发展中可明显察觉到。

但新技术的运用和社会效果却取决于既定体制如何应对和驾驭，任何新技术引发的变迁，都需要一个较长的适应期，来推动新规则的建构。赛博空间的出现，对现实的政治治理带来了冲击，重构了官民协商的模式；但总体而言，“赛博政治”只是推动了政治运作的“量变”，而不是“质变”，在旧格局中引入新的因素，拓展了政治的信息化水准。正如我们在解析官员博客的公共意见中所发现的，赛博空间的诞生并未改造传统的政治力量对比，只不过诱发了互动方式的数字化而已。民主政治的外在景观因此发生了改变，政治控制机制和社会控制机制也确实升级换代了，但政治运转的内在稳定结构则依然如故。

（二）大陆民主政治改革和“增量民主”的路径选择

大陆的主导政治意识形态论述强调作为一个“后发型”现代国家，在推进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同时，也要不断地推动政治民主改革，以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全球共时并存的多元制度竞争中，最终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模式。尽管改革的进程比较缓慢，但探索的努力一直未曾停顿，民主化的原动力有二：一是来源于现代性启蒙所引发的公众民主意识的觉醒，如互联网呈现的网民期待；二是来源于政府因应民主化期待的动力。近年来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高调地宣示了对网络民意和网络建设的重视，“亲民”政治诉求正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突出特色，不仅引起了媒体和民众的关注，也对整个官员队伍形成了示范，制造了一种内在的政治压力，从而为开明官员提供了网络执政的直接推动力。当然既可能是一种形象营销动力（从而导致网民“作秀”的质疑），也可能是一种推进治理技术[39]转型的动力。

大陆的独特政治传统赋予官员以权威的角色。尽管推行了公务员制度，意识形态表述也一再强调公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要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但不少官员的现代行政理念尚未真正地成熟，并未形成一套灵敏的民意测量、决策、执行和反馈的协商机制，官员也并非“协商民主”政体下的公务员。这一行政传统导致转型期出现了一定的不适应症候。事实上，大陆官员博客的局限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传统政治规范的约束，官员权威性的定位，导致协商式民主意识的缺失或者淡漠，让部分官员很难真正地意识到“民主治理、民主参与”的政治精髓。官员博客作为一种官民互动的信息技术，确实有潜能兑现“协商民主”和“民主协商”，但是否被官员如此征用，却取决于很多因素。

在大陆近年来的政治改革进程中，政治理念转型让“民主治理”成为近年来的学术主导话语，“增量民主”改革成为官方的路径选择，亦即希望通过渐进式的探索来不断地完善治理技术。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官员博客显然也是大陆“增量民主”变革的一个表征。尽管政治改革要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显得有些步履维艰，但无论是出于对信息时代的理性认知，还是出于“亲民”的功利诉求，使得官员有了通过加强与民协商来推动“善政”和“善治”的动力；或者将其当做是一种有效的政治公关技术，营销自我形象。

（三）公众关于官员博客的矛盾意见

从大陆4家平面媒体所反映出来的公众意见来看，对官员博客的态度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当他们用乐观主义态度将互联网看做是一种新兴的政治协商对话平台时，他们对“网络政治”、“赛博民主”充满了想象和期待，希望官员博客可以成为“民意直通车”，成为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的表达平台。另一方面，当官员博客的实际运作暴露出内容空疏、互动贫困、表达乏力等局限性之后，网民又充满了怀疑和失望的情绪，并立刻想到官员博客不过是曾经的“市长热线”、“市长接待日”、“电子信箱”的改头换面而已。公众的矛盾态度反映了他们对“赛博民主”的期待与现实之间的裂缝。公众逐渐认识到：传播技术的改良，对于推进政治民主化发展只是提供了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官员博客显得并非那么重要，假如政府及其官员没有更新政治理念，并建立起制度性的民主协商机制，官员博客仍然不过是用新瓶去承载中国大陆政治传统所酿造的旧酒而已。民主政治不是沟通渠道的问题，而是沟通意愿、体制保障以及沟通报偿的问题。

（四）大陆官员博客的发展前景

回顾人类传播史与社会变迁的轨迹，传播科技的变革总是会推动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这是一个历时的、渐进的过程。当官员博客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并引发了公共领域的论争时，实际上已经初步展示了它的价值、潜能以及当下所发挥的有限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官员和公众的“双重启蒙”的功效，展现了当下大陆政治逐渐朝向开放、多元和民主化的发展趋向。部分官员在认知上已然转变了对全球化、数字化的态度，主动征用这一便捷的传播手段来改良政治治理技术。而公众也在参与中，通过施压、鼓励、质疑、监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然，官员博客的效能既取决于官员的动机、态度、传播技巧以及精力投入，这些因素决定了传播内容及官民互动的规模和质量，也受制于科层制的政治体系所提供的保障与报偿，包括体制赋予官员多大的话语权，要求官员博主承担多少责任，对于那些投入相当精力来对话的开明官员给予怎么样的激励和报偿，都会影响到官员博客的实际运作。这些因素都还在逐渐的酝酿中。

官员博客只是数字化时代众多政治治理技术中的一种，是电子政务的一个新的分支，它的存在有充分的价值。从政治民主化建设大势所趋的发展前景来看，官员博客不应该被赋予过多的期待和责任，而应该成为由传统媒体、政府网站以及其他多元媒体系统中的一元因素，在达至社会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在建立起一套成熟的制度和机制的基础上，按照“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40]的原则，使之成为中国大陆“增量民主”改革中的重要力量。从这种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官员博客目前依然只是处在诞生期，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它理应被兑现成整个信息化政治中“电子政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六、结论

官员博客涌现后，大陆传统媒体纷纷报道和评议，展现了多元、开放的公共意见。既有关于官员博客的乐观主义赞美，体现了大陆公众对民主参与和官民互动的渴望，体现了公众对“赛博政治”的理想性期待。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担忧和质疑，反映了官员博客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开博动机不纯、内容空疏、互动贫乏、公私不分等，无法真正地实现通畅的官民沟通。悲观者认为，从推进政治民主的制度化建设来看，官员博客并无太大的意义。

大陆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表明：政府大力鼓励官员通过网络来实现“亲民”政治，以建设“服务型政府”，稳步推进政治治理模式的转型。官员博客是大陆推进民主政治改革过程中“增量民主”的重要表征，它应该被纳入到整个“电子政务”的制度性框架中，才能和其他媒体一起发挥作用，在推动“赛博政治”发展的同时，建构民主治理的政治运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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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体非规范行为论略——当前传媒失范的一种分析与治理思路

何国平[41]

摘要 新闻媒体非规范行为是对虚假报道、有偿新闻、低俗之风、不良广告以及新闻炒作和媒体错位与越位等失范、越轨等现象，从行为主体层面所作的本质归类。这些失范现象愚弄了公众信念，致使媒介公信力系统遭损毁。当前有关部门对上述失范现象及其不良后果的惩治主要是针对媒介产品的追剿与声讨，这在治理对象上存在误区。文章建言，行政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可以通过建立可操作的、契约式常态自律机制，集中对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非规范行为进行问责治理。

在当今信息化社会中，大众传媒与自然界的空气、水与阳光并列称为现代人不可或缺的4种生活甚至生存必需品。英语国家甚至杜撰出了一个新词“infosphere”——信息氛围，即由information（信息）和atmosphere（空气）合成。李普曼则视大众传媒为社会雷达和社会探照灯光束，确保社会这艘巨轮行驶在安全的航道上。因而，在媒介化的社会现实里，新闻媒体的表现与作为对内直接关系到本国社会大系统的维系、运行与进步，对外影响着一国国家形象的建构。本文即着眼于分析新闻媒体系统内的非正常运作的情形，和由此产生的社会危害，进而建言建立合力治理机制，以期传媒更充分地发挥其固有的社会政治功能，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中更有作为。

一、新闻媒体非规范行为与其表现

为了对新闻媒体中形形色色的不规则活动及其不良后果进行本质归类，本文从实践论层面将引发新闻媒体的非正常运作的情形命名为“新闻媒体非规范行为”。作为一个规范性命题，我们有必要将之概念化：所谓新闻媒体非规范行为，是指新闻传媒机构/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不明显违反现行法律的前提下，主观故意从事有违行业规则与新闻专业精神的职业行为及交往活动。[42]

新闻媒体非规范行为的施事方首先是新闻传媒机构/组织。由于作为经济组织的媒体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因而它们有可能通过非规范行为的方式谋求小团体利益，偏离社会期许和责任意识，背弃公共利益。其次，还应包括媒介机构的行为主体——从业人员，因为他们代表组织机构或以机构的名义开展活动。例如，为谋取个人利益而实施寻租，践踏职业良知；不深入新闻现场而采信不实新闻源而造成新闻失实。

同时，媒体非规范行为是有悖于新闻业的职业道德和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主观故意行为。“非规范”并非没有规范，而是职业规范没有得到传媒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切实遵照执行。“主观故意”就是机构和个体的有意识的自主行为。但是，这些行为又不明显违反现行法律这一底线，也就是俗称的“灰色地带”和“潜规则”运作。我们提出这一命题，远非为了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杜撰新词，而是基于既有命题不足以概括由新闻媒体非规范行为所导致的新闻业界种种失范与越轨。[43]因此，人们只能忧心忡忡地罗列层出不穷的失范与越轨现象，遮蔽了众多个案背后的本质动因。我们认为新闻媒体非规范行为同新闻界的诸多失范、越轨现象，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其实，公众对于新闻媒体非规范行为所导致的不良后果，或者它们在现实社会中的不堪表现更为熟悉。新闻业的“四大公害”——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和不良广告，实际上就是新闻媒体非规范行为表现的重要概括。

有偿新闻从“有偿”的动机来看，可分为有偿发布和“有偿无闻”，其本质是贿赂。有偿发布就是新闻媒体利用自身具有赋予社会地位的传播力，以各种名义收取现金、实物馈赠或赞助费，作为回报，媒体提供新闻版面和时段按照协议单位或个人的意愿刊发新闻稿件。“报纸上有名有姓，电视上有音有形”，正面媒介形象能够转化为诸多社会资源。“有偿无闻”是通过提供各种惠利使报道对象的负面新闻胎死腹中，所谓“不怕上访上告，就怕曝光见报”。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县金矿发生爆炸，造成38人死亡。包括新华社记者在内的11名记者接受矿主和繁峙县有关方面贿送的现金和金元宝后，这起特大矿难在媒体上一时“无闻”。虚假新闻是令新闻界蒙羞的另一公害，常用的手法有，向壁虚构“客里空”新闻；不采访当事人以既有资料和小道消息揣摩新闻；把计划、设想当成既成新闻，甚至捏造事实、夸大其词制造耸人听闻的新闻。低俗之风在广播电视上尤甚。2007年9月5日、13日、19日，国家广电总局先后要求停播了四川、湖北、湖南、广东、贵州、海南、成都、宁夏10家广播电台的渲染性生活、性经验、性体会、性器官和性药功能的节目。8月15日、23日，重庆电视台的《第一次心动》和广东卫视的《美丽新约》两个栏目因格调低下、血腥恐怖，被广电总局先后叫停。[44]媒体不良广告则像夏天的苍蝇，讨厌至极却又无处不在。不良广告的常见形式有，含有性暗示的性药品、性保健品广告；内容低俗、画面不雅的成人用品广告；夸大其词的广告等。

当前，新闻媒体非规范行为导致的失范表现还包括新闻炒作以及新闻媒体的错位与越位等。新闻炒作是传媒为了迎合受众不健康的收视阅读心理，利用自身的放大镜作用，而对某些社会事件或事件中的某一点大肆渲染、片面报道，以期产生轰动效应。其本质是在消费主义思潮的浸染下，对新闻真实性原则的践踏。2007年上半年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全国多家媒体对“杨丽娟追星事件”推波助澜甚至出面策划，使一起极不正常的、病态的追星个案演变为一场全民观赏的“传媒假事件”。传媒的深度介入与炒作使追星的性质发生根本性转变，即由闹剧变为悲剧。新闻传媒的错位与越位是拥有公共资源的大众传媒滋生的一种自恋式的侠义情结，即媒介万能，包治百病。媒介逼视、传媒绑架、媒介审判和道德矮化是其突出表现。传媒自我意识的极度膨胀导致传媒对其他公共机构的凌驾，甚至包括对政法机关的漠视与僭越。

二、新闻媒体非规范行为的危害与认识误区

无论是中国语境下的传媒喉舌论，还是西方观念中的传媒的社会公器意识，都表明传媒所承担的崇高的政治、社会使命。因此，新闻媒体非规范行为的危害首先表现在愚弄公众信念。当代中国传媒既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相当部分本身就是国家机器，同时又是公共舆论的表达机构，这种二合一的功能结构使传媒给社会行动以巨大势能。因此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新闻媒体以极高期许，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以媒体传达的信息和价值观作为指导行动的重要参照。如果媒体及其从业人员背弃使命意识和职业精神，以非规范行为实施权力寻租，那么他们所传达的信息成为了他们实施寻租的交易筹码。出卖公共利益的传媒所传播的信息势必有悖客观性和真实性原则，而沦为社会公害。本应成为社会正义、良知风向标的媒体所传达的这些公害信息在社会上扩散，将诱导公众上当，造成社会思想混乱，诱发道德堕落。尤其当前中国正处于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本应在协调社会关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中大有作为的传媒，却因为自身的非规范行为而成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不和谐因素，甚至贻害社会。由此可见，新闻媒体非规范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可能动摇社会公认的核心价值观，成为一股社会离心力量。

其次，对于新闻媒体自身而言，媒体非规范行为将导致媒体公信力系统损毁。所谓媒介公信力即传播者以社会责任为己任，通过大众传播渠道提供客观、全面、及时、权威的资讯而获得的凝聚在大众媒介上的普遍社会认同。[45]“以社会责任为己任”是媒介公信力对传播者（包括传播主体和传播机构）的职业立场和职业道德的本质规定。非规范行为以个体或小团体利益愚弄公众信念，是对传媒职业立场和伦理的出卖与背叛。媒介公信力通过客观、全面、及时、权威的资讯所获得的“普遍社会认同”，是一种具有品牌效应的社会稀缺资源。媒体非规范行为的本质是在挪用并将无效损耗这一稀缺资源。

对新闻媒体非规范行为的表现——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和不良广告、新闻炒作以及媒体的错位与越位的危害，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以及行业协会已制定出台多种规章对之进行多方纠治与讨伐。1987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国记协等部门联合颁布《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草案），以正面倡导的方式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性质进行宏观概括。1993年7月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发出《关于加强新闻队伍职业道德建设，禁止“有偿新闻”的通知》，党中央和各级新闻部门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自上而下的反对有偿新闻的全国性行业运动，新闻界首次以整体的名义向有偿新闻宣战。1997年1月23日，中宣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新闻出版署、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发出《关于禁止“有偿新闻”的若干规定》。2004年4月，国家4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清理含有不良内容广告的通知》，对媒体广告中存在的格调低下、内容粗俗、虚假误导等现象进行整顿与清理。2007年7月底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广告播放管理的通知》，要求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立即停止播放虚假违法、内容不良、格调低下的医疗、药品、保健品广告和各类性暗示广告。9月25日，国家广电总局再次严令禁播8类涉性药品、医疗、保健品广告及有关医疗资讯、电视购物节目。9月30日，广电总局发出通知，要求全面彻底地清理检查全国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违规播出下流的涉性节目。

学者们也一直致力于对上述失范现象的纠治与规避的研究，发文著述，建言献策。1980年代以来每年都有各种类别的科研课题立项，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但是，党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以及学界通力合作对媒体名目繁多的失范表现所进行的纠治与讨伐，似乎没有遏制住失范现象频发的势头。结果还是按住葫芦浮起瓢，媒体失范导致的不良现象还是此起彼伏、频频上演，或改变名头易时易地以新的式样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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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以媒介内容为惩治中心的图式

清理有关部门和学界对由新闻媒体非规范行为引发的不良现象的纠治路径，我们发现，各界别不同时期的处置方式，部分由于不具可操作性而成为一纸道德苛求，绝大多数纠治方案将矛头直接集中针对媒介内容或者说媒介产品的惩治。这些纠治方式在治理对象上存在认识误区，导致治理措施偏差。借鉴拉斯韦尔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所建立的5W模式，我们可以将这种治理思路图解为一个结构性图式（图1）。

由于失范表现以及不良社会影响均由传媒产品产生，因此在此治理结构图式中，传媒内容（says what）居于结构图中心位置，成为有关部门考量、监管与批评的中心环节。正是基于这一思路，2007年7月以来国家广电总局已连续6次以上发出禁令或通知停（禁）播一批内容低下的广播电视节目和不良广告。且不讨论广电总局这些举动程序上的“硬伤”，仅从治理思路来看，这明显是一种头疼医头的直线应急思维[46]，属于深浅不定、讳莫如深的人治式处分。因此有人戏称国家广电总局“不爱规章爱禁令”。因为，进入文化产业流程的媒介内容产品极易实现工业化、流水线的规模复制，以此作为纠治对象并没有击中其要害。结果是失范与越轨防不胜防，监管者深感鞭长莫及。

三、新闻媒体非规范行为的治理

参照迪尔凯姆的社会学分析思路，我们认为当前新闻媒体远非个案的失范现象与越轨行为，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急剧社会变化，所导致的既有规范功能性失调。也就是由于社会变迁迅捷，社会规范的更新与调适常常落后于社会变迁现实，致使社会规范对人的社会行为的规约出现结构性不适应、不平衡甚至障碍。这种结构性失衡在社会和国家层面都有所表现，是转型期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只不过新闻媒体作为公共利益表达机构及其强大的传播扩散效应，其不良后果备受瞩目，因而影响特别恶劣。所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新闻媒体的扩散特性决定，它们的正面或负面表现与作为必然广为关注。由此，对导致失范与越轨的媒体非规范行为的治理显得必要而迫切。

治理（governance）不同于“统治”（government），实质是建立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管理，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实现善治（good governance）效果。[47]在未取得自上而下的立法与体制突破之前，治理和改善由新闻媒体非正常运转所产生的种种失范现象和不良影响的现实出路，首先在于部门（行政或行业）治理方式的结构性调整。这种结构性调整就是理顺传媒监管关系，转换治理思路，即治理与监管的中心环节应该由传媒内容（产品）转移到媒体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行为上来，也就是对新闻媒体非规范行为本身的治理（图2）。

[image: ]

图2 建立以传媒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为中心的治理框架

从信息传播流程而言，就是将监控环节由产品监控往前推进到传播者与传播渠道治理上来。因为从传媒产制过程来看，传媒产品众多且刊播的时效性很强，因此对传媒生产的末端——产品的监管难度极大，充满变数，令人猝不及防。如果将治理中心环节往前推进，即通过对媒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监管来规范和治理其非规范行为，使二者成为问责主体，则是溯源性的治理措施，变守株待兔式的被动管理为主动问责治理。因为在新闻生产中，对各种社会信息进行筛选、加工、提炼、改造和塑形的中枢环节是由媒介组织及其从业人员来制定并实施的，因此需要加强媒介组织及其从业人员的非规范行为的问责查处。这方面“纽约时报－布莱尔”事件值得我们借鉴：2003年5月，《纽约时报》记者杰森·布莱尔被查出写过十数篇假新闻，旋即遭解雇，且终身不能进入传媒业。7月13日《纽约时报》刊登了7500余字的道歉文章，坦陈“这一丑闻导致了《纽约时报》的公信力跌至其历史低谷”。随后，主编和两位副主编相继引咎辞职。

其次，传媒主管部门角色定位的调整，由事后刚性惩治转变为常规弹性监管，改变媒体主管部门是媒体涉险后的消防队员的职能与形象。新闻媒体的行政主管部门的合适身份应该是执法者或裁判员，通过出台部门性可操作的行政法规，给媒体组织和从业人员形成权责对等、有权必履责的恒压态势。同时，重视行业协会的中间人角色，发挥这些机构的自律和缓冲作用。如美国传媒评估组织FAIR（Fairness and Accuracy in Reporting），通过详尽观察、跟踪媒介运作的第一手资料，对媒介的表现进行评判。

再次，完善中国新闻传媒的许可证制度和从业人员资格证制度，建立准入与退出机制。这是决定新闻媒体命运的生死牌。为了用好这张生死牌，行政主管部门有必要制定业界和社会都可以接受的契约性配套游戏规则。传媒主管部门与行业协会可以效仿交通管理部门的交通违规罚分规则思路，制定一种类似于欧洲新闻界的自律制度——传媒问责制（Media Accountability System,MAS）。[48]这一契约式传媒问责制的构想要点如下：

（1）建立行业准入与从业经营的许可证制度，利用行政和行业资源赋予同级同类新闻媒体以相同的信誉分值，例如100分。

（2）将各种非规范行为及其导致的后果通过分值加权予以量化，制定一个详尽的处罚分值明细规则表。

（3）建立一个有广泛社会参与的报刊互联网阅评、广播电视监听监看队伍，同时建立公众举报机制，使新闻媒体接受实时监控。媒体一旦出现失范现象，执法机构会同有关专家及时界定失范现象的非规范行为类型与行为责任归属，然后确认其行为性质与责任主体；根据所违反的条款细则扣减其信誉分值，并定期公示处罚结果。

（4）当媒体被分配的信誉分值因被处罚而低于某一限度时，例如80分，可以通过行政或行业渠道进行经济制裁，向社会通报并降低其信誉等级。如果媒体机构继续实施非规范行为而被持续罚分，当其分值低于60分时，则该栏目或板块自动停办。以电视台为例，当某频道累计有多个栏目因非规范行为被罚分停播，那么可以在下一轮许可证审核时，要求改组该频道甚至吊销它的播出资格。1962年，美国的WDKD电台就因其一位音乐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习惯性地开黄色、猥亵的玩笑，被FCC拒绝续签执照。

（5）建立媒体自我更正的履责形式。各家新闻媒体开辟定期固定版面、栏目时段或制定其他临时性措施，迅速更正和补救本媒体的错失，向公众反馈有关信息并回答准确性、公正性等方面的疑问和质询。如《南方周末》的“有错即改”栏目。

媒介组织也可以依照上述的治理思路，通过建立从业人员资格准入和信誉记录的方式，将由媒体非规范行为所导致的不良后果落实到相关责任人。这样，行为个体的失范与越轨行为的后果是可预期的，机会成本也是可自我计算的，而不是程序上颇有瑕疵的事后清算。当从业者的信誉分值被减到一定限度时，注销其从业资格，若干年内不得从事媒体工作。若其再从事传媒职业，必须按程序重新接受记者养成教育与训练，以重新获得申请从业资格的机会。

四、结语

规避与治理新闻媒体非规范行为的本质，是中国传媒在市场化条件下如何应对与平衡商业效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张力、宣传工具与传媒专业主义建构之间的冲突。这是社会转型期建设和谐新闻媒体艰难而重要的进程。

全面改善包括媒体非规范行为在内的传媒业界整体状况的根本出路，无疑在于法治之路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对于当前比较突出的由新闻媒体非规范行为引发的种种不容乐观的传媒失范表现与不良后果，传媒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可以通过治理思路的结构性调适而更有作为。为回应产业化产制与新媒体崛起后出现的更为复杂多元的传媒现实和快速转型的社会现实，部门需要通过框架内的规章或办法的制定，来调节和理顺监管程序，明确问责主体与治理对象。本文设计的治理方案，旨在提供一种方向性思路与启示，即对新闻媒体非规范行为的治理需要建立一套长效刚性治理机制。它以问责主体的自律性预防为主线，打通行政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壁垒，建立媒体与行业部门、媒体与从业人员的权责契约关系，形成过程治理合力和问责压力。我们期待，在问责机制约束下的新闻媒体，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实践中切实发挥和谐推进器作用。

传统主流媒体在新舆论格局中的机遇与挑战——以“华南虎事件”为例

张晓红[49]

当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各类矛盾凸显，社会舆情复杂交织，种种思潮相互激荡，社会的政治、经济诸领域出现越来越多复杂的突发事件。与此同时，新媒体技术发展方兴未艾，特别是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成熟，受众主动性增强，对新闻信息需求的差异化程度也比较高。凡此种种，构成了新的历史环境和舆论格局。

分析近年来的媒介热点事件，无不折射着新旧媒体手段的交融、互动，特别是彰显了网络媒体的巨大影响力。这样的背景下，传统主流媒体面临越来越大的机遇与挑战，其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角色也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如何在新的媒体竞争态势下创新报道方式，发挥传统优势，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是一系列值得探索的重大课题。

一、“华南虎”案例中的媒体作为

发端于2007年10月的“华南虎照片”事件是一个值得剖析的典型案例。从主角周正龙拍着胸脯以脑袋为“虎照”作赌，到陕西省一些政府官员面对各方质疑力挺“周老虎”；从国家林业厅的暧昧表态，到有官员从“挺虎”转而“打虎”；从网络惊现年画老虎，到经过调查最后真相大白。历时一年多的流变使得这一事件始终受到媒体和公众广泛关注，多次掀起舆论热潮。

综观事件发展路径：传统媒体发布官方信息后，网络上掀起了热潮，网民发表的各种言论形成舆论焦点；一段时间后，愈演愈烈的网络热议激发传统主流媒体发挥“广度”和“深度”上的优势，通过评论、深度报道等将事实引向深入，回应了网络上的观点和议论，对舆论起到引导作用。新兴网络媒体和传统主流媒体在当中扮演了各自特色鲜明的角色。

1.传统媒体：权威信息发布者

第一阶段：传统主流媒体联合政府部门设置了“华南虎事件”的最初议程（标志性事件：2007年10月12日，陕西林业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陕西农民周正龙拍得野生华南虎照片并给予了物质奖励）。这一新闻先后被央视、新华社等传统主流媒体所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第二阶段：事件从媒介议程向公共议程过渡，网络空间里轰轰烈烈的民间调查开始，而传统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报道表现谨慎。如新华社相继采写播发了《“野生华南虎照片”引起网友质疑》、《国家林业局将组织专家赴陕西镇平县开展华南虎野外调查》、《华南虎照片起风波》等稿件，无疑关注到了事件的变化，但回避反映网上争论的细节，相对网民的质疑和争论显得有些滞后和失语。

第三阶段：随着网民认定树叶与虎头不成比例，直至找出造假年画原型、组织论证造假、陕西省政府出面直承错误，事件进入中后期。传统媒体开始重新审视事态进展，多家报纸媒体开始派记者进驻事件发源地陕西镇平县，央视《新闻调查》、《焦点访谈》等播出相关节目，与此同时，包括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几乎所有主流媒体纷纷发表评述。在探究虎照作假的影响和原因，促使尽快公布真相的同时，将公众舆论渐渐引导到质疑社会公义、政府公信力、科学精神的高度。特别是发挥传统媒体的评论优势，将“虎照事件”背后的许多观念之误予以点出，发挥了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

如《人民日报》针对网民阶段性的关注点，发表网络时评，对廓清认识、促进事件往良性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新华社也与陕西省政府及公安、法院系统建立了密切联系，在公布真相、一审、二审等环节中，第一时间发布有关消息和细节，接连推出深度报道、解疑释惑性报道，充分展示了主流媒体的组织策划和报道实力。报道中充分发挥及时获取权威消息来源的优势，积极主动采访了“打虎派”代表人物、周正龙庭审律师、社会学者、普通群众等，并针对庭审情况搜集网上舆情，全面反映了周正龙案最后结局的方方面面。

2.网络媒体：提供质疑平台

网络为求证“华南虎事件”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既主动设置议程，又积极跟进，不仅作为资讯整合平台集纳了来自各方的信息，还在很大程度上承载了全方位的社会互动功能，成为这一事件的舆论主导力量。

从10月15日前后，在人们欢呼野生华南虎重归自然的时候，网民最先在天涯社区对照片真伪发出了质疑，凯迪、百度吧和色影无忌等论坛上均出现质疑帖，网友的质疑声伴随着事件的演进一直存在着。数天后，多方面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也纷纷借助网络发出自己的声音，社科院研究员傅德志在个人博客上发表署名文章，“敢以人头担保照片为假”。网络上很快出现了“打虎”与“挺虎”两大派系，网民通过发帖、跟帖、博客等发布有关新信息，并针对其他信息资源发表评论，进行互动。与此同时，相关当事人也选择间接通过其他渠道或直接借助网络发出声音。

历时一年多的时间里，各大门户网站和论坛都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密切跟踪，腾讯、网易等门户网站纷纷设立报道专题，多家知名网络论坛开辟“华南虎事件”专区，供网友就事件进行评论和提交分析情况。除了相关信息的及时发布，还通过网络强大的互动功能引发了网民的深度参与，民意得到了充分表达（标志性事件：2007年10月15日左右，网友对虎照可能经过技术加工提出质疑；10月20日左右，傅德志等专家在博客言论中质疑虎照真实性；11月16日，网友在网上贴出“年画虎”；12月2日左右，门户网站网易发布自己组织的六方民间鉴定结果）。这一过程中，各方舆论力量通过互动空间（论坛、社区）和个人发布平台（个人博客、网站）尽显网络媒体传播特色。

3.网络与传统主流媒体的整合互动

“华南虎”事件中后期，网络与传统媒体的整合互动关系正式确立，开始进入相互推动的状态。网络与传统媒体相互援引报道、互相利用对方资源、互为议题设置，实现了信息资源的共享。

一方面，针对网络空间中不断提出的疑点和举证，传统主流媒体发挥了其专业、权威的调研优势进行鉴别、查证，发表新闻或评论，并对网上的最新进展及时给予报道。同时，网络媒体以其高度的开放性、海量信息容纳力提供整合的事件脉络和详尽的即时信息，营造了注意力空间，进而引发新一轮聚焦。

二、传统主流媒体在新媒体时代的使命与责任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在对重大公共事件或灾难性事件报道的及时性方面，91.4％的人认为网络媒体最及时，仅有5.8％的人认为中央或全国性媒体反应最迅速。调查同时表明，公众认为“中央和全国性媒体对及时报道公共突发事件负有更大的社会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百姓对主流媒体的期待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从对“华南虎”事件的分析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对照片的讨论、技术解析，还是对相关部门的质疑、诘问，推动事件水落石出的主要力量是网络媒体。主流媒体尽管履行了权威信息的发布职责，但在如何更好地主导舆论、满足知情权等方面，无疑遇到了一些挑战。

当今中国社会受到许多主流价值观的考验，特别是社会形态高度分化后，制度缺失造成的不稳定容易致使许多小事件出现大结果。因此，呼吁在国家、民众之间确立担负调节、解压、疏导功能的机制或者组织，汇总不同声音，协助进行制度建构，形成有效的社会价值观。这就要求主流媒体发挥更大作用，在社会公共事务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中，利用公信力发出有力的声音，对事态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积极帮助事件处置。

同时，在时代背景、信息技术条件等的多重作用下，当今社会媒体格局和受众心理均有很大变化。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传播的覆盖面、影响力大大加强，并促动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使得社会舆论结构呈现出多层次的复杂状态。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发展迅猛，在舆论形成的过程中，正稳步从“边缘化”向“主流化”平台迈进，影响力越来越明显，在某些特殊时段和特定领域，甚至超过了传统媒体。

在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影响下，百姓获取、储存、利用信息的方式，对信息的需求、观念和习惯也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过去简单、浅表化的报道模式已无法满足更具思辨力和洞察力的民众需求，受众的独立性、差异化显著增强。信息渠道多元化的背景下，受众如果从主流媒体上得不到消息或不能及时得到消息，或不能及时得到充分的信息，就会主动通过其他方式获取有关信息，并且有意识地与主流媒体的报道进行比较。即便从其他渠道得到的不是真实准确的报道，先入为主的信息也会严重影响人们的判断，进而形成不易逆转的负面舆论。因此，传统主流媒体肩负倡导、示范、解读、抵制的功能，既要注重把握重大事件的“第一时间”，更要密切跟踪事件的发展变化过程和苗头倾向。

另外，伴随传播全球化发展，信息传播渠道和节目形态不断地突破国家、地区的地理和文化界限而广泛渗透，任何国家公民都难以完全排斥境外媒介的影响。在新媒体和国际化竞争的全新传播格局中，我国主流媒体整体竞争力较弱，存在市场份额偏小、主流价值观念传播空间不足的问题，这也使得提升主流媒体核心竞争力更具现实意义。

综上，面对人民群众对信息的新需求和舆论环境的新变化，把握新闻传播规律，进一步提高传播能力和引导水平，增强主流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努力形成正面舆论强势，就成为顺应媒体发展客观规律的必要举措。

三、主流媒体如何在新媒体时代发挥传统优势，应对全新挑战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同志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强调，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中央领导依据新闻传播的新态势和新闻舆论工作的新情况，对舆论引导工作提出的创新思想，是根据新形势下新闻传媒生态发生的重大变化提出的新举措、新方略。

1.加强自身建设，增强判断力，发挥公信力和权威性优势

传统主流媒体的首要优势在于其公信力，正是它的把关力度大成就了它的权威性。因此，首要任务是保持自身的公信力，用这一优势保持自身对舆论引导力的优势。同时要完善突发事件媒体应急机制，进一步提高报道策划反应能力、强化业务管理，平常通过加强采编队伍的职业化建设，提高业务素质，以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态度，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

在数字技术推动下，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大大促动了新闻传播的海量性、及时性和互动性。各大网站的新闻信息平台主要是及时选用各传统媒体的见报新闻，因此传统媒体在报道新闻时，就应当更加注重新闻的新、快、真的特性，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把好关，避免以讹传讹。特别是在争议性新闻报道中，增强对官方发布消息准确性的鉴别力，发挥传统媒体在与政府机构沟通方面的天然优势。对事件的本质进行科学思考，站在政治的高度厘清认识，统一思想，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显现出权威性和指导性。

2.发挥评论、议题设置等优势引导舆论

在进行客观报道的同时，传统主流媒体应将媒介议题与公众话题相结合，建立热点和敏感问题的舆论引导机制，加强设置议题主动性。一是围绕涉及面广、关注度高的重大问题和敏感问题，有针对性地疏导民意、释疑解惑。二是对日常生活中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进行常态引导。既不能脱离公众话题，也不能完全被动地接受，要来源于群众话题、高于群众话题、引导群众话题，将传播规律与受众特点相结合，不断制造正面的新闻热点，减少和引导恶性热点，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性和话语权。另外，对已经发生的各种敏感问题详尽解读、及时回应，避免、消弭可能引发的又一波后续“敏感”。

当前，网络新闻的跟帖已成为报道的组成部分，有的热点新闻的海量跟帖甚至比新闻本身分量还重。所以，传统媒体在报道新闻时更应当注意舆论引导,对可能引发热议的热点新闻和敏感话题，有针对性地做舆论引导工作，第一时间配发评论，以免网络言论因为缺乏引导流于情绪化、偏激、片面。在传统媒体的言论版面和专栏设置上与时俱进，学习网络评论一些好的做法。

3.善用新媒体，提高新闻发现力和采集力

新兴媒体独特的传播优势和传播潜力，在对传统媒体形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形成了丰富的社会信息资源网络，既为受众提供了信息交汇平台，也为新闻传播提供了更加丰富多样化的互动理念和工具。如在“虎照事件”中，傅德志等“打虎派”和关克等“挺虎派”的博客，甚至一些网友的帖子，都取得了罕见的关注度和浏览量，并被传统媒体大量转载引用，其提供的事实和观点，对整个事件的发展、演变都起了很大的主导作用，将网络在新闻中的影响力几乎发挥到了极致。因此，主流媒体应研究其特点，加强信息传播手段的更新和改造，积极掌握和运用现代传播手段，主动出击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加强自我能力建设，增强网上舆论的正面宣传和影响力。

为此，传统主流媒体一方面要借助自身的品牌效应，打造自己的新媒体平台，在新兴渠道中发出主流媒体的声音。目前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网，新华社主办的新华网、新华手机报，已成为新媒体中的主流媒体品牌。另一方面，加强与主流网络媒体舆论的互动，形成多种形式的互补和联合，借助新媒体舆论空间的优势，使主流舆论在社会公众间迅速扩散。此外，还应关注舆情,建立健全和优化网络舆情信息工作，打造敏锐而广泛的触角，加强对重大网络舆情的捕捉和分析，提高舆论引导的主动性和针对性。在报道中根据网上反应的强度跟进真相披露或谣言澄清，避免缺位、失语。同时，在传统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可尝试引证或将具有可信性的论坛文章、博客内容作为消息来源，增强报道的全面性。

互联网上的隐私暴露及其传播心理学思考

张晓辉[50]

提要 互联网成为继报纸、广播和电视之后的又一个暴露隐私的平台，本文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如下：

互联网上隐私暴露的形式包括网络日记、盛行于网络间的自拍与他拍图片、利用隐私暴露的网上个人求助行为以及北京奥运明星秀。在对隐私暴露的不同形式进行评价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需要关注：第一，整个社会的隐私观以及性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二，推动隐私暴露的强大力量是窥探他人隐私的强烈欲望以及个体需要他人认可的动机；第三，互联网的性质不仅模糊了隐私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界限，而且使得隐私暴露的负面影响不断扩大和具有持续性；第四，在社会转型期，新的社会规范没有确立和完善之时，人们很容易出现失范行为，而人们行为所遵循的尺度带有随意性、个人性和盲目性；第五，对网络媒体社会责任的强调再次凸显出来，网络媒体自身的理性和道德操守起到关键作用。媒介的道德责任、良知和正义是媒介正确引导舆论的重要前提。

目前的中国社会，私人生活正受到空前关注，针对私人的服务业也活跃在人们的生活中。人们对隐私已不陌生，它成为媒介曝光率很高的词汇。互联网成为继报纸、广播和电视之后的又一个暴露隐私的平台，网络传播中的隐私问题研究在互联网兴起后很受关注。由于互联网具有开放性和互动性，所以网络传播中关于隐私的问题有几个突出的方面，一是普通人的隐私更容易被放到网上公开和宣扬；二是个体容易成为传播他人隐私的传播者；三是网络服务商、内容服务商与传播他人隐私者共同进行的隐私暴露。对互联网上隐私暴露问题的研究依旧是传统的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范式，即暴露（公开）—侵犯—惩罚与保护并存，本文拟就互联网上隐私信息暴露的形式、网络评价，以及相关的传播学和心理学思考几个方面加以分析，以期说明媒介多样性背景下，互联网使用中的价值和限度以及网络媒体的责任。

一、互联网上隐私暴露的形式

（一）网络日记——人们可以利用的暴露隐私的空间

以往把日记和信件锁在自己抽屉以防大人们随便翻看的日子证明我们渐渐长大成人，想要独立的生活空间了，这些隐私像宝贝似的被藏起来，连最亲的人都躲避，更何况要示人，而且还是许许多多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但现在人们可以通过网络日记的形式把自己的隐私暴露出来，而且还能很好地保密身份。网络为大家提供了一条有效倾吐内心世界的途径。那些比较受欢迎的网络日记也被出版社看重，刊印出来。

1.网络日记是博客的一种，属于传统日记型

博客，一种快速更新的个人网站，是blog的中文名字，2002年8月，blog概念和理念开始在国内全面引介。传统日记型是指作者随时写下每日生活中的所思所感，同时也加入生活照片，非常具有个人化特征，带有感性色彩。博客为人们提供了表达个人思想和情感的网络空间，当人们创设了自己的博客私人网页后，就可以此为平台记录自己每日生活的点滴，并能被他人阅读。

2.网络上的“木子美”

木子美是南方某杂志的专栏编辑，2003年6月19日在中国博客网站开辟个人空间，公布了自己的性爱日记。因为其日记主要描写了自己性经历方面的隐私，触及人类最私密的两性关系，并在一篇日记中大胆直白地公开了性爱对象的姓名，自此成为焦点人物。木子美的个人主页和博客网站的访问量大增，一时成为中国点击率最高的私人主页之一。

随后纸质媒介和网络媒介联动报道此事，并在网上公布了专访内容和她本人的照片，木子美迅速成为公众人物，而且备受争议，网上热评如潮。外界把木子美的生活态度、“写作”方式所引发的广泛争议和探讨，称为“木子美现象”或“木子美事件”。“木子美现象”出现后，网络日记也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一时盛行，且发展到今天，已成常态化的表达内心世界的方式。

（二）盛行于网络间的自拍与他拍照片

自2002年开始，自拍图片开始在互联网上流行，除天涯社区、猫扑网、西祠胡同和网易等成为自拍图片的发起网站外，还出现了专门的自拍网站，如拍客网、365自拍网、花王自拍网等，发帖率和点击率都很高，自拍照片花样百出，有些还很露骨。[51]芙蓉姐姐是2005年的网络红人，芙蓉姐姐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的照片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并陆续涌现出一些具有相同行为的个体。

（三）利用隐私暴露的网上个人求助行为

2005年9月15日，西南大学女大学生陈易以“卖身救母”的ID在天涯社区发帖求助，为了救自己身患重病的母亲，她“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此后，她陆续收到网友捐款10多万元。在天涯上发帖寻求资助的还有重庆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周安华，他和父亲也收到了捐赠。2006年9月，一个网名叫“意悠然”的女子发布一条名为《忍辱生下孩子，奢望宝宝能见父亲一面！》的帖子，以三千多字的篇幅述说了她与一个24岁的男子在网络聚会上认识、同居并怀孕的过程，但因为其自身方面的原因和男子家人的反对，最终没能结婚，男子也突然消失至今没有出现。在生下孩子，与男方亲属交涉无果后，“意悠然”选择了“网络通缉”的方式找人，公布了孩子父亲的身份证号码、出生地，以及毕业学校和时间，以期找到他，让其承担责任。“网络通缉令”迅速掀起轩然大波，上百万网民卷入了这场纷争。

（四）北京奥运明星秀

拍写真一般来说是娱乐圈里明星们的行为，探寻私人生活也多是针对影视明星等公众人物，而这些传统意义上的认识应该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来临而多少被修正，在本届奥运会期间及之前，已被明星化了的奥运冠军不断被推到网上展示其与赛场迥然不同的另一面，千龙网、搜狐、腾讯、网易分别公开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卫冕冠军张怡宁艺术照、写真集，并这样描述：“冷小丫”张怡宁写真，清纯靓丽、楚楚动人；两届奥运女乒单打冠军张怡宁时尚写真，怡然宁静，造型多变身材好；冷美人张怡宁写真，宁气逼人。以前曾有已进入娱乐圈的奥运冠军刘璇和羽毛球世界冠军龚睿娜网上流传的写真集，这对体育明星转型做娱乐明星来说不算新闻，但对正值体育运动生涯巅峰的张怡宁来说是新闻。互联网上的奥运报道，少不了对新晋冠军私人生活的一番考察，无论是事实还是绯闻，总之它已成为被人热读的焦点新闻，如郭晶晶和霍启刚、李小鹏的准岳父岳母，等等。

二、人们如何评价隐私暴露行为

对于网络上的隐私暴露，不同的形式所产生的结果和带来的评价是有差异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去面对所有的问题。互联网打开了人们随意表达态度和想法的大门，支持的、反对的、客观评价的、冷眼旁观的，等等。

带有感性色彩的网络日记成为一个倾诉、宣泄情绪、建立新型交往关系的渠道，由于博客具有个人性和公共性的双重性质，当人们把属于个人领域的日记放到网络这一公共领域上，让更多人知道这些隐私时，它的影响将远远超过一般的私人日记。

人们对待木子美的态度呈多元化，有持不干预态度的，有持非常赞同态度的，有持反对态度的，有关心和同情的声音，还有平和的声音，对其评价具有性别差异，许多女性从性面前男女平等角度对她表示理解和肯定。总体看，这些评价具有更多的宽容。

对于网络上的个人求助行为，在事态发展中，一直伴随着人们的同情、捐助、质疑和指责，甚至到了对人性善恶的追索。

无论是自拍还是他拍，其结果都是向他人展示了自己，而一些人是以娱乐的心态来点击照片的。对芙蓉姐姐的评价表现出很明显的支持和反对，有人认为这种行为是暴露身体与隐私。有人说“虚荣心谁都有，但要面对现实……她的自信只是来源于她的幻想，她这种人只能生活在自己的幻想里，没有面对现实的勇气！！”支持的观点是“我很佩服芙蓉，她很真诚，她给我们带来了快乐……作为一个人来说没有十全十美的，芙蓉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她的美正是因为她的勇气，和她对美不断追求的信心……”[52]

对于奥运冠军写真照的反应带有明显的喜欢与不喜欢的情感，前者呈现出“偶像与追星”的关系，后者则是带有讽刺意味的表达。

三、互联网上隐私暴露的思考

1.价值观的变迁——人们的隐私观念

人们对待隐私的观念和接受的程度在不断变化着。1956年，《解放日报》转载了香港《大公报》上著名越剧演员范瑞娟撰写的《我的丈夫、我的蜜月》一文，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东海舰队有些读者甚至认为《解放日报》出了大问题，竟提出要“保卫党报”。现在看来这种报道是很常见的，特别是对公众人物私生活的关注和报道。人们已经不再惊奇公共场合年轻人的相拥相吻、各种暴露的服饰、期刊的性感人物封页、各种整容技术的宣传、带有情色意味的影视图像和广告片镜头等等，这在二十几年前几乎是没有的。1998年以“隐私”为标志的各种书籍出现，把个人的私密生活无畏地推向前台，报刊上的家庭纪实类文章也逐渐增多，吸引读者。社会上寻找初恋情人的公司比那些征婚信息更大胆直白，还有些年轻人甚至需要制造求婚浪漫情景的个人服务。

人们观念的变化与整个社会宽容度是相辅相成的，价值观的多元现状与社会宽容度的日趋提高，给了隐私公开者一定的理解和尊重。

2.暴露隐私的心理动因

推动隐私暴露的强大力量是窥探他人隐私的强烈欲望以及个体需要他人认可的动机。

“隐私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它必须由认为它是隐私的当事人紧紧隐藏，人的生活由于有了隐私而不可思议地被扩大，因此隐私也就成为个人的精神财产。正是因为隐私具有排他性，是被隐藏的，暴露隐私才具有吸引力与价值。”[53]窃听器、针孔摄像头、适于远距离拍摄的相机等等科技产品的产生和随意买卖，营造了一种容易被人偷窥和偷窥别人的氛围。

“偷窥他人隐私”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一般说来，主要原因有这样四类：第一类是由于人的性别差异所带来的对异性的好奇心。第二类是由于知道自己与别人不相同，在个体的差异下想去了解他人的隐私，目的是了解别人怎样，以对比自己的状态，得到一个确认。第三类是由于受到利益的驱动而刺探别人隐私的，这一种更具有社会性质。第四类是当事人法律与权利意识的缺失，他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好的，是侵权的。[54]如果没有公众强烈的窥探他人隐私的欲望，网上隐私暴露就失去了重要的心理根基。

另外一种促使隐私暴露的动机来自传播者自身。“自拍的心理基础，简单地说，是吸引他人的注意。当很少有机会让大家关注时，网络自拍提供了途径。人们都有被他人注意、肯定与欣赏的渴望，自拍展现了一种自我认同。”[55]

3.互联网的特性使得隐私暴露更加容易

正如学者所说，“特别是电视与网络传播，构成了最为广泛的公共领域，提供了从未有过的信息共享，它们将原来属于各个社会层面内部的场景推到了前台，从而整合了信息系统。声调和画面，无论经过怎样的准备，一旦显现，情感、情绪的隐秘就不可能完全被遮蔽。以往被间隔在人际交往和印刷传媒狭小空间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某些地点和方面的神秘正在消失。公开与私下场合的模糊，使得社会对许多模糊的社会类别给予了更多的宽容。”[56]

互联网不仅模糊了隐私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界限，而且使得隐私暴露的负面影响不断扩大和具有持续性。人们对网络媒介的认识和使用逐步加深，网络带来了便捷的生活，在互动与信息的可控性中，人们感谢这个共享的空间，而当一些隐私文字和图片超越个人界限，在这里轻易公开出去后，将造成循环刺激或伤害。互联网上信息有很多来自个体，当没有明确的规范让人们遵守并内化于心时，对使用者个体的约束力就会下降。总之，网络的虚幻和不确定性给人提供了释放情感、展示勇气和发泄怒火的缺口。网络的匿名性和隐秘性又使人们信任它可以承载隐私、展示赤裸的自我、宣泄隐秘情感。同时，其易得性也使现代群体中窥探他人隐私的需求非常容易得到满足。[57]

4.社会转型期的失范问题

当个人与团体的纽带脆弱或消失时，个体处在一种失范状态之下。在社会转型期，新的社会规范和新的适当的道德秩序框架没有确立之时，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人们很容易出现失范行为，而人们行为所遵循的尺度带有随意性、个人性和盲目性。我们的整个社会偏向物质取向，冠以隐私的书名销路很好，刊登与隐私相关的内容的报纸更好卖，这样的网页的点击率也会更高。在市场因素的影响下，逐利的经济动机被认为是很重要的方面。盲目追逐物质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人文关怀和道德修养，人性中的浮躁与虚荣显现出来，导致目标和实现目标所用手段的非理性选择。重建社会秩序，强化人们的道德意识以及人类美好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比如说善良、崇高、正义、公正、责任，使人们在追求舒适便利生活的过程中，享受幸福生活，感受到社会整合的力量。

5.网络媒体的社会责任和舆论引导

面对网络上的隐私暴露，对网络媒体社会责任的强调再次凸显出来，在没有外力强制即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政策的约束下，网络媒体自身的理性和道德操守起到关键作用，而媒介的道德责任、良知和正义是媒介正确引导舆论的重要前提。

媒体是要声音的，是要表达价值和立场的，这在人们极度依赖大众传媒的今天尤其重要，大众媒介具有的引导和指导功能也是大众传媒的力量所在。大众媒介没有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客观的判断，就会给大众带来不确定性和困惑，尤其是在社会急速变动的时期，媒介应该发挥其最大的价值。当人们的情感失控的时候，传媒的理性控制就要显现出来，如果公众不理智，大众传媒不清醒，那么公众的不理智程度将极度增大。另外，大众媒介把关不严、默许不良行为甚至是推波助澜的话，将产生严重后果。在国家的网络管理法规渐待完善的过程中，网络媒体应该进一步提高道德认知水平，要对自己的网络行为负责，以道德自律作为行为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有道德的媒介是有责任感的、有所担当的媒介，同时也是具有公信力的媒介，目前中国的网络媒体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从心理学上说，隐私暴露反映出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健康社会的创设，健康社会的成员不仅身心健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以及良好的调节情绪情感的能力，同时是健康快乐的，有明确的生活目标、积极乐观的态度及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意志，在追求中完善自我、快乐生活。健康的社会成员互动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更有助于社会的管理和社会理想的实现。在创设健康社会的过程中，大众传媒依然是重要的力量。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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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浪网

新锐期刊、休闲文化与新阶层

苏桂艳[58]

摘要 新锐期刊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休闲文化和新阶层互动的结果。休闲文化为其提供了宽松多元的文化背景，其创新性和闲适色彩也成为期刊的重要特色，新阶层则成为支持与决定新锐期刊发展方向的核心受众，期刊也给予新阶层以言论的讲坛。这股创新之流源自欧洲，经过香港中转到达内地。承香港《号外》杂志和“香港杂志新浪潮”的影响，充满实验色彩[59]和青年亚文化风格的新锐期刊纷纷涌现。《新周刊》和《生活》是现今中国新锐期刊的代表。新阶层的批判性思想渗透进新锐期刊的编辑风格中，而它的脆弱性也表露无遗。对新阶层所拥有的对先进的生活方式的倡导成为新锐期刊影响读者、影响未来的有力手段。

所谓“新锐”期刊是相对于用传统的方法和观念来编辑期刊而言的，“新”是指新鲜的态度、创新的精神，而“锐”就是要比较准确、犀利和有相当的勇气。[60]新锐期刊大多是定位于文化生活的概念类刊物，在版面设计、编辑理念、生活方式的倡导和经营操作方式上独树一帜。期刊整体所呈现出的新锐精神使其成为期刊群落里的高地和舆论领袖。

新锐期刊具有两个重要特征：其一是创新性，期刊界名人令狐磊形象地称之为爆炸性。“最佳的杂志其实就是让读者感受一次explosive的绚丽。它们都是有核心而富有的思想和精神亟待爆发，它们都有严谨理性的版面构成元素形同爆炸品的内部构架，它们都有能量让人堕落其中进入能量黑洞中……页面的物理装订中透露着无穷的能量。”[61]创新所产生的陌生化效果冲击受众的感官、刷新受众已有的阅读经验。其二是“闲适”。随着休闲时代的来临，人们的闲暇时间增多，“闲适”成为一种时代特质，各种休闲产品包括期刊也必然将此作为核心特色。笔者认为国内最能体现休闲精神本质的莫过于香港《号外》的编辑理念。“《号外》只是世界中文出版史上最有型最literate的文盲杂志”[62]，内地几乎所有的新锐杂志在创刊初期都曾模仿或曾参考过它的编辑理念和操作方式。“黄源顺从不让《号外》承载过于沉重的责任，他永远挂在嘴边的词也是《号外》的灵魂——leisure（闲适）。”“《号外》的理想便是每次给香港人一个surprise（惊喜）。”[63]《号外》从不给自身设限定义，但竭力做到每次都给读者带来新鲜和喜悦。

创新是休闲时代新锐期刊处理刊物本身与世界和受众关系的出发点，而闲适则是最能体现休闲本质的一种态度。瑞典天主教哲学家皮普尔的《休闲：文化的基础》,被誉为西方休闲学研究的经典之作。他认为第一，休闲是一种精神态度；第二，休闲是一种为了使自己沉浸在“整个创造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第三,休闲是上帝给人类的礼物，要人类从容地纳取。[64]可以简单地总结为充满创造性的从容的生活方式。新锐期刊努力成为休闲本质的载体并将其发扬光大。

这股期刊的创新潮流来自海外。正如上个世纪的电影新浪潮来自欧洲，杂志的新浪潮也同样来自欧洲。杂志的主题大致有两类：一类充满人性关怀，如法国巴黎的都市风格季刊WAD，美国纽约的人物风格杂志Index，英国文字风格杂志Zembla等。最有代表性的是1991年创刊的Colors，一本意大利著名品牌贝纳通旗下的杂志，将影像用主题化方式编辑，而主题的设置突出争议性、震憾力和影响力，如战争、暴力、AIDS等。另一类则以“玩耍”做主题，充盈着返璞归真的游戏精神。封面设计和内文都以“玩耍”做编辑资源，甚至将此作为终极目标。荷兰的BABY!是概念型时尚季刊，曾出过一期《怎样花掉十亿美金》，声称“你有10亿美金——没错在这些好玩分子眼里，你有10亿美金！”法国Games卷首语：“时尚是你每时每刻玩的游戏，问题是每天你都得被它玩得筋疲力尽。”2007年7月《新周刊》专题是《玩吧，中国》，介绍小资、新富的各种玩耍方式。这类杂志的发行量和阅读量并不大，但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辐射力。究其原因，除了它们拥有深厚的本土历史文化积淀和悠久的办刊历史，欧洲提早进入休闲时代也是至关重要的原因。休闲时代，创新和游戏精神都成为重大的主题，两者有时互相渗透且重合。

新锐期刊的休闲精神体现为价值理性的回归与张扬。马克斯·韦伯把人的社会性行动分为理性和非理性行动，而理性又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是指人的行为合乎自己本性与愿望的选择，而不是受到他人或外在因素的影响。它与个人看得见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从某种程度上看，工具理性是一种更接近于人的本能的理性。价值理性主要是以支持或确定终极目标为主，而不计算现实的利益得失。它不以个人功利为目的，为了追求美德的、审美的、宗教的目标，甚至可以牺牲眼前的利益。他认为只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保持平衡，社会才能正常发展。[65]人类生存发展的过程中，“现代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工具理性为主导思维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复制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亦步亦趋的充满生存焦虑的模仿成为至关重要的手段。而当社会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休闲时代来临，创新就会成为一个压倒性的大主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腾飞是以抛弃传统人文精神为代价的。古人对理想人格的推崇是“内圣外王”，而现今中国“市场为王”的主导概念使经济型人格占主导地位。西方由于比较早地实现了工业化，重建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提早进入休闲时代。发达的资本主义亦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们拥有更多闲暇时间，休闲文化张扬其中。这类杂志也往往最能体现休闲文化的本质，接近游戏和自由本质的创新随之而生。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特别是欧洲成为众多领域创新地的原因。

香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背景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枢纽。香港期刊界，最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2002年杂志新浪潮”。当时“亚洲金融危机”逐渐成为过去，香港经济的信心也逐渐上扬，一群充满朝气的年轻人急于将自己的新锐理念和对生活的青春感悟用期刊做载体加以表达。一时间出现了众多充满时代“潮”气、注重视觉快感与自我表达的新锐期刊。《士多》（充满个人化、设计化和香港本土化色彩）、IdN（永远给予你新鲜感的视觉设计杂志）、CREAM（将物质和流行品牌与商业文化很好地结合）、JET（潮流与文学的合体）。对于这一浪潮，《号外》总编辑黄源顺总结到：“创意是受欧美、日本杂志的启发，再回归到自己的杂志中”，“其实现在做杂志的很多人是学时装设计出身的”，“我们这几年做创意的经验是，现在大家都不是用杂志的语言去想。”[66]借鉴和创新是香港杂志新浪潮产生的重要原因。这些期刊都以反传统的编辑方式编辑，以边缘化的姿态逼近主流，以实现对主流理念的冲击、浸润甚至颠覆。融合着强烈的实验色彩和青年亚文化的气息。令狐磊曾这样评价这类杂志：“执著的‘相异性’追求，创新的不同风格演绎，着迷于视觉节奏，向生活原型靠拢深入，某种个人或小团队的感触。”[67]而这股新鲜的气息与经济的繁荣、人们生活的富足息息相关。工业社会抑或后工业社会，青少年拥有较长的学习时间和成长空间，而不必过早为生存考虑而牺牲自己的奇思妙想，而休闲文化的渗透又催化了种种的奇妙想象充盈于期刊版面中。

受香港杂志新浪潮的影响，国内年轻人也尝试自己创办杂志，一时间，独立杂志、“潮”杂志、电子杂志纷纷粉墨登场，表现出的新锐精神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但其创办的冲动性和缺乏计划性令许多期刊成为昙花一现，笔者认为能真正地稳健地体现新锐精神的代表期刊应属《新周刊》和《生活》。

《新周刊》自称历史的观察家和记录者、时代的“体温记”，一心做同行眼里的“话源发源地”和受众眼里的“观点供应商”，“10年里，这本自我定位‘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以各种抢眼的概念带来新鲜的撞击，引导读者关注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社会趋势。”[68]《新周刊》敢于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判断，预言结论，非凡的勇气、敏锐的判断力都是其新锐的具体表现。《生活》创刊于2005年12月，是《号外》的内地版。“《生活》便是《号外》踏入第三十年后的一个升华结晶，一本终极杂志。”声称其灵感泉源和精神支柱是我们优越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是当今中国以至全世界唯一一本关注心灵、提倡“心生活”的杂志。从表面看，两份刊物差距非常大，无论是办刊宗旨、编辑方式、文字风格都有很大区别。《新周刊》向前看，预言未来，风格轻快、躁动；而《生活》向后看，追述历史积淀，风格凝重、深沉。《新周刊》的小开本、密集的文字、匆忙的判断都是针对“行”在路上、精神紧张的时代人的充饥的“汉堡包”；《生活》月刊的大开本、少而精的信息传递、从容沉思的文字风格都是针对“倚坐”在沙发上以享受的姿态阅读的精神贵族们的一杯清茶。但两者之间其实又一脉相承。《新周刊》在创刊初期曾刻意模仿过《号外》，曾任《新周刊》主笔的期刊界传奇人物令狐磊，对《号外》的评价是“最悠闲、最literate的文盲、最乐天、最简单、最细节化生存……这就是最‘号外’”[69]。2003年，香港《号外》被内地现代传播集团收购，令狐磊被挖去做《号外》内地版《生活》的创意总监。《生活》对传统文化的回归，附和了“传统文化复兴论”的潮流，这是最近几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关注民族历史、整合精神文化教育的一种趋势，是一种“否定之否定”。而其对“禅”的精神的提倡，纯粹的白纸、黑字、大图、留白的版式，运用“减法原则”的编辑手法引导读者向纯粹阅读的方向发展，都体现了一种新锐精神。

两者在受众定位上更是惊人地相似，《新周刊》在2006年第16期曾评出“十大首席读者”，其中一个博士、一个硕士、三个传媒工作者、一个儿童文学作者，其余的也基本上是“文化人”。而《生活》号称“都市知识精英专享的优质精神读物”，白领定位明确。《生活》出版人许知远曾说，他理想中的读者是40岁，文中“大块头”的充满哲理和思辨的文章也是有经历的人才能读得懂悟得到的。《生活》月刊在机场卖得好，也从侧面证实了这样一个道理。那里是该杂志核心读者经常出没的地方。他们在30-40岁间，是受过大学教育，从事与文化有关的工作或是文化素养较深的成功人士。这正是这类期刊核心读者的标准画像——典型的白领定位。中国的白领与西方一样，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白领”是这个社会中所谓受到过高等教育、有良好的私人修养、工作自由度较大、收入相对较高的中产阶层。他们以工具理性为主导方式，靠自己的技能或知识攀到了社会上的一个白领岗位。“现代知识匠出现的一个重要事件是革命组织的形式的变化。革命本身变成了一种由‘工具主义理性’推行的技术。”[70]而中国白领日渐壮大，成为经济社会举足轻重的一个群体。“目前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人数约为7500万人……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者。他们掌握或者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和40％的进出口贸易总额、69％的出版发行。个体私营经济占GDP比重已超过1／3，部分地区达到80％以上。预计到2010年，非公有制经济将占全国税收的50％。”[71]经济生活中脱颖而出的知识白领，在获得前所未有的独立地位的同时，也在新锐期刊中获得了青睐和瞩目。他们成为各类专题和话题的主角，他们的成长经历成为典范，他们的生活方式成为都市生活的指标。

这类白领是中国新阶层的典型代表。“新阶级是一个有瑕疵的普救阶级：新阶级是精英主义者，追求私利，以其专业知识来获取自身的利益和权力，并控制自己的工作状况。然而新阶级也可能是历史迄今发给我们的最好的一手牌。”[72]米尔斯在其著作的开头就写了这样一段话：“正是在这个白领世界里，我们才能找到20世纪生活的主要特征。由于他们在数量上日益表现出来的重要性，白领职业者已推翻了19世纪认为社会应由企业主和工资劳动者两部分人组成的预测……他们是一群新型的表演者，在供他们表演的舞台上推出的都是20世纪的主要剧目。”[73]《新周刊》每期的专题都有着鲜明的倾向性和针对性。对新阶层的关注更是堪称期刊之最，主要有三类内容，一类是在新阶层刚露头的时候，将他们推到公众的视野中，如2002年1月第122期“阶层之谜”；2003年1月第144期“中国：一个新兴阶层的诞生”；2008年9月第282期“高调隐居——新富阶层的田园想象”探讨新阶层的生活方式；2003年7月第156期“同学会：第四种关系”；2007年8月第257期“有一种毒药叫成功”；2008年7月第279期“穷忙族：上行社会的职场瓶颈”，甚至用个案的方式来分析；2008年2月第269期“说不清——窦文涛，一个话痨的十年”。针对新阶层内容的小文章更是随处可见。而《生活》月刊则更多地关注大师、教师、作家等知识阶层，担负起民族、国家的重大责任，注重思想的启蒙和传统文化的复兴。宗教、大学、音乐等充满人文精神的、带有终极色彩的话题比比皆是。2006年9月专题“传承·导师”，2008年3月主题“启蒙与复兴”……充满精神的光芒和睿智的思考。《号外》同样关注白领阶层。“《号外》每一期的专题越来越受到中产读者的追捧，而专题的诞生往往来源于两个渠道：一是随心所欲天马行空的驰骋想象；另一便是纯粹出于商业上的考虑，如12月的圣诞特辑等，一定会呼应广告客户的要求。”[74]新阶层已经成为新锐期刊的主流受众，对新阶层的刻画一方面拓清了他们的面貌，另一方面也对他们的成长发展画出了蓝图。

关于知识分子文化，萧士认为包含了四个要素：科学主义、浪漫主义、革命主义和民粹主义。它们都有各自潜在的异化。[75]这种文化所培育的潜在的异化以批判式文化表现出来。“批判式言论以一个明确的言语行为为中心：确证。在这种文化中，原则上没有任何事物是不能受到讨论和质疑的……这种规范是新阶级共有的意识形态的深层结构。”[76]《新周刊》在充分了解历史的基础上，撇开历史牵绊，厘清、突出、定义生活趋势和概念，这是一种典型的确证的言论方式。“批判式言论文化使所有基于传统社会权威的言论失去了权威性，同时将自己树立为所有‘权威’言论的标准。”[77]这种言论方式也有很强的两面性。“由于要求自警和自律，批判式言论文化有助于培养知识分子的反省精神，却容易让人失去温情和自发性。而且这种反省强调要调节行为以符合某些适当的规范。”[78]“新阶级承载的批判式的和谨慎的言论文化，是一种划时代的有助于解放的理性。这种新的言论文化是批判既成统治的基础，也有助于摆脱传统，但它也播下了新的统治的种子。它的讨论是一种蹩脚的辩论机器，会压制和扼杀想象力、灵活性和表现力。”[79]这些阐释，与新锐期刊的表现非常契合。新阶层是新锐期刊的核心读者，新锐期刊成为新阶层的言说者，两者互为体用，荣辱共享，不可分割。

这种批判式的和谨慎的言论文化的背后是白领阶层的身份焦虑。C .怀特·米尔斯在其名著《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这样描述白领阶层：他们的内心是分裂的和支离破碎的；他们的经济地位必须依附于更强大的势力；他们缺乏组织性和独立性。新锐期刊努力表达的自信正是中国现时新阶层的处境造成的。新阶层缺乏归宿感，缺少积极的政治及社会归属意识，基于情感诉求，他们需要不断地证明给人看，需要靠不停地确认、不停地阅读和言说来缓解个人的孤独和身份的焦虑。“白领阶层的身份焦虑除了来源于人格与文化意义上的依附外，还来源于对自身身份丧失的忧虑。当然，这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依附，才时刻面临被抛出白领这一阶层的危险，而被抛出的危险又再度增加了依附性。”[80]作为白领的代言人，这类期刊在传达新锐精神的同时也透出脆弱，《新周刊》似乎“高处不胜寒”，已经疲于贩卖新概念而向新闻周刊靠拢，《生活》的50元定价及对形式的极致追求冲淡了对内容的重视。充满厚重历史感的文化传统一方面支撑起制作群体的自信心，另一方面充满心机地将下里巴人与世俗生活排除在外，弥漫着空旷和清高的气息。

能使新阶层增强自信的只有自身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代表着时代发展趋势，“……生活方式实际上是人的生成方式和人自身的需要满足与实现方式，因而我们才说生活方式是把握社会和人自身的基本方式。”[81]衣、食、住、行、娱乐是人的生活方式的具体化。新阶层对先进知识的把握和世界观的未来意识，融合在新锐期刊中，新锐期刊将新阶层对生活方式的预见和实践化在资讯里先入为主地传播给受众，以达到倡导先进的时尚的生活方式之目的。期刊对信息的沉淀、进行理性分析的方式、与受众深入细腻的接触方式、饱含人生价值观和人生感悟的主观理念，都会对受众的生活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两者形成积极互动和高效的交流沟通。在纸质媒体因为电子媒介的冲击而生存愈显艰难的当下，新锐期刊的个性化和差异化生存策略也愈加成为制作者最费脑筋的问题。作为休闲文化的承载体，在包容多元生活方式的同时高调演绎着现代生活方式并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是以‘生活方式圣经’出名的，人们喜欢看《i-D》，因为他们可以从这里获得灵感和激情……时尚只是一个借口……我们总是以全球视角寻找创新点。”对美国文化功勋卓著的《花花公子》，它的创办人一直就声称自己的杂志是一本倡导生活方式的杂志。新阶层大多是靠自我奋斗进入上行社会中，他们的生活方式带有强烈的自足性和开放性。而新锐期刊对生活方式的倡导具有深刻的心理学意义。香港《号外》对“leisure”生活的倡导，是对“忙碌”的现代生活的调节，《新周刊》以一个观察家的身份来看当下生活，《生活》以旅行者的目光来思考和感悟历史，都与当下生活拉开距离，形成一种超越性。这种超越性让我们忘却现实的牵拌和烦恼，使精神无拘无束地游弋在创意的天空中。

拥有自觉创新品质的新锐期刊，秉承新阶层蓬勃向上、一往无前的朝气，体现休闲时代的鲜明特质，向世人昭示着一股清新的生活之流。它毫无疑问地将影响我们的生活，就像《i-D》主编所言：“杂志可以影响读者，这些读者可以影响社会的未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影响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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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容真人秀：商业逻辑下的身体消费

曹 洵 罗 昕[82]

摘要 国内整容真人秀节目遭到禁播，其内在原因在于这种节目类型在商业主义逻辑力量的操纵下，不惜利用血腥、情色、隐私等元素来迎合和刺激大众的低俗口味，实现身体消费的资本权力。本文运用波德里亚有关“身体消费”理论，在厘清“身体消费”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节目流程的解剖，从选手选拔、环节设置、包装方式等方面，深入分析了整容真人秀类型节目是如何在挑选、改造、包装、展示的过程中，对女性身体的符号价值进行多重盘剥的。揭示了在资本权力操控下，女性的身体难逃被大众传媒利用，落入商业消费主义的槽模中，而整容真人秀节目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一、国内整容真人秀：“美丽神话”的退场

2007年8月底，国家广电总局明令禁止了整容、变性节目的制作和播出，包括《美丽新约》在内的整容真人秀节目一时间受到停播处理。

整容真人秀类节目近几年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兴起，是选秀节目的一种最新细分类型。节目首先在普通人中选拔少数幸运者成为参赛选手，接着为选手进行免费整容手术、康复训练、心理辅导等，再让选手通过竞赛互相淘汰，最终胜出的将获得再教育基金、签约演艺圈等优厚奖励。目前该类节目中比较成功的有美国广播公司的《改头换面》、MTV频道的《我想要张明星脸》以及福克斯电视网的《天鹅》。国内媒体也闻风而动，迫不及待地直接引进了这种节目形式，从2005年至今短短几年时间里，电视、报纸、网络各种大众传媒都积极参与其中，出现了华娱卫视《美丽起义》、湖南经视《天使爱美丽》、天津卫视《化蝶》、湖北电视台《花落谁家》之《看我72变》、新快报《天鹅PK秀》、新浪《百人变脸》活动，以及广东电视台公共频道《美丽新约》等一批同类型节目。但国内的整容真人秀电视节目从理念、流程，到规则、内容各方面都基本沿用国外节目的套路，没有进行真正的本土化改造，不能算是成熟的节目形态，节目一播出便受到“画面血腥、恐怖、暴露，格调低下，活动组织奢华铺张，审查把关不严，片面追求收视率”等话语的批评，社会影响恶劣而最终遭到禁播。

二、整容真人秀节目的商业主义操纵

电视整容真人秀节目遭到封杀，就节目表象而言，确实难避血腥、庸俗的嫌疑。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节目从开始就并非立足受众高尚的文化趣味，不过是在商业力量、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以女性身体为卖点，迎合庸俗收视趣味的媚俗做法。尽管节目宣称“立足女性，关爱女性”，但无论是“爱护女性”的高调标榜，还是“慈善公益性活动”的美丽口号，都只是为掩饰商业目的而炒作的概念而已。活动举办初衷是整容机构市场营销的需要与电视台收视追求的契合与共谋，节目各个环节的设置也完全服务于电视制作的需要。节目流程始终贯穿商业主义意识形态的脉络。

首先，从选手故事、选手潜质来看，充分体现了满足眼球经济的特征。一是每位选手都有故事、有卖点，本身的经历和遭遇很具新闻的“悦读性”。选手中有的因容貌而遭丈夫、男友抛弃，有的在求职、工作中备受歧视或遭不公待遇。而节目将这些煽情的市井故事转化为观众的注意力，这是制造收视的第一步。二是每位选手都具备“蜕变”的潜质，符合最终走上灯光璀璨的选美舞台的条件，即选手本身已经具备了制造快感的可塑性。像有的选手是不得志的艺校学生，有一定的舞台功底；有的是高级主管、白领丽人，具备良好的职业气质。可以看出，以上这两个挑选选手，或者说挑选节目“演员”的出发点，都是基于商业逻辑的需要而非选手自身的需要，“爱护女性”、“慈善公益”的伪装黯然脱落。

第二，从节目环节设置看，充分体现了满足电视手段的特征：将一切可视化，满足受众的窥视欲望。其中的整容直播环节是最受争议和诟病的地方，也是使节目遭到禁播的重要原因之一。将血淋淋的手术场面、裸露的人体一并呈现在观众眼前，以极具刺激性的画面挑战着观众的忍受力极限，同时满足了对血腥、暴露的窥视欲望。而节目方却将这种畸形的迎合行径偷换成“整容知情权”的伪概念。因为，除非有整容意愿的人，对一般观众而言并没有了解整容过程的需要，观众从中收获的绝对是刺激多于医学知识，而且在法律上也不存在该概念。所谓“整容知情权”只不过是炒作需要而制造的伪概念而已。

第三，从选手花絮、评委身份看，都充分体现了满足大众娱乐的特征。康复期间是节目的“淡季”，对选手的表现更多只能通过生活花絮、花边新闻来填充，而这些节目、新闻中充斥着无聊、媚俗、反科学的“垃圾信息”，如《疯狂影迷一心变身大S 赴“美丽新约”圆梦》、《“美丽新约”选手暗恋帅气“乔峰”医师！》、《美人记花絮 豪华别墅大曝光》、《美人记花絮 十二星座与整容》。而所谓专家对选手的心理辅导的访谈节目（如《美丽新约》之《璇音解码》），难以避免对选手的私生活、曾经的遭遇和痛苦进行曝光。实际上，选手一旦与节目方签订合约，就等于同意出卖自己的隐私，这是参加节目的必然代价。而接下来的选手PK、终极盛会，以服装走秀、才艺展示为主（如《天使爱美丽》），完全按照选美比赛进行操作。评委团基本上是由娱乐领域相关人士组成，从网站娱乐频道总监到娱乐杂志主编。不难看出，选拔是以大众的娱乐趣味和时尚风向标作为最终的决定力量，而女性更值得提倡和讴歌的各种品质，如勤劳、包容、坚韧、独立自主等，丝毫无法体现。

由此可见，整容真人秀节目是商业逻辑与收视要求在市场利益这个节点上不谋而合的产物而已，所谓“立足女性，关爱女性”，“重塑美丽、自信的女性”等口号只是空洞的概念。在整个节目过程中，无论是哪个环节，都有着共同的指向，那就是身体，更确切地说，是女性的身体。

三、在身体消费中实现资本权力

1.“身体消费”的含义

身体的地位，从柏拉图的二元对立论，到中世纪宗教对肉身的禁锢，再到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技术理性，都被排斥在灵魂、意志、理性之外，在悠长的岁月里被囚禁在哲学和宗教为之制造的牢笼之中。直到尼采高呼“一切从身体出发”把身体带到了哲学话语的中心，人们得以重新审视生命根本的身体，自由地展示、摆弄、暴露……不少人因此高呼“身体解放”、“身体狂欢”的到来。然而，批判学派学者们严肃地告诉我们，真正把身体放置到聚光灯之下的，是消费主义的商业逻辑，而非哲学意识的觉醒，“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这便是身体。在广告、时尚、大众文化中的完全出场——人们给它套上的卫生保健、营养学、医疗学的光环，时时萦绕心头的对青春、美貌、阳刚／阴柔之气的追求，以及附带的护理、饮食制度、健身实践和包裹着它的快感神话——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在这心理和意识形态功能中它彻底取代了灵魂”（波德里亚）[83]；身体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而是受到了“更为严格的操作、贩卖、收买、训练、规训、科学管理和监视”（福柯）[84]。身体深陷囹圄，被控制得更加牢固，人们却全然不觉，且甘之如饴。而身体控制最大的受害者无疑是女性，诚如苏珊·鲍德的评价：“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对女性身体的全面控制和约束，以至女性不仅在社会活动、职业工作和家庭生活中，也在休闲和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随时承受有形和无形的压力，迫使自身按照流行于社会中的各种消费和娱乐标准约束自己的身体。”[85]波德里亚进一步指出，美成为对女性的绝对命令，因为身体沦为资本的一种形式，由此引发了“身体消费”这一关键词。

“身体消费”一词被频频使用却缺乏严格的界定。从经济学角度，它被解释为“为维护自我的外在形象而进行的消费，如服装、饰物、化妆和美容、整容以及健身等活动”[86]。而大量的文化学者吸收了波德里亚等人的观点，将之理解为一种对身体的符号的系统化的操控活动。笔者认为，波德里亚在其著作《消费社会》中以《最美的消费品：身体》为题阐述了身体在消费社会的处境，这应该是“身体消费”这一术语最重要的理论由来。作为“消费社会”思想体系中的一部分，对“身体消费”的解释无法离开这个语义框架。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广义的“身体消费”可以有两重含义，一是围绕（或者说为了）身体而进行的消费。这一层面上的“身体”是普通意义的肉身，作为人类思想、精神的物质载体，身体是一种生物性的物质结构。二是指身体本身进入消费领域，成为消费品的一部分，也即是说，是符号资本化的过程。这一层面的“身体”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一种符号象征物。而“消费”不是经济意义上的买卖、交换的物质实践那么简单，而是“一种话语权力系统”、“一种意识形态”[87]，它“以话语权力的形式使人们自觉认同它所提供的‘美好生活’的概念”，“是一种确保符号调控和群体整合的系统”。[88]

第二层意义的“身体消费”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观赏性消费，指通过大众媒介以观看的方式“消费”他人身体，如观看明星表演；一种是自恋性消费，把自己的身体当做消费品，在传播过程中进行消费，如卫慧等人的“身体写作”，芙蓉姐姐、木子美式的自我炒作等。这两种消费形式的实现都要依靠大众传媒，身体有着明显的符号化特征。

对于整容真人秀节目而言，选手参与整容意在改变自己的身体以符合流行文化的审美标准，是第一层意义上的身体消费，只不过不需要自己“买单”而已。而观众通过大众媒介观看选手身体的变化过程，属于观赏性消费。由此可见，整容真人秀节目涵盖了两个层面意义的“身体消费”。整容真人秀节目正是通过选手的身体展示过程来实现身体消费的资本权力。

2.整容真人秀“身体消费”的实现

首先，入选的选手有着明显的类型化特征。她们集中代表了社会上某个群体的遭遇。正如《天使爱美丽》节目负责人所介绍：“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因为外形条件不好一直找不到工作的，一类是因为外形原因被男朋友或者丈夫抛弃的，一类是自小就因为外表原因被人歧视形成心理阴影的。”[89]另一档节目《美丽新约》的选手基本上包括以上类型，此外还有有意进军演艺圈的年轻人和小有影响的网络红人。在入选者中，有容貌缺陷的并不多，更多是容貌普通甚至不错的选手。而那些因生理缺陷或后天疾病真正需要进行整容手术的报名者却因种种原因被拒之门外，如患面瘤的女孩小洁。

因外形问题而在职业、婚恋、社交等方面备受歧视，这是典型的“阳具逻辑中心主义”霸权立场。在当今“漂亮者生存”、“美女经济”等新口号的推波助澜下，正是这种落后腐朽的性别价值观制造了对女性新的压迫和奴役形式。波德里亚一针见血地指出：“美丽之于女性，变成了宗教式绝对命令。美貌并不是自然效果，也不是道德品质的附加部分，而是像保养灵魂一样保养面部和线条的女人的基本的、命令性的身份。”[90]而担负引导正确舆论导向、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传播人文关怀使命的大众传媒，却站到了男权主义的立场上，以认同的姿态、“拯救者”的身份，配合整容机构，积极鼓吹“容貌至上”的恶俗论调。

其次，整容的再现具有标准的工业化特征。参与节目的选手是一个个有差异的、还不符合模型要求的半成品，通过“加工”、“改造”、“修复”等一系列的工业操作，最终成为符合时尚口味和男权审美要求的、标准化的统一产品。所以，整容过程是生产的过程。而整容真人秀节目将该生产过程以纪录片形式“真实生动”地通过大众媒介加以展现，这是将身体以声画符号的形式贩卖给观众，是一个销售的过程。整容机构是工厂，媒体是大卖场，双方都看到了女性身体转化为资本的巨大潜力，于是配合默契，互利互惠。曾有学者忧虑地发问：“我想如果有一天人对色情展示已经看够了的时候，会不会展示内脏？”[91]血淋淋的整容手术场面则是对其挑衅般的回应。其实，通过电视播放整容手术过程并非整容真人秀节目的原创，早在20世纪90年代，声称“用身体制作艺术”的法国艺术家奥兰便在纽约向广大观众转播了自己的整容手术。而今天的整容直播之所以不是行为艺术，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它是按照商业主义的审美统一标准，将身体各个部分像零件一样切割、改造，最终成为“千人一面”的大众明星模板，而不是在彰显艺术的独特性。相应的，整容真人秀的手术过程展播，便是将身体作为消费品的产销一体的资本流动过程。而人们（包括参与整容的选手和观众）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确立了对身体审美价值的群体性认同，身体便受到了资本权力的控制，成为整个符号消费体系中的一分子。

再次，营销的炒作具有鲜明的广告化特征。整容直播仅仅是身体消费的开始，远没有充分挖掘身体这座“深不可测”的金矿。对身体符号的潜在资本价值进行盘剥还需要一套美丽的炒作概念来包装，“以使它在时尚市场上表现出幸福、健康、美丽、得意等动物性的可见符号……”[92]让选手们自觉自愿地接受、服从，让观众们陶醉、认同。比如将节目描绘成“一个流光溢彩的选美大赛，一场视听的饕餮盛宴”，实际上便是一个身体的视觉消费大卖场。节目从抽象的宣传理念到具体的舞美设计，各个环节都会包装得美轮美奂，将选手比喻成蜕茧的蝴蝶、涅槃的凤凰、优雅的天鹅等童话式形象，让选手觉得自身就像尊贵的公主一般，只是暂时要经历一场磨炼而已，风雨过后便有彩虹。殊不知，比赛过程同时也是身体被商品化、仪式化、异化的过程。通过电视媒介，选手的身体一次次被观看、把玩、评价、抛弃（PK环节），选手们无论成败，都并非自身魅力所致，实际是被商业资本的力量所取舍。

让我们看看《美丽新约》选手之一田园的博客日志：“今天是我们首次亮相的首映礼……服装好暴露，让我觉得不安心。中午吃完饭后，我的心情一直不好，好奇怪的感觉。我觉得穿那么暴露的衣服我很伤心。我一个人走到了厕所，心情很低落很难过。我心里很恐惧因为我是一个很保守的人，让我单穿一件短袖我都觉得无法接受，还有虽然很喜欢迷你裙，但我的所有裙子都会超过膝盖三公分。也许是我的这种怪癖就如同控告症一样吧？是暴露恐惧症吧？不过好在录影之前我就调整了一些状态，总的来说发挥得好不错（自我感觉的）：自信、大方、冷静。”[93]这段文字让我们形象地见识了资本权力对身体所采取的无形控制。一个女性不惜牺牲自己的矜持来适应比赛规则、迎合节目需要，仅仅是服装这一点上，就做出了如此的妥协。而这个身体被控制和异化的痛苦过程，却被堂而皇之地置换为“美丽蜕变”的必然经历。于是，选手们的身体在不知不觉中被出卖给商业利益，成为可供消费的资源。

在以资本为动力、以消费为美德、以视觉快感为目的的当今社会，身体成为各种权力追逐的目标，成为可被无限开发的元媒介，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媚俗的大众传媒的关注焦点和核心论题。“整容真人秀”只不过是其中一种较为招摇的形式而已。今天，媒体的低俗行为因为公众呼声和政府意志而有所收敛。然而，影像空间的身体意象正在自觉地成为走俏的商品，商业逻辑正在证明它无坚不摧的吞噬功能。叫停了一种节目类型，还会有其他类型的节目打着千奇百怪的旗号，身体仍然可能被插入商业消费主义的槽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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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媒介批评

当代美国媒介批评的特点与态势评析

韩运荣 于 盟[1]

摘要 当代美国媒介传媒批评呈现出新的不容忽视的特点与态势。特点如，批评焦点集中于对传媒商业体制并呈扩大之势，媒介批评力量呈多元之势，媒介批评作品呈丰富之势。最新态势如，日益左右传媒本身的系统变革，动员公众参与，媒介批评家境遇提高等。

美国媒介批评的激进潮流在美国新闻史上的地位不可轻估。美国现代媒介批评始于19世纪晚期，总体而言，在较大的社会动荡期，美国媒介批评比较兴盛，不同的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新闻业正逐渐由政治性的新闻体系向羽翼待丰的商业新闻体系过渡，商业主义战胜了党派主义成为左右报刊的中心力量，期间，媒介批评主要关注媒介商业化所引发的社会文化恶果，此一阶段为“商业主义批评”阶段；20世纪30年代，随着报刊的竞争，媒介垄断程度加剧，报刊越来越集中在少数“报阀”手中，媒介批评指向报阀，此一阶段为媒介的“报阀”批评阶段；第三次激进媒介批评浪潮自20世纪70年代末渐起，80年代兴盛，90年代末达到高潮，延续至今并日趋成熟。

当今，传媒批评再次成为媒介研究重要议题之一，这一阶段媒介批评的对象主要针对新闻界现存的危机，即硬新闻的日益减少，新闻调查的缺乏，人员缩减，日益集中的传媒结构，独立报纸的倒闭，新闻版面越来越多充斥着广告、娱乐新闻和假以“平衡”名义的偏见，而且这一局面日益恶化。当代美国媒介传媒批评思想令人惊叹，而且媒介批评自身也呈现出新的不容忽视的特点与态势。

一、媒介批评焦点的集中之势

近百年来，在几次美国媒介批评的激流中，其焦点总是有所不同，事实上，媒介批评焦点的不同，体现了人们对于导致媒介存在种种弊端根源认识的差异。

早期的媒介“商业主义批评”阶段，人们认为，由于商业的趋利动机导致新闻界为广告商所操纵，也正是由于商业的趋利动机，不可避免导致政界与新闻界的相互勾结，滋生腐败的经济链条。因此，媒介批评的众矢之的是新闻界本身。厄普顿·辛克莱在1919年出版的《无耻收买》中对报业为了商业利益而无耻出卖自己的行径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是你们这些人在编写、印刷和发行我们的报刊，在你们的钱袋里，每个星期都能发现一份Brass Check。Brass Check是你们羞耻心的标价——你们把那么多的真相拿到市场上去拍卖，你们背叛了人类贞洁的希望，把它抛进了财团的黑窟。”总之，这一阶段，媒介批评将媒介弊端归罪于新闻界，即由于新闻界过度追求商业利益，而不顾廉耻地出卖自己。[2]

“报阀”批评阶段，由于越来越多的报纸消亡，区域性或全国性的报纸集中在少数实力雄厚并拥有明确政治观点和政治野心的报界老板手中，新闻自由日益受到威胁，显然，这一阶段媒介批评的矛头指向垄断报阀。“新闻自由只能是极少数报阀的自由，报纸上刊登的是具有报阀倾向的新闻，社论反映的是为报阀利益服务的观点。”[3]

前两个阶段的媒介批评焦点，将媒介危机归咎于追求商业利益的新闻界，追求垄断利润的报阀，确实是看到了二者的趋利动机导致了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但也同时表明了早期的媒介批评对媒介弊端的根源探究还仅仅停留在表层，因为只有到了第三阶段，激进的媒介批评焦点才显示出对这一根源实质的日益逼近。

一方面，对传媒弊端问题根源——传媒商业体制——具有清醒认识。

如今，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美国传媒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人类自私的本性和无能，而在于产业化的结构和商业逻辑使新闻业成为其所必需的产品，“传媒目前存在的不亚于灾难的趋势归根结底，并不是编辑和记者一手使然，传媒是凭借商业化的体制操纵种种需求，因此关键还在于这种传媒商业化的体制与反公众议程达成了妥协。”[4]那么，不可避免地，媒介批评的焦点日趋集中于传媒商业体制本身，并呈扩大之势。

商业体制力量发挥作用所建基的思想是，降低竞争，提高生产效率，平衡既有优势，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润。那么，自由市场力量对传媒体制的操纵结果就是，随着竞争的优胜劣汰，会导致越来越少的声音，当每位竞争者找到以最少的代价即能获得最多利润的新闻报道模式时，多元化已让位给均质化。“市场竞争的集中态势在公共信息领域一经发生，即不可避免地导致新闻的低俗、同质与空洞。”[5]

另一方面，对传媒商业体制的批评不局限于其本身，而指向所引发的不良政治后果。

除了对传媒弊端根源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对传媒商业体制的批评也不再局限于体制本身，这一阶段的媒介批评的思想前提是已经意识到左右报刊的中心力量的改变不仅仅意味着某种模式的简单更替，而是某种优先权的逆转。

报纸发行量的扩大受经济力量驱动，但其后果却是政治性的，即大众传媒改变了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毕竟，报纸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花同样的钱来购买报纸，其价值在卖主的眼里是有区别的。“年薪5000英镑的读者每天购买报纸的8便士，其价值要比年薪2000英镑读者的8便士更加值钱，因为报纸出售的不仅仅是它的编辑手法和内容，更要以受众的收入来吸引广告主。”[6]其结果，必然是富裕阶层的口味受到了关照，而对广告主吸引力小的群体口味受到忽略，报纸就会向有资产的阶层整体倾斜。可以说，美国的传媒导致社会分界的政治后果已然是事实。

随着意见生产的产业化和意见分配的市场集中化，一小部分精英开始控制了公众的话语权，并掌控了国家的政治命脉。虽然对于传媒体制的操纵本身是一高度敏感的话题，不亚于对于市场经济的操纵，对于那些既得利益者而言，他们更愿刻意忽略和回避这一话题，正所谓“经济造就了空洞的新闻业，而政治维系着其存在”。James Carey对这一传媒制度也做过精辟的总结：“正是通过这种不加理解的新闻事实，民众的认识才被僵化或改变，因为他们只是会对上一个流程传来的专家的意见进行评判。总体而言，这种新闻以公众的名义自居，但公众在其中只是被动接受的观众，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它更像是一个接受专家所传输信息的容器，一个进行营销的借口。”[7]

为了给投资者谋求更大的利润，传媒不仅放弃自身对民主自治所担负的责任，同时还利用其权力推动了传媒所有者和广告商某些特定的政治和经济议程，同时通过误导公民逐渐使其远离政治。少些传媒即使能从竞争中存活下来，也难以理想的方式立足，以抗衡这种推动政治议程的影响力。当今的美国传媒批评已深深意识到“这种私有化、趋利化的传媒体制与民主的社会目标从根本上是相悖的”，进一步讲“就民主审议的定夺和全面报道公共事务而言，市场实在是一个糟糕的机制”[8]。

经济赢利和政治控制的结合决定了现代美国新闻业的性质，随着高新技术的推动和传媒市场的巩固，政经这两股势力日益交织在一起，或明或暗地影响着传媒体制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媒介批评力量的多元之势

在以往阶段媒介批评声音较单一，比如早期的媒介“商业主义批评”阶段，媒介批评的主要力量是来自有着文学背景后涉足新闻业的报纸编辑或记者；“报阀”批评阶段，媒介批评的主要力量日趋专业化。当今，媒介批评声音有多元之势。“每一个维护公正的人都不能无视美国新闻业所身处的危机。”[9]

有来自作家的声音。公共服务的优先权日益被商业驱动力所替代，其根深蒂固的原因何在？一大批作家也为此寻求着答案，比如Bill Moyers，William Safire，John McCain和Jon Stewart等在传媒上纷纷发表见解，这一局面越来越难以为人们所忽视。

有来自公共利益团体的大声疾呼。各团体一方面纷纷号召其组织成员提高自省意识，另一方面则积极鼓动变革并提出各自的变革主张。比如，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公正与准确报道组织”（Fairness & Accuracy Reporting）已成为媒介批评的中心，一些消费者和公民权益组织，像消费者协会（Consumers Union）、美国消费者联盟（Consumers Federation of America）、媒介准入组织（Media Access Project）、数字民主中心（Center for Digital Democracy）和共同事业组织（Common Cause）等正向美国国会发动一场媒介战争。另外，全国的政治活动家组织也已活跃起来，提出一系列媒介变革方案，诸如自由新闻界（Free Press）、Prometheus广播计划（Prometheus Radio Project）、传媒渠道方案（Media Channel）、改造传媒方案（Reclaim the Media）、传媒容器方案（Media Tank）等等。

更重要的是，此次媒介批评运动包括众多新闻记者。根据2004年传媒从业者的民意测验显示，83%的人感到由于商业压力，新闻质量下降是美国新闻工作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2004年传媒从业者的民意测验）。事实上，这一社会毒瘤不仅腐蚀着人们每天接触到的新闻信息和图像，而且侵扰着新闻工作者的生活。美国报业公会作为热心于商业媒介批评者多年，表达了普通新闻从业者的不满。Leonard Downie Jr.和Robert Kaiser这两位《华盛顿邮报》的资深编辑在其最近的著作《关于新闻的新闻：危机中的美国新闻业》（The News about the News：American Journalism in Peril）中，不仅对当代新闻业进行了言辞尖刻的批评，而且还记录了近几十年传媒业下滑的螺旋轨迹。其批评声音并非黑夜中的一记响鞭，其他众多内行批评声音以种种形式每周都刊登在以激进观点著称的杂志上，如《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国家》（The Nation），《革新者》（The Progressive），及《美国前程》（The American Prospect）等。

当今，美国媒介批评的力量呈多元之势，表明媒介批评的累积效应已经显现，不仅媒介批评不再局限于少数局内人，媒介弊端已逐渐为更多的大众所认识到，关键还在于，这些批评力量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社会中扩散，在扩散中汇集，以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形式，明确提出各自的媒介变革主张，欲与社会决策层讨价还价，以切实有效地影响媒介进程。

三、媒介批评作品的丰富之势

固然，媒介批评力量呈多元之势，但这种多元的批评力量总要假以媒介表达各自的声音，媒介批评作品正可谓是这些多元力量表达多元主张的载体。那么，从当代媒介批评作品的丰富之势中，我们可以管窥当代美国媒介批评思想的广度与深度。

首先，对传媒体制及其批评自身的反思。

女权主义者，反战积极分子及进步人士（革新派），尽可能提供自己的思考答案。在新“左”派失败的灰烬中，一些活跃分子开始寻找为什么他们不能找到更多政治上的支持者的原因，为什么这么多人被误导，对政治失去兴趣。对于传媒体制及其在美国生活中所应当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思考，其中Todd Gitlin 1980年的作品《全世界都在注视着》（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是这一类别的经典之作。

其次，解构媒介内容。

在里根时代，人们开始意识到被新闻报道所引导的认识框架，一种可以左右事实并将不同意见边缘化的建构力量，加之宣传的过滤器的作用，在消费新闻之前，新闻已经历过种种过滤或设置。人们需要学着对新闻报道进行解码以理解存在于新闻业弊端的建构作用基础，诸如Edward S.Herman 和Noam Chomsky，在1988年的代表作《制造内容：新闻媒介的政治经济》（Manufacturing Conse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s Media）清晰地表达了这种现实。

再次，呈现媒介垄断。

在过去10年媒介产业的巨大发展中，其本身也经历了巨大的结构变革。在各个领域，比如报社、杂志社、出版社、有线电视公司、音乐公司都有兼并趋势，资金雄厚的少数大公司存活下来，并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尽管传媒渠道本身的数量呈爆炸之势，但媒介市场的集中化程度却没有改变，许多初创的小公司无法获得竞争机会，一些独立的媒介产品也难以进入主流媒介。Ben Bagdikian的作品《媒介垄断》（The Media Monopoly）曾再版6次（初版于1983年发行，最新版本为2004年的《新媒介垄断》The New Media Monopoly）。

另外，破解数字时代多样化的错觉。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各类媒体记者们开始大声疾呼，反对新闻被商业集团所操纵的现实，以及迫于报道底线的压力而不能进行有效的公众利益取向报道的现实。但矛盾的是，虽然媒介巨头们开始不断在印刷、广播、电视网络方面创设新的渠道，可为公众注意力所能获取的多样性的观点却在减少。事实上，多元性为数字时代多样化本身所迷惑，批评家们开始意识到这一错觉所隐含的巨大问题，即越来越少的公司和记者用越来越少的素材报道少之又少的故事。记者们不尽其所能去报道，更多地依赖于某种捷径去获取所谓的“客观”的报道，对来自不同角度的官方新闻不分巨细地加以报道，以达到所谓的平衡，但总是缺乏真实和必要的分析。“同样的报道会不断分散到日益增多的媒介渠道上，这对于传媒的商业运作来讲确有梦幻般的效果，而对于记者和读者们来说则不亚于是一场噩梦。”[10]

四、美国媒介批评的最新态势

美国当代传媒批评所呈现出的扩大、深入之势已不足为奇。但仅依此来概括这一激进媒介批评时代是不够的。因为媒介批评所呈现出新的态势和效果已证明美国当代激进媒介批评已进入了前无古人的伟大时代。

首先，媒介批评的效果：左右传媒本身的系统变革。

2003年美国传媒事件政治化浮出水面，大量的前所未有的公众运动推翻了联邦电信委员会关于放宽媒体所有权管制的决定。长期以来被看做规范机构，却被其所规范的产业所“俘虏”，委员会希冀一定的公众参与能解救这一困局，但事与愿违，委员会受到了来自公众、议会意想不到的反对。最终，法院于2004年推翻了联邦电信委员的决定。

其次，媒介批评力量：动员公众参与。

2003年200万美国公众联名反对放宽媒体所有权管制，这令联邦电信委员会和国会相当震惊，国会有关人士称该事件所收到的高度的民众反馈，是除伊拉克战争以外任何事件所无法比拟的。一些团体组织，从共同事业组织（Common Cause）到国民枪支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均声明，该事件“拨动了共同体成员的弦”。一次次的民意测验表明，大部分美国民众反对联邦电信委员会的决议，人们对该决议的知晓率越高，反对声也越高。“历史上第一次，对商业媒介的激进批评与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并在广泛的政治文化中形成了共振。”联邦电信委员会委员马歇尔·库珀（Michael J.Copps）在其发表的反对联邦电信委员会解禁决定的观点中写道，2003年针对传媒所有权的争论唤醒了美国公众中“沉睡的舆论巨人”。[11]

政治界要求建立一个更完善、更多元化、更有代表性的媒介体系的要求此起彼伏。库珀对此做了深刻的总结：媒介的集中辩论永远不会一样，委员会面对的是更加明智、更加利益攸关的公众。过去只有少数局内政治游说者理解这一议题，而大多数人对此含混不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该事件是否将导致一场更加广泛、更加持续的媒介改革运动，还是仅此一举尚有待时间证明，但不管怎样，2003年发生的事件是不寻常的。

再次，媒介批评家：境遇提高。

媒介批评对于美国新闻自由来讲，具有主流性的思想传统。但历史上，由于其思想内涵与居于主导地位的主流思想相对立，因而常居于社会的边缘，更因其将美国的商业化的新闻体制视为美国民主基石的“裂缝”而常常招致谴责；自然，那些所谓的媒介批评家境遇也不佳，往往被视为“与美国文化和新闻历史的主流无甚关联的却心存不满的政客”。[12]

近一个世纪以来，媒介批评家们的批评从现代媒介的缘起到如今绵延不断，其大量批评文章所持续描绘的大众传播媒介制度反民主的趋势正在一一应验，即公共信息源的集中日益腐蚀着美国的政治文化。

如今，不仅媒介批评家们的论调越来越令人信服，当今较有名的媒介批评家也已不再无所作为，诸如Bagdikian，Herman & Chomsky，Baker，McChesney，他们已成为美国新闻史中媒介批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无可争议地成为美国当今新一轮媒介批评思潮的开路先锋，其研究成果为当代该领域的学术研究设立了评判标准。

五、结语

应该说，当代美国媒介批评成绩斐然，即使如此，媒介批评仍面临着重重困难。

一方面，传媒大公司掌握左右公众观念的便利条件。对于传媒大公司而言，总是不遗余力地进行必要的观念宣传，以向公众阐释美国的传媒体制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进程，传媒大公司才是最值得和最适当的传媒统驭者。另一方面，新闻业政经合流的现实，一定程度上说，新闻业与精英群体的共同之处，远超过与其所应代言的公众之间的共同之处。

即使在这种面临着重重困难的环境下，媒介批评主义从来就不只是为批评而批评。它是一种结构性批判，其目标在于改变现行机制以打造更好的新闻业。媒介批评潮起潮落，往往在较大的社会动荡时期获得长足发展，而此时所有主导性机构都会受到公众的质疑。事实上，只有人们意识到媒介批评可以给传媒体制内部带来良性变革时，媒介批评的质量和数量才会有积极的发展。

可以说，美国商业化的新闻体制对于民主制度而言是有利有弊，还是彻底失败，对于这一议题的争论，不仅有历史可寻，并不间断地周期性出现，而且还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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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Ombudsman：西方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述评

刘学义[13]

摘要 本文对西方国家Ombudsman概念与News ombudsman的起源、历史，美、加等国的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机制，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的职责、素养、工作方式、地位与权限，以及西方新闻界对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机制的评价，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评论。

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英文中指news ombudsman、public editor、reader representatives or advocate、reader editor等，西方新闻界一般从其多数泛称为ombudsman或news ombudsman。对ombudsman等词的中文译名，国内有新闻公评人、公共编辑、读者代表、读者编辑等。本文一般译为“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但根据不同媒体的特殊称谓有所区别，比如《华盛顿邮报》等称为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纽约时报》等称为公共编辑，《洛杉矶时报》称为读者代表，《今日美国报》、英国《卫报》等称为读者编辑，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称为投诉事务主管等。

一、监察与投诉专员概念的萌芽以及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的出现

1.Ombudsman与News Ombudsman

Ombudsman在英语国家中指称专门调查官员舞弊情况的政府官员，或者社会组织内负责听取批评、投诉以及搜集意见的人。现在这个术语的使用范围比以前更广，还包括在商务或新闻界负有此项职能的人。英语中ombudsman一词起源于古斯堪的纳维亚语。

新闻机构的ombudsman一般称为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专门负责接受和调查公众关于新闻报道准确、公正、平衡以及品位方面的投诉，并向有关部门或人员提供改进建议。其角色定位相当于受众在媒体中的代表，是欧美国家新闻机构自我检视的常见做法，属于新闻自律机制的一种，很多媒体希望借由自我监督，加强与受众的联系，增进他们的信任，减少政府干预的可能性。

2.Ombudsman制度的起源与普及

北欧国家最早设立监察与投诉专员，瑞典是这一概念的创始国，自1809即已设立。主要职责是监督政府机构，处理公民对政府的投诉。在瑞典监察与投诉专员之前，西方历史中即有所谓“倾听者”传统，比如古罗马时期设有“平民论坛”，倾听公民投诉。在巴西等美洲殖民地，主教承担“王权倾听者”的角色。

瑞典的经验后来从北欧各国逐渐普及到世界其他地方。如：芬兰（1919）、丹麦（1955）、德国（1956）、新西兰（1962）、挪威（1962）、新西兰（1962）、英国（1967）、牙买加（1978）等国，美国有数州（夏威夷1969年最早采用）及加拿大数省都先后效仿，任命监察与投诉专员。到目前为止，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设有国家级行政监察官署，有些国家并同时设有国家级和次级行政监察官署、处。可见各国对于监察与投诉专员制度的认可。

行政监察与投诉专员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60年代之前,该制度在斯堪的那维亚地区逐步推广；第二阶段为六七十年代，该制度在英语国家和西欧其他国家中渐渐流行；第三阶段为近十几年来,该制度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各行业中被普遍采用。

3.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的出现

部分学者认为，日本最早出现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的尝试。[14]1922年，东京《朝日新闻》任命一个委员会，接受和调查读者对于报纸错误的投诉。另一日本报纸《读卖新闻》于1938年设立了一个职员委员会，监控报纸质量。至1951年，该委员会演变为一个监察与投诉专员委员会，目前该委员会还在继续接听读者投诉。

1967年，美国出现首位报纸监察与投诉专员。1969年，为回应公众对新闻界无德行为，尤其是对媒体热衷于犯罪新闻的不满，同时也惧怕国会由于媒体缺乏主动自律而制定法律规范新闻界，瑞典新闻评议会任命了面向大众的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旨在保护公众权利，增进媒体职业道德。1970年，《华盛顿邮报》任命的监察与投诉专员开启了撰写公开专栏的传统。

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的做法至1960年代中期开始被广泛接受。波兰和前苏联便在此时出现类似职位。现在，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已经广泛存在于南北美洲、欧洲、大洋洲以及包括东亚、南亚、部分中东国家在内的很多亚洲国家。许多世界知名大报，比如法国《世界报》、西班牙《国家报》、伦敦《自由新闻报》、加拿大《卡尔加里先驱报》《多伦多星报》等，甚至前苏联《消息报》都曾设立监察与投诉专员。日本则有近一半报纸聘有监察与投诉专员，比如《读卖新闻》等。

设立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以维持甚或增强公众信任，是多数媒体设立该职位的初衷。具体来说，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对于媒体的积极功能主要体现在：监控新闻报道是否准确、公正、平衡、独立、合乎品位以及人情味等，提升报道质量；增进编辑、记者与受众的沟通，塑造新闻提供者在公众心目中的负责任形象，增强媒体公信力；强化媒体的公众关切意识，提高职业水准；将受众投诉以及其他调查任务集成于一个责任个体负责，节约其他管理人员和编辑记者的时间；将某些可能导致法律诉讼的严重投诉，解决于萌芽之中，节约诉讼成本。

对于受众而言，大众传媒作为影响力巨大的社会机构，同样需要外部监督，监察与投诉专员独立监督媒体运作，符合公众利益。另外，监察与投诉专员对新闻采编流程的解释，有助于去除公众对于媒体的神秘感，以及由此产生的不信任。监察与投诉专员作为沟通媒体与受众的桥梁，还有助于克服公众对于媒体的成见，比如高高在上、傲慢自大、难以接近以及对公众关切点麻木不仁等媒体印象，以及为公众声音提供表达平台等。

二、美、加等国的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机制

媒介公信力危机是催生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的直接动因。在美国，要求新闻界进行自律的呼声自1947年就不绝于耳。当年，亨利·卢斯召集一批非新闻人士对新闻界进行调查，这就是有名的哈钦斯委员会。经过长期研究，该委员会公布调查报告《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警告新闻界，要么进行自律，要么等待政府规范。报告认为，改善新闻界形象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就在于新闻界自己。但是，报告并未得到新闻界的应有重视，多数媒体对报告保持了沉默。

20世纪50年代末，为了重塑新闻界公信力，恢复公众对媒体的信心，美国出现了地区性新闻评议会，负责调查读者对新闻媒介的批评，但是存在时间普遍不长。1973年全国性新闻评议会成立，但也于1984年解散。新闻评议会的成立，表明新闻界开始意识到公众信任的重要性。

进入1960年代，随着大众传媒所有权加速集中以及媒体公信力不断下滑，美国社会反对新闻界的情绪持续高涨。有的报纸开始意识到，坦白承认错误对改善公信力有所帮助，毕竟公信力是媒体最重要的财产。一些媒体开始采取措施，包括增大“读者来信”版面、设立“来论”等。

1967年3月，《华盛顿邮报》编辑本·巴格迪坎在一篇杂志文章中，首先公开呼吁报纸设立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以改善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1967年6月11日，《纽约时报》记者罗斯金在《纽约时报》撰文，进一步阐释了监察与投诉专员的概念。他认为，鉴于媒体与民众之间的信任鸿沟，媒体应该设立像监察与投诉专员这样的独立批评职位，处理读者对于报纸的投诉。

1.报纸监察与投诉专员

罗斯金的建议很快得到回应，1967年6月19日，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城《信使新闻报》执行主编诺曼·艾扎克，任命有40年报纸工作经验的约翰·赫什罗德尔为该报监察与投诉专员，也是北美报纸第一位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接受读者投诉，并逐日向主编提交报告。1970年《华盛顿邮报》成为美国第二家设立此职位的报纸，不仅处理读者投诉，而且可以公开批评报纸表现。

尽管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出现后的头几年，受到部分新闻界人士欢迎，但很多报纸老板和编辑对此仍不十分认同。据1973年美国《新闻季刊》一项资料，仅有8家报纸设立了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雇用一名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的不菲的费用，以及编辑们的不支持，仍然阻碍这一制度的普及。但是，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数量还是在缓慢增长，1974年已有12家左右报纸设立这一职位，1982年数字增长到22家（包括加拿大部分报纸）。至1970年代末，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的概念已经比较巩固，有人开始倡议成立相关组织。尽管有人担心此举会损害监察与投诉专员的独立性，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组织（Organization of News Ombudsmen，ONO）终于还是于1980年成立。ONO的第一届大会于1981年5月召开，当时有大约20名成员，绝大多数来自美国和加拿大。

1970年代以后，随着媒体市场战略、新闻职业价值以及公众流行趣味的变化，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的做法得到更多肯定。作为维持读者对媒介产品认同和忠诚度的手段，它被证明是有效的。另外，这一过程与诸如“公共服务新闻学”等强调职业道德、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的新闻职业价值变化相一致。而1970年代关注弱势群体以及沉默的大多数等社会潮流，也使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制度受到读者欢迎。1973至1977年间《编辑和发行人国际年鉴》已经收录有历年报纸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汇总列表。[15]可见当时此制度已经初具规模。

加拿大首位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1972年出现在《多伦多星报》。

现在很多美国报纸都已设立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比如《芝加哥论坛报》、《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报》、《费城问询者报》、《波士顿环球报》、《底特律新闻报》等。但遗憾的是，在美国这个有上千份日报的传媒大国，却只有不到百家报纸聘有监察与投诉专员。即便那些影响力巨大的主流媒体，也有很多没有设立这一职位。

考察其原因，大致有经济、观念两个方面：第一，由于监察与投诉专员工作要求较高，能够胜任的人通常已在媒体中占据较高职务，收入较高。如果让他们改任，媒体需要为填补空缺付出额外金钱，很多小媒体难以承受。第二，有的媒体人士对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持有成见。比如，有人视其为对新闻自由的束缚。有人认为单靠某个人的力量，难以承担受众投诉这样的繁重工作。有人认为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反而阻碍了编辑与读者的关系。甚至有观点认为，编辑人人都应该是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当然，也有人担心公开承认错误有损于媒体权威性。

2003年之前，《纽约时报》也一直不重视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的角色。布莱尔造假丑闻发生后，为修复受到损害的报纸形象，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纽约时报》也开始考虑设立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2003年底，《纽约时报》新任主编聘请丹尼尔·奥克伦特为“公共编辑”，专行监督报纸。《纽约时报》为奥克伦特在其星期日刊开设了一个专栏，后来又在其网站上开辟专门网页，方便其回答读者问题，处理读者意见及投诉。2006年5月奥克伦特在一篇回顾文章中认为：“新闻人能够不必依靠蜷缩于法律的庇荫，来确证自己的工作，而是通过更有说服力的自卫手段：例如精确，以及公平。”[16]而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机制就是实现此目标的手段之一。

除了监察与投诉专员，有的报纸雇用读者关系编辑接受和调查读者对报道的投诉。有的报纸设立内部评论员，对报纸进行批评。也有的报纸监察与投诉专员的职能兼具以上角色，比如《华盛顿邮报》1979年的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查尔斯·赛布，其角色就兼具媒体专栏作家、读者关系编辑以及内部评论员的功能。

2.广播电视和网站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

加拿大及欧洲国家公共广播电视设立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较早，也比较普遍。

1974年，加拿大公共广播电视公司（CBC）就聘用了一名律师担任监察与投诉专员。有人认为，CBC的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可能是北美地区最有雄心，架构设计最精心，可能也是最有影响力的”。[17]

其后，法国、丹麦以及澳大利亚的公共广播电视纷纷仿效，设立监察与投诉专员。

美国广播电视设立监察与投诉专员相对要晚些，数量也不是很多。2000年1月，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才由其主席任命第一位监察与投诉专员。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有些广播电视利用网络形式承担新闻监察与投诉功能。2004年“备忘录门”或“丹·拉瑟事件”以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于2005年7月宣布成立名为“公众之眼”的网络博客平台，由多位独立且经验丰富的记者执掌，负责回应来自CBS观众的质疑与批评。除此之外，“公众之眼”还会主动报道CBS新闻工作内部情况，并与记者、编辑以及管理层对话。

除了报纸、广播与电视等传统媒体设立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新兴网络媒体也开始仿效，比如世界知名的MSNBC.Com网站。

三、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的职责与素养要求

1.职责与工作要求

（1）职责

虽然，实际工作中没有两个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的工作是完全相同的。但通常来说多数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不外乎如下职责：

内部层面。监控新闻报道、专栏、图片图表等是否存在公正、准确以及平衡方面的问题；针对受众的意见和投诉撰写内部通信，对违反职业准则的新闻人员加以提醒。正因如此，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第一任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杰弗里·道肯，把自己称为“新闻病理学家”。在一些小媒体，有的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还会从事一些其他工作，比如撰写社论、管理事务、负责监督媒体对错讹的更正等。

外部层面。回应受众的意见和建议；调查和答复受众对新闻报道或编辑内容的投诉，提请相关管理部门和编辑记者进行答辩；针对公众关切点写作定期专栏；发起和组织公众论坛或者受众座谈会；在各种场合进行演讲，阐释媒体实践等。

总而言之，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的通常职能是监察性、顾问性，而非惩戒性的。

当然，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的具体职责，会因雇用媒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以圣迭戈《联合论坛报》为例，其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的职责，除了接受和调查受众投诉，向有关编辑记者提供建议外，还负责决定如何解决投诉，如更正、撰写专栏或者回电；与公司顾问商讨媒体法律问题；与其他部门合作解决读者关于印刷质量、投递迟滞以及广告等方面的投诉等。加拿大广播公司的监察与投诉专员，在观众对投诉“第一次答复”不满的情况下，还扮演上诉机构的角色，对投诉进行独立调查并公布看法。

当然，最能体现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价值的地方，还是在于他们有独立的身份，专门处理公众的意见、建议，并与编辑部门一道商讨改进的途径。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有人把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称为“报纸公信力的基石之一”。

（2）工作要求

对于独立开展工作的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而言，最重要的工作要求就是责任感。

美国加州《萨克拉曼多蜂报》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桑德斯·拉蒙特认为，需要注意如下方面：安静聆听读者的投诉或意见、建议；认真对待愤怒打来电话的人；尽量回复每一个来电或来信，避免说教或讽刺挖苦；确保每一个反映的问题都能被转交到合适的人那里；不要承诺不可能做到的事；如果投诉涉及事实更正，尽量获取细节，并立即通知相关编辑；不要根据来电者的声音、自我描述或者年龄等外部因素，轻易下结论，包括对编辑部同事妄下断言；礼貌待人；避免任何形式的利益冲突等。[18]

2.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的素养

有人认为，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最重要的品质是富有思想、睿智以及公平。

具体来说，学者亚瑟·瑙曼认为，好的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应该具备四方面素养：第一，熟悉新闻工作流程，最好是资深记者或编辑。第二，对报纸服务的社区了解深入，如人口、历史、地理等。第三，诚恳待人，对公众怀有真正的兴趣。最后，有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坚强的性格，能忍受批评工作带给他的孤独感。

另外，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还应该了解如下方面：新闻事业的历史和实践；当前行业的动态和趋势，尤其是新闻伦理道德与新闻法方面；媒体的组织结构，各部门的角色、职责以及相互关系等。

除了上诉素养，多数学者认为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还应具备以下工作能力或技巧：高度重视读者关切的问题，始终如一追求准确、公正的能力；获取读者和同事信任及与他人合作的能力；独立和公正调查报纸问题的能力；写作能力；在规定时间内连续完成任务的能力。另外，身为给媒体挑刺的人，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还应有坚强的意志力，或者说足够厚的脸皮面对同事的抱怨和不理解，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因此被人称为“编辑部里最孤独的工作”。

四、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的工作方式、地位与权限、遴选与任命

1.工作方式

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的工作方式，主要是撰写内部通信或专栏、更新网站、定期发布报告等。

报纸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通常撰写定期或不定期的专栏。以巴西著名报纸《圣保罗页报》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19]的专栏为例，常见内容有：将本报与巴西另一大报纸《圣保罗州报》做计较；评论报纸新闻、评论、标题以及图片优劣；讨论报纸出现的职业道德问题；自我批评；介绍读者需求；对报纸发行、订阅等经营问题进行评论；与其他新闻界同行辩论；介绍新闻工作流程；讨论报纸语言问题；对报社重要人物开展访谈等。

随着网络普及，报纸和其他媒体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通常都开设专门网站，承担以往报纸专栏的功能。如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监察与投诉专员每两个月在其网站上撰写专栏“媒介事务”。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的专门网站上，则收录了自1995年至今历年的专员工作报告，以及全部投诉处理的个案。其网站链接还被置于公司网站主页和网站新闻内容之后，供网民点击，随时提出建议、意见。美国公共广播电台则不仅为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网站提供链接，还特意在其广播中做了推介广告。英国广播公司BBC也在其官方网站主页放置了名为“投诉”的网络链接，指向其专门设立的官方投诉网站。

为辅助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工作，媒体通常为其设立专门的办公室，并配备一定数量的助手或工作人员。

2.地位与权限

作为媒体内部评论家，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要求能独立开展工作，不受它人干涉。正如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第一任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杰弗里·道肯所言，独立对于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来说是最重要的。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不是媒体管理部门改头换面的工具，更不是媒体公关部门的一种。即使对于媒体公司主席和董事会，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也要坚守独立，尽管他们通常要向其负责。[20]为了保证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的独立性，很多媒体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刻意将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的办公场所与编辑部门隔开，规定专员只向主编或媒体老板报告工作，以及签订固定期限的雇用合同并不得随意解雇等。

《华盛顿邮报》的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可谓是地位独立的范例。他虽然与报社签订聘用合同，又不同于其他雇员。他独立开展工作，不受他人干预，报社领导亦不对其工作发表指示和评论，又不具有特殊权力，无权决定报纸的编辑决策。他不会因所写文字遭到解雇，合同期满以后，又不得再为报纸工作。曾经担任该报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的琼·伯德把这一角色比喻为“报纸雇用的良心”。

3.遴选与任命

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通常从媒体高级职员中选出，也有的从媒体外部选任。一般与媒体签订固定期限的工作合同。通常，他们都具有多年新闻从业经历，具备丰富的受众沟通经验。其任命通常由媒体出版人、董事会或者主编来进行。

以加拿大广播公司为例。出现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空缺后，公司进行公开招聘，公司内部和社会人士均可应聘。公司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共同协商确定一个4人组成的推选委员会，推举候选人。推选委员会4人中，至少有2人要来自公众，包括主席，其他两人分别来自公司管理部门和新闻编辑部门。推选委员会主席由来自公司的两位委员选定。推选委员会负责审查申请并推选一位候选人，公司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最后聘任。专员任期一般为5年，并可再延长5年。除非玩忽职守或明显失职，其合约一般不能人为终止。离职后的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两年内不得在公司任职，但如果新任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同意，他可以为其工作。

五、对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制度的评价和展望

对于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的工作成效，多数新闻界人士给予积极评价。正如加拿大广播公司对其第一任专员大卫·巴兹10年工作所做的高度评价，认为正是在他的推动下，公司才得以不断改善其新闻政策和职业标准，缩短了处理观众投诉的反应时间。该公司还认为，大卫·巴兹为把CBC建成世界上最具可信度的新闻机构之一做出了贡献。大卫·巴兹自己在其年度报告中也认为，该公司信息类节目部门在处理与公众关系方面的表现，有了很大改观。而且，更勇于承认错误了。以2004-2005工作年度来讲，节目组人员自己承认有误的受众投诉就有72宗。[21]

尽管对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制度好评有加，还是存在一些不同声音。

有人对媒体主编和出版人能否做到听任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公开对媒体表现评头论足，存有疑问。

某些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的工作，不能得到媒体内部编辑、记者的支持，工作难度较大。有人认为，要想消除其他员工对其工作的不理解，并非容易做到。

有人对媒体支付报酬的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能否保持客观中立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服务于媒体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存在冲突。专员能否真正发挥读者代表、媒体独立评论员的角色，存在许多问题。更何况有的专员还兼任其他媒体工作，更加剧了类似疑虑。

另外，雇用专职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的费用，也是一些财力有限的媒体望而却步的原因。

而且，由于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的评议与裁决，只属道德性劝说或批判，一方面不会给相关责任人带来多大压力；另一方面，其工作成效究竟如何，也不好衡量。

鉴于以上问题，有人对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制度提出改进建议，如直接向媒体最高管理层报告工作；聘用人选应该具有出众的能力和操守，以使媒体内部人员和公众都能对其有足够信心；因为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的工作与管理部门、编辑记者、公众都密切相关，最好由三者共同任命；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的任期应该足够长；帮助公众知晓设立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的目的及其功能等等。[22]

对于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制度的未来，多数业内人士表示乐观。“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组织”（ONO）的建立就是一个证明，该组织1980年成立，目前已有正式成员61名，其中来自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丹麦、英国、印度、荷兰、南非、西班牙、瑞典、土耳其25名，美国37名，其中不乏世界知名的媒体。除了正式成员，还有来自媒体、学术机构、行业组织等的联系成员15名，以及来自公众和部分媒体的名誉会员24名。成立28年来，该组织在帮助新闻行业维持和提升职业道德水平，确立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工作标准，促进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之间交流信息和经验，以及加强与报纸出版人、编辑记者、新闻评议会、其他行业组织及利益团体的沟通，做了大量工作。

对于我国新闻界来讲，西方新闻监察与投诉专员制度所体现出的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对受众的关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从FAIR网站“公关”议题看美国新闻行业外媒介批评

常 春[23]

摘要 本文首先对美国新闻行业外媒介批评研究背景和现状进行概述。其后选取了新闻行业外媒介批评组织中颇具代表性的FAIR组织为研究对象，并对其进行简单介绍。以FAIR网站中的“公关”议题为具体的分析对象，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2007年的忧虑与偏袒：权威如何一如既往的制造新闻》一文为分析文本，对其中“公关”议题所表现出的种种媒介问题进行全面分析。通过对具体文本的内容分析，管中窥豹，从一个微小的角度观察并分析美国新闻行业外媒介批评的相关状况，发现当前美国媒介难以摆脱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束缚。

一、美国媒介批评体制中的FAIR组织及其介绍

囿于作者学识和手头所掌握的资料，本文拟集中研究美国媒介批评中来自行业外监督组织的批评。结合现实状况选取了在美国行业外媒介批评中影响力较大的“公正和精确报道组织”（Fairness & Accuracy in Reporting），即FAIR组织为分析样本来源。根据其官方网站的介绍，FAIR成立于1986年，是一个全国性的媒介监督组织。其主要工作是针对媒介的偏差现象及审查制度提供有具体资料作为根据的批评，致力于通过批评置大众利益与少数的、不同意见于不顾的行为来弘扬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精神。

FAIR的基本立场是相信独立、批判的媒介是发展民主的必要条件，希望能撼动主流媒介，将主流媒介所忽略的重要新闻展现出来，并保护媒介从业人员不受干扰。因此，FAIR相信必须进行一场结构性的改革，以打破媒介集团的垄断，建立起独立的公众传播系统，从而倡导一种强大的、非赢利性的、可供选择的信息来源，以此维护媒体言论的多元性。[24]

FAIR进行媒介批评的方式主要有：每逢双月出版一次的媒介批评杂志Extra!《号外！》以及新闻信Extra!Update《号外！最新消息》；制作播出广播节目Counter Spin；保持与全国新闻从业人员的沟通对话；主持向大众公开的讨论会讨论当前美国热点问题的报道；开发自己的官方网站等。FAIR通过形式各异的手段进行媒介批评活动，充分利用了各种媒体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和发达，媒介批评的表达和参与空间也有了新的突破。由于互联网不受版面和时间限制，且具有信息海量的特点，极大地拓展了媒介批评的发展空间，对于行业外非赢利的媒介监督组织尤是。FAIR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网站内容非常丰富，涵盖面很广。除了将Extra!和Counter Spin的内容上传网站外，另设了FAIR博客、Take Action!（采取行动）以及What’s New（新情况）等板块。此外，FAIR还通过电子邮件组加强组织与公众的联系。在网站注册的全球用户均可收到由FAIR网站发出的e-mail，推荐其网站内的最新内容。

二、FAIR网站“公关”议题研究的确定及研究文本的选取

1.FAIR网站“公共关系”议题研究的确定

本部分将以FAIR网站（http://www.fair.org/index.php）中对网站内容归纳的两个主题部分：What’s Wrong With the News（新闻中存在的问题）与Issues & Archives（议题与档案）中均将之划分为重要板块的PR Industry（公共关系产业）议题为例进行分析。

在Issue Area:PR Industry（公关议题）这一鲜明的标题下，赫然写着这样一段话：“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新闻媒介越来越倾向于用尽可能少的记者生产尽可能多的新闻。记者用来完成每一个报道的时间减少，致使他们的大量报道都依赖于公关业：记者做报道时，往往仅对公关部门提供的新闻稿做修改而不再做独立的调研；电视台则更多地以新闻片段的形式包装大量宣传短片并播出。这种新闻媒介与其报道企业之间的共生关系极大地伤害了公众利益。”[25]FAIR在公共关系这一议题中正是通过对于美国这一媒体现状进行媒介监督，唤起大众警觉。

2.研究文本的选取及依据

由于FAIR网站尚未提供2009年的相关内容，笔者选取了时间上最新的2008年度关于公关的媒介批评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2007年的忧虑与偏袒：权威如何一如既往地制造新闻》（Fear & Favor 2007:How Power Still Shapes the News，March/April 2008，by Janine Jackson and Peter Hart）为分析样本。该文以总结2007年媒介与公关的相关议题为主要内容，较全面地展现了当前美国媒介与公关的现状，犀利地抨击了美国媒体报道所受到的种种限制。是与FAIR宗旨和公关议题相关度很高的一篇文本，代表性极强，具有很高的分析研究价值。

三、FAIR网站“公共关系”主题内容概述及分析

在《2007年的忧虑与偏袒：权威如何一如既往地制造新闻》一文中，作者总结回顾了美国媒介记者与媒体公司、企业利益集团的生存博弈现状。指出抽取这些样本是为了提醒受众在接受新闻时应保持批判态度，应不仅关注新闻中被剥离的事实，更不忘分析新闻中所报道的事实及其报道原因。文章从广告客户、媒体所有者和政治压力三方面分析了2007年媒体面临的公关问题。

1.媒体与广告客户的关系

文中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广告的无孔不入、肆意污染媒体版面的现状，说明在许多报道中媒体与报道对象竟呈现合作关系。《华盛顿邮报》指出《汽车新闻》关于通用公司软性广告充斥整个报道版面。随后还以“封面新闻”的形式继续报道其资助电台广告、赠送电台主持人汽车等形式换取这些节目中对其褒奖。而通用的品牌市场经理也曾明确表示拉拢电台主持是因为其在听众中具备一种独特的影响力。但部分媒体工作者却声称由于软性广告和报道之间界限模糊，而对这种现状持默许态度。

此外，有线电视台为了广告商利益而调查头条新闻收视率。关于医院治疗的软性广告，电视台与政府旅游局合作推出旅游宣传节目，CNBC的明星主播玛丽亚巴尔·蒂罗莫成为2007年度利益冲突焦点以及各方对此的不同反应等种种问题从多方面揭露了美国2007年度媒体与广告商之间不容忽视的利益关系。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媒体内部存在着一对显著的矛盾：新闻利益与广告利益，即新闻的社会效益至上还是经济效益至上的选择问题。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商业媒体也同其他行业一样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这就形成了媒体与广告商的微妙关系：广告商希望有更多的广告投放量以增加品牌影响力并带来丰厚的利润，而媒体也希望吸引更多的广告以增加收入。记者编辑的劳动为其所在媒体创造潜在市场优势以吸引广告投放，虽然经过了媒体的广告部门这一中间环节，采编部门本质上仍受制于广告商。这也正是前文所述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所在。

2.记者与媒体所有者的关系

在这部分的开头，作者以《华尔街日报》没有成功报道其母公司被默多克购买的消息为例，称这一事实已成为媒体无力报道自身相关新闻这一现实的最好注脚。文中引用老牌电子杂志Slate的编辑米歇尔的话：“在一项记者调查中，35%的人表示自己或周围的记者都会避免报道损害雇主经济利益的内容。”这充分说明在涉及媒体所有者的商业报道时，媒体的自我审查已是达成行业内共识的媒体生存现实。

媒体惧怕的正是媒体自己，哪怕是地铁中免费派送的Metro这样的小报也不例外。据《纽约》杂志报道，Metro专栏作家埃利奥特·卡兰曾发表言论认为人们都不愿读报了，因为Metro这样的报纸是硬塞到读者手里的。仅仅是这样的玩笑就给他带来了被解雇的命运，这是因为国际地铁公司（Metro International）的CEO在纽约出差时恰巧看到该言论，直接下令报社辞退卡兰。文章在该部分最后指出，利益冲突最糟糕的地方在于：公众无从获悉新闻报道与其幕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联。而目前对于这种记者报道与媒体所有者之间利益关系的揭露还远远不够。此外，文中还以电视媒体ABC中对其所有者的报道时间都选在黄金时段以确保收视率的行为为例，说明电视媒体也同样受制于媒体所有者。

在记者与媒体所有者的关系分析部分，该文章有理有据地援引了美国各大媒体2007年度对于相关问题的报道，内容涉及记者生存、节目播出细节、媒体经济、政治问题、宗教问题等方方面面。以2007年中记者遭遇的与媒体所有者之间的冲突为镜，映照出整个美国媒介中的媒体工作者与所有者之间的矛盾。

在媒体所有者眼中，媒体仅仅是其攫取利润的工具，而在一些有新闻理想的媒体工作者眼中，“新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记者是历史草稿的撰写者”，从事新闻事业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情。当新闻理想遭遇经济现实时，必然会产生媒体工作者与媒体所有者之间的冲突。媒体工作者坚持认为：“媒体不是老板的私器，更不只是一件商品。他们坚持不能因为商业利益牺牲记者的工作尊严与专业自主，更不应将媒体工作者视为听命办事的作业员，一个命令一个新闻，一个口号一个动作。”[26]

3.来自政府的压力

该部分开头援引《编辑和出版人》当年3月6日的报道：2007年3月，密苏里现任法官下令禁止两个媒体（《堪萨斯市星报》和《论调》）发表关于公用事业局的相关报道，声称该报道内容是基于机密文件的。这些媒体本拟报道的是电力公司可能存在违背数条联邦环境法运营的内容。法官还要求同时将已在媒体网站上发表的报道内容删除，给出的理由是保护公共事业不受到“不可弥补的伤害”的必要性。该决议后来被推翻。

文章接着分析到，此类政治势力对媒体的直接具体的干预虽然可能是少数，但这仅是因为美国媒体多数都受官方权力影响。记者在报道多数新闻时都要依赖于政府官员提供的新闻线索，因此与其保持友好关系就非常必要了。明显的“偏袒”范围还扩大到了政客，这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beat sweeteners”（新词汇，指专门为公众人物做充满溢美之词的正面形象报道）。《编辑和出版人》在同年5月23日的报道中指出，一些记者由于对于五角大楼的批评性报道而在至少3年时间中丧失采访国防部长的权利。

文章还列举了以下两个来自不同主体的政治压力对于媒体报道的影响：加拿大广播公司在中国外交官的要求下停播了一个关于法轮功的纪录片。《纽约时报》的观察员指出这可能与该公司想赢得北京奥运会的报道权有关。而加拿大广播公司官方说明是：“我们很高兴没有播出这个节目，我们很高兴自己跟上了事态发展进程，毕竟，我们及时阻止了记者的错误行为。”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在其一年一度的城邦讲话前，为了吸引媒体注意、更好地引导舆论，提前一天将演讲内容发放给记者，引发丑闻。

在政治压力方面，该文的分析案例选取得非常有说服力，文章分别从来自法院、政府、政客、外交这些不同的政治势力对于媒体施加的压力等方面着手，独特而深入地分析了媒体在面临不同政治力量的公关时导致的形式各异的报道问题。

媒体与政治总是无法脱离彼此的。正如分析文本中所展现出的现状，二者之间既明显又暧昧的关系确实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当今美国社会中，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受媒体的影响程度日益加深，媒体对政治活动的介入及影响必然导致政治权力反过来对其施加影响和控制。因此，即使在媒介号称“第四权力”的美国，传媒所拥有的新闻自由也是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媒体在报道中还是会受到来自政治上的强大压力，媒体报道不能超出政治势力的许可范围，更不会动摇美国的社会根基。

四、结语

通过对于FAIR网站中“公关”主题的文本分析，笔者发现FAIR对于“公关”的媒介批评特点明晰、笔调犀利、思路清晰，是媒介批评较高水平的体现。笔者认为，FAIR这样的行业外媒介批评主体由于自身特性而在其媒介批评中展现出不同于其他主体的特点。与媒介行业内部的媒介批评相比，它没有太多的顾虑而显得更为直接和尖锐，直指问题核心；与新闻委员会和业内专业组织的媒介批评相比，它没有太浓厚的学院派气质，更易为受众所接受；与个人的媒介批评相比，它具有较深厚的专业素养和更雄厚的批评团体，涉及范围更为宽广，且没有强烈个人感情因素的影响。

从FAIR网中对于“公关”主题的分析来看，美国媒介受到来自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束缚。具体而言，媒体一方面遭受来自广告商和媒体所有者在经济上的控制，另一方面还遭受权力机关在政治上的控制。美国批判学派的先驱赫伯特·I.席勒认为：“大众媒介紧紧联系着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中心。由于这种联系，媒介提供民主论坛、监视有权势的利益集团这些最关键的作用就常常发挥不足。”[27]席勒还指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新闻媒介都是当权者的代言人，媒体报道内容永远代表着媒体背后的利益集团之利益。这种情况下，媒介的所谓客观性、独立和自由等属性都是值得怀疑的。在美国的这种媒介生存环境中，媒介永远都无法摆脱双重束缚。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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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文化、媒介符号中的种族主义——评《结构性种族主义上不了ABC的节目单》

薛宝琴[28]

2008年，在奥巴马赢得总统候选人提名之后，有媒体发表评论称，这是美国的一个历史性事件：“就在半个世纪之前，像奥巴马这样的黑人还必须承认比白人低贱；232年前，黑人还是白人买卖的货品。”奥巴马随后的当选，更是在美国掀起了一股反对种族主义的新风潮。

然而，时隔近一年之后，这位接过马丁·路德·金衣钵的黑人总统，却并没有取得评论家们在消除种族问题上的认可。朱莉·霍勒发表在“公平与精确报道组织”网站（美国民间组织，www.fair.org/index.html）上的《结构性种族主义不是ABC的节目议程》一文，便通过回顾几个种族主义的经典案例，用冷静的实证主义态度，揭示了现今美国种族主义存在的深层诟病。

种族主义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态度，“种族主义的理论认为人们在遗传上的体质特征同个性、智力、文化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从而认为一些种族天生就比其他种族优越。”[29]认为种族差异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认为自己所属的团体，例如人种、民族或国家，优越于其他的团体。在殖民地时代，种族主义表现为种族隔离、种族灭绝和种族歧视。今天，种族隔离和种族灭绝已经成为历史，但种族歧视却仍然存在。从实验一（见附录）的儿童选玩具，可以看出，即使是社会化程度较低的儿童，仍然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习得了关于种族差异的一些态度。沃勒斯坦教授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世界范围内存在一条主要标准线,用来标明在世界体系整体中的身份,这就是“肤色”线。现在，基于生理差异的种族歧视越来越少见，多数人会警惕用肤色差异来发表关于种族主义的论调。

然而，种族主义却产生了一些新的内涵和表现。

第一，在现今的美国社会，种族主义超越了情绪性的表层现象，表现为结构性的社会问题，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纪莉在《论媒介报道中的新种族主义》中指出，“旧种族主义常常表现为种族奴役、种族隔离、种族清洗或者辱骂等极端的行为，那么新种族主义则表现得比较含蓄与温情。它甚至标榜民主，从而否认自己是种族主义。它不强调人们在生理上的差异，却不否认种族文化的不同实际上是有优劣的。与旧的种族主义多表现为行为上的暴力不同，新的种族主义是话语的暴力，符号的暴力。”[30]

“黑娃娃是丑陋的，白色娃娃更漂亮”，比肤色更为隐蔽的是，种族主义在民主外衣下，正在通过社会结构发生作用。虽然，一些优秀的黑人经过努力成为社会名流或者巨大财富拥有者，这部分黑人也能融入美国主流精英阶层。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篮球巨星乔丹等。但是，有色人种作为一个群体，始终被排斥在主流范围之外。根据联合国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在美国犯有同样罪的黑人和有色人种往往受到比白人重2至3倍的惩罚，杀害白人被判死刑的黑人是杀害黑人被判死刑的白人的4倍。在美国监狱中关押的黑人和被判死刑的黑人的比例明显高于白人。在各州监狱中，大约47％的囚犯为黑人，16％的囚犯为拉美裔。对于黑人的歧视更多地存在于生活的细节和人们的潜意识中。实验二（见附录）说明，在美国黑人被认为更有侵略性，这在美国的城市是很普遍的现象，当然不能简单地说黑人多就代表犯罪率高，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对黑人的歧视。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由于歧视黑人，黑人的社会地位和就业等的机会普遍不高，造成黑人的普遍贫困，黑人为了生存，犯罪率上升也就成了结果。黑人聚集区犯罪率的上升则加深了白人对于黑人的歧视。

文中还提到了种族歧视与贫富差距间的关系，在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中，种族主义必然地带来贫富差距问题，造成不平等的财富和阶层分化。这种结构性的歧视，不会随着人们对于种族问题的情绪改变和认识深入而得到根本的改变。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可以预见，有色人种所受的影响远比白人更严重。

第二，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造成的“隔离、歧视、仇恨”的话题，在美国两百多年的文化发展中演化为美国文化不可避免的一部分。1787年，美国人把天赋人权写入联邦宪法，却刻意回避了黑奴问题。19世纪末种族隔离作为宪法的原则。所以，在美国，选玩具、打车这么简单的事情包含了巨大的政治和文化意味。

文化种族主义的两个后果是，一方面，日常的社会行为体现出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美国建国200年来，社会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百人左右的精英阶层手中，有色人种始终在这个阶层的边缘。某种意义上，奥巴马当选后也必然是一位代表美国白人主流社会民意的黑人总统，因为这是美国白人能够选择一名黑人当总统的底线。文化不是一个人能够改变的，也不会因为短期内的大众舆论引导而消失。另一方面，今天，美国的有色人种文化正在遭受破坏，在美国的大城市，很多黑人、印第安人、墨西哥人能说流利的英语，但是已经淡忘了母语，土著印第安人部落的风俗和语言正在消失。文化的种族主义已经造成了哲学家福柯所认为的文化“断裂”。

第三，种族主义还表现为媒介的话语偏见和符号暴力。“（ABC）只是把非常严重的种族主义偏见当做是唯一的种族主义罢了。”它的《早安，美国》种族问题系列节目在话题选取和内容设置上，明显带有倾向性。更多类似的倾向性表现在主流媒体的媒介权力使用上。比如，好莱坞大片中，土著往往被主流话语描绘成暴力、残忍、衣着肮脏、行为野蛮的形象；又如，布满文身的黑人、墨西哥人往往是电影中帮派分子的典型角色。此外，在表现边缘文化的过程中，大量出现非系统性的片面报道，这种白人式的选择，本来就是一种歧视，背后包含着对于种族文化优劣的一种先验价值判断，是一种对主流和“他者”的区分，建构的结果往往不是新的、和谐的复合文化符号的产生，而是白人文化通过主流文化的权力甚至暴力，对有色人种文化符号的同化或替代。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作者所说的，“即使奥巴马作为总统，他的家人身居白宫，也无法确保过去存在的巨大偏见不会潜在地影响充满希望的崭新的一天。”体现在美国社会结构、文化、媒介符号中的种族主义，是需要媒介和文化学者们长期关注的问题。

附录 结构性种族主义上不了ABC的节目表[31]

Julie Hollar

2009年4月3日

本周，ABC电视台的《早安，美国》推出了一个种族问题的专题节目，它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系列节目。无论从“今天的黑人与白人”到“看美国的种族关系”，这三个部分都是重做了几个老实验，或者重温了一些以前的新闻故事。

（3/31/09）第一个部分再现了儿童是选择玩黑色还是白色玩偶娃娃的实验。实验表明，现在的孩子不认为黑娃娃肮脏而白色娃娃好看。不过和1940年代相似，仍然有些黑人女孩认为黑娃娃是丑陋的，白色娃娃更漂亮。报道引述了威廉·朱利·威尔逊的话：“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女孩，即使奥巴马作为总统，他的家人身居白宫，也无法确保过去存在的巨大偏见不会潜在地影响充满希望的崭新的一天。”

（4/1/09）第二部分重复了另一个实验，黑人男子试图在纽约市叫出租车。白天，他能顺利地叫到车，但天一黑，他就叫不到车了。同样，有色人种在高端商店时也感觉到被歧视。

（4/2/09）第三个部分，GMA的主持人戴安·索亚和罗宾·罗伯茨回到自己在南部的家乡，和白人和黑人的儿童群体分别谈论了对种族的看法。10年前，当他们在莫比尔大学和孩子们谈话时，孩子们谈到了种族隔离，并对其他种族表现出消极的刻板印象。而这一次，“孩子不想谈论很多关于皮肤颜色的事情”，“而更多地希望能够向成人们展示不同肤色的孩子如何一起学习、聚会和生活”。当罗伯茨问他们，为什么大人们仍然在谈论种族问题，其中一个孩子说，这是因为他们非常高兴现在已经不同于以前了。

上面的故事总体上是令人鼓舞的，但这也只限于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一种种族主义，才能结束各自持有偏见的种族主义。请注意，GMA没有一个问题是指向种族贫富差距，或者提到赎回危机影响有色人种的方式比白人更严重，又或者司法系统下被关押的人在人种上不成比例——有色人种远远多于白人（这只是几个例子）。的确，公开的偏见这些年来已经减少（虽然仍然有大量的偏见），美国广播公司只是把非常严重的种族主义偏见当做是唯一的种族主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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